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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二语言习得”是指对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过程的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本质和提高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书在国内外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在写作过程中，本书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打破外语习得研究与汉语习得研究的隔阂，将国内外语教学研究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进展加以通盘考察，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在语言运用方面，本书在坚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注意表述上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做到雅俗共赏。


前 言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简称“二语习得研究”），是指对第二语言/外语习得过程的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对于探索语言的本质和提高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1945年，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弗利斯（Charles Fries）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将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方法应用于语言教学。1953年，美国语言学家乌尔里希·怀恩来希（Ulrich Weinreich）出版《语言接触》（Language in Contact）一书，提供了一个对比分析概念框架，提出了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干扰”（interference）这一命题。195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出版专著《跨文化语言学——语言教师的应用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全面系统地提出对比分析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以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皮特·科德（Pit Corder）和美国心理语言学家莱利·塞林克（Larry Selinker）等人提出的中介语理论为标志，二语习得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蓬勃发展，相关理论不断更新，日趋成熟，研究方法日趋科学和多样化，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论著林林总总。但是，至今尚未系统涉及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这无疑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二语习得研究的一大缺憾。

国内的二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历时约30多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为第一阶段，主要是由英语教学研究界引进、评介和探讨西方的外语教学法和二语习得的基本理论，引进和评介的多为70年代中后期的英美名家的论著。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为第二阶段，研究的对象开始从外语教学法（客体）逐渐过渡到学习者（主体），着重探讨学习者的认知、情感和学习环境等；同时，研究者不是一味地引进和吸收西方的外语习得理论和方法，而是结合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实际情况，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和反思西方有关的外语习得理论。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对西方的二语习得基本理论开始全面系统地加以引进和消化吸收，而且对于其他语种（如德语等）习得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引进；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习观念和策略以及认知、文化差异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中国外语教学与西方二语习得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或应用方面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二语习得研究的论文和实验报告，还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论文集、专著和教材（参见李炯英《回顾20世纪中国二语习得研究》，《国外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

相较英语习得的研究，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研究起步更要稍晚一些。1984年，鲁健骥发表《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一文，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引进了中介语理论，标志着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开端。此后近30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也应运而生，并得到空前快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现有的这些成果，都为国内的二语习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但是，总的来看，当前的研究现状也表现出若干缺陷：

其一，这些研究是由外语（主要是英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分头进行，前者主要以国内学生的英语习得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主要以来华汉语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双方各做各的研究，呈现出“两张皮”的隔绝状态。这种隔绝状态，导致双方都比较缺乏综观整个二语习得研究的宏观视野，也无法从宏观的角度形成相应的研究方法论。于是，当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界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或假说时，却很少看到国内学者提出什么令世人眼前一亮的新理论、新观点。正如李炯英（2002，同上）所指出的：“在二语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无论从语言学、认知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外部语言环境、学习者个体差异、外语教学法等方面，我国学者却没有提出过被广为接受的任何理论或假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施家炜在《国内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二十年》（《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至今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更谈不上建立某种完整的、有影响的理论体系——适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模型。”

其二，不少冠名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论著（或教材）其实只是（或主要是）以英语习得为对象，根本不（或较少）涉及汉语习得，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二语习得研究“通论”。例如，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王立非《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现状与实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吴旭东《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林立《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王栋《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文秋芳《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沈昌洪等《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

相较而言，一些以汉语作为二语习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著，倒是很少简单冠以“第二语言习得”之名，而是点出“汉语习得”这一具体对象。例如，王建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刘颂浩《第二语言习得导论——对外汉语教学视角》（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李坤珊《留学生在华汉语教育初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温晓虹《汉语作为外语的习得研究——理论基础与课堂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崔希亮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认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等等。

同样，一些冠名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学术团体或者学术会议也是以英语习得为主要对象，兼及俄语、日语等其他外语习得。例如，目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二语习得研究学术团体——“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会”，其正式名称为“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就其参与者和学术交流的内容来看，这只是一个以英语习得研究为主的外语习得研究团体，并不包含汉语习得。

于是，人们就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在国内存在着两种“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一种就叫做“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一种却叫做“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从学科名称上来看，两者本来应该形成上下位关系，而实际上只是平行关系。

顾名思义，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围，本来应该涵盖所有作为二语的语言习得。在这个学科领域内，可以包括英语二语习得、汉语二语习得、德语二语习得、法语二语习得等平行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以二语习得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反过来又为完善和充实二语习得的一般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研究领域都是整个二语习得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其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不应该也不可能“以一当十”，以偏概全。

其三，现有的研究，其理论基础往往停留于较为传统的视角，而对于近20年来国外开始流行的一些最新研究视角，则尚未引起注意，导致相关研究很难获得新的突破。例如，1993年，国际著名二语习得研究专家维维安·库克（Vivian Cook）在《语言学与第二语言习得》（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t.Martin's Press，199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一书中评论当时国际二语习得研究发展趋势时说：“以（乔姆斯基的）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成为近几年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他本人也在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the P&P framework）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多元语言能力”（multicompetence）假说，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最终成效”（ultimate attainment）问题。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多语现象的动态模型”（the 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DMM）、“共同底层概念库”假说（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e，CUCB）、“表征的重述模型”（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 Model，the RR model）、“分析/控制模型”（Analysis/ Control Model，the A/ C model）等理论模型，并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但遗憾的是，对这些理论和假说，目前国内的文献鲜有提及，有的甚至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开展相关研究和实验。

毋庸讳言，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整体上落后于国外至少20年。为了学科的加速发展，我们需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应该是我国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共同的心愿和责任。

就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问题，施家炜（2006，同上）指出：“国内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历史较短，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在国外二语习得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但是，全世界的二语习得领域不会听到中国的声音。有谁会去注意一个追随者呢?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世界注意我们——建构我们自己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模型。这同时也是为整个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他还呼吁：“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不能仅作为世界二语习得理论的检验者，更应该成为世界二语习得理论的补充者、完善者，甚至建构者。”

诚哉斯言！我们认为，这一呼吁不仅适用于我国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外语习得研究，乃至整个的中国二语习得研究。

针对目前所存在的缺陷，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下列几个问题：

其一，需要打破国内汉、外教学研究界“两张皮”的隔绝状态。换言之，在让“全世界的二语习得领域”“听到中国的声音”之前，我们国内至少要互相听到“自己人”的声音。

一般而言，外语教学研究界普遍不了解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情况。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由于汉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发展滞后，所得成果令人有点“看不上眼”；二则可能是由于外语教学界满足于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验证国外的各种理论，缺乏看待二语习得研究的宏观视野。例如，李炯英（2002，同上）的《回顾20世纪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一文，尽管名头很大，又是“20世纪”，又是“中国”，而文中所回顾的基本上都是英语教学和习得研究。在总结中国二语习得研究情况时，好不容易冒出一句：“当然，这一情况还可以从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反映出来，如王建勤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紧接着却又笔锋一转：“但由于这一点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故不在此赘述。”呜呼！好似让人听了一段相声表演中的“大喘气”。而在最新的一篇《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十年回顾：2001——2010》（陈晖，《海外英语》2011年第15期）中，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则干脆一字也不提了。

相比较而言，汉语教学研究界对外语界的研究情况可能了解得更多一点。由于外语水平以及其他因素的限制，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一般较少直接接触、利用国外的原版文献，他们对于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了解，基本上是通过外语工作者用中文发表的文献，因而所得到的往往都是“二手货”。于是就形成了国内外语习得研究滞后于国外语言习得研究，而国内汉语习得研究又滞后于国内外语习得研究的状态。

当然，两大研究界各自专注于本领域的研究，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双方总是满足于狭隘的研究视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那么，国内二语习得研究就很难真正发现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只能总是跟在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永远跳不出西方“如来佛的手掌心”。而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如果仅就汉语习得而研究汉语习得，还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我们自己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模型”（施家炜，2006，同上），恐怕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了。即使能弄出个把“模型”来，弄出点“响动”来，假如不能为某种普遍规律作贡献，还不知人家想不想“听”呢。

因此，我们认为，两大研究界应当携起手来，知己知彼，共同探讨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二语习得研究，为世界二语习得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当前应该大力提倡两大研究界的“跨界”研究，即外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积极参与汉语习得研究、利用汉语习得研究成果，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积极参与外语习得研究、利用外语习得研究成果，这样，“井水”与“河水”互相“犯一犯”，兴许能从“浑水”中“摸”到几条“鱼”。另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还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外语水平，直接利用国外原版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少用“二手货”。同时，相关出版社除了大力引进外文原版著作外，还应重视译著的出版，以扩大国外重要论著的读者面。

其二，需要为二语习得研究“正名”。当然，“正名”不等于“改名”，不是要求人们不再使用“二语习得研究”这个总名，而是要“循名责实”，做到“名副其实”。

把“英语二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等同起来，可谓其来有自。上文已经提到，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是由英语教学研究界从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引进的。因而，从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内容和宗旨来看，从其创立伊始，就具有了“英语性”。而且，从名称上来讲，西方也确实往往把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简单地称为“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于是，国内在引进时，也照样翻译为“第二语言习得”。

不过，西方的用法也是事出有因的。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大致是从英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起步的，主要是针对英美国家的外来移民（包括留学生）。而开创了二语习得研究的那些先驱和领军人物，也几乎都是英美语言学家。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被‘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爷（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所支配。为研究工作提供数据的高级英语学习者是来到英语国家的移民，英语知识对于他们的成功和融入新的社会至关重要。因此，这种知识的发展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劳斐尔，B.Laufer，The influence of L2on the L1collocational knowledge and on L1lexical diversity in free written expression.In Cook，V.（ed.）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Multilingual Matters，2003）。因此，至少在研究的初期，“二语习得”就是“英语二语习得”。

当然，任何一种普遍理论的形成，都是从个别到一般，亦即先在少量“个别”的基础上假设“一般”，然后用这个“一般”不断检验新的“个别”，从而修正、完善这个“一般”。人们通常并不需要先把所有“个别”全部研究完毕，才总结出无懈可击的“一般”。因此，在英语二语习得研究的基础上，西方国家针对其国内的其他重要二语的习得研究也早已蓬勃开展起来，如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俄语的二语习得研究，等等。因此，西方二语习得研究的涵盖面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广义性。不过，就目前而言，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仍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尚未系统地涵盖汉语二语习得。因此，缺了这么一大块的“SLA”，依然是名不副实的。

在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尚未形成之前，国内研究界引进“SLA”（二语习得）这个名称，模仿西方的用法，作为英语等外语习得的代名词，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已经发展了近30年以后，人们就不应该再对身边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而继续将遗漏了汉语二语习得这一重要领域的二语习得研究动辄冠之以“二语习得”或者“中国二语习得”。

因此，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就面临着“正名”的问题。孔子有一句名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不“正名”，就容易使人们不断受到“二语习得”就是“英语（或外语）习得”这样的心理暗示，继续深陷这样一个认识误区而不能自拔，从而缺乏创新的动力。

上文提到，西方的二语习得研究尚未系统地涵盖汉语二语习得，因而留下一个缺陷。而这又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限于语言障碍和研究条件的限制，西方的学者较少能够利用我国的中文文献，较难了解我国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成果和进展，亦即难以“听到中国的声音”。在他们国内，尽管“汉语热”正在持续升温，学习汉语的人数持续增长，正在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汉语教学的规模仍然很小，与其他作为目的语的大语种尚不可同日而语。再者，目的语环境中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战场永远是在中国。因而，他们要想弥补这个缺陷也难。

然而，这恰恰又是我国学者弥补这个缺陷而实现理论突破的最好机遇。而弥补这个缺陷的有效途径，就是上文所提出的打破“两张皮”的隔绝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名”而充“实”，真正能够实现“正名”。而“正名”的意义，不仅限于国内，而且面向世界。

其三，需要密切关注国外二语习得研究的新动态。从国外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者不断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这是因为二语习得研究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解释，需要运用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每出现一个新的理论和假说，就意味着对现行理论和假说的补充和更新，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我们希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么首先是“赶”，然后才有可能“超”。因此，对于国外的新理论、新假说，我们应当及时引进，加以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从而为这些理论和假说提出补充和完善的变式，甚至受此启发而建构出新颖的理论和假说。

按理说，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自开创30多年来，一直在引进、吸收国外的各种理论和假说，并用之于实践。然而奇怪的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语言原则与参数理论为基础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主流”（Cook，1993，同上），却未见国内有人多加关注，进而积极“入流”。尤其是对于“反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等假说，却少见相关评介和研究。

徐烈炯《中国语言学在十字路口》（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在评论乔姆斯基（Chomsky）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时指出，当今世界语言学界没有任何其他学派比乔姆斯基的学说影响更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语言学家中追随功能学派的大大多于接受生成学派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功能主义当然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人为什么厚此薄彼?”为此，徐烈炯曾询问过功能语法代表人物之一韩礼德（Halliday）这一问题，韩的回答是，中国的功能语法学家主要是外语教师，而且他本人本来也是语言教师，他的理论比较切合语言教师的需要。

由此看来，我国的二语习得研究至今不“入流”，大概也是由于在乔姆斯基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二语习得理论流派不那么“切合语言教师的需要”吧！换言之，基于对二语习得研究的目的是为外语教学服务这一传统认识，既然要为外语教学服务，那么忽略“反向迁移”等现象，即二语对一语的影响，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诚然，二语习得研究确实是从外语教学法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上文也提到，弗利斯（Fries）于1945年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将对比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教学，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萌芽。其后兴起的中介语研究，也是旨在找到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天然路线”（natural route），以便据此为课堂二语教学内容的呈现设计一个合理的次序，以提高二语学习的成效。同样，我国引进二语习得理论，也是因为其“植根于外语教学”（王初明《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序》，载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然而，从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它早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于课堂教学之外的自然习得，以及影响二语习得的众多内外部因素，以便揭示二语习得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为了直接用于指导二语课堂教学。

在二语习得研究的初创期，即“对比分析”时期，其研究目的可以说就是为了指导教学。在它的发展期，即“偏误分析”时期，其研究目的已经转变为描写学习者语言的特征。而在它的成熟期，其研究目的则倾向于把二语习得放在人类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的宏观框架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解释其本质。由此看来，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从初创到成熟，伴随而来的是与语言教学渐行渐远。因而，科德（Corder）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二语习得研究更关注的是学习过程，与语言教学已经呈现出了分离的趋势（Corder，P.Error Analysis and Interlangu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60年代后期以来，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重心不再是教学法，而是学习者特征及其在习得过程中的作用”（秦晓晴《第二语言习得中认知方式研究的现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第2期）。当然，与语言教学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从此不再为教学服务，而是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的解释。

同样，人们也越来越关心二语学习中的“最终成效”问题。在这个方面，库克（Cook）所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概念，可能是目前较有解释力的假说之一。因为它已经超越二语习得本身来看二语习得，更强调把“二语学习者”看作“二语使用者”，并关注他们“在一个心灵（mind）中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识”的互动，而不是简单地解释为单向的“迁移”或“影响”。根据这种假说，二语使用者有可能正在建构一个既不同于其母语的单语者语言能力，又不同于其目的语的单语者语言能力的第三种“复合式”语言能力，即“多元语言能力”。这个概念与“中介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中介语”仅指以目的语规范为衡量标准的第二语言知识。那么，如果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就将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二语学习者/使用者的二语能力和总体语言能力。

就我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外语教学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英语的普及和“过热”，大学生汉语水平的普遍“下降”，一些国人已经持续发出“英语六级，汉语一级”这样的指责，要求“像保卫黄河那样保卫母语”、要求母语免遭英语“污染”的声浪也一波接一波地袭来。这些攻击的矛头固然是指向国家外语政策的，但那些一生致力于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英语教师自然也难辞其“咎”。而且，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已经提示：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对母语的“反向迁移”也越严重。那么，如何评价这种“反向迁移”，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向迁移”，或者是否有可能以及有必要避免“反向迁移”，等等，就成为摆在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面前绕不过去的课题了。

那么，如果我们的外语教师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旦国家外语政策有变，导致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甚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外语学习的良好环境受到重创自不待言，而“植根于外语教学”的二语习得研究，就成了“无根之木”，还有什么好研究的?

当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工作者暂时还感受不到同样的压力，因为即使外国学生的母语发生了“反向迁移”（已有少量研究也证明确实存在），那么自然由人家本国政府去管，犯不着我们“瞎操心”，说不定还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辉煌成就”呢。因此，只要全球“汉语热”能够持续升温，总有我们的一碗饭吃——不过，且不要高兴得太早。我国的外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息息相关、互相支撑的。说得简单点，如果中国人不再热衷于学英语了，就意味着国门重又关上了，那汉语教师还拿什么去维持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动机?仅靠汉语汉文化本身的“魅力”就足够了吗?

因而，即使仅仅是为了“教学”，我们也不能对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置若罔闻，采取“鸵鸟政策”，而是需要所有的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加以理论上的解答，以实现我国二语习得研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语言大国，也是一个语言学习的大国。中华民族本身就是由历史上众多的不同民族融合而成，而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二语学习的过程。汉语也是历史上众多的不同民族语言融合的结果，而语言融合的必经之路就是二语学习。直到今天，我们不仅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外语教育大国，而且拥有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目的语——汉语。按理说，我们拥有最丰富的二语习得研究资源，最有条件引领世界二语习得研究的潮流。

事实上，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一位伟大的学者关注过二语习得问题，他就是“孔孟之道”的二号人物——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记载了孟子所讲的“一傅众咻”故事。孟子通过“楚大夫之子学齐语”的“案例”（即“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比喻强调了环境对君王向善的至关重要性。而这个比喻，就涉及了二语习得的学习环境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那位“楚大夫之子”在课堂上“学习”二语，尽管有条件请个“一对一”的“外教”（tutored），即使每天抽着鞭子逼他，也还是学不会；反之，如果让他在齐人的里巷之中住上几年，没人教他（untutored），他却自然而然地“习得”齐语了。这就意味着，语言是在二语环境（second language environment）中“习得”（acquired）的，不是在外语环境（foreign language environment）中“学得”（learned）的。这与克拉申（S.Krashen）的“习得——学习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也与“交际能力理论”（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暗合。

看来，孟子他老人家早就对二语习得过程作了一番类似“观察式”（empirical）的“研究”，留下了这么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案例”，只是这一思想火花淹没在他的儒家思想的灿烂光辉之中，而未得到发扬光大。对这一类观察到的现象，此后的2000多年中也未见有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实在是可惜了。当然，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一言难尽，此不赘述。

然而，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孟子的时代，而是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时代。在二语习得研究方面，我们确实有责任、有条件走出一条引领世界潮流的路子。这应该是我国所有二语习得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出于以上的考虑，我撰写了这本《第二语言习得通论》。本书在国内外二语习得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势。

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首先简要梳理了二语习得研究的概貌，然后就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二语语用能力习得、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等重点和热点课题分别做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探讨。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注意吸收国外最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的理论假说和研究结果。同时，本书努力打破外语习得研究与汉语习得研究的隔阂，将国内外语教学研究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的研究进展加以通盘考察，分析相关研究中存在的弊病和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在语言运用方面，本书在坚持学术严谨的前提下，注意表述上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求雅俗共赏。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2004年，至今已有近10年之久。本书的最初形态是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第二语言习得”的讲稿，此后不断进行修改充实，日趋成熟，也算是“十年磨一剑”了。2008年，本书申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特色研究项目”基金，获得立项。2010年7月，在本书内容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研究课题《英汉双语者请求行为表现的多元语言能力双向研究》申请当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获得立项（项目编号：10BYY025）。同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冯勤编辑和任雅君编辑的鼓励下，本书申请当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助基金，获得立项。在本书申请立项的过程中，先后获得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卫乃兴教授、国际教育学院凌德祥教授等专家的指点和推荐。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曾给予各种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章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概说

有一个笑话说：一天，猫妈妈带着一群孩子在散步，遭遇一只狗的吠叫挑衅。猫妈妈就对着狗“汪汪汪”地叫了几声，结果把狗吓走了。猫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你们看，学会一门外语是多么重要啊！”

学会一门外语确实很重要。粤语中有一句俗语，叫“鸡同鸭讲”，形容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之间无法用语言来交流。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就不得不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了，这就是第二语言学习。

第二语言学习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我国上古时代，就已经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汉语有一个成语，叫做“一傅众咻”，意思是：一人教导而众人吵闹干扰，比喻社会环境对于人们做事的成败影响甚大。这个典故来自《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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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记述中，孟子为了阐明环境对君王向善的至关重要性，就打了个比方：有一位楚国大夫，想要他的儿子学说齐语，最理想的当然是聘请一位齐人而不是楚人来教，然而这又是没用的。因为只有一个齐人教他说齐语，周围却成天有一群楚人围着他说楚语，那么，即使每天抽着鞭子要他说齐语，也是徒劳无功的。反之，假如把他送到齐人聚居的里巷之中住上几年，到那时，且不说他的一口齐语已经说得很流利，即使每天抽着鞭子要他说楚语，也不行了。

我们知道，孟子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是一个善用比喻的语言大师。这一回，他同样运用了比喻，却居然编了个第二语言学习的“案例”。这就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语言学习就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了。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学会一门以上的第二语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历史上的二语学习具有地理上的局部性，一般发生在边境地区或民族杂居地区人们的经济来往中，以及较大规模的征服所引起的民族融合进程中，那么在如今的“地球村”时代，二语学习已经具有全球性和全人类性。一个人能操不止一种语言，已经成为人类语言生活的常态，而不再是“不寻常”之事。据研究，目前世界人口的50%以上操不止一种语言（Cook，1992；Kecskes&Papp，2000）。“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操几种语言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正常要求：可能在家里操一种以上，在村子里操另一种，为了做生意而又操一种，并且为了与更广大的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外部世界联系还操一种。”（Wardhaugh，2000）

然而，第二语言学习却又是一件常常令人头疼的事情。当人们一本正经地想要学会一门第二语言时，最常感到的是：第二语言学习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也未必理想。这就促使古往今来的人们始终不渝地对它进行思考和研究。进入当代社会以来，一种专门的科学研究终于诞生了，这就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诞生的初衷，是为了给语言教师提供改善教学的思路。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该学科的重心已转向了对二语习得本质的研究，以探讨人类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的本质。

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做一个概述。然后就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其后各章中分别展开详细讨论。

1.1 什么是第二语言习得

1.1.1 “第二语言习得”的定义

“第二语言习得”，简称“二语习得”。这一术语译自英语“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L2acquisition”。“第二语言习得”指人们逐步提高其第二语言能力的过程（process），而对这一过程的研究（study），就称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SLA，or the study of SLA）。

在英语中，首字母未大写的“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有时也可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学科名称，因此就有了分别表示“研究学科”和“研究对象”的两个义项。

在汉语中，不加“研究”二字的“第二语言习得”（“二语习得”）有时也用来兼指这一“研究”，因此也可以分别表示“研究学科”和“研究对象”两个义项。

1.1.2 “第二语言习得”的顾名思义

我们知道，与“第二语言习得”这个名称相近似的，还有“第二语言学习”、“第二语言获得”、“外语习得”、“外语学习”、“母语习得”等。为了避免混淆，我们需要顾名思义，先讨论几组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

首先是关于“第二语言”（简称“二语”），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二语”与“第一语言”（简称“一语”）是什么关系，“一语”和“母语”是什么关系，“二语”和“外国语”（简称“外语”）是什么关系，以及“二语”和“目的语”是什么关系。

其次是关于“习得”，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学习”和“习得”是什么关系。

1.1.2.1“一语”和“二语”

根据两种以上语言学习/习得的顺序，我们把第一次学会并用于思维和交际的语言，叫做“一语”（L1），而任何在一语之后所学习/习得的语言，通称“二语”（L2）。

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二语”，也可能有更多的“二语”。例如，某个中国人的一语是汉语，又学了英语、日语、法语，那么他后学的那些语言就是他的“二语”。如果要研究他的几个“二语”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则需要具体区分为“二语”、“三语”、“四语”……（L2，L3，L4……）。因此，“二语”这一术语，可以是通称，也可以是特指。

1.1.2.2“一语”和“母语”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语”概念，主要用来与二语相对，以突出其在学习者所接触的两种以上语言中“先入为主”的强势地位，以及这种强势性对二语习得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即“一语迁移”（L1transfer，又译“母语迁移”）或“一语干扰”（L1interference）。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先掌握母语，然后开始学习其他语言（即“二语”）。那么“一语”就是“母语”（mother language，or mother tongue）。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有时“一语”不等于“母语”。“母语”并不是可以顾名思义的“母亲的语言”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母语首先是民族领域的概念，母语就是本民族语，它反映的是个人作为某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它不取决于获得的顺序，甚至不取决于是否获得（李宇明，2003）。例如，有人从小在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身边学习母语，但并没有用于社会交际，导致其本民族母语发展的停滞或萎缩，其主要交际用语是当地的社会通用语或官方语，那么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本质，后者才是他们的“一语”。这种现象在那些从小跟父母移居国外或者出生、成长于国外的孩子身上较为多见。同样，多民族国家中，往往有一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其民族语言受到当地强势语言的持续冲击，致使年轻一代身上也大量产生这样的现象。

换言之，一个人肯定会说“一语”，但未必会说“母语”。而且他长大以后又可能回过头来学习母语，那么对他来说，母语反而是“二语”。最近一些年来，有不少海外华裔（如美国的ABC，America Born Chinese）正在学习汉语，就是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多语家庭的孩子最早接触的语言可能不止一种，那么这些语言都是母语，但以后只有一种进入社会交际，成为他们的“一语”。例如目前有不少跨国婚姻家庭，父母双方（甚至加上祖父母辈、女佣等）各自用其母语与孩子交流。但孩子一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就面临着“一语”的选择。

斯库纳波——康嘎斯和菲利普森（Skutnabb-Kangas&Phillipson，1989）曾总结认为，凡符合下列6种情况之一的就可以认定为一个人的“母语”（mother tongue）：

①向母亲学会的那种语言。

②学会的第一种语言（一语），不管“向谁”。

③在人生的任何时间中较为强势的那种语言。

④本地区或本国的母语（例如，白俄罗斯的白俄罗斯语）。

⑤一个人用得最多的那种语言。

⑥一个人对之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和情感的那种语言。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语”，一般就指其中的第于种“母语”，两者也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可以互换通用。而一旦研究对象中出现了其他情况，就需要小心使用“一语”、“二语”和“母语”等概念了。

另外，汉语中的“母语”一词，又可能对应于英语的3个概念：mother language/ mother tongue、motherese/ mother talk、native language。

mother language/ mother tongue：指从小在父母身边学会的本民族语言，大致等于“一语”。

motherese/ mother talk：指母亲对儿童说的经过调整的话语，又译“母亲话语”、“母式语”，这个概念常用于母语习得。

native language：指二语学习者正在学习的那种语言，又译“本地语”、“本族语”。凡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就是“（说）母语者”（native speaker，NS，又译“（说）本地语者”、“（说）本族语者”）；相对而言，凡是正在学习该语言的人，则是“非母语者”（non native speaker，NNS，又译“非本地语者”、“非本族语者”）。而第二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类母语”（nativelike，又译“类本族语”）的水平。

1.1.2.3“二语”和“外语”

正常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学“外语”（foreign language，FL）而不学母语，必然是先学母语然后再学外语，因而外语一定是“二语”。但是，“二语”却不一定是“外语”。换言之，“二语”可以涵盖“外语”，但不等同于“外语”。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外语一般指非本国语言。那么“外语学习”就是学习者在本国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例如，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美国学生学习汉语。而二语的范围还包括：多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所学习的非本族语，例如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学习的对方语言，美国的少数族裔学习的英语，马来西亚华人学习的马来语等；还有，原殖民地国家非本族语的官方语，例如印度人、新加坡人学习的英语等。这样的语言就不能称为“外语”。

对二语习得研究来说，区分“二语”和“外语”的意义，主要在于强调学习环境的不同，以便考察不同的环境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二语学习的环境主要有两种：一是“第二语言环境”（简称“二语环境”，second language environment，SLE）；一是“外国语言环境”（简称“外语环境”，foreign language environment，FLE）。“二语环境”是指在该语言所属的社团中学习，例如外国人在中国学汉语，中国人在美国学英语。“外语环境”是指在学习者本人所属的社团中学习，例如中国人在中国学英语，外国人在其本国学汉语。换言之，同样是中国人学英语，在国内学的是“外语”（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去英美等国留学时学的就是“二语”（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了。同样是外国人学汉语，在其本国学的是“外语”（CFL，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来中国留学时学的就是“二语”（CSL，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2]

 ）。

两种学习环境主要在语言习得过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学习者的语言背景这两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对二语习得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在“二语环境”中，语言学习者能够充分接触到所学的二语（不仅接触到它的语言系统，而且接触到它的整体架构），因为该语言是当地社团的优势语言或唯一语言。而在“外语环境”中，学习者的外语体验和活动几乎总是局限于花在课堂上的时间，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一傅众咻”。另一方面，“二语环境”中的学习者往往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母语背景。而“外语环境”中的学习者几乎总是共有一种母语。所以，“外语环境”一般又叫“母语环境”
[3]

 。

在“外语环境”中学习二语，一般不具有实际使用的自然环境。因而，在克拉申（Krashen）等一些二语习得研究者的理论中，“二语”不包括外语，因为外语是在课堂上学得的（learned），不是在自然环境中习得的（acquired）。

但在大多数人的研究中，“二语”也涵盖外语，只是在需要强调的时候才加以区分。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表述为“第二/外国语言习得”（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以示全面。

1.1.2.4“二语”和“目的语”

二语习得研究中，常常也会使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又译“目标语”）这个概念。从语言学习的角度，凡是以某种二语为目标而有意无意地向它接近的，这种语言就可以叫做“目的语”。因此，“目的语”和“二语”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角度不同。换言之，“目的语”是就二语学习的对象而言，“二语”则是就与一语相对的学习先后而言。那么，“二语环境”又可以叫“目的语环境”。

汉语的“目标”和“目的”是一对同义词，而且都可以与“达到”搭配，但二者意义侧重有所不同。“目标”比较具体，重在指通过努力想要达到的某个指标、获得的某个东西、攻击的某个对象等，至于出于什么“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显得语焉不详了。而“目的”则比较抽象，重在指某种努力的出发点或者原因、动机，至于要达到的“目的”是以什么为“目标”，也不一定交代得很清晰。英语的“target”本义为“靶子”，引申为“攻击的目标”、“想要达到的目标”等，而“target language”正是二语学习者所孜孜以求想要达到的“目标”，那么“目标语”的译法似乎更合理些。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任何一个人学习二语，都是从零起步，然后开始了一次朝向“目的地”的“长途行军”。在这个艰难的“行军”中，学习者需要攻克一座座“堡垒”，最后才有望到达“目的地”，也就是那种语言的母语者标准。那么，将作为“目的地”的语言称之为“目的语”，也有它的合理性。何况，“的”字在古汉语中也确曾有“靶子”的意思，如“众矢之的”、“有的放矢”等。那么“目的语”的译法兼顾了“目的”和“目标”，终究还是更胜一筹。

1.1.2.5“习得”、“获得”和“学习”

“习得”（acquisition，又译“获得”）和“学习”（learning）的含义存在着交叉和重叠。

从字面上看，“acquisition”的本义是“获得”，重在强调结果而非方式。因为在方式上，既可以是“劳”有所“得”，也可以是不“劳”而“获”。“acquisition”与“语言”联系起来，最早是用来研究“母语习得”的，称为“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在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ivice，LAD）假说中，“Acquisition”就暗示儿童几乎不需要怎么“learn”就可以轻松地“acquire”自己的母语。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语学习研究领域一般多用“学习”，较少使用“习得”。1966年，兰伯特（Lambert，1966；Corder，1981）曾建议区分“学习”和“习得”，以“学习”专指有指导的二语学习，“习得”专指儿童的母语习得。

70年代以来，开始引入“习得”这一个概念，“二语习得”成为“语言习得”的下位概念，与“母语习得”并列。但是“学习”一词仍然可以与“习得”通用。

而80年代以来，克拉申（Krashen）最早明确地将二语的“学习”和“习得”对立起来讨论。他认为：“学习”是一种“有意识的”（conscious）行为，而“习得”则是“下意识的”（subconscious），是“捡到”（pick up）的；“学习”是了解有关语言规则的知识，这些知识仅能帮助学习者检查自己话语的对错，而“习得”是在交际条件下自然地使用二语；“习得”是儿童获得一语的方式，很可能也是他们获得二语的方式，而成人也能够通过“习得”掌握二语。因而，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是强调了在掌握二语过程中“acquisition”的不“劳”而“获”的一面。

不过，克拉申（Krashen）的观点仍然是有争议的。现在一般的共识是：学习必有所“得”，所得必经所“习”。因此，笼统而言，“学习”和“习得”可以互用，都可以指二语习得的有意识的过程或下意识的过程。比较而言，“学习”主要指主动获取知识的行为及过程，“习得”主要指知识内化的过程及其结果。

归结起来，在掌握一种二语时，成人较多采用“学习”的方式，而儿童较多采用“习得”的方式；“学习”多产生于课堂里，而“习得”多产生于课堂外。

鉴于二语习得研究更关注学习者二语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作为学科名称，现在一般多用“习得”。艾利斯（Ellis，1985）曾指出：“二语习得作为一个一般的术语，既包含没有指导的（untutored）（或曰‘自然状态的爷）习得，也包含有指导的（tutored）（或曰‘课堂的爷）习得”。

汉语原本没有“习得”一词，“acquisition”的对等词就是“获得”，因而刚开始引进这一概念时也确曾使用过“语言获得”、“母语获得”、“第二语言获得”等译名。但后来为了恰如其分地表达“acquisition”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特定含义，就新造了“习得”，意为“习而得之”，也隐含“习焉不察”之义，较为贴切，现已被广泛接受。

另外，有了“习得”之后，曾有人相应地将“learning”也改译为“学得”，以期与“习得”相对称，不过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响应（李炯英，2002）。

1.1.3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二语习得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于探索语言习得的本质和提高第二语言/外语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其研究对象是二语习得过程中涉及的众多互相关联的因素，包括语言的、认知的、心理的、环境的，等等，即学习者以何种方式学习母语以外的另一门语言。

二语习得研究的目标，就是描述二语习得是怎样进行的，并解释这一过程，以及为什么有的学习者在这方面似乎比别人做得更好。

二语习得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类。从一般与个别的角度，可以分为普通（general）二语习得研究和具体（particular）二语习得研究。普通二语习得研究总结归纳二语习得的一般规律，而具体二语习得研究则是针对某个具体目的语的习得规律研究，包括英语二语习得研究、汉语二语习得研究、法语二语习得研究等等分支或领域。从二语习得的不同层面，又可以分为二语语法习得研究、二语词汇习得研究、二语语音习得研究、二语语用习得研究等领域。从影响二语习得的不同因素，还可以分为语言迁移研究、学习动机研究、学习态度研究、学习策略研究、认知风格研究、学习环境研究等领域。

这些研究分支或领域以二语习得研究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反过来又为完善和充实二语习得研究的一般理论做出各自的贡献。

1.2 二语习得研究的研究内容

1.2.1 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概念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人们一旦开始学习一门二语，就是在向目的语的母语者规范靠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语水平的连续统，一端是初学者水平，另一端则是类母语水平。学习者水平提高的过程，就是向母语者规范靠拢的过程。每个学习者的当前水平，就位于这个连续统的某个节点。靠近初学者一端的，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破”、“蹩脚”、“二五眼”等，靠近母语者一端的，就是“好”、“熟练”、“精通”等。

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学习者尚未达到类母语水平，那么他用目的语所产出的话语，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无论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就是“学习者语言”。以母语者规范来衡量，学习者语言就有着或多或少的“错误/偏误”。人们凭直觉发现，这些“错误/偏误”带有学习者母语的痕迹，很可能是由母语的“干扰”导致的。这是因为，二语技能的习得不同于其他技能的习得。其他技能的习得，往往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而二语技能的习得，似乎并非开始于“一张白纸”，因为学习者头脑中事先已经有了母语，必然对其二语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就称为“语言迁移”、“母语迁移”或“一语迁移”。

不过，通过对学习者语言的深入研究，人们又发现，“语言迁移”并不能解释学习者的所有“错误/偏误”，因为有时预计学习者会发生迁移的时候，他却没有迁移，而且许多“错误/偏误”跟学习者的母语没有关系。这样一些发现，使语言迁移理论一下子失宠，有人甚至断言，根本不存在迁移问题，即使是那些与母语有关的“错误/偏误”，也不是由于迁移，而是由于学习者采用了某些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

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学习者的“错误/偏误”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二语学习者自己建构了一个语言系统，这个系统部分地吸收了学习者的一语但又与其不同，同时又不同于目的语。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就称为“中介语”。而且，中介语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那么，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就是其二语发展过程。

因此，下面几组概念就是二语习得研究的核心概念。

1.2.1.1“语言迁移”、“干扰”和“跨语言影响”

1.“语言迁移”和“干扰”

“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是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假说的核心概念，一般指学习者的一语对正在学习的目的语所施加的影响，所以常与“一语迁移”、“母语迁移”（L1transfer）换用。

“语言迁移”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又译“积极迁移”）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又译“消极迁移”）两种情况。

当一语和二语的某些规则相一致时，这种迁移是积极的（positive），有利于二语的掌握，所以叫做“正迁移”；当一语和二语的某些规则不一致时，这种迁移是消极的（negative），有碍于二语的掌握，所以叫做“负迁移”，或者叫做“干扰”（interference）。例如，有这样一个英语偏误句（Ellis，1997）：

*The man I spoke to him
 is a millionaire.（我跟他说话的那个人是一个百万富翁。）

据研究，法国的学习者犯这种错误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学习者少得多，这是因为法语不允许像“him”这样的复指代词出现在关系从句里，而阿拉伯语则是可以的。那么，法国学习者不易犯这样的错误，就可能是得益于其母语法语的正迁移；而阿拉伯学习者易于犯这样的错误，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其母语阿拉伯语的干扰，即负迁移。因而，负迁移是学习者语言中偏误的根源之一。

也有一些现象，如“回避”（avoidance）和“滥用”（overuse）等，虽然不是明显的偏误，也可能是负迁移引起的。

例如，研究发现，由于汉语和日语中没有相当于英语关系从句的结构，因而中国和日本的英语学习者常常回避使用关系从句，结果他们在关系从句上所犯的错误比阿拉伯国家的英语学习者少，后者是因为阿拉伯语中也有关系从句，但与英语有所不同。那么，在关系从句方面，无论是中日学生错误犯得少，还是阿拉伯学生错误犯得多，其根源都在其母语。

又如，一些中国学习者在用英语道歉时，喜欢按照其母语汉语的规范滥用遗憾的表达式。姜占好（2004）曾开展了一项中国和澳大利亚大学生英语道歉策略的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以英语进行道歉时，道歉策略的使用频率高于澳大利亚大学生。过高的道歉策略使用频率表现出中国学生较强的遗憾情结和过度的礼貌，他们有时总想解释理由，甚至显得低声下气。

2.“跨语言影响”

“迁移”是用来解释二语习得的一个隐喻，指的是学习者将母语中的某些特征“迁”到二语中去的现象。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隐喻。例如，当我们迁移户口时，必须把它从原居住地迁出来，再迁到一个新的居住地去，于是新居地得到一个户口而原居地失去一个户口。然而，当语言迁移发生时，一语知识通常是不会丢失的。

另一方面，随着语言迁移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术语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许多归入“语言迁移”的现象，如回避、简化等，虽然与母语有关，但实际上并没有“迁移”什么。

因此，80年代后期以来，奥德林（Odlin，1989）主张用一个新的术语“跨语言影响”（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来取代传统的“语言迁移”概念，可以涵盖“迁移”、“迁移缺乏”（lack of transfer）、“回避”、“产出不足”（underproduction）、“学习的总体简易化”（overall facilitation of learning）、“交际策略”（s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等在内的一系列现象。他认为，迁移实际上是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源于目的语和已习得（或未完全习得）语言之间的相似或相异。

3.“反向/逆向迁移”

在语言迁移研究中，也有学者意识到，从字面上来看，无论是“迁移”还是“影响”，这两个术语本身并不暗示着从一语向二语的单向性，并对“语言迁移”等于“一语迁移”的传统理解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迁移”或“影响”可能是双向的，既可以是一语向二语的，也可以是二语向一语的。

其实，最早提出语言“干扰”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怀恩来希（Weinreich）就已经把它定义为“作为双语者熟悉多于一种语言的结果而发生在其言语中的背离其中任何一种（either）语言规范的那些情况”（Weinreich，1953）。既然是“任何一种”，那么就不是仅限于其二语，也可能是其一语。

事实上，人们也已经发现了二语对一语的影响。为了与传统语境中的“迁移”相区别，就只能称为“反向迁移”（backward transfer），或者“逆向迁移”（reverse transfer）。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语言迁移”研究者的兴趣点始终是在一语向二语的迁移方面，因此在绝大多数研究中，“语言迁移”只是在一语向二语的单向迁移的语境中使用，几乎等同于“母语迁移”或“一语迁移”。同样，关于“跨语言影响”的研究，大多也仅限于针对一语对二语的单向影响。

1.2.1.2“学习者语言”和“中介语”

1.“学习者语言”和“中介语”概念的提出

“学习者语言”（learner language）是指二语学习者在用二语说话或者写作时所产出的语言，也叫“语言学习者语言”（language-learner language）。学习者语言可以反映学习者在某一阶段、某一水平的二语状态。

“中介语”（interlanguage，又译“语际语”）是中介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即二语学习者所使用（掌握）的既不同于一语，也不同于二语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

1969年，塞林克（Selinker）发表论文，首次提出“中介语”概念。1971年，耐姆塞（Nemser）和科德（Corder）相继发表论文，根据学习者语言的本质，分别将它命名为“近似语言系统”（approximate system）和“过渡性语言能力”（transitional competence），表示这是一种介于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以母语为起点、目的语为终点的过渡性语言系统。

1972年，塞林克发表以“中介语”为题的论文，详细探讨了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而“中介语”这个术语受到学术界广泛接受。

2.中介语概念的内涵

中介语的概念暗示着人类的心智像一台计算机那样发挥功能。首先，学习者接触到输入（input），并分两个阶段加以处理：①输入的部分内容被注意到，并被带入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成为吸收物（intake）；②这个吸收物的某些内容被作为二语知识储存在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中。负责创造吸收物和二语知识的过程就在那个学习者心灵的“黑匣子”中发生，而学习者的中介语就是在那里建构的。最后，二语知识被学习者用来产出口头和书面的输出，亦即学习者语言。

随着中介语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中介语”这个概念的理解却越来越有所不同。比亚里斯托克和史密斯（Bialystok&Smith，1985）曾指出：“七十年代初，中介语一词被广泛使用，此后被用于不同的语境，表示不同的意思。因此，目前这个词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语言习得理论有何意义，看法很不统一。”

艾利斯（Ellis，1997）总结认为，中介语的概念包含着关于二语习得的下列假设：

（1）学习者建构了一个抽象语言规则的系统，并以此为这一系统构成了对某种二语理解和产出的基础。这一规则系统被看作是一种“心智语法”，并且被称为“中介语”。中介语的形成与二语学习的5个核心过程有关：语言迁移、“训练迁移”（transfer of training）、学习策略、交际策略、泛化类推（overgenalisation），而中介语就是这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2）学习者的语法是可渗入的。那就是说，这种语法对于来自外部（亦即通过输入）的影响是开放性的。它也受到来自内部的影响。例如，遗漏、泛化类推和迁移错误就是内在进程的证据。

（3）学习者的语法是过渡性的。通过增加规则、删除规则以及重构整个语言系统，学习者时不时地改变其语法规则。这就促成了“中介语连续统”（interlanguage continuum）。也就是说，学习者在逐渐增加他们的二语知识的复杂性的同时，建构了一系列“心智语法”或者“中介语”。比如，起初学习者可能开始于一种很简单的语法，在这种语法中某个动词只有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如“paint”），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增加了其他的形式（如“painting”和“painted”），并逐渐地整理出这些动词可以用来发挥的功能。中介语的这种过渡性本质也反映在习得顺序中。

（4）有些研究者宣称，学习者建构的系统包括一些多变的规则。那就是说，他们认为学习者很可能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些互相竞争的规则。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中介语系统是相似的，并认为多变性反映了学习者在试图用他们的知识进行交际时所犯的错误。这些研究者把多变性看作是言语行为而不是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因此，关于中介语系统本身具有多变性的假设，还是有争议的。

（5）学习者使用了种种学习策略来发展他们的中介语。学习者所产出的不同种类的错误反映了不同的学习策略。比如，遗漏错误表明，学习者正在通过罔顾他们尚未准备好处理的语法手段而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学习任务。泛化类推错误和迁移错误也可以看作是学习策略的证据。

（6）学习者的语法很可能“石化”（fossilization，又译“化石化”、“僵化”）。塞林克认为，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学习者继续发展和操母语者相同的心智语法。大多数人由于种种原因而突然停止学习。退步现象（backsliding）（亦即产出体现着某个早期发展阶段的那些错误）的普遍发生对石化了的学习者来说很典型。石化现象并不出现于一语习得中，因而对二语语法来说是独特的。

总之，目前唯一得到公认的是：中介语是二语学习者的一个特有的、动态的语言系统，与一语和二语都不同。

1.2.1.3“错误”和“偏误”

“错误”（mistake）和“偏误”（error）本来是同义词。20世纪70年代以前，传统语言教学观和行为主义语言学习理论要求对学习者“有错必纠”，因此并不需要区分“错误”和“偏误”，两者可以通用。

1967年，科德（Corder，1967；Corder，1981）发表《学习者偏误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一文，认为两者有所不同：

“错误”指使用语言时的口误（slip of tongue）或笔误，是没有正确使用已知的语言系统所致。由于心不在焉、饥饿或者情绪激动等原因，任何人都会发生“错误”。即使是在使用母语时，也会发生“错误”。因而，出“错误”的人能感到自己错在哪里，也能自我纠正。

“偏误”是指学习者偏离了目的语规范，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迁移”、“泛化类推”等。一般来说，出“偏误”的人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错了。即使别人指出了，也不一定能改正。

因此，“错误”只是一种表象，“偏误”反映的是二语学习者的能力。而只有“偏误”才对二语习得研究有意义（significance），因而需要加以分析。

这样，“偏误”就成为“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理论的核心概念，指二语学习者在使用二语时所犯的具有系统性、规律性的错误。

国内在引进“Error Analysis”理论时，也曾翻译为“错误分析”。但为了更确切地反映error的实际含义，现多称“偏误分析”。

1.2.2 二语习得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

二语习得研究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来进行的，即学习者的语言系统、学习者的习得过程以及学习者本身，并由此展开对下列几个基本问题的重点关注和研究。

1.2.2.1一语和二语的关系

二语学习者必然是在习得一语之后才开始学习二语，那么在他们的大脑中，两种语言必定产生一定的关系。对二者的关系，各家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同，就先后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1.对抗关系

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一语和二语是对抗关系。这种看法认为，二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来自一语的“干扰”，这种“干扰”是通过“负迁移”来进行的，因此需要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找出这种干扰的根源，以便从源头上采取措施来抵抗这种干扰。

2.平行关系

根据普遍语法理论，一语和二语是平行关系。这种看法认为，二者互相并不形成干扰。二语习得过程只是一个参数再调整（parameter resetting）的过程，一语和二语可以平行发展，二者的区别只有发展先后之分。而学习者语言“偏误”的产生，是由于二语水平不足而求助于一语，这不是干扰，而是一种策略。

3.既有负面影响又有积极作用的关系

根据认知理论，一语和二语是既有负面影响又有积极作用的关系。这种看法承认“负迁移”的存在，但同时也认为，一语可以帮助学习者增进二语输入，尤其是成人可以利用一语知识以及社会经验和文化背景加快学习、增强理解。

1.2.2.2学习者语言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

对学习者语言的研究，标志着二语习得研究真正把学习者“如何学”放在首位。因为只有发现了学习者语言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才能为教学上的有的放矢提供有用的启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对学习者语言特征的研究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的重点。

1.学习者语言的特征

学习者语言的特征是通过一系列的偏误体现出来的。因而偏误分析就是研究学习者语言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偏误”可以作为二语习得研究者观察或窥探二语学习者心灵的“窗口”，通过它可以了解他们的二语习得过程。

（1）偏误的系统性和可变性

偏误的系统性（systematicness）是指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规律可循而且可以预测的。换句话说，学习者在某个特定的二语发展阶段，总是犯同样的偏误。例如初学英语的学习者在尚未掌握动词过去时态时，要么在所有需要使用过去时态的场合使用动词的原形，要么在动词后面一律加上-ed。这就意味着，这些学习者在其英语中介语系统中，创建了自己的规则，尽管这不是规范英语的规则。

偏误的可变性（variability）是指偏误的发生有时显得杂乱无章、没有规律。换句话说，在学习者某个特定的二语发展阶段，同一种偏误有时发生，有时却没有发生，甚至在同一次交际中，交替出现正确的和错误的形式。例如，在英语学习者的同一个语篇中，在需要为动词标记过去时态时，可能有的加了标记，有的却没有，或者使用另一种不正确的形式，甚至同一个动词也会交替出现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形式。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偏误的发生受到了语境（context）的制约。也就是说，同一种偏误在某些语境中会发生，而在另一些语境中却不会发生。

制约偏误发生的语境主要有：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心理语言学语境（psycholinguistic context）等。

语言语境是指语句的上下文。例如，有这样一组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事件的例句（Ellis，2000）：

*In Peru，George usually play
 football every day.（= In Peru，George usually played football every day.）（在秘鲁时，乔治通常每天都踢足球。）

* George playing
 football.（= George played football all the time.）（乔治成天踢足球。）

从这两个偏误句可以看出，在有频率状语（usually或every day）的情况下，似乎play就倾向于不加标记。而在没有频率状语的情况下，play就倾向于采用进行时标记（即playing）。

情景语境是指人们说话时的环境，包括交际的场合、对象等，大致相当于修辞学的“语境”和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的连续统”（stylestic contimuum）。人们在使用母语时，都会根据不同的语境，从“风格的连续统”中选用“正式”（formal）或“不正式”（informal）的言语形式，以取得最理想的表达效果。“正式”的言语形式是规范的，而“不正式”的形式则相对不够规范。

而在这一点上，二语学习者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同样的偏误，可能在其“正式”的话语中没有出现，而在其“不正式”的话语中却经常出现。

心理语言学语境是指人们在进行言语表达时的心理状态。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在表达之前是否打过腹稿，也会影响到他们表达中的偏误表现。当他们有时间打腹稿时，似乎更倾向于采用正确的形式。

由此看来，尽管可能受到语境的制约，偏误仍然具有系统性，而可变性则是相对的。

（2）偏误的普遍性和独特性

偏误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是指很多同样的偏误可以普遍地在不同的学习者身上找到，而且跟他们的一语背景和学习环境（自然状态的或者课堂的）无关。例如，几乎所有的学习者都会犯遗漏（ommission）、泛化类推以及迁移偏误。

然而，有些偏误的发生受到学习者一语背景的制约，表现出偏误的独特性（specificness）。例如，笔者曾收集到初学汉语的韩国人所造的这样一个句子：

*我姐姐有
 。（=我有姐姐。）

这是一个语序偏误，可以解释为是其母语（韩语）SOV句式的负迁移所致。而这样的偏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身上就不会出现。

又如，南部非洲说班图语言的英语学习者经常会用介词“at”表示方向和地点，从而造成这样的偏误（Ellis，1997）：

*We went at
 Johannesburg last weekend.（= We went to
 Johannesburg last weekend.）

这个偏误的原因是：班图语言中使用同一个简单的介词来表示地点和方向，而英语中却用两个不同的介词（“at”和“to”）来区分。

那么，就具有相同或相似母语背景的学习者而言，他们的偏误仍然具有普遍性，而独特性则是相对的。

2.二语习得发展的普遍规律

（1）学习者二语的发展模式

通过对学习者二语发展模式的考察，可以发现二语习得发展的共性特征。

当学习者在自然状态下习得一种二语时，他会像儿童那样，首先经历一个沉默期（silent period）。在这一时期，他并不试图表达什么，而是尽量通过多听多读来获取有关二语的信息，并为随之而来的开口说话做好准备。

接下来就是开口说话了。这时他所说的话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使用格式化的语块（formulaic chunks），如“你好！”、“谢谢！”、“再见！”、“怎么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要……”、“我叫……”，等等。这些语块在最初的语言交际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而且往往“一鸣惊人”，使人对学习者的二语能力产生错觉，以为他“说得很好”。而实际上他只能囫囵地使用，而不能分析地使用。

例如，在一次汉语进修班分班面试中，笔者作为考官曾与一位韩国学生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考官：你好！

学生：你好！

考官：我说汉语你听得懂吗?

学生：我听不懂。

考官：啊，你明明听懂了，真谦虚啊！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我听不懂。

考官：嗯?……你是哪国人?

学生：我听不懂。

考官：哦，我懂了！

原来他是真的“听不懂”，不是谦虚！

二是命题的简约化（propositional simlification），即只说一些关键词，产生“电报式言语”（telegraphic speech），而不是完整的句子，汉语俗称“蹦单词儿”。这样的语句，与儿童习得母语时的特征非常相似。

（2）二语习得所遵循的“天然路线”

同时，学习者也确实开始了语言规则的习得。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面对一系列的语言规则，即所谓“语言点”，他们是如何一样一样学会的呢?既然儿童母语习得遵循着一条“天然路线”（natural route），那么二语习得是否也存在这样一条“天然路线”呢?于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针对“天然路线”的研究就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所谓“天然路线”，就是天然的“习得次序”（acquisition order
[4]

 ），即学习者习得不同语言点的先后次序，简言之，就是先掌握什么，后掌握什么。

科德（Corder，1981）曾强调，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到二语发展的“天然次序”（natural order），即学习者的“内置大纲”（Built-in Syllabus）或“内部大纲”（Internal Syllabus），然后就可以精心设计一个量身定做式的“外部大纲”（External Syllabus），即课堂教学大纲，使教材内容的呈现次序与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天然次序相一致，从而有望大大提高学习速度和效果。

“习得次序”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语素（morpheme）的“习得次序”而展开的，涉及的主要是语法语素，即“语法点”。例如，根据对英语语素习得次序的研究，进行时-ing、系动词be以及复数形式-s等较早习得，随后是冠词和不规则过去式，而最难掌握的结构是规则过去式和第三人称单数加-s。通过与儿童母语习得的比较，发现两者存在着惊人的相似。这些发现表明，必然存在着一个所有学习者都遵循的“天然次序”，而且与他们的母语、年龄、学习环境等因素无关。

因而，“习得次序”的研究对于语言教学的价值在于：既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必须遵循的“天然次序”，那么在过早学习尚未“轮到”的语素时，必然是一种无用功，诚所谓“拔苗助长”，结果就是“欲速则不达”。而这也可能是某些偏误一时难以纠正的原因之一。80年代以来，“习得次序”研究虽然不再热门，但仍然不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不过，“习得次序”研究也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因为这一研究是以学习者运用每种语素的准确度为依据的。研究者相信，某些语素运用的准确度高，就意味着已经习得。而凡是准确度低的，则是尚未习得，由此就可以排列成一个准确度次序（accuracy order）。这种准确度次序必定相同于习得次序，因为学习者越是能够准确地使用一种语素，就越有可能已经习得了这种语素。

对此，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二语习得并不是像砌墙那么简单，只要把砖头一块一块叠上去就行了。某个语素用得准确，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习得。每一个语素的习得，本身也会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研究发现，有的语素在学习者的早期一直没被用错，到后来才开始用错了。

这样就提出了“习得顺序”（sequence of acquisition）问题，即某个语素在习得过程中所经历的发展阶段。研究发现，在语素习得中存在着一个“U型发展过程”（Ushaped course of development）。例如，艾利斯（Ellis，1997）曾总结了英语学习者如何习得动词不规则过去式（以“eat”的过去式“ate”为例）的5个阶段（见表1-1）。

表1-1“eat”过去时态的习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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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在第二阶段，学习者似乎用得很准确，但他们的“正确”用法是模仿来的，其实并未真正习得。而第三和第四阶段，学习者看起来是退步了，实际上是在将现有知识和新知识加以重构（restructure），然后建立了自己的规则系统，这恰恰意味着他们正在进步。而这也是中介语的过渡性质的反映。

1.2.2.3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

为了深入了解学习者学习二语时，为什么有人做得较好，而有人做得不够好，就需要展开对学习者所具有的个体差异的研究。这些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研究的目的就是在这些影响因素和二语习得成效之间建立某种相关性。

1.影响二语习得的内部因素

影响二语习得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语言、情感、认知、年龄、性别、策略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内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因素，此后则逐渐扩大到其他因素。

（1）语言因素

语言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一语背景。学习者的一语背景会影响到他们语言迁移的规律，即语言迁移在何时发生，又在何时不发生；或者为什么该迁移时未迁移，而不该迁移时却迁移了等。涉及的问题主要是语言类型学方面的，包括“标记性”（markedness）和“距离”（distance）两大问题。

标记性，指世界语言中的某些结构比其他结构更自然、更基本、更常见。那些比较普通的结构，叫做“无标记”（unmarked）结构，反之则是“有标记”结构。结构的标记性也是一个程度问题，“有标记”和“无标记”只是相对而言。因此，语言结构的标记性可以按其强弱排列为一个“可及性等级体系”（accessibility hierarchy）。标记性越强，则可及性越低。

例如，有这样一个“关系小句可及性等级体系”（Th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 for Relative Clauses），包括6种关系代词功能（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介词宾语、所有格、比较宾语）。跟别的许多语言不同，英语允许全套的6种功能（见表1-2）。

表1-2关系小句可及性等级体系

[image: picture]


[image: picture]


（译自Ellis，1997）

可及性等级体系具有蕴含性，即在某种具体语言中，排列次序较低的关系代词功能的存在，暗示着在它之上的所有代词功能的存在，但不暗示在它之下的代词功能的存在。例如，在表 1-2中，任何允许关系代词直接宾语功能存在的语言，必定允许其主语功能的存在，但可能不允许其间接宾语功能的存在。

就语言习得而言，某种结构标记性越弱，甚至无标记，那就越容易习得。那么在二语习得中，一般的推论应该是，在习得次序方面，无标记结构先于有标记结构的习得；在语言迁移方面，学习者从其一语迁移无标记结构比迁移有标记结构的可能性大得多。

一些研究发现（Ellis，1997），这个等级体系的确预示了关系小句的习得次序，也就是说，它预示了学习者在关系小句中犯偏误的频度：在带有主语代词的关系小句中所犯错误最少，在带有比较宾语功能的关系小句中所犯偏误最多。

又如，从关系小句的位置来看，在像英语那样的语言中，一个关系小句可以附在主句结尾处：“The police have caught the man who bombed the hotel.”（警察抓住了炸旅馆的那个人。）或者也可以打断主句而嵌在主句当中：“The man who bombed the hotel has been caught by the police.”（炸旅馆的那个人被警察抓住了。）当英语学习者开始习得关系小句时，他们总是从第一种类型开始（Ellis，1997）。这是因为，第一种是无标记的，第二种则是有标记的。

在汉语习得方面，王秀娟（2007）运用标记理论考察了“把”字句15种句式的标记性程度，提出了一个6等级假设。我们总结为表1-3：

表1-3汉语“把”字句15种句式标记性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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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2008）也根据标记理论，分析总结了前人关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复合趋向补语习得次序的研究，认为，在语义层面上，复合趋向补语的本义功能为无标记的，而引申义功能为有标记的；根据标记强度，可分为下列等级：

趋向意义>结果意义>状态意义>其他意义。

该研究还指出，经实证得知，就复合趋向补语而言，无标记形式或标记程度低的形式的习得要先于有标记形式或标记程度高的形式的习得。

不过，标记性和习得次序的关系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因为习得次序与输入频度也有关系。也就是说，较早习得的形式也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较高，而未必是由于标记程度低。

艾利斯（Ellis，1997）指出，我们需要确定，正是标记性而不是某个其他因素决定了习得的次序。例如，学习者首先习得了英语关系代词的主语功能，可能不是因为它是最无标记的，而是因为它是输入中最高频的。为了检验究竟是标记性还是输入频度决定了习得次序，我们必须判定输入中分别是较低和较高频度的无标记的和有标记的结构。这可以分为四种情况：①常用而有标记的结构；②不常用而有标记的结构；③常用而无标记的结构；④不常用而无标记的结构。而最新完成的研究工作提示，学习者更可能先习得一种常用而有标记的结构，后习得不常用而无标记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在语言迁移方面，一些研究已经证明，标记性与一语迁移有关（Ellis，1997）。例如，英语/ t/和/ d/的发音在词首（tin/ din）、词中（betting/ bedding），以及词尾（wet/ wed）是相互对照的。但是德语的这两个音仅仅在词首和词中是相互对照的。按类型学来说，词首的对照是无标记的，词尾的对照是有标记的。那么就可以预见，英国的德语学习者在学会“德语中不存在词尾对照”这一点时没有任何困难，而德国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会用英语作词尾对照时却会经历相当大的困难。


距离
 ，指语言的“类型学距离”（typologic distance），也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度和差异度。语言类型学从不同的角度，把世界语言分为各种类型。在语音方面，例如，从声调角度，可以分为有声调型（如汉语）、无声调型（如英语）；从音节结构特点，可以分为元音和谐型（如蒙古语）、辅音主导型（如英语）。在语法方面，例如，从形态角度，可以分为屈折型（如英语）、黏着型（如日语）、孤立型（如汉语）和多式综合型（如印地安语）等4类；从句法手段角度，可以分为综合型（如俄语）和分析型（如汉语）；从主语和话题的关系角度，可以分为主语为重型（如英语）、主题为重型（如汉语）、主语和话题并重型（如日语）；从语序角度，可以分为SVO型（如汉语）、SOV型（如日语）、VSO型（如古典阿拉伯语）、VOS型（如斐济语）、OSV型（沙万提语）、OVS型（希卡里亚纳语），等等。那么，属于同一类型的语言，距离就较近，反之则较远。

以上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分类。此外还可以有一些更细致的分类。例如，从关系小句结构角度，可以分为有关系小句结构的（如英语、阿拉伯语）、无关系小句结构的（如汉语、日语）。

就二语习得而言，一般情况下，学习者的一语和目的语属于同一类型的，较易发生正迁移，反之则容易发生负迁移。这种语言差异影响到学习者能否轻松地学习有关的结构。例如，一语中含有关系小句的学习者（如阿拉伯人）发现，自己比一语中不含关系小句的学习者（如中国人、日本人）容易学习，因而他们较不可能回避学习关系小句。

此外，还有一个“文字距离”问题，适用于世界上那些有文字的语言。世界文字也可以从不同角度分为各种类型，如表音文字、音节文字、语素文字等。那么，采用同一类型文字的语言之间，其文字距离就较近，反之则较远。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为独特的文字类型，与其他类型的文字之间距离最远。另一方面，不同的语言即使采用了同类文字，也会在“正字法”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例如日语也部分采用汉字，但日语汉字与汉语汉字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文字内部，也会出现差异，例如汉字的繁体和简体问题。

由于二语学习往往需要借助文字，而且二语习得也包括书面语的习得，因而文字因素也会影响到二语习得。这对文字距离较远的学习者而言，甚至可能成为二语学习的最大障碍。例如外国人的汉字习得问题，对日本人、韩国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欧美人来说，则可能是头等重要之事了。

（2）情感因素

情感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情感、心理特征。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动
 机、态度、个性、焦虑、自信心、竞争性、抑制
 （inhibition）等（详见本书第四章）。

（3）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认知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语言学
 能、认知风格
 等（详见本书第三章）。

（4）年龄因素

年龄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起始年龄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年
 龄效应
 ，语言习得的“关键期
 ”等（详见本书第二章）。

（5）性别因素

性别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性别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男女两性与二语学习有关的生理特点。

男女两性不同的认知、情感等心理特点。有研究显示，男性可能理解力较强，女性可能模仿力较强。

（6）策略因素

策略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学习策略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善
 学者
 的学习策略，学习策略的类型
 以及不同的学习者采用各种学习策略的特点（详见本书第三章）。

2.影响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

影响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身份，学习环境，社会教育模式，文化差异，语言输入、输出与交流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从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角度来观察二语习得，逐渐兴起了对外部因素的研究。

（1）社会身份因素

社会身份因素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社会身份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性别身份
 ，指男性学习者和女性学习者所具有的与性别有关的社会身份特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凭直觉就能感知到性别差异在语言习得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这种直觉也经常能够得到相关研究的肯定。

在母语习得中，有一个共识，即女性享有速度方面的优势，至少在初始阶段是如此。换言之，女孩子会比男孩子早“开口”。在听辨能力方面，女性也有不可小觑的优势。爱森斯坦（Eisenstain，1982）的实验发现，在一项方言辨别任务中，女性的表现显著地优于男性，甚至达到能够辨认出哪些方言具有较高或较低声望的程度。简单说来，女性的耳朵比男性“灵”得多。

在语言使用中，女性和男性的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例如，汉语的“娘娘腔”一词，如果指语言方面，就是形容一些男性在说话时出现的女性“腔调”，包括女性常用的词语、语法语调、音位变体等。这也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莱考夫（Lakoff，1973）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女人的语言”（woman's language），其特点就是常用诸如反义疑问句（question tags）这样的避险手段（hedging devices）。在言语行为方面，津墨尔曼和维斯特（Zimmerman&West，1975）在其关于会话中的性别角色的研究中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打断对方讲话。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1991）则提出了两项假设：①在稳定的社会语言层级中，男子使用非标准形式的频率高于女子；②在大多数语言变化中，女子使用新出现形式的频率高于男子。换句话说，女性在日常语言使用中更为“中规中矩”，但在语言的变化过程中却又常常“开风气之先”。

二语学习者的性别差异也同样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且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研究，不过尚不够系统，也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首先是学习成效方面。法尔哈迪（Farhady，1982）分析了美国800名大学生在西班牙语分班考试中的听力理解成绩，结果发现，女性被试显著胜过男性。博伊尔（Boyle，1987）针对香港大学生英语学习的研究则发现，尽管女性的整体语言能力（general language proficiency）优于男性，不过男性在听力词汇（listening vocabulary）测试中的表现要优于女性。但他并未进一步探究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

然而，贝肯（Bacon，1992）针对美国大学生西班牙语学习的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两性之间在外语听力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其次是学习策略方面。盖斯和维罗尼斯（Gass&Varonis，1986）针对大学生英语二语学习者之间的会话行为的研究发现，男性在会话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的解释是，男性在这样的互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说话练习机会，而女性则可能在得到更多的可懂性输入中受益。换句话说，男子利用互动的机会产出较多的输出，而女子利用这样的机会得到较多的输入。

另外，贝肯（Bacon，1992）的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更多使用翻译策略，而女生则更重视理解。贝肯和芬纳曼（Bacon&Finnemann，1992）的研究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私人/非口头模式”（Private/ non-oral mode）来学习二语，即发言之前先在脑子里排练一下等。

为了解释女性胜过男性的现象，艾利斯（Ellis，1994）曾根据拉波夫的社会语言学假设，推导出这样一项假设：“女子在二语学习方面可能好于男子，因为她们很可能对二语输入中的新的语言形式较为开放，而且她们也更可能使自身摆脱偏离目的语形式的中介语形式。”

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女性胜过男性，这一点也不尽然。例如，在英国的亚洲男子得到的二语英语水平一般都高于亚洲女子，道理很简单，他们的职业使得他们与说英语的多数群体保持接触，而女子则常常“与世隔绝”在家里。因而，“性别很可能是在与其他变量的互动中决定二语水平的”。


社会身份
 ，指学习者自身或其家庭所处社会阶层背景以及对所属阶层的认同感。例如，博尔斯托尔（Burstall，1975）在研究分别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的英国中小学法语学习者时发现，在学习成绩方面，中产家庭的孩子比工人家庭的孩子学得更好；在学习态度方面，中产家庭的孩子在中学第二年之后继续学习法语，而工人家庭的孩子则倾向于放弃。希思（Heath，1983）则认为：“学习者表现的差异不是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学习者在其所属阶层的经历造成的。”这种经历，包括家庭环境、父母的期待以及对二语学习的态度等。另一方面，霍洛布鲁等人（Holobrow et al，1991）在法语沉浸法教学的实验中发现，在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方面，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孩子之间没有差异。


民族身份
 ，指多民族、多种族社会中学习者所属种族群体背景以及对自身所属群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就是“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又译“种族同一性”），指同一民族或种族的人们在文化、行为准则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学术界普遍认为，种族认同会对二语习得产生较深的影响。

（2）学习环境

学习环境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环境特点。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指导情况
 ，即学习者是否有人指导。有人指导的就是课堂环境，反之则是自然环境。


学习氛围
 ，即学习者所处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例如，教师是否受到学生的欢迎，师生之间是否有“异性相吸”效应；同学之间是否相处和睦、互帮互助、你追我赶，等等。


学习内容
 ，即学习者所接触的目的语材料，包括课程内容、课程安排、教材编写、教学手段等。例如，多尼察——施密德等人（Donitsa-schmidt et al，2004）曾对以色列学校的阿拉伯语二语教学进行了改革试验，把原先的教学内容从阿拉伯语标准书面语改为阿拉伯语口语，发现这一改革对学习者的态度和动机产生了积极影响。


接触机会
 ，即学习者是否有大量接触（being exposed to，又译“暴露于”）目的语的机会。一般而言，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二语，接触机会较多；在母语环境中学习二语，接触机会较少。这种环境也可分大环境和微环境。如果在目的语的大环境中，营造一个类似美国纽约“唐人街”、中国上海“韩国城”之类较为封闭的生活区域，就会产生一个母语的微环境。反之，在母语的大环境中，营造一个封闭式训练营，也会产生一个目的语的微环境。

（3）社会教育模式

社会教育模式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环境。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语言政策
 ，指学习者所在国家或地区管理当局所制定的有关二语地位和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措施等。例如，中国政府规定中小学英语为必修课，新加坡宪法规定英语为其官方语言，新西兰政府规定法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汉语等5种关键语言（key languages）为高中毕业会考承认的科目，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中明确提出鼓励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8种“关键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的政策，等等。这些政策，都可能对学习者的二语学习起到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对二语文化的信念
 ，指学习者所在家庭或社团对二语文化的评价倾向。这种信念与国际关系、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息息相关，并可能因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而产生急剧的变化。例如，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中国人对前苏联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到了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对“苏修”语言的热情自然一落千丈。“文化大革命”初期，与“打倒帝修反”相呼应，一些学校的外文教师遭到批斗，其罪名之一是“吃中国饭，放外国屁”。本世纪以来，由于“韩流”来袭，也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韩语热”。1998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导弹袭击，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以致当年已报名参加TOEFL考试的考生大量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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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外，1995年，法国赶在全面禁核条约生效之前进行了最后一批地下核试验，招致世界舆论的谴责，以致当年新西兰中小学选修法语的人数骤然下降。

（4）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成效的其自身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文化距离
 （cultural distance），指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差异度的大小。例如，“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母语文化之间距离较小，相较而言，它们与“欧美文化圈”国家的文化则距离较大。

斯文斯（Svanes，1988）在针对挪威语学习者的研究中，把被试分为“近距离组”（欧美学生）、“中距离组”（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中东和非洲学生）、“远距离组”（亚洲的印度、越南等国学生），结果发现：文化距离的远近与学习成绩明确相关，文化距离越远，二语越难学。

不过，艾利斯（Ellis，1994）评论认为，人们无法知道这种学习成绩上的差异究竟是文化距离的反映还是语言差异的反映。


文化休克
 （cultural shock），指学习者因不能适应目的语文化环境而引起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会导致动机削弱等后果。

（5）语言输入的质和量

语言输入的质和量是指影响学习者二语习得成效的目的语材料。“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本来是计算机用语。二语习得研究者将学习者的大脑隐喻为一台计算机，所以用“输入”指向二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材料的过程以及所提供的材料，用“输出”指学习者用二语进行表达的过程及其内容。因此，前者与学习者的听和读两项技能有关，而后者则与说和写两项技能有关。

总之，二语学习者就像一台电脑那样，将外界的信息通过听和看的途径“输入”到大脑中，加以处理、储存，然后通过说和写的方式“输出”。

1967年，科德（Corder，1967）提出了“摄入”（intake，又译“吸入”）的概念，以区别于“输入”。因为“输入”只是提供材料供大脑摄取，而大脑实际上只能“摄入”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建议用“摄入”指学习者摄取二语材料并将其内化的过程。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接受。

后来，法尔奇和卡斯珀（Faerch&Kasper，1986）还进一步把“摄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意义方面，一是形式方面，而只有形式方面的摄入才能促进学习者二语的发展。

语言输入的质和量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语言输入的质
 ，指学习者所接收到的目的语材料的规范性。除了规范的话语形式，学习者还会接收到一些适应学习者水平但与母语者话语规范不同的话语变体（talks），包括经过刻意调整的“外国人话语”（foreigner talk）、“教师话语”（teacher talk）和“监护人话语”（caretaker talk）等，以及学习者之间的中介语话语（interlanguage talk）。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些话语变体究竟对学习者的习得是有益还是有害。

以“外国人话语”（foreigner talk，又译“针对外国人的谈话”）为例。正如母语习得中，大人会采用经过修饰的“母亲语”来跟孩子说话一样，母语者在与二语学习者交际时也会修饰其言语形式，而不使用母语者之间采用的“基准话语”（baseline talk）。这种经过修饰的话语就是“外国人话语”，意即母语者模仿外国人而说的话语。而且人们似乎凭直觉就能知道如何修饰向学习者谈话的方式，以便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

这种“外国人话语”可以区分为不合乎语法的和合乎语法的两种形式（见表1-4）。

表1-4英语基准话语和外国人话语的对照例表

[image: picture]


（本表改编自Ellis，1997）

从表 1-4可以看出，不合乎语法的外国人话语具有这样的特点：删除诸如系动词be、情态动词（例如can、must）、冠词等某些语法手段，使用动词原形代替过去时态形式，以及使用诸如“no+动词”等特殊结构。这些特征跟那些在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普遍发现的特征相同。

合乎语法的外国人话语则是规范的，但是将基准话语做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修饰：①说话较慢；②采用简化的形式，例如使用较短的句子，避免从句，省略诸如附加疑问句这样复杂的语法形式；③有时有一定的规律，即使用有规律的或者基本的形式，例如使用完整的形式而不是缩略形式（如“will not forget”，而不是“won't forget”）；④有时由精心组织的语言用法构成，包括增加短语和句子的长度，以使意思更加明确，例如用“when you are coming home”作为“on your way home”的变换措辞。

那么，对二语学习者而言，这样的输入到底质量如何?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样的话语容易听懂，便于交际的继续进行，而且也符合克拉申（Krashen，1982）“输入假说”（the Input Hypothesis）中关于“可懂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又译“可理解性输入”）的观点，即略高于学习者当前水平的输入才有利于二语习得。克拉申（Krashen）认为，当对话者在交际中成功地让对方理解时，学习者就可自动地获得相应水平的输入，交际的成功是通过运用情景语境使信息清晰以及通过外国人话语中所见的各种各样的输入修饰而取得的。

从坏的方面来说，这样的话语偏离了学习者应该掌握的基准话语，可能使学习者产生误解而进行模仿。有人甚至怀疑学习者的话语就是从这样的话语学来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同时，尽管外国人话语是母语者为了便于与学习者的交际活动继续进行而往往是不由自主地采用的一种方式，但不合语法的外国人话语有时会带有社会性标记，意味着母语者一方“居高临下”地在跟对方说话，因此可能引起学习者的反感，结果反而妨碍交际的进行。


语言输入的量
 ，指学习者所接收到的目的语材料的频率。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输入频率是否越高越好。根据克拉申（Krashen）的“输入假说”，输入频率并非越高越好，而只有“可懂性输入”才是有效的。

3.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影响二语习得的相关因素是可以分别加以研究的，但这些因素之间却又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

首先是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动机和策略之间，就可能存在某种相关性。一些研究发现，不同的动机会影响到策略的选择。

其次是外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学习环境与语言输入的质和量这两个因素就是紧密关联的。文化差异引起的文化休克也会因年龄的不同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再者，外部因素同样会对内部因素产生影响。例如，在动机研究方面，把动机区分为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学习者的动机特征。

还有一些因素是内外部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既涉及内部的生理、心理方面，也涉及外部的社会身份方面。

1.3 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及主要理论流派

1.3.1 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阶段

关于二语习得研究的开端，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对比分析理论，至今50多年；一是认为始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中介语理论，至今40多年。这样，二语习得研究就有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以代表性理论为标志，广义的二语习得研究始于对比分析理论，而狭义的二语习得研究则始于中介语理论。

事实上，要回顾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即使采纳狭义的理解，也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之前的10年间对比分析理论的贡献。

总的来看，二语习得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初创期（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二语学习研究以对比分析理论为主导，但尚未成为独立研究领域。

（2）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二语习得研究已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并以中介语理论和偏误分析理论为主导，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3）成熟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时期的二语习得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研究视角和路径也更加多样化，包括语言学的、心理语言学的、认知科学的、社会语言学的、跨文化交际学的，等等，构成了跨学科的特点。

1.3.2 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流派

半个多世纪以来，二语习得研究理论层出不穷。归结起来，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主要形成了3个流派。

1.3.2.1行为主义流派

这一流派的理论主要是对比分析理论和语言迁移假说。

195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拉多（Lado，1957）出版专著《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最早提出二语学习研究的对比分析假说，并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对比分析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风靡期：这一时期以拉多（Lado）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一语对二语的“干扰”（即“负迁移”）往往出现在两种语言结构的不同之处，那么语言教学的研究就是要对比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的不同点，对可能出现的偏误加以预测；这些不同点，既是学习的难点，也是教学的重点。这一理论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二语学习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

因而，在行为主义思想的全盛期，人们相信，学习者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干扰”的结果。那就是说，一语的习惯被认为阻碍了学生学习二语的习惯。因此，通过判别不同于学习者一语的目的语的那些领域，可以预见干扰以及由此产生的学习困难。于是，人们用对比分析方法开展该两种语言的比较，再把得出的差异清单用来决定教学的内容（Ellis，1997）。

（2）沉沦期：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遭到批判，对比分析和语言迁移理论也由于其过于绝对的主张而受到质疑和排斥。因为人们发现，一语和二语完全不一致的地方，未必产生“负迁移”；而相似的地方，却容易产生“负迁移”。还有一些偏误，则根本不能用“迁移”来解释。有人甚至彻底否定“迁移”现象的存在。

由于基于行为主义的对比分析理论不能充分地说明二语习得的原因，因而在70年代早期失去了风头。由此分化为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轻视主义，一是修正主义。

轻视主义者基于二语习得的心智主义解释，试图贬低一语的作用。他们认为，只有极少的错误是由一语迁移引起的。例如，两位研究者分析了一名西班牙的英语学习者产出的偏误，宣称只有不足5%的偏误属于迁移的结果。然而，关于一语迁移的这种极端轻视主义观点，还没有经受时间的检验（Ellis，1997）。

修正主义者则在一种认知的框架下对语言迁移理论进行修正，以重新构建“迁移”的概念。塞林克（Selinker）的中介语理论就是在语言迁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承认语言迁移的重要性，并把它判定为造成石化现象的心理过程之一（Ellis，1997）。

（3）重估期：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对比分析理论，承认该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贡献，承认语言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研究发现，学习者在建立中介语的过程中会利用其一语。学习者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建构规则，确切地说，他们会用到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信息，包括他们的一语知识。这个一语可以看作是一种“来自内部的输入”（“input from the inside”）。那么，按照这种观点，迁移就不是“干扰”，而是一个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

人们甚至发现，除了来自一语的“语间迁移”（inter-language transfer），还存在已经获得的二语知识向新知识的“语内迁移”（intra-language transfer）等。

1.3.2.2认知主义流派

二语习得研究成为独立研究领域，就是从关注学习者的心理认知过程与机制开始的。普遍语法理论、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语言和语言习得过程。人们认识到，二语习得过程是一个内化的过程，其研究的焦点就是描述并解释这个过程。

1.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

（1）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的提出

1967年，科德（Corder，1967）发表《学习者偏误的意义》一文，首创了“学习者语言”的研究（即“偏误分析”）。1972年，塞林克（Selinker，1972）发表《中介语》一文，系统阐述了“中介语”理论。在他们看来，中介语是学习者试图用目的语进行表达的形式，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系统，而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偏误。

由此，他们几乎同时创建了相似的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明确了研究对象，指明了二语习得研究的方向，为后来的二语习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的这两篇论文被称为“萌芽之作”（seminal articles，又译“开山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的二语习得研究基本上就是围绕着中介语而展开的。王初明（2003；黄冰，2004）指出：“二语习得这门学科，说到底，就是研究中介语，研究它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促成它变化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大脑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语习得研究就是中介语研究。

偏误分析和中介语理论的提出，反映了当时二语教学领域的教学观念从以教学为中心向以学习为中心的转变，即教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教什么、怎么教”，更要关注“学什么、怎么学”。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实现了从仅仅对比分析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之间的差异，向分析学习者语言（即“偏误”）的转变。

艾利斯（Ellis，1997）认为，中介语理论的提出为二语习得如何产生提供了一般的解释，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可能比它本身所提供的答案更有用的问题。例如：

莰输入何时对习得起作用而何时不起作用?

莰为什么学习者有时使用一语迁移策略而有时又使用泛化类推策略?

莰什么东西使得学习者语言如此多变?

莰什么东西促使学习者重建其中介语?

莰为什么这种重建促成了清晰可辨的习得顺序?

莰为什么大多数学习者石化了?

长期以来，围绕中介语的研究，就是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2）中介语理论的发展阶段

中介语理论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两个阶段。

①经典理论时期：这一时期以塞林克（Selinker，1972）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中介语是学习者在试图用目的语进行表达时所使用的形式，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非自然的或混合化的系统，是母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系统在学习者的心理活动中互相影响的产物，其心理基础是大脑中的潜在心理机构。其理论基础是普遍语法理论、认知心理学及对比分析理论中的负迁移说。

②研究深化时期：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学者继续展开对中介语的深入研究，并从不同角度对经典中介语理论的不足进行质疑和重新解释。例如，艾杰敏（Adjemain，1976）认为，中介语是一种自然的语言系统，也是一种过渡性语言，会受到学习者一语的影响。其理论基础是普遍语法理论及对比分析理论中的负迁移说。70年代末以来，泰容（Tarone，1983）认为中介语是一种自然的语言系统，是一种过渡语言，但不受学习者一语的影响。其理论基础是普遍语法理论及功能语言学。

③对中介语理论的批评和取代

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相继提出新的理论，以取代中介语理论。

库克（Cook）自1991年起连续发表5篇论文，讨论了二语习得中的最终成效（attainment，又译“成果”）问题，提出了“多元语言能力”（multi-competence）假说。根据他的定义，所谓“多元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心灵中拥有两套语法的复合状态”，或者“在一个心灵中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识”。该假说的理论基础是乔姆斯基（Chomsky）提出的“原则与参数框架”（the P&P framework）。

“多元语言能力”与“中介语”虽然都指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的语的第三个语言系统，但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中介语”仅指以目的语规范为衡量标准的第二语言知识，以“偏误”为其特征；而“多元语言能力”则从积极的视角来看待学习者的总体语言运用能力。

1997年，克雷恩和普渡（Klein&Perdue，1997）从语言功能的角度，采用话语分析方法，提出了“基本变体”（Basic Variety，BV）理论。他们注意到，课堂环境以外的成人二语学习者普遍发展出了一种目的语的“基本变体”，即一种有结构的、有效的和简单的语言形式。他们认为，中介语和目的语之间不存在质的区别，学习者语言也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其本身并无错误可言；而作为目的语的那些“完全成熟的”（fully fledged）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等，本身也是语言习得过程最后的稳定状态，也是一种变体，只是结构更为复杂。

2001年，汉密尔顿（Hamilton，2001）对经典中介语理论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批评，主要归结为3个方面。

语言观：经典理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套符号系统，这是不正确的。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交际工具。

偏误观：经典理论将学习者的偏误从语境中分离出来，模糊了正确和不正确的区别。而事实上，包括偏误在内的话语是特定语境中的人际现象，必须从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和听话者的理解能力出发来解释偏误。

僵化观：经典理论提出“僵化”概念，而僵化意味着“稳定”，这与中介语的过渡性质自相矛盾。

因此，他认为，经典理论只是用心理学术语对显而易见的现象作了重新描述，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也没有提出真正的解释。

2.监控器模型理论

1977——1985年间，克拉申（Krashen）陆续提出“监控器模型”（the monitor model，又译“监控模型”、“监察模型”）理论，包括5个相互关联、彼此呼应的假说（刘颂浩，2007）：“习得——学习假说”（the 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天然次序假说”（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又译“自然顺序假说”）、“监控器假说”（the Monitor Hypothesis）、“输入假说”、“情感过滤器假说”（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情感过滤假说”）等。这5个假设形成一个庞大的综合性理论体系。

（1）“习得——学习假说”，指“学习”与“习得”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这是“监控器模型”理论的核心。该假说认为，成人的二语学习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习得，一是学习。习得是一个下意识的隐性（implicit，又译“内隐”）过程，是在自然交际中用目的语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和互动时才会发生的。在自然交际中，说话人的注意力在于意义的表达和理解，而对形式（即语法规则）往往没有明确的意识，然而他们确实会下意识地习得有关形式。而他们对形式的习得，又遵循着固定的“天然次序”，因而任何纠错等显性（explicit，又译“外显”）教学都可能无济于事。事实上，儿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习得母语或二语的。而学习则恰好相反，它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是在课堂中进行“无意义”的交流和互动时才会发生的。在课堂的显性学习中，学习者的注意力在于形式，而不在意义。他们学到的形式，并不能成为内化的（internalised）知识，即“习得”，因而，“学习”不能转化为“习得”。

（2）天然次序假说，是指语法结构的习得遵循着一条天然的发展路线，即“天然次序”。该假说认为，习得的“天然次序”是显性教学所无法更改的。这也是对此前关于“天然次序”研究的总结。

（3）监控器假说，是指学习者在用目的语进行交流时，他们的显性知识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该假说认为，学习者用目的语输出话语时，会启动大脑中的“监控器”，以监控自己话语形式的准确性；一旦发现有误，就会及时修改。然而，“监控器”的启动须满足三个条件：①说话人有足够的时间；于说话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形式的准确性；③说话人知道有关规则。而在自然交际中，这三个条件是很难同时满足的。而最可能满足的场合，往往只有语法考试。

（4）输入假说，是指学习者的习得依赖于略高于当前水平的输入。该假说的核心概念称为“可懂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以公式表示，就是“i+1”，其中“i”代表当前水平，“1”代表略高于当前水平的输入。该假说认为，如果输入只是“i”，那么输入无法促进习得；如果输入高于“1”，那么就不可理解，也对习得无益，而只有“i+1”的输入才会促进习得。因为在自然交际中，人们能够依靠语境和语言外的信息来理解略高于自身水平的语言。如果交际成功，而且同一种输入的数量足够，学习者就能自动获得“i+1”，而只有“i+1”才能转化为“摄入”，习得就发生了。

（5）情感过滤器假说，是指学习者的情感因素可能在接收输入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该假说认为，学习者在寻求语言输入时，会启动大脑中的“情感过滤器”，以便控制输入的量。这个“过滤器”与学习者的动机、态度、自信心等情感因素密切相关，两者的强度呈反比关系，即动机、态度、自信心等情感越强，“过滤器”就调节得越低，就越能吸纳尽可能多的输入，也就越有利于二语习得，反之则反是。

监控器模型理论为二语习得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被认为是对二语习得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从二语习得角度向语言教学提供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其理论上某些部分的缺陷，也招致了其他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例如，格莱格（Gregg，1984）认为，这个理论“绝对是胡说”、“糟糕的理论”，克拉申（Krashen）“不懂语言和语言习得”，等等。米歇尔和麦利斯（Mitchell&Myles，1998）评论道：“总体上看，克拉申的主要失误在于，他把还需要证明的假说当成了具有实证效度的综合模型，并且过早地以自己的假说为基础提出对教学的启示。”而克拉申（Krashen，2004；刘颂浩，2007）本人则坚持认为他的输入假说是“当代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这一假说和若干个不同领域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且将会一直得到验证，潜在的反例很容易处理”。

当然，监控器模型理论也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对于“学习”和“习得”的区分，促使人们思考两者的不同，并且在“显性”和“隐性”相对立的框架内展开进一步的探讨。例如，对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是否存在相互转化的“接口”（interface），各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克拉申（Krashen）当然主张“无接口”（no interface）立场，而麦克劳夫林（McLaughlin，1987）的“信息加工模型”（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则主张“强接口”（strong interface）立场，认为“学习”能够通过练习而转化为“习得”。而施密德（Schmidt，1990）提出的“注意假说”（Noticing Hypothesis）和范派顿（Vanpattern，2002）提出的“输入处理”（Input Processing）理论，则代表了“弱接口”（weak interface）立场，认为学习者的元语言（metalanguage）知识可以使输入显现出来，从而促使从输入到摄入的转化。

3.认知理论的诸模型

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的基本观点是把包括语言学习在内的一切学习都看作是一种心理的认知过程，不承认人脑中存在一个抽象的、特定的“语言习得机制”。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认知心理学，并包含语言共性理论的合理成分。根据这一理论，自70年代中期起，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模型。在此，我们介绍其中的3个模型。

（1）信息加工模型

麦克劳夫林等人（McLaughlin et al，1983）运用认知心理学的“信息加工理论”（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ies）来解释二语习得过程，提出了“信息加工模型”（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信息加工理论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由接收器（receptor）、效应器（effector）、处理器（processor）组成，而该模型则把人的心理看作是一个容量有限的处理器，不可能同时接收和加工所有的语言输入信息，因而需要对信息进行选择，并提高自身的加工能力。这种对信息的选择性，就是“关注”（attention）。因此，该模型也叫“关注——加工”（attention-processing）模型。

该模型认为，二语学习者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既受限于任务的本质，也受限于他们拥有的信息加工能力。他们没有能力注意输入中可供的所有信息，其中的一部分会成为集中关注或者选择性关注的对象，而其他部分只是被边缘地关注到。学习者为了使自己的信息加工能力最大化，于是就将语言技能程式化（routinize）。起初，某种技能可能只是通过“控制性加工”（controlled processing）才获得。当他们有机会练习控制性处理时，就会采用“自动性加工”（aotomatic processing），使之程式化。这样，程式化就帮助他们减轻了信息加工容量方面的负担，可以促进中介语的量变。

另外，信息加工容量也以另一种方法得到扩展，即“重构”（restructuring）。这一点会引起中介语的质变。这些变化既与二语知识在学习者心灵中的表征方法有关，又与他们采用的策略有关。表征上的变化包括从基于例句的表征转换到基于规则的表征。例如，二语语素习得中的“U型发展过程”、学习者语言从格式化言语到规则分析的变化等现象，就反映了这样的转换。另一方面，学习策略的灵活使用也促进了重构。麦克劳夫林等人（McLaughlin et al）发现，善于灵活使用学习策略的“专家型”语言学习者在重构规则方面展示出更大的灵活性，因而能够避免某些类型的偏误。

因而，该模型特别强调关注、策略和练习等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麦克劳夫林（McLaughlin，1990）指出，练习有两个作用：一是使技能自动化，从而改进学习；一是重组内在表征框架，促进信息重构，减少语言学习负担。

（2）竞争模型

麦克温尼和贝茨（MacWhinney&Bates，1978）运用连接主义（Connectivism，又译“连通主义”）的“并行分布加工”（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PDP）模型来解释语言习得过程，提出了“竞争模型”（the Competition Model）。

这个模型认为，语言学习是一种输入、学习者和互动语境之间的三向互动，这种三向互动为理解自然语境和课堂语境的一语和二语习得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把一语和二语学习都看作建构性的数据驱动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依赖语言结构的普遍性，而是依赖认知结构的普遍性。它把语言能力的发展归因于学习和迁移，而不是归因于普遍语法的原则和参数。由于神经元的介入性作用，二语学习会受到一语结构（如音系结构、句法结构）的促进或阻碍。

这个模型的核心概念是“竞争”。它认为，语言学习机制所使用的认知结构包括了多层面的连接网络，这个网络可以用来理解语言输入和生成言语。在这个网络中，所有已知的句法形式、词和语音形式在表达某一意义和交际功能时能够同时竞争。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那些和各种范畴最成功地匹配的模式最有可能反复出现而得到巩固，而那些错误的、原始的模式则会最终消失。

例如，在英语不规则名词复数形式的习得中，“mouse”的复数形式“mice”和泛化类推的复数形式“mouses”都是可能激活的形式，使用哪一个取决于每一个形式当前的激活水平。当学习者的反应和目的语的范畴相匹配时，就会出现最关键的匹配功能。那么，当“mice”反复出现而得到巩固时，错误的“mouses”形式就消失了。因而，学习者是根据母语者提供的样本来学习语言的，而不是依赖于其大脑中“语言习得机制”的制约。

（3）多维模型

梅瑟尔等人（Meisel et al，1981）以认知加工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多维模型”（Multidimensional Model，又译“多元发展模式”）。这个模型是在德国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工人的第二语言习得”（Zweitspracherwerb Italienischer und Spanischer Arbeiter，ZISA）研究项目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调查了具有拉丁语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背景的移民工人对若干德语词序规则的习得顺序，试图既解释为什么学生以一种明确的顺序来习得一种语言的语法，又解释为什么某些学习者只发展了非常简单的中介语语法。

该研究发现：①学习者在若干语法结构的习得中显示出发展的顺序，包括词序和某些语法语素。于学习者也展现出个体差异，这些差异既与他们应用发展性规则的程度有关，也与他们习得和使用那些在发展上不受约束的语言结构的程度有关。③发展顺序折射出学习者克服加工约束机制（processing constraints）的系统性方法。这些约束机制具有一般的认知本质，并且掌控言语的产出。④个体学习者差异折射出对学习任务的总体取向（orientation），这种取向又是社会心理因素的产物。⑤针对发展性的语法手段的形式教学只有当学习者已经掌握了与先前的习得阶段相联系的作为先决条件的加工操作时才是成功的。然而，针对那些从属于个体差异的语法手段的形式教学不会面临这样的限制。

简言之，有些知识点（即发展性的手段）是按照明确的发展顺序“按部就班”地习得的，前一个阶段的知识点就是后一个阶段的知识点的先决条件，这是受到约束的。也就是说，如果学习者尚未在前一个阶段掌握必备的那些知识点，那么在课堂上教授后一个阶段的知识点是不会成功的。而其他的知识点（即变异性的手段），则不受约束。因此，该模型区分了一条“发展轴线”和一条“变异轴线”，分别沿着这两条轴线的进步是互相独立的。

同时，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无论在“发展轴线”还是在“变异轴线”上都有反映，具体表现为习得和使用知识点的程度不同。这种不同是学习者不同的取向造成的，即构成一个连续统的分离性取向（segregative orientation）和融入性取向（integrative orientation），而不同的取向又是受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

该研究将德语习得分为“典型的语序”（Canonical order）、“副词前置”（Adverb preposing）、“动词分离”（Verb seperation）、“倒装”（Inversion）、“动词结尾”（Verbend）等5个发展阶段。这5个阶段是渐进式而非跳跃式发展的，而且存在蕴含关系，即前一阶段蕴含在后一阶段中。

为了从前一个阶段发展到后一阶段，学习者会采用一套系统性的克服加工约束机制的方法，即3种策略，包括“典型的语序策略”（canonical order strategy）、“开头化/末尾化策略”（initialization/ finalization strategy）、“从句策略”（subordinate clause strategy）等。这些策略抓住了学习者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所能做的事情，而且抓住了他们为进一步发展所必须克服的“绊脚石”。他们把这些“绊脚石”一个又一个地搬走，就构成了进步。

艾利斯（Ellis，1997）评论道，多维模型是关于二语习得的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因为它提出了机理问题，以解释为什么学习者遵从一条明确的习得路线。然而，该模型也一直容易受到大量的批评。有人已经指出，它是在颇为有限的一组语法手段的研究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变异性的手段如何才能辨认出来还不清楚，而且事实上它只提供了几个例子，最常提到的就是系词“be”。更为严重的是，该模型没有解释那些发展上的“绊脚石”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搬走。这个“绊脚石”的隐喻蛮有意思，不过还是有点不够充分。

（4）注意假说

施密特（Schmidt，1990）研究了“意识”（consciousness）在二语学习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注意假说”（Noticing Hypothesis）。所谓“注意”（noticing），是指在二语习得中有意识地参与到输入中的语言手段的过程。

施密特（Schmidt）首先指出，“意识”这个术语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常常用得很随意，所以有必要加以规范化。因而，他把“意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故意”（intentionality），一种是“关注”（attention）。

“故意”是指学生是否作出了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决定来学习某种二语知识，与“偶然的学习”（incidental learning）相对。施密特（Schmidt）认为，无论学习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它都包含针对输入中的语言手段的“有意识的关注”（conscious attention）。

施密特（Schmidt）还提出了语言学习中的“意识”的第三种感觉，即“明白”（awareness），指学生是否“意识”到正在习得新的二语元素，亦即“意识”到吸收物转换成二语知识时。

他认为，只有在“注意”（noticing）的情况下，学习才能够产生。他提供了对自己在巴西时习得葡萄牙语的一项研究中的证据来证明“注意”的重要性。他坚持写日记，记录下了他在自己所听到过的输入中所注意到的各种二语手段。随后对他的输出的分析表明：几乎在每种情况下，他所产出的形式都是他以前所“注意”到的人们对他说话时所使用的。

艾利斯（Ellis，1997）评论道，“故意”和“关注”区分很重要，也很有帮助。它帮助我们明白，当克拉申（Krashen）谈到“习得”是“偶然的”和“潜意识的”（subconscious），他没能认识到“偶然的”习得事实上仍然可能包含对输入的某种程度的“有意识的关注”，换句话说，“偶然”的学习和没有“有意识的关注”的学习并不一样。不过，这种按照“注意”的方法隐性地产生学习的可能性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按照某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学生通过隐性的（implicit）学习，能够获得对复杂材料的长期积累。那就是说，他们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没有“有意识”地检验假设的情况下学习。但是，其他心理学家则认为，已经产生的学习只是看起来是隐性的，但事实上，学习者明白他们在学什么。

1.3.2.3社会和文化流派

社会与文化流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关注二语习得的外部（即社会和文化）因素。

1.社会语言学视角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视角采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术语来研究二语习得，并整合了认知理论和对比分析理论的迁移说。

（1）皮钦化假说和文化适应模型

1976年，舒曼（Schumann，1976）提出了二语习得的“皮钦化假说”（pidginization 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的语言是一种皮钦化（pidginization，又译“语言混合化”、“洋泾浜化”）的语言。

这个理论源自一个案例研究。舒曼（Schumann）研究了一个正在美国习得英语的名叫阿尔伯托（Alberto）的33岁的哥斯达黎加人。他在整个的10个月的阶段中几乎没有在阿尔伯托（Alberto）身上发现任何语言发展。阿尔伯托（Alberto）自始至终使用了一种“缩减而简化的英语形式”。

例如，他在否定句发展的第一阶段（亦即“no+动词”结构的使用）以后没有进步，在疑问句中继续使用陈述句的语序而不是倒装语序（如“*
 Where you get what?”），他并没有真正习得助动词，而且他没能为过去时态标记规则动词以及为所有格标记名词。他似乎已经习得的语法手段（如复数“-s”和系动词“is”）可以解释为是从他的母语——西班牙语的正迁移而来。简而言之，阿尔伯托（Alberto）显示，在一个很早的发展阶段就已经石化了（fossilized），舒曼（Schumann）称之为“皮钦化了”（pidginized）。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舒曼（Schumann）列出了几条可能的原因，例如智力和年龄，然后又全部排除了。于是他试图用形成皮钦语的原因来解释二语习得。

舒曼（Schumann）认为，当学习者未能同化于目的语群体，也就是说，当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时，就会导致二语习得中的皮钦化现象。他认为，学习者未能文化适应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这关系到学习者个体加入目的语群体从而与之交往的程度。学习者的社会距离是由一些因素决定的。那么，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应该是这样的：由于目的语群体和二语群体互相以社会平等的眼光看待对方而几乎没有社会距离；两个群体都希望二语群体同化于目的语群体并分享相同的社会便利；二语群体缺乏凝聚力（亦即与目的语群体有着较多的交往）；二语群体较小；两个群体相互之间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以及二语群体相对持久。

舒曼（Schumann）提出，社会因素决定了与学习者个体所体验的那种二语接触的总量以及他们在学习中的成功度。

在此基础上，舒曼（Schumann，1978）以“距离”为中心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型”（acculturation model，又译“文化融合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二语习得只是文化适应的一部分，二语学习者始终处于从不适应过渡到适应的连续统中，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文化适应程度将决定其习得目的语的水平。

舒曼（Schumann）也认识到，社会距离有时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e）变得重要了，他还判别了一系列更深层的心理因素，诸如“语言休克”（language shock）和动机，以此来解释这个问题。

布朗（Brown，1980）进一步提出，二语习得与文化适应的阶段有关（也就是说，学习者轻易地与外国语言文化发生关系并做出反应的能力）。他区分了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①最初的兴奋和愉悦；②文化休克，导致对目的文化情感上的疏远和敌对；③文化压力，包括渐进而摇摆的康复；④被新文化同化或适应新的文化。

他认为，阶段③是决定性的时期。如果学习者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适应力就能走过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并习得一门二语。

（2）种族语言认同理论和言语调适理论

1981年，贾尔斯和约翰逊（Giles&Johnson，1981）从社会结构的（sociostructural）角度，将社会语言学的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理论应用于二语习得，提出了“种族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以解释二语学习者的语言态度。

语言认同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中，人们会通过语言纽带连结成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交群体（social groups）。在人际交流中，他们会采取不同的交际策略，即要么努力与对方的言语形式保持一致，以强调双方的社会内聚性（social cohesiveness），这是一个趋同（convergence）的过程。要么故意保持不同，以强调双方的社会区分性（social distinctiveness），这是一个趋异（divergence）的过程。那么，在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中，不同的种族群体（ethnic groups）也同样会产生“种族语言认同”，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也可能采取或不采取积极的语言区分策略（linguistic distinctiveness strategies）。

贾尔斯和瑞安（Giles&Ryan，1982）进一步指出，在族际交流中，说话者会评估一种情景，然后决定采取“地位”（status）策略还是“团结”（solidarity）策略，以及“以个人为中心的”（person-centred）策略还是“以群体为中心的”（group-centred）策略。当人们处于强调与其自身群体内部团结一致的情景中，就可能出现与外部群体的“语言趋异”（linguistic divergence），而当他们处于更关心地位并且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中，就可能出现“语言趋同”。

1984年，比博和贾尔斯（Beebe&Giles，1984）进一步提出“言语调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又译“言语顺应理论”），试图解释学习者本身所处的社会群体如何影响二语习得的过程。他们认为，二语学习者在与母语者交际中，存在“社会调适性”（social accommodation）问题。“社会调适性”强，就是趋同；“社会调适性”弱，就是趋异。

他们认为，二语习得的成功包含着“长期趋同”（long-term convergence）。也就是说，当社会条件使得学习者被激发趋同于操母语者的规范（亦即像操母语者那样讲话），结果会有高水平的进步，但当社会条件鼓励学习者保持自己的社会小群体，他们就学得更少。当学习者致力于频繁的长期的趋同时，二语学习就成功了。

（3）能力连续统理论

1983年，泰容（Tarone，1983）系统研究了学习者语言的多变性，提出了中介语的“能力连续统”（Capability Continuum）理论来加以解释。她认为，学习者发展了使用一门二语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学习者根据各种不同的因素来使用的一些不同的“风格”，这些“风格”构成了一个“风格连续统”（stylistic continuum）。在这个连续统一端的是“审慎风格”（careful style），当学习者觉得需要把话说“对”而自觉地注意他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时，这种风格表现得很明显。在另一端的是“通俗风格”（vernacular style），当学习者在自由交谈中对语言形式做出本能的选择时，这种风格也表现得很明显。

例如，日本学习者发现他们很难学会发“zoo”和“churches”中的/爪/音。研究者在日本学习者中收集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自始至终的和在不同的语言使用条件（自由谈话，朗读一段对话，以及朗读一组组单独的词语）下的英语口语样本，结果发现：日本学习者在朗读单独的词语时，发/爪/音最准确，而在自由谈话时，发音最不准确。当他们朗读对话时，其发音水平介于两者之间。研究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在审慎风格（亦即朗读一组组词语）中比在通俗风格（亦即自由谈话）中以大得多的程度改善了他们准确地发/爪/音的能力。

按照泰容（Tarone）的观点，中介语的语法虽然不同于操母语者的语法，但仍然是按照相同的原则建构的，因为操母语者确实拥有一系列相似的风格。

然而，艾利斯（Ellis，1985）评论认为，这个模型也有一些问题。

首先，该理论提出之后的一些研究表明，学习者并不总是在审慎风格中最准确而在通俗风格中最不准确。有时讲二语的人在通俗风格中会表现出最大的准确度。例如，当会话中一种特别的语法手段对传达一个特定的意思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的时候就是如此。

其次，社会因素的作用还不清楚。操母语者是根据说话对象进行风格转换的，对于不熟悉的受话人，尤其当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受话人时，使用审慎风格，而对于社会地位相同的熟悉的受话人，则使用通俗风格。换句话说，操母语者之间的风格转换反映了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不过，这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却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例如，“社会群体”的概念是否适用于课堂上的外语学习者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学习者的风格转换，正如以上所提到的对日本学习者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并非出于社会因素。这说明，在学习者的语言使用中表现得很明显的多变性是由心理语言学因素（亦即反映了准备输出的机会）而不是由社会因素来激发的。简言之，泰容（Tarone）的理论似乎更多地关系到变异的心理语言学因素，而不是社会因素。

（4）投资理论

佩尔斯（Peirce，1995）则提出了关于社会认同的“投资”（investment）理论。她认为，二语学习者有着复杂的社会认同，这些认同只能放在塑造社会结构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学习者的社会认同是“多重的和矛盾的”。他们有时“从属于”（subject to）某种认同，有时则成为某种认同的“主体”（subject of）。他例举了一个名叫伊娃（Eva）的移居加拿大的成人英语学习者的日记中的一段摘要来解释这一点：

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女孩指着那个男人说：“你看见他了吗?”

“看见了。怎么啦?”我说。

“你不认识他吗?”

“不，我不认识他。”

“你怎么会不认识他?你不看电视吗?那是巴特·辛普森呀。”

这使我觉得很窝囊，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在这次谈话中，伊娃感到很羞愧，因为她发现自己被当作一个“老土女人”（Strange woman），一个不知道巴特·辛普森（Bart Simpson）是谁的人。这就意味着，她“从属于”一段话语，而这段话语预设了一种她所没有的认同。

佩尔斯（Peirce）指出，如果伊娃想办法重塑这场互动赖以进行的谈话范围，例如，声称自己不看以巴特·辛普森作为明星的那种电视节目，那么她本来能够使自己成为这次谈话的“主体”。但是，在这个例子中，伊娃没有觉得可以为自己亮出这样一个认同。

因而，佩尔斯（Peirce）强调，为了成为话语的主体，二语学习者需要“斗争”（struggle）和“投资”。所谓“投资”，就是学习者努力了解那些关于二语思维的知识和模式，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使自己能够在一系列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成功地发挥那些“资本”的作用。学习者不是处理输入数据的计算机，而是进行“战斗”以证明自己的“战士”和期待着以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丰厚回报的“投资者”。如果学习者能够鼓起勇气或者建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能够确保自己被倾听的权利因而成为谈话的“主体”，那么学习就会成功。总之，成功的学习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审慎地思考如何与母语者打交道，他们准备着通过建构和亮明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社会认同来挑战已有的社会秩序。

2.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原本是由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于20世纪20——30年代创立的，主要是为了研究儿童的心理发展。70年代末被介绍到西方以后，立即引起了西方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到80年代，兰道尔夫（Lantolf）最早将它引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

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4个部分。

（1）“调节”（mediation）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用来调节与他人关系的符号性工具，是连接社会和个体的桥梁。儿童是在社会环境中与他人交流，学会了知识和技能，而语言就是他们调节人际关系的工具。就二语学习者而言，他们也是通过参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活动，用目的语与母语者交流，从而不断地将语言形式内化，最终习得目的语。

（2）“邻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理论。“邻近发展区”是指在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所形成的区域。该理论认为，这个区域的知识最容易被习得，可以通过社会互动的途径，利用“脚手架搭建”（scaffolding，又译“支架式”）学习法加以激活。就二语学习者而言，他们同样可以在与他人的互动之中掌握处于“邻近发展区”的二语知识。这一点，与克拉申（Krashen）的“可懂性输入”（即i+1）有着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可懂性输入”是学习者被动的输入，而“邻近发展区”强调的是学习者利用他人所搭建的“脚手架”（scaffold）主动地自我调节，从而获得高于当前水平的知识。

（3）“私人和内部言语”（private and inner speech，又译“个体和内在话语”）理论。“私人言语”（private speech）是指儿童的自言自语，内部言语（inner speech）是指儿童所掌握的语言体系。该理论认为，儿童的言语发展，在开始阶段是社会性的，采用的是“社会言语”（social speech）；接着经历了以自我为中心的阶段，采用“私人言语”，标志着语言已经从社会层面向个人层面过渡；最后发展到内部言语（inner speech）阶段，即语言体系的内化。就二语学习者而言，他们在开始阶段使用二语，只是为了与他人交流，这时候的言语是社会性的；接着是第二阶段，学习者慢慢感悟到二语的形式特征，但还没有完全掌握，这时候的言语就是私人性的；最后，学习者完全掌握目的语，其私人言语内化为内部言语。

（4）“活动”（activity）理论。“活动”是指儿童在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参与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社会实践。该理论认为，活动是把外部社会和个人发展联系起来的纽带，儿童的认知发展就是在活动中实现的。就二语学习者而言，他们可以利用社会性活动的机会，学习目的语的知识和技能，把外部的语言形式内化为自己的语言系统。

社会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王立非，2006）：

①一切复杂的心理活动都是在交流过程中形成的；

②心理机能最初存在于人际间，随后逐渐成为内部的心理机能；

③心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掌握凭借词语传递的全人类经验。

总之，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交流在认知以及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交流不仅仅是二语学习的手段，其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1.3.3 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语习得研究自开创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下列一些相互关联的特点。

1.二语习得的研究角度越来越多

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将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进行对比分析以发现学习的难点，或者描写学习者语言的语法特征，研究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体系。接着，扩展到从心理语言学的视角来探究学习者习得和运用目的语的心理过程。以后，又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二语习得的外部因素，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中介语的语用层面，等等。

目前的二语习得研究，已广泛涉及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和多个视角。从语言学本身来看，涉及普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以及语用学、修辞学等多个分支学科。

2.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

与研究角度的多样化相适应，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

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重点在于对比分析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异同，探讨语言迁移现象，或者描写二语习得的共性特征。后扩大到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包括语言学能、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风格等。目前的二语习得研究又扩大到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因素等。

3.二语习得研究不断关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只涉及描写语法的一些概念，主要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内进行。而以后的研究则更多涉及新出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如普遍语法、语言类型学、语言功能模式等。这是因为二语习得研究进入了以解释性为特征的成熟期，需要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展开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分析。同样，任何建立在单语者（monolinguals）语言基础上的语言学理论，也需要经受二语习得的检验方能坐实其理论的普适性。因而，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学理论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共生”（Symbiotic）关系。

4.二语习得研究越来越脱离纯粹为教学服务的初衷

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重在发现二语学习的难点，以便开展有针对性的语言教学，或者发现学习者的“内在大纲”，以便设计出内外呼应的教学大纲，从而促进二语习得。秦晓晴（1997）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第二语言习得（SLA）的研究重心不再是教学法，而是学习者特征及其在习得过程中的作用”。

因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越来越关注于二语习得本质的研究，探讨人类语言习得和语言运用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为了直接应用于二语课堂教学。

5.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越来越注重以理论为指导

早期的二语习得研究具有探索性，注重“材料先行”（data first）的原则，往往先研究后理论，亦即在收集学习者语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描述和解释。以后的二语习得研究，则倾向于先理论后研究，注重“理论先行”（theory first）的原则，亦即先提出种种理论性的假说（hypothesis）、模型（model），然后展开实证调查，以检验学习者的表现与假说的一致性。

1.4 二语习得研究的特点和方法

1.4.1 二语习得研究的特点

1.4.1.1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

二语习得研究是针对二语习得过程的描述、分析和解释，这一过程涉及到与之有关的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是其他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所以，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可以是语言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认知科学的、教育学的，等等。二语习得研究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二语习得现象，并利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二语习得研究具有跨学科性。

艾利斯（Ellis，1994）在评价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时指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经成为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的学科。与此同时，这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个界限非常模糊的研究领域。”

由于这个特点，二语习得研究要确立为一个界限分明的独立学科，面临着诸多困难。不过，从它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来看，鉴于心理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习得和使用中所包含的心智结构和过程的研究，因此二语习得研究仍然具有较强的心理语言学属性，可以看作心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1.4.1.2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二语习得研究的跨学科性带来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或者反过来说，正是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导致了它的跨学科性。根据上文的介绍，大致可以将它的研究对象归纳为4大类，即，学习者语言的特点、学习者的内部机制、学习者的外部因素、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等，每个大类再区分若干小类。

1.4.1.3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描述、分析和解释二语习得过程，所以，除了对相关理论加以总结、归纳和评价以外，大量的研究工作是通过与学习者的直接接触，获得第一手资料，以便真正揭示二语习得过程的本质。因而，从研究方法来看，二语习得研究具有实证性。

1.4.2 二语习得研究的过程

实证性的二语习得研究，其整个过程可以分为7个主要阶段（吴旭东，2006）。

（1）发现研究课题：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现自己感兴趣而又值得研究的课题，但还只是有个大致模糊的想法，还不清楚到底要解决哪些具体问题。

（2）明确研究问题或假设：研究者归纳该领域的相关文献，在综合分析相关研究（如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不足之处等）的基础上，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或假设（hypothesis），并确定该研究的性质（实验性或非实验性）。

（3）设计研究方案：研究者在确定研究性质的基础上确定研究的类型（探索型、描述型或解释型）和研究的方案，确定实施研究方案的基本步骤，确定调查工具的形式、主要内容和测量量表，确定数据分析的方法，确定对调查结果的解释所能达到的程度。

（4）实施调查：研究者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数据收集。

（5）分析数据并获得结果：研究者严格按照设计方案进行数据分析，对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归纳。

（6）解释调查结果：研究者在研究性质所允许的范围内对调查结果进行解释，并作出结论。

（7）传播研究结果：研究者将整个研究过程从逻辑依据、各阶段所采取的具体步骤、研究成果完整地记录下来，写成论文或研究报告，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期刊、著作等途径发表出来，以接受同行的评价。

1.4.3 二语习得研究的基本类型

二语习得研究的类型与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以及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控制程度等3项因素有关，研究现状决定研究目的，研究目的决定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控制程度。因此，二语习得研究可以按研究目的分为3种类型（吴旭东，2006）。

（1）探索型研究。当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是尚未有人做过研究，处于空白状态，那么研究目的必然是探索性的（explorative）。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所以就无法对研究过程进行控制，所选择的设计方案只能是非实验性的（nonexperimental）、自然观察式的（empirical）或定性的（qualitative）。

（2）描述型研究。当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是已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却不够全面深入，那么研究目的必然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了解处于比较肤浅的水平，所以就无法对研究过程进行完全的控制，所设计的研究方案只能是准实验性（quasi-experimental）的或非实验性的。

（3）解释型研究。当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是已经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研究目的必然是解释性的（explanatory）。由于研究者已经搞清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各个因素及其特点，并建立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所以就可以对研究过程进行高度控制，所选择的设计方案只能是实验性的（experimental）。

1.4.4 二语习得研究的研究方法

二语习得研究的研究方法，可以从实验性与非实验性、定量（quantitative）和定性这两个角度来看。现根据布朗和贡佐（Brown&Gonzo，1994）整理如下。

1.4.4.1实验性方法与非实验性方法

研究二语习得的常用方法有两种：实验性方法和非实验性方法。但研究方法并非总是非此即彼的这两种方法，在所有的研究方法构成的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中，这两种方法代表了这个连续统的两个末端。也就是说，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实验性方法。

（1）实验性方法。实验性方法可以用来检验关于二语习得的某种假设，亦即等待解答的“研究问题”。

例如，在学习环境因素的研究中，假如研究者想要检验某种新的教学法是否更能促进学生的二语学习，就可以采用实验性方法。研究者必须事先准确地决定在实验之前和实验之后怎么测量、测量什么，以便确定是否促进了学习。研究者必须仔细地设计这些实验，这样才能将使用了新方法的一组学生与没有使用新方法的另一组学生进行比较。而且研究者必须确保这两个小组是同等的，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异只是在教学方法上。如果研究者还想表明这些实验结果也适用于其他的学习者群体，那么就必须在数据分析中使用推论性统计（inferential statistics）方法（即利用子群体样本所提供的信息来推测母群体的特性）。

（2）非实验性方法。非实验性方法可以用来观察一个语言班，甚至是正在学习语言的一个个人，以了解在研究对象那里发生了什么。

这种观察可以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进行，可能持续几天、几周，甚或几年。在研究者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录音和/或录像，也可以仅仅就自己所看到的情况记下笔记。研究者可以完全以观察者的身份置身于学习者的局外，“观棋不语”，也可以决定适时介入，要求学习者和教师描述他们认为刚才正在发生什么事，从而获得关于正在某个特定时点上进行的情况的附加信息。当研究者完成数据采集之后，甚至就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可以在那些数据的基础上，构想出某些关于语言学习的特定方面的假说。当数据收集完成后，研究者可以在数据分析中使用计算和分类方法，也可以就从观察中总结出来的东西写一篇研究报告。

1.4.4.2定量的方法和定性的方法

一般说来，实验性研究工作寻求预测和解释二语习得中的某种现象，并使用定量技术来进行。非实验性研究工作常常具有人种学性质（ethnographic），并倾向于使用定性技术。不过，研究者常常在同一个研究项目中同时使用定性的和定量的方法。

1.定量的与定性的方法的特点及区别

定量的与定性的方法的特点及区别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1）逻辑推理的演绎与归纳。定量的研究工作是演绎性的（deductive），因为它开始于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假说，即“理论先行”，然后使用数据来检验它。而定性的研究工作是归纳性的（inductive），因为它先通过观察来收集材料，即“材料先行”，然后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数据。

（2）研究过程的控制与非控制。在定量的研究工作中，研究者是“强加于人”的，他要进行干预以控制研究中的变量。而定性的研究者并不尝试像一个实验者那样实行控制，而是反过来，观察自然发生的行为。

（3）研究目标的终点与过程。定量的研究工作常常被形容为“简化论的”（reductionist），因为研究者预选了要在研究中测试的变量。而与此相反，定性的研究者事先并没有确定哪些变量是重要的，而是反过来，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描述正在被观察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定量的研究工作对终点产品感兴趣。例如，证明一个具体的项目是否显得比另一个更有效。而定性的研究工作的兴趣在于过程本身，换句话说，在于课堂上实际发生了什么。

（4）研究结果的类推与非类推。定量的研究工作的结果被假定是可类推于更大人群的，而定性的研究工作的结果不能（常常是不需要）类推。

2.定量研究工作的方法

定量研究工作具体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1）实验性的研究工作。当研究者通过实验调查了课堂二语习得的一系列问题，那么就要进一步设计出真正的实验，以便预测和解释人类行为。最终，研究者希望能在一种特定的处理法（treatment）（例如某种新的教学法）与结果或结论之间建立一种因果的关系。一项实验的最低标准是：研究项目中必须包含至少两个组（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实验组）。被试必须被随机地指定在其中一组。设立一个控制组的基本原理是很明确的——如果一组以一种方法来处理，另一组以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并且在处理之后，在两组的行为（如测试分数）上有一种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必须可以归因于不同的处理法（假定研究者小心地确保在测试组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可能解释行为差异的差异）。实验性研究工作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因果关系。另一个目标则是能将研究结果的解释或预测扩大到更大的人群。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就要使用推论性统计方法。

（2）实验性数据的诱发。实验性研究工作需要获得相关数据（data），而这些数据需要通过诱发（elicitation）的方法才能得到。可以用于数据诱发的方法包括这样几种：①为学习者设定一个特定的任务，然后收集由此任务所诱发的语言数据；②设计安排好用以产出对研究者来说有意义的特定语法结构的练习；③合乎语法性判断（grammaticality judgment）任务；④诱发的模仿；⑤口头面谈；⑥命题作文；舆交际性的游戏，等等。

（3）其他的数据来源。除了上述的方法以外，还可以利用其他的数据来源。主要有概况调查（survey）和各种测试工具，包括标准化测试。例如，托福、各种完形测验（cloze tests），匹配熟悉图测验（Matching Familiar Figures Test）、团体藏图测验（Group Embedded Figures Test），等等。

（4）定量数据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时，可以采用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例如，针对课堂话语的文本，可以使用一种数据分析程序，包括数据的编码（coding）、计算（counting）以及分类（categorizing）；或者观察学习者所产出的句子，并且计算这个句子的平均长度等。同样，也可以采用称为推论性统计的定量分析方法。这种统计性分析被认为是心理测量学的（psychometric）研究工作的典型方法。使用推论性统计，研究者能做出关于该研究项目所使用的样本所属的更大人群的类推结论。

3.定性研究工作的方法

定量研究工作具体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1）人种学的研究工作。人种学研究工作是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引入到语言习得研究的。与实验性研究工作寻求预测和解释语境之外的行为所不同的是，人种学研究工作寻求提供一个语境充足的对行为的阐释，而这种阐释会导向对正在研究的现象的基础扎实的理解。

此外，一般来说，在人种学的研究工作中，较少关注把在一种情景下获得的结果类推于其他情景。这是因为每种语境都被看作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以致没有一个单一的“真理”能够从一组特定的情景中演绎出来并且类推于语言学习者的一般人群。

（2）日记。日记是学习者对语言学习或教学的第一人称描述。它既是一种人种学方法，也是一种内省性（introspective）研究方法。通过写日记的方法，学习者可以在研究者的帮助下尝试检验他们自己的行为，以洞悉他们是如何习得一种二语的。

在二语习得研究工作中，日记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收集定性数据的形式，因为研究者既充当了参与者（正被研究的个体），也充当了观察者（研究者）。

在日记研究中，这个方法就是先写下实录，在事项写完后重读，以确保没有事情被遗漏，然后在正被观察的学习经历结束后重读整个实录，一边找寻多次重现的模式和对这些模式可能的解释。

（3）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针对单个个体的研究。按照它的方法和它对在语境中研究现象的注重，基本上是一种人种学方法。不过，在个案研究中，人种学的定性方法能够为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所补充。它已经被广泛用于研究第一语言的发展，目前也常用于二语习得研究。

个案研究法收集数据的方法通常是自然主义的和纵向的，这就是说，数据是由在整个一段长时间中收集到的自发言语的样本组成的。

（4）话语分析。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关注整个语篇（口头的或书面的）而不是离散的句子的分析。语言数据可以是自然发生的、被诱发的，也可以是虚构的。

在语言分析中所使用的程序包括定性测量和定量测量，诸如编码和计算等。话语分析者典型的工作是制作（在课堂内或课堂外）互动的录音带和/或录像带，随后他们把那些录音（录像）写下来，然后分析多次重现模式。

以上是我们对“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概况介绍。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分别对“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二语语用能力习得”、“反向迁移和多元能力”等专题展开较为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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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2]
 因而，“对外汉语教学”的英文译名应该是“TCSL，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3]
 当然，如果是在第三国学习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如韩国人在美国学汉语，那么情况又要复杂一些，这时的“外语环境”就又不是“母语环境”了。


[4]
 “order”一词在有些中文论著中译为“顺序”。但下文还会出现与之密切相关的“sequence”一词，也可以译为“顺序”，但与“order”含义不同。为了将两者区分开来，本书一律将“order”译为“次序”，而将“sequence”译为“顺序”。


[5]
 黄冰.第二语言习得入门[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二章 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

在本书第一章引述的孟子的“案例”中，那位楚大夫之子，在“庄岳之间”住了数年，学会的齐语居然好到连母语也不会说了。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往往不难发现，儿童能够很轻松地学会母语自不待言，而他们学习一门二语似乎也比成人轻松得多，尤其是最后的成功度，是绝大多数成人学习者望尘莫及的。这就提出了学习者的年龄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即“年龄效应”（the effects of age）问题。

汉语有一句成语，叫做“炳烛之明”，意为点燃蜡烛，用来照明，形容人到老年也应好学不倦。这来自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师旷劝学”典故
[1]

 。这个故事说，70岁的晋平公觉得自己已经是“暮”年了，担心不能再学习新知识了。而他的大臣师旷却说，“暮”没关系，只要点起蜡烛就行了。师旷就用比喻来说明“学习不怕晚”的道理：一个人在每个年龄阶段（少年、壮年、老年）都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条件，即使到了“暮”年（即老年），同样可以创造条件学习。在这里，师旷巧借晋平公使用的“暮”字，用一天之内阳光从日出到日中、再到日暮的变化，比喻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特点，即少年的学习如日初升，壮年的学习如日中天，而老年的学习，虽然已如日暮，不再有阳光眷顾，但仍可以借助“蜡烛”。

师旷虽然是个天生的盲人，一生没有见过阳光。但他针对不同年龄学习者提出的这个“学习阶段论”，却是“心明眼亮”，很有见地的。

不过，晋平公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暮”年仍然可以“炳烛”而学，但烛光和阳光相比可是差远了。汉语中也确实有一句反义的俗语，叫做“人过三十不学艺”，说明“学艺”只是年轻人的事情。为什么呢?这里就有一个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年轻人需要“三十而立”，当然必须学习。就可能性而言，年轻人精力充沛，各方面机能活跃，思想也开放，容易吸收新的知识，当然较容易学习。反之，过了三十，既然已经“而立”，那么吃点“老本”也就够了，何必再学新的?再者说，就算还想学，毕竟“年龄不饶人”。如果偏要“八十岁学吹打”，其结果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了。英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不能教老家伙新花样。”）看来也是对“老家伙们”失去了信心。

那么，学习是不是真的年龄越小越好?再看师旷的“学习阶段论”，少年是“日出之阳”，壮年是“日中之光”。两者相比，显然是前者更有后劲，而后者更有力度。因此，两者应该是各有千秋，似乎也很难说哪个更好呢。

总之，由于学习者年龄的不同，其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会有所不同。必要性反映在学习动机和态度等方面，可能性反映在学习能力和客观条件等方面，由此必然带来学习效果的差异。这种因年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就是学习的“年龄效应”。

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因为它对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建构、外语教学、教育部门的外语教育决策等都是极其重要的。就理论建构而言，它有助于探索人类大脑认知之谜，发现语言习得的本质；对外语教学而言，它有助于教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采取不同的教学对策，因材施教；对教育决策而言，它有助于回答诸如外语教育是否应该“从娃娃抓起”、外语学习的最佳年龄到底是多大等问题。

本章中，我们将从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比较开始，重点讨论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

2.1 母语习得的主要理论

每个人都会至少经历一次语言习得过程，那就是母语习得。而母语习得在儿童时代就能基本完成。每个成年人回顾一下自己的母语习得过程，都会发现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根据相关研究（徐烈炯，2008），小孩出生几个星期之后开始发声，约10个月之后开始咿呀学语。他们起初只能用单个的词表达思想，从一岁半左右起会说些连贯的词组和句子。有的儿童可能开口比同龄孩子稍晚，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随着儿童智力的发展，说的句子会越来越长，语句变化越来越多，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一般儿童到了四五岁就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和语法结构，以后几年中逐步扩大词汇，使用复杂的句法，掌握句法系统与语义系统的关系。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规定儿童在6岁左右上小学，必修语文（母语）课。语文课在母语教育方面的作用主要是帮助儿童学习文字和书面语、扩大词汇量、完善语言系统，而并非意味着儿童在小学阶段才开始学习母语。

然而，当儿童到了成年阶段，想要再学第二种语言时，就没那么轻松了。人们往往学了一二十年，甚至一辈子，还不能运用自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另外，既然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都属于语言习得，两者一定具有某些相同的规律，那么儿童母语习得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借用到二语习得中来?

于是，人们就需要首先研究母语习得，利用母语习得研究的成果，来解释二语习得的规律。这样，二语习得研究就在母语习得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两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而，在讨论二语习得研究之前，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些关于母语习得的重要理论。

2.1.1 行为论

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对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主要受行为主义（behaviorism）心理学理论的影响。行为主义者认为，言语行为是人类行为之一，行为需要刺激物来引发，反复的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过程使儿童的言语行为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慢慢巩固加强，于是逐渐习得母语。

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观的代表人物斯金纳（Skinner，1957）在其《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语言学习的本质。他指出：“语言不是一种思维现象，而是一种行为，跟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这种行为是通过习惯的养成而学会的。”

根据这种语言学习观，儿童习得母语会经历下列4个步骤：

模仿（imitation）：听到周围的言语（刺激），并进行模仿（反应）；

强化（reinforcement，又译“巩固”）：得到大人的物质或精神鼓励，或者批评或纠正，强化模仿（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

重复：为得到更多鼓励，重复模仿，并慢慢形成习惯；

成形：通过反复的模仿——强化——重复，逐步形成正确的言语行为，与成人的言语模式相吻合。

这样的观点，突出了“模仿”和“强化”两个方面，可以归纳为“模仿论”和“强化论”。

受“模仿论”和“强化论”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产生了外语教学的“听说法”（the Audiolingual Method），其特点就是采用大量的、机械的句型操练，以使学习者通过强化而形成习惯。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模仿论”和“强化论”受到来自先天论（Nativism）的强烈批评。1959年，先天论的代表人物乔姆斯基（Chomsky，1959）发表《评斯金纳的掖言语行为业》一文，首先向斯金纳（Skinner）发起了挑战，并对行为主义心理学展开了全面攻击。

归结起来，“模仿论”和“强化论”的缺陷主要有6个方面：

（1）夸大了外部（即环境）因素的作用，忽视了学习者内部因素的作用。

（2）儿童接触的是不同的言语，但最终按照一个相似的“天然次序”（natural order）习得语言。

（3）言语的形成不一定是模仿的结果，儿童的言语具有创造性（creativity），具有其自身的规则体系。例如，英语儿童言语中的“goed”、“comed”等输出并非来自模仿。汉语儿童在模仿学会“好爸爸”、“好妈妈”、“好奶奶”之后，还会造出“好妹妹”（许政援，1997）。而且，儿童的言语偏误有些容易纠正，有些不容易纠正。例如，麦克内尔（McNeill，1966；徐烈炯，2008）曾记录了下列几段亲子对话，以说明儿童言语偏误纠正之不易：

例1

Child：Nobody don't
 like me.

Mother：No.Say“nobody likes me”.

Child：“Nobody don't
 like me”.（两人来回重复8次）

Mother：No.Now listen carefully...say“nobody likes me”.Child：Oh！Nobody don't
 likes me.

例2

Child：Want other one
 spoon，daddy.

Father：You mean，you want“the other spoon”.

Child：Yes，I want other one
 spoon，please，daddy.

Father：Can you say，“the other spoon”?

Child：Other...one
 ...spoon.

Father：Say...“other”.

Child：Other.

Father：“Spoon”.

Child：Spoon.

Father：Other...spoon.

Child：Other...spoon.Now give me other one spoon.

汉语习得也有类似的例子。许政援（1997）通过对汉语儿童母语习得的追踪调查，得到了下列录音资料：

成人：“洗脸”，说！

儿童：洗脸。

成人：（赞许地）嗳~ ~。“洗手”！

儿童：洗手。

成人：（赞许地）嗳~ ~。“洗脚”！

儿童：脚。

成人：“洗脚”！

儿童：洗手。

对此，许政援（1997）的解释是：“这正表明儿童在模仿学习成人教的词。‘洗脚爷对儿童说难了一些，所以模仿了，但没掌握好。这也说明儿童在模仿学习过程中的选择作用。”

（4）句子结构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深层不同而表层相似的结构不容易模仿。例如英语的例子：

例1

John is easy to please.

John is eager to please.

例2

He told her to leave the party.

He promised her to leave the party.

（5）儿童接触的是具体的言语行为，习得的是抽象的语言能力。他们是如何从不完整的甚至不合语法的言语中归纳出抽象的语言的，这无法从模仿来解释。

（6）语言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儿童一般在5岁之前就已经能掌握母语的基本规则。他们学习母语如此容易，似乎没怎么学就会了。而且，儿童在学习其他知识时常常表现出智力方面的差异，然而在母语习得方面，这种差异十分少见，5、6岁儿童的语言水平基本相仿。他们是如何掌握母语的，这也很难从习惯的形成来解释。

当然，“模仿论”和“强化论”也有其合理之处。尽管语言习得不能只依靠“模仿”和“强化”，但不等于说从此就不需要“模仿”和“强化”。不可否认，它们仍然是语言学习中必不可少的学习手段和策略。关键在于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

2.1.2 先天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天论颠覆了行为主义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语言习得的“天赋假说”（innateness hypothesis，又译“内在主义假说”）。“天赋假说”包含两个重要概念：“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又译“语言习得装置”）和“普遍语法”。

2.1.2.1语言习得机制

“天赋假说”认为，既然正常的儿童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习得母语的规则体系，那么儿童的语言习得能力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innate），在儿童的大脑中，可能存在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这是一种“心理器官”（mental organ），包括下列主要特征：

（1）人类特有，并且在12岁左右之前一直起作用；

（2）为儿童提供了加工所接触言语的手段；

（3）可能包含一些普遍的语言特征。

所谓“普遍的语言特征”，是指儿童大脑中先天存在着的一套“普遍语法”，可以在“语言习得机制”的帮助下得到利用。“普遍语法”不是具体的（Particular）语法规则或者某种具体语言的语法系统，而是一组适用于不同语言的共同语言特征。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语言类型中的“标记性”，那么“无标记”结构就是那些由普遍语法控制的结构，它们只要求最低数量的证据用来习得，而“有标记”结构就是那些位于普遍语法之外的结构。

2.1.2.2普遍语法

“普遍语法”由“原则”（principle）和“参数”（parameter）构成。原则适用于任何语言，某个具体语言中可以不存在某些原则，但任何语言不得违反。参数反映了在同一原则之下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为不同的“场”（setting）。

例如，许多语言中存在一条原则：反身代词（reflexive）可以与句子中某个名词共指（co-reference）。换言之，反身代词可以回指句子中的某个名词。但在这条原则下，不同语言存在着“短距离约束”（local binding）和“长距离约束”（long-distance binding）两个参数场。下面是汉英对比的例子：

例1 奶奶责备了自己。

Grandma blamed herself.

例2 奶奶知道妈妈责备了自己
 。

Grandma knew mum would blame herself
 .

上例显示，在汉语中，“自己”既可以回指近距离的“妈妈”，也可以回指远距离的“奶奶”，因而这个代词的所指是有歧义的，说明汉语属于“长距离约束”场的语言。而英语中，“herself”只允许指“妈妈”，属于“短距离约束”场的语言。

因此，儿童在习得母语时，通过“经验的触发”，也就是接触具体的言语输入，即“原始语言资料”（primitive linguistic data），然后在“语言习得机制”的帮助下，经过不断的“假设检验”（hypothesis testing）的调整，最终把参数代入“普遍语法”，使之变成“具体语法”（Particular Grammar，PG）。如以“UG”代表普遍语法，以“PG”代表具体语法，以“琢”代表参数，那么从“UG”过渡到“PG”的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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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儿童的语言习得

“天赋假说”认为，正在学习母语的儿童必定需要依赖先天的语言知识。这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摆在他们面前的这种任务是一项不可能的事情。换言之，儿童所接触的输入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发现他们正在试着学习的那种语言的规则，这种不足就叫“刺激的贫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

那么，为什么孩子们在“刺激的贫乏”的情况下能够无一例外地学会其母语的所有语法呢?答案就是，他们对什么是语法上行得通的，什么是行不通的必定具有先期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是其生物学上的天资的一部分。这种知识就是由普遍语法构成的。

有人主张，某些错误，诸如包含副词位置的错误，几乎不会在一语习得中出现，因为这是普遍语法所禁止的（Ellis，1997）。

“天赋假说”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儿童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学会一种语言，而是说儿童生来具备一种习得语言的天赋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在接触到相当数量的自然语言资料以后才能实现其价值。也就是说，它并不否认环境所起的关键作用。例如，那些由动物哺育长大的“狼孩”，就不可能学会语言，只能习得“狼嚎”。

同时，由于“语言习得机制”是大脑的一部分，是一种生理现象，因此它的功能会有一个从成熟到衰退的过程（一般认为这个过程在2——12岁左右之间）。因而，这是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能力。成年以后，“语言习得机制”消失，就无法轻松地学会任何语言，即使母语也是如此。例如，“狼孩”即使回到人类社会以后，也不再能够学会语言了，就是因为其“语言习得机制”未能得到及时利用而自生自灭了。

而且，“语言习得机制”也是人类才拥有的能力。尽管那些可爱的鹦鹉可以把人类的语言模仿得字正腔圆，但它们并不能掌握语法，也不具有创造性。那些聪明的猴子也可以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但它们也无法掌握语言。

与行为主义论相比，先天论更注重探讨儿童大脑深层的抽象的语言结构。因此，它可以解释儿童为何能轻松地习得母语、为何能超越种族的限制而习得非本族语、为何能较好地习得二语等问题。

然而，“天赋假说”仍然只是一个假设，尚未能为母语习得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至今还不可能用解剖的方式“实打实”地证明它的存在，而且“儿童通过什么经验和什么过程，将他们先天具有的关于语言普遍特性的知识，转化为关于他们习得的特定语言的具体知识”（石毓智，2006），也还是一个谜。

因此，对于“普遍语法”是否具有遗传性，“普遍语法”是否存在或者以何种程度存在，等等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2.1.3 生物论

从生物学角度对儿童语言习得进行解释，首先是从生理学开始的，就是考察人的大脑生理结构的变化与语言学习的关系。这一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引起了关注。

2.1.3.1语言习得的生理属性

1959年，品菲尔德和罗伯茨（Penfield&Roberts）就在《言语和大脑机制》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语言学习“关键期”（critical period，又译“临界期”）的概念。

他们认为，人类最初开始学习语言时，是用左右两半球，大脑的这种柔软性到10岁左右逐渐消失，以后的语言活动逐渐集中到左半球，即大脑的“侧化”（laterization，又译“偏侧化”、“一侧化”、“单侧化”）。成人之所以感到学语言比较困难，正是大脑这种变化的结果。

总之，“对于语言学习而言，9岁之后人的大脑就变得越来越僵硬”，“10岁之后开始学习语言，很难有好结果，因为不符合生理规律”（Penfield&Roberts，1959）。

2.1.3.2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

1967年，列纳伯格（Lenneberg）在《语言的生物基础》一书中研究了患失语症的成人及儿童后来恢复语言能力的情况，明确提出了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Lenneberg，1967）。

他认为，婴儿出生之后，其大脑发育迅速，大约2岁时，就达到成熟值的60%；青春期前后（约13岁），大脑成熟值达到100%，即成人水平。因此，从2岁到13岁的这段时期，就是“语言习得的关键期”（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根据这个假说，2岁以前的婴儿的左右脑具有同样的潜力，其功能还没有分化。在3岁到5岁之间，左右脑在功能方面已开始侧化，形成各自的“大脑优势”（cerebral dominance），主要由左脑处理语言。

大脑功能的侧化是在青春期前后彻底完成的。在此之前，大脑仍然具有可塑性，左右脑之间仍然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功能重组。因此，“只有在2岁到大约13岁的时候，语言学习才能在大脑右半球发生”。

列纳伯格（Lenneberg）发现，大脑左半球的损伤给成人语言功能造成的损害比给儿童语言功能造成的损害要大，从而假定成人的语言活动主要受左半球支配。同时，大脑左半球受到损伤的儿童，由于还有右半球代行其职，能够恢复语言功能，而成人则因右半球不能代行其职而几乎完全丧失语言功能。

这个“关键期假说”，也从大脑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呼应了乔姆斯基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解释了儿童在语言习得方面的优势。

2.1.4 认知论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从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儿童的母语习得，于是出现了认知论（Cognitive Approach）。

认知论者承认语言习得能力具有先天性，但反对把这一能力完全归功于天赋。他们认为，语言与认知不可分离，母语习得能力是儿童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这种认知能力才是人类特有的，是先天的。

认知论者关于儿童母语习得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

2.1.4.1语言与概念的关系

认知论者认为，儿童语言的发展依赖于其认知过程中对周围世界形成的概念，伴随着这种认知的发展，语言也随之发展。也就是说，儿童必须先形成概念，然后才能习得与此概念有关的语言结构。例如，儿童必须先有数的概念才能掌握名词的单复数形式，必须先有时、空的概念才能掌握动词的时态。

相关研究表明，儿童难以习得与尚未形成的某个概念有关的语言规则。例如，克罗默（Cromer，1989）研究发现，在习得英语的现在完成时态时，4岁半以前的儿童尽管常常听到父母使用这种时态，而且句子结构也简单，但他们仍然不会使用这种时态。只有当他们形成“与现在相关”（present relevance）这个概念以后，才能习得这种时态。

词汇习得也是如此。对于一些词语，如果他们还没有形成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也就不能习得这些词语。儿童能够较早习得“爸爸”、“妈妈”、“苹果”、“桔子”等词语，但不可能较早习得“经理”、“销售员”这样的词语，因为他们还没有这些概念。

儿童的语言发展和概念形成的这种紧密关联，与成人的二语习得过程大为不同。成人在习得一门二语之前，早已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概念，这套概念可以帮助他们较快地学习二语。另一方面，当目的语的概念系统与母语的概念系统不一致时，又常常会使他们感到困惑。

2.1.4.2语言习得策略

有研究发现，儿童会运用一些习得策略来理解和运用母语规则。斯洛宾（Slobin，1973）在对比了世界上14个主要语系的约40种语言的习得方式以后，将它们归纳为若干共同的操作原则（operating principles），包括：

注意词的词尾；

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可用语言来编码；

避免例外；

底层语义关系应该明白而清楚地标记出来；

语法标记的使用应该有语义上的意思。

根据这些操作原则，斯洛宾（Slobin）进一步推导出若干条普遍规律：

（1）作为任何语义意念的语法体现，后置的语法形式要比前置的语法形式更早习得。例如，儿童似乎总是先习得后缀，然后才是前缀或放在前面的介词。对儿童来说，前置的语法形式更复杂。

（2）儿童对语义意念的语言标记的习得经历过几个典型的阶段：①无标记；②在有限的情况下使用合适的标记；③标记的过度概括（即“泛化类推”），例如comed、goed等；④完全习得成人的系统。

（3）在语义成分和表层成分之间，越是遵循一对一的映现原则的语法系统，其习得越早。例如，他们倾向于把句子的第一个名词当作动作的发出者，把第二个名词当作承受者，于是就难以习得被动句。

（4）有若干屈折形式表示同一的语义功能，但是如果要从中选择一个适当的形式，就必须遵照硬性规定的形式标准。例如，词干的语音形式如何，词干有多少音节，是否硬性规定为阴性或阳性等等。在碰到这种情况时，儿童最初的倾向是，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使用同一形式。

（5）语义上前后一致的语法规则习得较早，而且不会有显著性错误。例如，英语的进行式是儿童不会做过度概括的唯一形式，这是因为哪些动词可以有进行式，哪些不能，是有明确的语义界限的。进行式可以用来表示过程，但不能用来表示不自觉的状态，所以儿童不会说：“*
 She's knowing how to read.”

2.1.5 功能论

20世纪70年代初，韩礼德（Halliday）提出了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从语言交际功能的角度来观察儿童母语习得，提出了功能论（Functional Approach）。韩礼德也承认语言习得能力具有先天性，但他认为先天论者只是从语言结构的角度去探讨儿童的语法体系，却没有解释这个体系为什么会过渡到成人的语法体系。

2.1.5.1儿童语言体系的特点

韩礼德（Halliday，1973）认为，语言是一种“做事的形式”（a form of doing），而不是“知晓的形式”（a form of knowing）。儿童之所以能习得母语，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语言可以帮助“做事”。儿童的语言体系是一个意义体系，他们的语言是从意义体系逐渐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交际使用中，儿童的语言体系逐渐向成人的语言体系靠拢，直到完全吻合。因此，儿童的语言常常不合语法，往往是实词的连用，但只要有意义，在语境中并不影响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也就是说，儿童并不特别关注语法的正确性，只要能表达意义，满足自身的需要就行。例如：

“*sweater chair.”（=The sweater is on the chair.）（“毛衣，椅子。”=“毛衣在椅子上。”）

韩礼德（Halliday，1977）把能够帮助儿童“做事”的语言功能分为7项，按复杂程度排列如下：

（1）工具功能（instrumental function），用于表达“我要”（“I want”）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满足需求。例如，“糖糖！”“尿尿！”

（2）控制功能（regulatory function，又译“调节功能”），用于表达“照我说的做”（“do as I tell you”）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控制他人的行为。例如，“别玩这个！”“喝你的牛奶。”

（3）交往功能（interactional function，又译“交互作用功能”），用于表达“我和你”（“me and you”）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与周围的人交流。例如，“我和你玩。”“我要当工人。”

（4）个人功能（personal function），用于表达“我来了”（“here I come”）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表现自我。例如，“我爱妈妈。”“我是个好孩子，是吗?”

（5）启发功能（heuristic function），用于表达“告诉我为什么”（“tell me why”）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探索周围世界。例如，“小鸟为什么会飞?”“这是什么?”

（6）想象功能（imaginative function），用于表达“让我们假装”（“let's pretend”）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进行想象、创造。例如，“我当妈妈，你当爸爸。”“布娃娃，你要乖！”

（7）表现功能（representative function），用于表达“我有些事情告诉你”（“I have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的意思，即儿童可以用语言向别人传达信息。例如，“他是个大人。”“他戴着白手套。”

这7种功能中，“表现功能”发展得最晚，也是儿童语言中最不重要的功能。在语言发展的早期，常使用前几种功能，以后才越来越自如地使用后几种功能。

同时，在儿童的语言中，一句话只有单一的功能，不具有多重功能。而成人的话语往往会具有多种功能。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语言功能的多重性也会越来越增强。例如，儿童最初会说：“more sweetie.”（“糖糖还要。”），仅有表达工具功能，但后来会说：“Please，mummy，I want some more sweetie.”（“请，妈妈，我还要些糖糖。”），这就不仅表达了工具功能，还有交往功能、个人功能等。

儿童语言发展到成人语言，其功能就会减少到3项：①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即谈话内容；②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即情景语境；③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即结构关联。

2.1.5.2意义的重要性

韩礼德把母语习得的过程看成是儿童掌握语义系统的过程，突出了意义的重要性。这一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并被借鉴到二语教学领域，在欧洲产生了“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这种教学法体系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旨在培养学习者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交际法”认为，学习者在言语中出现一些错误是正常而不可避免的现象，学习者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交际，只能是有缺陷的但有效的交际，因此，对学习者的语言错误不应苛求，要有一定的容忍度，凡是不影响交际的错误，能不纠正就不纠正。

“交际法”的“温和派”强调学习者使用二语进行交际的重要性，主张将这类交际活动置于更大范围的语言教学中。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学着用英语”（learn to use English）。

“交际法”的“激进派”则认为，语言是通过交际习得的，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激活已有的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促进语言系统本身掌握的问题。这一观点可以称为“用着学英语”（use English to learn English）。

不过，按照韩礼德的说法，当儿童掌握了母语的语义系统，就同时也掌握了母语的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掌握语法系统的呢?这也是韩礼德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同样，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交际法”，又如何处理好语法知识的教学问题，让学习者完整地掌握二语的语法系统呢?这也是“交际法”的缺点所在。

儿童心理学家许政援曾在前后20多年的时间内，采用纵向法对12名从出生到3岁的儿童进行了录音追踪研究，另外还采用纵向与横断相结合的方法和实验法进行了研究。在这一系列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儿童语言习得的普遍性和差异的分析，许政援（1997）认为：

儿童的语言获得是在人脑和语言器官发育和认知发展的基础上，在与成人和其他儿童的交际过程中，经过成人的言语教授示范、强化、扩展和激励和儿童有选择的模仿学习，并经概括而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人脑、语言器官和认知发展的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成人言语教授和儿童模仿学习的作用，以及儿童本身在语言获得过程中表现在选择和概括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作用。

这样一个观点，可以说是融合了国外各种理论视角，说明儿童的语言习得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2 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异同

毫无疑问，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具有相似之处。研究表明，母语习得者与二语习得者采用了相似的学习策略，如泛化类推、语内迁移、回避等。两者似乎都遵循着某种天然的习得次序而习得某些语法结构。

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当然也存在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青春期以后的二语习得者与习得母语的儿童之间。

2.2.1 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差异的观察角度

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差异，可以从语言、生理、认知、情感、社会文化、学习条件等角度加以观察。

2.2.1.1语言角度

“天赋假说”可以解释儿童为什么能够轻松地习得语言，也可以解释为何成人难以达到儿童的二语习得水平。也就是说，儿童成年以后，由于参数已经固定，普遍语法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再也进不去了，因此就可能阻碍二语习得。“天赋假说”也启发了人们去探索二语学习者是否也跟母语习得那样存在一个习得的“天然次序”。

不过，普遍语法是否在成年以后真的（全部或部分地）进不去了?或者说，成年二语学习者是否仍然拥有延续的通向普遍语法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又译“可达性”），或者他们是否只能依赖某种别的学习机制来学习二语?对此，至今尚无一致看法。根据艾利斯（Ellis，1997）的归纳，主要的观点有下列几种。

1.完全的可及性

有人认为，学习者开始于其一语的参数环境，但随后学会转换到二语参数环境。有一种假设是，获得完整的目的语语言能力是可能的，并不存在像“关键期”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一个案例中，有一位英国妇女朱丽（Julie），直到她21岁时才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但是她在埃及开罗住了26年之后，有人通过各种测试发现，她表现得像一个操母语者。那么，像朱丽那样的学习者就是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2.没有可及性

这个论点是，普遍语法对成人二语学习者无效。成人学习者依赖一般的学习策略。根据这种观点，一语习得跟二语习得是完全不同的。成人二语学习者通常不能够获得完全的语言能力，他们的中介语可能显露“不可能的”规则，也就是被普遍语法禁止的规则。

3.部分可及性

另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是，学习者拥有通向普遍语法某些部分的可及性，但不拥有通向其他部分的可及性。例如，他们可能拥有只通向在其母语中有效的那些普遍语法参数的可及性。但是，他们也许能够在包括纠错在内的直接的课堂教学帮助下，转换到二语参数环境。换句话说，二语习得部分地由普遍语法调整，部分地由一般学习策略调整。

4.双重可及性

根据这个观点，成人二语习得者既利用了普遍语法，又利用了一般学习策略。但是，一般学习策略的运用会“阻碍”（block）普遍语法的运作，使学习者产出“不可能的”的错误而没能获得完全的语言能力。这个观点设想：成人学习者只有依赖于普遍语法，才可能是完全成功的。

以上4种观点归结起来，第1种和第4种都支持普遍语法仍然有效，第2种反对，第3种是折中。

支持第1种观点的学者，往往是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那些并不多见的成功者作为证据，以证明普遍语法仍然是可及的（accessible），也就是可以利用的。尽管大多数成人都没有成功，但没有成功不等于不可能成功。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允许，例如像朱丽那样在目的语环境中“泡”上26年，那么普遍语法仍然可能起作用。即使绝大多数人“泡”了大半辈子，直到“泡死”了还未完全成功，那也不是普遍语法“大门”的关闭惹的“祸”，而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而第4种观点则可以看作是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提供了关于其他因素的一种解释，即成人采用了不同于儿童的学习策略，这反而阻碍了普遍语法的运作。换句话说，普遍语法的运作需要与其相适应的学习策略，也就是儿童所采用的学习策略；在普遍语法的运作中，必须顺其自然，否则就是“强扭的瓜不甜”了。虽然成人的认知能力强于儿童，这有助于他们在起始阶段学得比儿童快，但最终还是学不过儿童，诚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第2种观点是从大多数人的最终失败（即没有达到完全的目的语水平）以及成人和儿童所犯偏误的差异性来说明问题。那么，就前一个理由来看，似乎难以驳倒第1种观点，因为哪怕只有一位学习者成功了，也可以证明普遍语法“不可及论”在逻辑上的不周延。第2个理由是说成人学习者出现了普遍语法所禁止的偏误，也就是儿童母语习得中因受制于普遍语法而不可能出现的偏误，这可以证明普遍语法没有起作用。而这一点，也可以用第4种观点的“阻碍论”来解释，即成人的某些更“聪明”的学习策略，更像是他们设置在普遍语法“大门”外的障碍物（blocks），使自己“不得其门而入”。

第3种观点承认普遍语法“大门”没有关闭，但里面的各个区域已不能全部打开，只有其母语所在的那个区域还能打开。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大院里，他可以在诸如东院、西院、南院、北院等的所有“院中院”里随意走动，但当他一旦在某个院（如东院）的某个房间里定居下来，那么他仍然可以随便去该院的其他房间，却发现其他院的大门已经对他关闭了。如果他还想进入其他院的某个房间，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长驱直入”了，而必须借助其他手段，诸如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翻墙、挖地道等，而这些手段的有效性，却又是因人而异的。事实上，它们只能帮助极少数人到达“目的房”，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那么，这种观点本质上还是承认了普遍语法的可及性，也可以为大多数人的失败提供一种解释。

从以上观点来看，应该说，普遍语法的可及性还是得到较广泛承认的，只是有强式和弱式之别。这些不同的观点也启发人们关注学习策略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换言之，运用学习策略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但也可能出现“成败萧何”的结局。

2.2.1.2生理角度

从生理规律来看，年龄越大，大脑的功能就越僵硬，就越不容易学习各项技能，包括语言。这也是人们的生活常识之一。

母语习得者的年龄一定很小，而二语习得者的年龄差异比较大，而且大多已过了关键期。那么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就会在二语习得中反映出来。

根据“关键期假说”，儿童在青春期（12、13岁）到来之前，能够轻松地、无一例外地习得母语。青春期以后，生理上的变化使大脑也产生变化，左右半球产生分工，即侧化，由左半球控制语言的模式固定下来，无法接受新的变化，所以二语习得较难获得完全的成功。

2.2.1.3认知角度

从儿童认知发展角度来看，他们倾向于无意识地、自发地习得母语。而进入青春期以后，控制分析和智力功能的左脑开始起主导作用，强于控制情感功能的右脑。因此，成人更倾向于依赖分析能力、注意二语的学习。

另外，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和概念的形成是同时进行的。而成人在学习二语时，往往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概念。因此，成人学得比较快，但需要调整和修改已知的概念。

2.2.1.4情感角度

从儿童与成人的情感差异角度来看，两者会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态度。

儿童由于思想不成熟，对所接触的任何语言不抱任何偏见，甚至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学习”某种语言，因而其学习态度是积极的。而成人往往已对目的语的文化有所了解，他们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会影响到目的语的学习态度。

因此，成人的二语学习态度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二语学习动机也有融入型、工具型等区别。

2.2.1.5社会文化角度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儿童和成人在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和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方面的需求有所不同。

儿童学习语言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要跟社会上的人们一起生存、活动，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他们乐于按照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并在社会认同的制约下发展自己的个人认同。因此，儿童在习得母语过程中不在乎面子问题。

而成人的社会认同已经基本定型，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的个人认同。由于这种需求，他们可能为了面子而不愿开口说话。

2.2.1.6学习条件角度

儿童和成人在语言的输入量、接受反馈的模式、可用于二语学习的时间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就语言的输入量而言，儿童一定是在母语环境中学习，可以接触到大量的语言输入。成人的二语输入往往来自课堂教学，很有限。即使是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也会因各种因素的限制而无法获得充足的输入。

就接受反馈的模式而言，儿童在非正规场合习得母语，反馈不明显，甚至没有反馈。成人往往在正规场合学习二语，并不断接受教师的反馈。

就可用于学习的时间而言，儿童可以整天逗留在母语环境中而心无旁骛地习得母语。成人必须在母语环境和二语环境中来回周旋，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花在二语环境中。

2.2.2 年龄对二语习得效果的影响

二语学习的目标，就是要达到“类母语”（nativelike）的水平，即全面的语言能力。关于年龄对二语学习成效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2.2.2.1年龄对二语习得速度的影响

一般认为，就习得速度而言，成人在初始阶段具有优势，尤其是在语法方面；但是儿童在充分接触到二语之后，会最终超越成人。这一点在自然的环境中表现尤为明显。例如：

奥尔森和塞缪尔斯（Olsen&Samuels，1973）通过实验发现，从短期来看，成人的习得（尤其是语法习得）速度比儿童快，语音方面则是儿童比成人快；从长期来看，儿童是最终的成功者。

斯诺和霍弗纳戈尔——胡赫勒（Snow&Hoefnagel-Hohle，1978）针对荷兰语学习者的一项实验发现，在语素和句法方面，青少年组（12——15岁）最快，成人组（15岁以上）次之，儿童组（6——10岁）最慢；在发音方面，三组差别不大。其中语法的差距由于儿童组后来居上而渐渐消失。

根据克拉申等人（Krashen et al，1979）的总结，成人的习得速度比儿童快，年龄大的儿童比年龄小的儿童快。

2.2.2.2年龄对二语习得达到本族语水平的影响

一般认为，在自然环境中，儿童可以获得母语者口音，而成人只有在教学的帮助下，或许也有可能获得本族语口音，但这一猜测仍需验证。儿童比成人更有可能获得本族语者的语法能力，某些成人也有可能获得全面的语言能力。例如：

汤普森（Thompson，1991；黄冰，2004）针对母语为俄语的美国移民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10多岁之前到达美国的一组，比10多岁之后到达美国的一组的英语水平更接近本族语者。

但是，波德松（Birdsong，1992；黄冰，2004）针对一批英语母语者的法语水平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一些较晚开始学习的人的语法判断能力不亚于法语母语者。

另外，就青少年学习者而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当接触二语的时间长度保持不变的时候，比儿童或成人做得都要好。在发音方面，则没有明显的不同。

2.2.2.3年龄对二语习得过程的影响

一般认为，习得语法的过程基本不受年龄影响，而习得语音的过程或许受年龄影响。尽管个体在习得顺序（sequences）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与年龄无关。例如：

卡兹顿等人（Cazden et al，1975）调查发现，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学习者经历相同的阶段。不管学习者年龄多大，他们似乎都以相同的方式加工语言材料。

哈雷（Harley，1986）针对法语学习者进行的一项沉浸法（the immersion approach）教学实验发现，在法语动词短语的习得中，年龄较大组和年龄较小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莱尼（Riney，1990）针对越南的英语学习者的“增音”（epenthesis）现象（指把一个元音或辅音插入一个词中，使发音更容易，如，把“speak”发成“speak-er”）开展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儿童组（10——12岁）出现增音的比例低于5%，而成人组为30%以上，而且不会因以后接触到更多的英语输入而有显著下降。

2.3 对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的理论解释

对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除了加以描写，更重要的还在理论上的解释。年龄的差异，首先是生理上的差异，然后才是伴随而来的心理、认知、情感、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差异。因而，从现有针对年龄效应的各种理论来看，主要也可以归纳为这两大流派。

2.3.1 对年龄效应的生物学解释

2.3.1.1二语习得的关键期

上文提到，列纳伯格（Lenneberg）的“关键期假说”是针对母语习得而提出的，所以基本上只涉及了一语习得。那么，这个关键期是否会延续到一语习得之后的二语习得?他没有明确提到。

不过，他确实也谈到了青春期以后的二语习得问题：

……青春期之后，“语言学习障碍”（language learning blocks）的影响急剧增加。而且，在这个年龄之后，从与某种给定语言的单纯接触中发生的自动习得似乎消失了，外语得通过有意识的、费劲的努力来教会和学会。青春期之后，外国口音就不能克服了。

……我们学习外语的能力倾向于把情况弄混了。大部分智力中等的个人在他们十来岁时都能学会一门第二语言……到了40岁的年龄，一个人能学会用外语交际。这并不会干扰我们关于年龄限制的基本假说，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就大脑的语言学习体制本身而论，它在童年期间已经产生了，而且由于自然语言倾向于在很多基本方面彼此相似，因此语言技能的基质（matrix）还在。

从这些有点含糊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暗示了二语习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关键期。

但是，在二语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的问题上，学者们却是争议很大。正如斯科威尔（Scovel，2001）指出的，关键期假说提出以来，已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争议最大的问题。松冈和史密斯（Matsuoka&Smith，2008；林韶蓉，2010）也回顾发现，支持和反对的证据似乎平分秋色。

这些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部分（即语音）支持、全面支持和全盘否认三种看法。

（1）语音支持说。即只承认二语习得存在语音习得关键期，语言其他方面的习得则不存在关键期。

“关键期假说”本来主要是从母语语音习得的角度提出的，因此也最早用于研究二语语音习得。不少学者也通过实证调查发现了大量支持语音关键期的证据。例如：

1969年，阿谢尔和加西亚（Asher&Garcia，1969）对美国的古巴移民的英语发音的研究证明，越早学二语，语音越好。

1975年，塞里格等人（Seliger et al，1975）调查了300多名移居美国和以色列多年的移民，发现10岁前到达目的语国家的移民85%不带口音，16岁之后到达的移民92%带口音。

1975年，法斯曼（Fathman，1975）调查了200名移居华盛顿的移民儿童，发现6——10岁的儿童语音好于11——13岁的儿童。

斯科威尔（Scovel）是语音习得关键期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由于神经和生理原因，12岁之后学习二语，无法摆脱一定程度的外国口音，而其他方面则可以达到或接近母语者水平（Scovel，2001）。

斯科威尔（Scovel）还举了“约瑟夫·康拉德现象”作为语音支持说的证据。

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是波兰裔英国作家，共出版13部长篇小说、28部短篇小说，2卷回忆录及政论、书信等，被誉为英国现代八大作家之一。他出生于波兰，10多岁才开始学英语，32岁开始用英语从事文学创作。作为一位用英语写作的“语言大师”，他在词汇、语法方面几乎无可挑剔，然而却有着一口浓重的外国口音，很难让人听懂。因此，他可算语音习得关键期的一个典型例子。

另外，美国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的例子也可见一斑。他是美籍德国犹太后裔，15岁才移民美国，1973——1977年担任国务卿，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然而他的英语却带有浓重的德语口音。与之相比，他的弟弟是10岁时就来到美国的，就能说一口地道的美国英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关于语音习得关键期的时限也有不同看法。根据辛格顿（Singleton，2005）的总结，除了一般认为的12岁，还有人认为更早，有9岁说、6岁说、甚至1岁说，等等。

（2）全面支持说。即承认二语习得在语音、词汇和搭配、形态和句法等各方面都存在关键期。例如：

1980年，帕特科斯基（Patkowski，1980）在英语句法能力方面的对比实验结果发现，15岁之前到达美国组优于15岁之后到达美国组，移民到美国的年龄是句法能力唯一重要的变量。

1989年，约翰孙和纽珀特（Johnson&Newport，1989）对46名母语为汉语和韩语的在3——39岁之间移居美国的移民进行了一项句法判断实验。结果显示：7岁之前移居美国的被试，其英语水平和本国人没有多大差别；8——16岁移居美国的被试，其英语水平随年龄呈现下降趋势；16岁以后移居美国的被试，英语水平比其他年龄组的都差。由此得出结论，到达美国的年龄与其英语成绩呈线性关系，即到达年龄越小，英语语法成绩越好。

（3）全盘否认说。即认为二语习得不存在关键期，即使语音习得也不存在关键期。

为了反驳二语语音习得关键期的存在，一些研究者专门对青春期后到达二语国家的移民的二语语音水平进行了调查。他们假设，如果这些移民的语音能接近或达到母语者水平，那么语音习得就不存在关键期。例如：

1973年，奥尔森和塞缪尔斯（Olsen&Samuels，1973）对年龄与语音的关系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他们选了20名小学生、20名初中生、20名大学生做实验。实验时，他们预先录制了德语音素发音教学磁带，然后对这些被试进行了3周的训练。被试训练前后的语音测试成绩被记录下来并进行分析。训练前，3组被试的语音成绩无显著差异，但是经过3周的语音训练之后，初中组和大学组被试的德语单词发音好于小学组。但在长达一年的研究末期，年龄小的被试的语音成绩超过了年龄大的被试。

1978年，斯诺和霍弗纳戈尔——胡赫勒（Snow&Hoefnagel-Hohle，1978）研究了136名5——31岁的英语（母语）和荷兰语双语者，结果发现年龄大的学习者学习发音有初始优势，但是一年后，年龄小的儿童开始超过年龄大的学习者。这一结论与奥尔森和塞缪尔斯（1973）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的这项研究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年龄大的学习者比年龄小的学习者在学习语音方面有优势。

1978年，纽菲尔德（Neufeld，1978）对20名英语母语者的汉语和日语学习水平进行的实验发现，在18个月的强化训练以后，有9名被试具有地道的日语发音，8名被试具有地道的汉语发音，这说明，在适当的条件下，外国口音是有可能被克服的。

1997年，本盖茨等人（Bongaerts et al.，1997）研究了21名母语为荷兰语的英语学习者，其中11名成功者为一组，另20名水平参差不齐者为一组。他们都是12岁或更迟才开始学习英语。另有10名英语母语者为对照组。结果发现，英语母语组的被试语音好于其他两组。然而，成功学习者组的语音得分与母语组非常接近，其中有5名被试的英语语音被认为达到母语者水平。

另一方面，针对词汇和语法习得关键期的研究，也得到了不少反证。例如：

1992年，波德松（Birdsong，1992）用句法判断来测试以英语为母语的法语二语学习者。结果表明，过了青春期才开始学习法语的成人，他们的句法判断能力和当地人的水平相当。

1996年，怀特和吉尼西（White&Genesee，1996）调查了89名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其中母语为法语的加拿大人51名，移居加拿大的移民38名。他们对被试作了面试录音，然后请两名英语母语者进行判断，结果其中45名被试的录音材料被判定为具有母语者水平。这个结果证实：无论在语音、词汇选择、形态句法等方面，都不存在关键期。

2.3.1.2对语音习得关键期的社会生物学解释

1.社会生物学与二语习得

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是一门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旨在通过进化论来研究动物和人的社会行为，即社会行为是如何演变和如何被写入基因的。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动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出版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Wilson，1975），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在此之前，生物学家一直承认动物和人类之间有着某种演变上的连续性，但多数生物学家更强调人类特性的主导性。换言之，他们承认人类虽然也属于动物界，但人类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制约着动物行为的那些生物因素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未必仍起同样的作用。威尔逊（Wilson）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一些动物从最初的择偶到最后的交合与生育，会经历一个非常繁复的仪式过程，与人类的求偶过程非常相似。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很可能是由某种相同的内在因素造成的。

语言交际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动物虽然没有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但是它们仍然拥有各自或简单或复杂的交际手段，这就为在人与动物之间进行类比研究提供了可比性。

因而，从社会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二语语音习得的关键期问题，应该是可以尝试的。例如，1988年，斯科威尔出版《说话的时间：针对人类言语关键期的心理语言学探索》一书，就明确主张，语音习得关键期是人类的生物学天赋的一部分（Scovel，1988）。说得简单点，人类之所以在青春期之后再学一门二语而无法摆脱外国口音，这是基因密码中预先设定好的，这与某些动物具有相似性。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论证过程。

2.鸟语习得关键期的启示

斯科威尔（Scovel）是根据鸟语习得关键期的研究成果。来解释语音习得关键期的。

在此之前，戈尔德和马勒尔（Gould&Marler，1987；Scovel，1988）通过回顾针对白冠雀（the white-crowned sparrow）特有歌声的习得而做的广泛研究，证实了鸟语习得的3个关键要素：

（1）确实有一个天赋的释放机制，即鸟儿与生俱来的用它自己的“口音”歌唱的能力。

（2）一种必要的信号刺激的存在，即成熟白冠雀的歌声的存在。

（3）两者在一个关键的或者敏感的时间段（即孵化出世50天）内的汇合。

显然，所有这些信息在遗传上的传输，对白冠雀的基因库的维持一直是重要的。基因把天然的、环境的以及与时间有关的这3个成分协调地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混合物，以构成该物种的歌声。

他们发现，白冠雀的歌声学习展现了巨大的独特性。幼年雄鸟能够本能地识别并优先学习其本物种的歌声。如果给幼年的雄白冠雀播放成年白冠雀的歌声和成年歌带鹀（song-sparrow）的歌声的录音带，它首先会开始一个实验期，称为“副歌期”（subsong），然后产出一种与它听过的白冠雀歌声十分相似的成形的歌声。如果只给它播放歌带鹀的歌声的录音带，它不会学习这种歌声。它仍然会经历“副歌期”，但是它最终的成形的歌声既不像歌带鹀，也不像白冠雀。没有听过播放歌声的鸟则不会学习任何东西。如果这只幼鸟听到白冠雀的声音，但在“副歌期”开始之前失聪了，那么它就不能够学习怎样产出它听过的歌声，而是会产出没有旋律结构的不成形的歌声。

针对这一研究，斯科威尔（Scovel）首先指出：

在我们从一种社会生物学视角考察鸟歌与人类言语的可能类比之前，需要把“歌声”（songs）和鸟“叫声”（calls）区别开来：歌声一般只是雄鸟用于交配季节；鸟叫声则同其他动物的叫声一样，倾向于被该物种的全部成员随时用于通报危险和痛苦，用于保持联系，并用于类似的目的。由于叫声是交际的起码方式，因此它们并不从属于那种复杂的铭记（imprinting）模式，而且它们几乎完全是先天设定的，几乎等同于人类的膝跳反射（the knee-jerk reflex）。然而，同那些普通叫声的刺耳相比，白冠雀及其他的鸟类物种所发出的富有旋律的一阵阵歌唱确实是歌剧性的（operatic），而且这种乐谱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好几个并且常常是互相竞争的因素相互作用。如果白冠雀和大量的其他物种能够如此有效地用简单的叫声来进行关于食物和爱好的交流、打斗和飞行的话，那么为什么它们的基因还要携带这种累赘而难懂的歌唱遗产呢?当然这不仅仅是大自然为了抚慰人类疲惫的心灵而赠予的一个礼物。

既然大自然的“花香鸟语”原本不是为了给人类“解闷”的，那么鸟歌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其实威尔逊（1975）曾比较深入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雄性的发声是重要的交配前隔离机制（premating isolating mechanisms）。这意味着它们与遗传基础不同的其他种类共同协作，以防止种间杂交。”“鸟类观察者知道，很多杂居在一起的相似物种，如北美鹟属捕蝇鸟（the Empidonax flycatchers of North America），在田野中认出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歌声，即这些鸟儿自身在哺育期所使用的相同的信号。”

这就是说，鸟类之所以需要那么复杂的歌声，与它们的交配有着重要关系。而鸟歌在交配期间所发挥的功能，并不在于像人类那样用“小夜曲”、“对歌”之类的形式来求爱和择偶，而是在于用来识别不同的种群。

3.人类听觉机能在社会交流中的首要地位

既然鸟儿如此严重地依赖于叫声和歌声作为交流的手段，那么当我们要将“鸟语习得”与人类言语习得进行类比之前，还需要证明，人类是否同样是一种具有高度听觉性的（acoustical）动物。威尔逊（1975）在对比了所有动物在社会协作中主要感官的使用情况之后，将人类列为整个动物王国中最具有听觉性的物种。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社会协作更依赖口说/耳听的渠道。

这就牵涉到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了。人类的语言究竟是“听”来的，还是“看”来的?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口头”说，即语言是从听到人类嗓子发出的声音进化而来；一是“身势”说，即看到由面部和身体所作的身势发展而来。很多学者（如Andrew，1976；Scovel，1988）认为，嗓音性的交际有很多优势，其中之一便是有利于情感上的群体凝聚力，尤其是在原始人类搜寻食物的开放的草丛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对于当今社会某些儿童在学习阅读方面的无能，即“阅读障碍”（dyslexia，又译“诵读困难”、“识字困难”）发生的原因，有人（Sladen，1981；Scovel，1988）甚至认为，它就是我们在社会生物学上设置的通过听觉而不是视觉通道进行最有效交流的那种倾向在当代社会的一个后果。说得通俗点，就是人类早期确实是主要通过听觉来进行交流的，当文字发明以后，人类越来越习惯于视觉的阅读，但仍然有人不习惯，于是出现了“返祖现象”。

同时，一些针对人类听觉灵敏性的研究报告也证实，人类大脑中存在着一些“特征探测器”（feature detectors），就是大脑中被组织起来的神经元群（groups of neurons），它们被用来感知那些被严格限定的某种类型的感觉传递活动。由此可以推断，人类对言语的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的辨认，所依赖的就是人类颞叶（temporal lobe）中的听觉特征探测器。其中针对只有两月龄的新生儿的一些研究报告，进一步证实了人类中由遗传指定的特征探测器的存在，这些特征探测器能够发展起来而在针对人类嗓音和语言的识别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斯特兰奇和简金斯（Strange&Jenkins，1978；Scovel，1988）就所有这些关于天赋的自然能力和早期环境之关系的发现总结道：

婴儿研究报告提示，先于任何延伸的语言经验，好几个“自然的”语音界限被观察到了。这样的界限已经在一些语言环境中被发现，而在这些环境中，这样的区分并不被成年说话人所使用。然而，成年人跨语言研究报告显示了对成年人语言中不具有语音重要性的听觉维度的明显迟钝。这样看起来，在一个人习得其母语时，天赋敏感性的明显减弱现象发生于整个成长年代。

那么，人类的遗传基因中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种听觉特征探测器呢?斯科威尔（Scovel）认为，一是为了在短时间内习得母语，二是为了识别不同的人类群体（groups）。

首先，它们使得儿童快速习得构成所有母语基础的极度详细而复杂的语音和音系信息成为可能。如果大自然强制我们在出生后去学习关于人类言语的每样东西，而且没有赋予我们一个遗传上的先机，那么人类言语也就不会存在了。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乔姆斯基所主张的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

其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人类婴儿为什么已经装配有语言的特征探测器，这就是由于特征探测器在嗓音识别中是有用的。由于这些听觉能力对社交互动如此奇妙而有益，因此，正是这种识别群体而非个体的才能应当成为我们这里的焦点。换句话说，这种高度灵敏的听觉能力，不仅用来识别不同的个体，而且用来识别不同的群体。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人类为什么需要拥有这种天生设置的互相区分以不同的嗓音为标志的“群体”的能力呢?

生物学认为，一个在遗传上编了码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应”，就是一项由最终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对基因具有生存价值的特性。而人类外国口音的出现与辨认也是适应性的，也是为了各自“群体”的生存。

为了自身群体的生存，一些动物的群体之间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防御性。这是一种在人科动物身上同样明显地具有的行为。威尔逊（Wilson，1975）提出的生物学模型认为：

动物中的侵略性反应的最有力的唤起因素就是一个陌生者进入视线，尤其是一个对领地的侵入者。这种恐外（xenophobic）原则几乎在每一个显示出较高级社会组织形式的动物群体中都能得到证明。雄狮通常是狮群中比较懒散的成年动物，当陌生雄狮进入视野时，它们会猛醒过来并开始发出充满野性的阵阵吼叫。在一个蚂蚁聚居地的日常社交生活中，无论压力有多大，只有几个外来工蚁的初次进入才能激活这个群体。这一原则可以延伸到灵长目动物。

斯科威尔（Scovel）解释说，回顾一下我们人类既表现在物种内部也表现在物种外部的竞争性，然后再思考一下由威尔逊（Wilson）所作的论述，深思一下人科动物（the hominids）及其祖先类人动物（the Hominoids）的进化。这些流动而游食的前人类（prehumans）的竞争中的群体是怎样能够互相区分的呢?它们不拥有昆虫信息素的区别性气味、鸟儿的引人注目的羽衣，或者白冠雀的曲调；但是，它们确实有自己的已经进化成为一种敏感的交际系统的嗓音。那么，假如我们认为它们的嗓音还充当了一种识别手段的话，就是符合逻辑的一个判断。

通过这些嗓音，个体能够认出它们自己的群体，并把自身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利用这些声音，它们能在甚至是很远的距离外识别出陌生者。而且这样一来，如果说竞争性与侵略性是生物学行为的重要部分的话，那么一个说话声足以将朋友和敌人区分开来。事实上，在人科动物中，两个相邻群体间的种族差异是很小的，如果毕竟还是存在差异的话。还要记住，夜间较低的能见度限制了视觉认知，而且一旦小的团伙成长为较大的群体，就有必要依靠广泛的、具有区别性的言语特征来为社交认知提供暗示，而非仅仅依靠识别个体嗓音的超语言特征。

最后，有一个进化上的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大自然留给我们一个大约12年的时间限制，用于无口音的语言习得呢?似乎可以这样假设：口音的出现与辨认这两种情况应当围绕青春期（puberty）而发展，因为就像所有其他的动物学习行为一样，以前面讨论过的白冠雀为代表，铭记（Imprinting）行为只有在社交接触的早期阶段之后才会发生。

但是，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的铭记行为一样，这些学习行为有一个截止时间限制，而对于人科动物进化中的语言习得来说，铭记在青春期衰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科动物——当然还有人类——在性的方面（sexually）准备好向基因库（the gene pool）做出贡献的时间，这样，在此之前，个体有能力把可能增强未来遗传成功机会的配偶和那些可能抑制这些机会的配偶区分出来，而这样做是强制性的。

就以上论述，斯科威尔（Scovel）最后总结道：

尽管这些观点可能是推测性的，但这些来自不同学者和不同领域的观点都对我们人类语言关键期的存在产生了共鸣。再者，这些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基因设置成在我们进入青少年期（teens）之前完成无口音言语的习得。从社会生物学看待人类历史的方法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基因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口音是大自然保持基因语言隔离的方法！

斯科威尔（Scovel）的观点为我们理解语音习得关键期假说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试图告诉我们，语音习得关键期的存在似乎是一项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自然规律。既然人类也是生物之一，当然无法违背这一规律。鸟类不同种群之间歌声的差异是为了防止“种间杂交”，而人类不同群体之间言语的差异同样是为了防止群体间的“杂交”。

然而，那些针对语音习得关键期的反证却显示，确实有人“违背”了这一规律，这就需要做出解释。再者，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表现为群体的分化，也表现为群体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同样有利于群体的生存，而且还能发挥“杂交优势”。也许，经常“违背”自然规律，恰恰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之一。这就是上文所提到一些生物学家所强调的“人类特性的主导性”。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这样一个矛盾，既不是对反证视而不见，也不是断然否认存在这条规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这条规律是存在的，但也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违背”的。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这个“一定条件”是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不存在时就不再能够“违背”规律。

2.3.1.3对关键期假说的修正

关键期假说确实存在一些缺陷，艾利斯（Ellis，1985）对此评论道：

列纳伯格（Lenneberg）的证据并没有证实在青春期以前习得语言是更容易的。事实上他是“假定”了语言习得对于儿童来说是更容易的。对二语习得中年龄所起的作用，关键期假说是一种不充分的解释，因为这种假定只是部分正确的。只有在发音被注意到的地方，早的起点才是一种优势，而且即使这样，也只是在习得的成功度方面，而不是在习得的速度方面。关键期假说需要脱胎换骨，以解释为什么可塑性（plasticity）的消失影响到发音而不影响到语言的其他方面。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在基本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折中的版本。这些版本就是关键期假说的“弱式立场”（weak version）。其中主要有：

1.语音习得“敏感期”假说

有的学者虽然发现了早学者在语音习得方面的年龄优势，但并不完全承认存在关键期，而是提出了比较折衷的观点，即可能存在语音习得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

大山（Oyama，1976）调查了60名移居美国5——18年的意大利人，他们于6——20岁之间到达美国。研究结果表明，越早到达美国的移民，口音越接近美国人，而他们在美国的居住时间长短则对口音影响不大。

但大山（Oyama）认为，二语学习中存在“敏感期”的思路比存在“关键期”的思路更重要，它提醒人们，人或动物在某一阶段会对某一方面的外界刺激反应强烈，而在之前和之后，反应较为迟钝，但这种变化不是突发的，而是渐进的。人类语言学习是个渐进过程，并存在敏感阶段。但这个敏感阶段没有绝对的上限与下限，而且存在个体差异，并受环境影响。这种观点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帕特科斯基（Patkowski，1980）研究了67名到达年龄为5——50岁的移民，发现口音和到达年龄之间的关系与大山（Oyama，1976）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这个结果也支持了语音习得敏感期的存在。

2.多个关键期假说

1978年，塞里格（Seliger，1978）提出了二语习得的“多个关键期假说”（multiple critical periods hypothesis），引发了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深入的探讨。

塞里格（Seliger）认为，可能存在多个关键期。大脑的侧化和语言功能的定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历经多年才能完成。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影响到语言的不同方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少年在语法习得上要胜过成年人，影响语法的关键期可能达到16岁左右。

根据他的理论，许多语言技能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较别的阶段更容易，而有些语言技能不太容易，要到关键期之后才能获得。这个理论强调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不是只有一个关键期，而是多个关键期。

朗（Long，1990）通过研究大量的数据资料，得到了与塞里格（Seliger）类似的结论，并大力推崇“多个关键期”假说。

后来，朗（Long，2005）总结了二语习得的多个关键期，具体包括下列几个：

（1）获得类母语口音的年龄界限，大部分人为6岁，其余人为12岁。6岁前开始学习二语的，说二语时基本没有外国腔；6——12岁开始学习的，有带外国腔的，有不带外国腔的；12岁开始学习的，一般都会带外国腔。

（2）对词汇和搭配的敏感年龄，一部分人为6岁，另一部分人为15岁左右（mid-teens）。

（3）对形态和句法的敏感年龄大约在15岁左右。在形态和句法学习的早期，成人比儿童快，少儿比幼儿快；但是，早学者最终比晚学者学得好。

因此可以说，“多个关键期假说”丰富和发展了列纳伯格（Lenneberg）的关键期假说。

2.3.1.4对关键期假说的替代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学者也陆续提出了一些针锋相对的理论，为人们提供了解释年龄效应的新视角。

1.“言语学习模型”理论

弗里奇（Flege）是关键期假说的坚定反对者。他的理由如下（Flege，1987）：

（1）关键期的概念原本源于研究动物行为而非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它是对动物群体特征而非个体特征的认识，而且动物一旦掌握了某种行为特征，是不可能忘记或修正的，显然这些特点和人类的语言学习特点不一致；

（2）虽然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儿童在外语语音学习上超过成人，但也有一些研究证明，在一定环境下，成人在语音学习上能够达到甚至超过儿童；

（3）目前为止，还不能提供能证明人类语言习得中关键期存在的神经学方面的有力证据。

为了解释年龄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1988年以来，弗里奇（Flege）和他的团队针对移民的语音习得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林韶蓉，2010），包括：1988年，弗里奇（Flege）调查了移民美国的中国台湾人；1992年，弗里奇（Flege）等人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被试进行了四个实验，考察他们的英语口音；1995年，弗里奇（Flege）等人调查了240名母语为意大利语的加拿大移民的英语语音；1999年，弗里奇（Flege）等人调查了240名母语为韩语的移民；2001年，皮斯克（Piske）和弗里奇（Flege）等人调查了72名移居加拿大的意大利人；2002年，弗里奇（Flege）等人再次研究了2001年实验中的72名意大利移民的双语优势；2006年，弗里奇（Flege）等人比较了母语韩语的北美移民的英语发音。

在弗里奇（Flege）等人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中可以发现，发音水平与初次接触二语的年龄高度相关，但却呈现逐渐变化的线性关系。根据关键期假设，人脑的可塑性在某个时期应该出现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此后学习能力急剧下降，而他们的发现却与之不符。

由此，弗里奇（Flege，1995）提出了“言语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SLM）理论加以解释。

该理论认为，二语学习者是依靠建立在母语语音体系中的语音范畴来感知二语语音的。由于成人母语语音范畴形成的时间长，感知一语和二语语音差异的可能性会逐渐降低。所以成人二语学习者往往比儿童的口音重，而且几乎不可能习得与母语接近的口音。因此，二语水平的降低并不是由一般发音能力的丧失引起的，而是母语发音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和二语学习者使用母语程度的结果。

在弗里奇（Flege）看来，“言语学习模型”比关键期假说更合理、更具说服力。

2.“机遇窗口”假说

2001年，波德松和米歇尔（Birdsong&Michelle，2001）研究了人的生理成熟状态对二语习得的影响。2006年，波德松（Birdsong，2006）评述了此前有关年龄效应问题的一些重大实证研究，并认为，起始年龄对于二语学习固然重要，但青春期并不是二语学习成功的临界点。他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语习得的“机遇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WOP）假说。

波德松（Birdsong）认为，在这个“窗口”期，语言潜能有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学习者有可能取得类母语的成就。这个“机遇之窗”的临界点要比人的生理成熟期延长十几年的时间，可以从出生延续到27.5岁之前。

2.3.2 对年龄效应的认知论和情感论解释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年龄效应。

2.3.2.1认知论解释

认知论者认为，幼儿和青少年或成年人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后者具有把语言作为一个形式系统来理解的能力。年龄较大的学习者能够通过有意识地学习语言规则来学习关于语言的知识。当他们使用语言的时候，他们也能应用这些规则。

相比之下，年龄较小的儿童，并不是完全缺乏这种元意识（meta-awareness），但他们不那么倾向于把语言作为一种形式来对待。对他们而言，语言是表达意义的一种工具。正如韩礼德（Halliday，1973）指出的那样，幼儿对于“语言是什么”的反应不如对于“语言能够做什么”的反应那么积极。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儿童和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对于语言的不同定位（orientation）来解释二语习得中年龄的差异。

罗珊斯基（Rosansky，1975）从儿童认知发展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幼儿学习语言那么容易。她认为，根据学习者是否意识到他自己正在做什么，可以把二语发展的产生分为幼儿的和成人的两种方式。

（1）幼儿的发展方式

幼儿只能看到类似之处，缺乏灵活的思考，而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是自动化的语言习得的前提，因为它们是和元意识的缺失（an absence of metaawareness）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幼儿不知道他正在习得语言。

此外，幼儿还没有发展出用一种语言的使用来反对另一种语言的使用的社会态度。由于这些原因，他在认知上对于另一种语言是开放的。

（2）成人的发展方式

相比之下，成人就不能自动地、自然地学习一门二语。儿童在认知发展最后阶段的12岁左右年龄段，抽象思考突然开始出现，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倾向于认识到相似和差别，灵活地思考，以及不断变得否定自我中心。结果，他拥有了强烈的元意识。

同时，他也很可能具有强烈的使用他自己的语言和目的语的社会态度。这些可能阻碍了自然的语言习得，迫使学习者把习得任务看作一个“要运用他的假设——演绎逻辑来解决的问题”。因此，正是伴随着年龄而产生的意识抑制了自然的学习，并进而导致了成人发展方式的产生。

罗珊斯基（Rosansky）的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青少年比儿童学得更快。因为青少年是介于幼儿和成人之间的一个年龄段，伴随着语言形式的加工而产生的元意识也许能够促进更有效率的学习。换言之，青少年兼有儿童和成人两者的长处，即他们不仅能够像儿童一样“捡起”（pick up）语言，而且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学习来补充这一过程。

然后，人们还需要解释下列2个问题。

①为什么在青少年学习者中看不到语音方面的优势?

②为什么青少年会胜过成人?

针对第一个问题，艾利斯（Ellis，1985）的解释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语言的所有方面中，语音是最不服从于有意识的处理的。换言之，语音只有在下意识的自然状态下才能真正习得。

这个解释倒是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在评估那些针对语音习得关键期的反证时，也许可以根据克拉申（Krashen）的“学习——习得假说”追问一下：那些过了关键期仍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克服外国口音的学习者，是否真正“习得”了母语者的语音。

针对第二个问题，艾利斯（Ellis，1985）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青少年也许比成年人具有更好的记忆力。

2.3.2.2情感论解释

情感论者从跨文化交际和社会语言学角度来解释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

布朗（Brown，1980）认为，在文化适应的4个阶段中，阶段（3）是决定性的时期。一般来说，幼儿是具有社会——文化适应力的，因为与成人相比，他们较少受到文化的约束。他们能更快地走过文化适应的各个阶段，因此能更快地习得一门二语。

纽菲尔德（Neufeld，1978）在讨论关于情感的因素是如何与二语习得中的年龄差异相联系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更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把语言区分为“主要”（primary）层面和“次要”（secondary）层面。“主要”的层面包括一个大小适度的功能性词汇（functional vocabulary），以及对发音和语法规则的基本的掌握。“次要”的层面包括操作复杂的语法结构和不同的语言风格的能力。

根据他的观点，所有的学习者都有一种先天的习得语言的“主要”方面的能力。然而，与成人相比，孩子更有可能达到语言的“次要”方面，因为他们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想要被同龄人群体接受的动机。例如，当成人乐于维持一种外国口音时，置身于一语文化中的孩子却渴望得到二语的类母语的发音。

普雷斯顿（Preston，1989）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解释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在语言学习中的态度差异。他认为，儿童年龄小，尚未形成稳固的个性，所以容易接受新事物，这能够促进他们的母语习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个性逐渐建立起来，担心被别人破坏，也比较爱面子，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学习二语，往往会产生抵触心理。

不过，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青少年一开始会比儿童学得更好，只是后来才落后于儿童。而且也无法解释成年人容易接受有影响的社会准则而不再有抵触心理，却学得不如青少年。因此，普雷斯顿（Preston）也承认，这一观点只能部分地解释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

2.4 中国国内的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研究

2.4.1 国内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研究简况

我国外语教育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年龄因素问题，主要是围绕“外语学习是否越早越好”或者“外语是否要从小学学起”的论题展开讨论。

据卢安（2008）的综述，由于“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涉及到语言教育政策的制订，所以国内语言学界和教育界也积极参与讨论。不出意料，支持“关键期假说”的声音和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声音此起彼伏。2001年7月，教育部在对国内外外语教学现状经过充分考察、对英语学习规律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出台了《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条件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必须开设英语课程。与此同时，社会上各种少儿英语学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可见，支持关键期假说的声音至少在教育政策制订者那里暂居上风。

不过，国内学者对语言习得的年龄效应和关键期假说的研究，就其目的而言，由于过多追求其实用性，因而难有理论上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则基本上是在总结、回顾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汉语二语习得年龄效应的研究，则基本上还是空白。其主要原因同样在于其实用性：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成人学习者，而儿童及青少年学习者人数较少，尚未形成规模。

2.4.2 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年龄效应的一项实证研究

辛柯、周淑莉（2006）发表论文《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临界期假说实证》，报告了一项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年龄效应的实证研究。

该研究的对象是西北工业大学2004级研究生公共英语班2个班的学生。被试共81人，其中A班42人，B班39人。被试的英语口语成绩分为优（90分以上）、良（80——89分）、中（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分以下）五等，分数等级被用来与其小学是否开设英语课程进行对比，并做相关性分析。

该研究发现，英语课程开设的最大区别在小学阶段。小学未学过英语的学生成绩主要集中在低成绩（50——70分）和中成绩（70——80分）区间分布，小学学过英语的学生成绩，在低中区间所占比例较小，高成绩区间所占比例明显提高。研究生阶段的英语学习，本来应该是提高幅度明显阶段，英语成绩要求应该是优化和专业化的过程，而小学是否学过英语对其成绩优秀率影响特别突出。

另外，凡是研究生阶段英语成绩优秀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而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的学生，绝大多数英语水平都是中等或中等以下，优秀生比例很小。

根据以上调查数据，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小学阶段是否开设英语课程，对于学生今后英语水平的高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1个优等生中，有9人是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的，占81.8%，且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学英语；33个良等生中，有13人是从小学开始学英语，占39.4%；而在中等及中等以下的学生中，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的人寥寥无几。这一结果表明：如果孩子从小学四五年级起开始学英语，到了成人（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相当一部分人的口语能力和综合能力就有可能达到较高水平。而如果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则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因此，该研究认为：

第一，如果二语习得的最终目标是接近本族语水平，家长和社会就应该尽可能早地让孩子接触和学习外语，因为学习外语起始年龄越早，其语音的准确性和地道程度就可能越高。

第二，如果二语习得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以后学习、工作中应有的外语水平，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应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因为到初中阶段，大部分学生已过了语言学习的关键期，丧失了语言学习的若干自然有利条件，会给二语习得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即使到了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也很难达到很高的外语水平。

该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早学者比晚学者更好，也试图证明关键期的存在。不过，该研究也忽略了另一项重要因素，即学习的时长。早学者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并一直延续到研究生阶段，而晚学者从初中阶段才开始学习英语，那么前者在时长上已经占有了两三年的优势，这些人到了研究生阶段表现为优秀，就很难排除时长效应，更无法直接证明关键期的存在。而且，在所调查的11个优等生中，仍有2人是从初中才开始学英语的，这反而说明晚学者达到优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总之，二语习得的年龄效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学术界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对它进行解释。而每一项新成果，都将该领域的研究推进一步。

同时，也存在那些似乎不受年龄效应限制的成功者，我们也应当加以研究，以发现其成功的真正原因。正如文秋芳（2010）所指出的：如果有特例的学习者能够突破年龄的限制，达到母语者的水平，那么需要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就在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晚起点的成功学习者的出现，这些因素能否通过二语及外语教学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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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汉]刘向《说苑》）


第三章 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

上一章我们讲到语言学习的年龄效应，认为年龄较小者在二语学习中比年龄较大者更有优势。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语言天才”，可以不受年龄的限制而把很多种二语学得很好。例如，语言学家赵元任就是这样一位语言天才。

赵元任（1892——1982），原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幼年在河北一带生活。他“一小儿对于各种口音向来留心，所以什么声音一学就会”。结果，他一生除了闽南话以外，“凡是中国主要的方言系中每一系都会说一种了”
[1]

 。有人统计，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
[2]

 。

有两个小故事
[3]

 可以说明赵元任学说方言的水平。1921年，他陪同著名英国哲学家波特兰·罗素（B.Russell）在中国巡回演讲，并担任翻译。他就每到一地都学着用当地方言来翻译
[4]

 。有一次他们坐船去长沙，他就在船上学了点湖南话，然后在罗素演讲时“显摆”了一下。结果演讲结束后，一个学生过来问：“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他居然以为赵元任是湖南人，只是国语说得不好。1942年，赵元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期间兼教粤语速成班。两个月之后，他带着学生去一家中餐馆吃饭，学生们就用粤语跟伙计聊起来。有一位伙计居然以为这些洋学生是在中国长大的，就问道：“先生，你几时喺唐山翻嚟嘅?”连学生的粤语都可以“乱真”，更别说老师了。

赵元任不仅会那么多种汉语方言，而且掌握英、法、德、俄等多种外语。他除了从小开始学英语，以后又学习了拉丁文、德文、法语、梵文、世界语等。

至于赵元任的外语水平，也有两个小故事
[5]

 可以说明问题。“二战”以后，有一次赵元任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居然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就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了德国柏林，又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以为他是地道的柏林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由此看来，赵元任确实是一位常人所不及的语言天才。有人认为，他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能够迅速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或者外语的规律，并且熟练地使用，以至于到处有人过来“攀老乡”
[6]

 。

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每个人学习二语的经历都有所不同。有些人学习速度快，事半功倍，效果显著而令人羡慕，堪称“善学语言者”（good language learner），甚至是语言天才。而有些人殚精竭虑，费尽心思，结果仍差强人意。

尽管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有诸多方面，但很多人都会认同一点，即每个人学习二语的能力和方法都有所不同。这种二语学习的能力和方法，具体就体现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的语言学能、认知风格和学习策略等方面。

针对二语学习能力和方法的研究，是从研究“善学者”开始的，人们希望通过对善学者的研究，能够为二语习得找到一条有效的捷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已经扩展到面向所有的学习者，旨在发现和总结二语学习者的认知心理特点及其语言加工的心理机制。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探究人类二语习得的本质和规律，进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指导二语学习，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3.1 语言学能

3.1.1 什么是语言学能

所谓“学能”（aptitude，又译“天赋”、“能倾”、“性向”），就是人们在学习某项技能时表现出来的互不相同的、相对稳定的专门能力倾向或者潜能。这种在某项技能的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倾向，汉语一般叫做“天赋”、“天分”、“天资”等。这种因人而异的“天赋”，常常表现在艺术学习方面。例如音乐方面，有人乐感较强，说明这些人具有较强的“音乐天赋”，适合从事音乐工作；有人“五音不全”，则属于音乐天赋较弱。其他如美术、表演，等等，无不如此。

在外语学习方面，人们同样会表现出互不相同的能力倾向，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外语学能”（foreign language aptitude）。不过，“外语学能”的含义有时会显得过于狭窄，所以就干脆称为“语言学能”（language aptitude）。因而，所谓“语言学能”，就是人们在学习二语时表现出来的互不相同的、相对稳定的专门能力倾向或者潜能。语言学能强的人，就是一般所说的语言天才。

不过，“语言天才”并不等于“语言学家”。语言天才如果专注于语言研究，应该可以为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而“如虎添翼”。例如，赵元任
[7]

 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耶鲁大学拜访著名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Sapir），“他问了我常州话的几个要点，大约一个钟头，把常州话的音位系统都差不多弄清楚了，简直要开始跟我说常州话了”。事实上，萨丕尔确实也是一位语言天才。他是美籍德国犹太人，“不仅学习了印欧语言和美洲好些印第安语，还对非洲的含闪语言和亚洲的藏系语言都下过很大苦功”
[8]

 。

另一方面，著名语言学家也未必个个都是语言天才。例如，赵元任的老师、著名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虽然著了讲全世界语言的书，可是他引起各种语言的举例来不管是希腊、拉丁还是远东、近东，一出他的口都是纯粹的法国口音”
[9]

 。还有梅耶的学生、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Vendry侉s），以及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他们的法语都不标准，前者带有法国东部口音，后者带有巴黎土音，“可是他们讲学理讲得还是一样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的”
[10]

 。

可见，语言学能反映的是语言学习能力，而语言学素养反映的是语言研究能力。因而，语言学能的作用确有其特殊性。

语言学能研究的关注点在于：它与二语习得的成功度是否有关以及有多大（或何种）关系。国外的许多实证研究已经明确指出，语言学能是除了年龄这个不可改变的因素之外，最能预测二语学习成功度的个体差异指标。

3.1.2 语言学能研究的发展

对语言学能的关注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由于学校安排的外语学习时间太少，外语学习的效果普遍较差，所以美国教育主管部门委托研究人员设计一种诊断性测试，以找出原因，这就是语言学能测试的起源。这些测试一方面预测学习者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达到什么样的学习水平，另一方面预测什么样的人可能在外语教学中获益更多。因此，在1925——1930年间，先后出现了三种测试工具，但它们都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Spolsky，1995）。

在“二战”期间，随着美国军方对语言培训需求的增加，美国陆军部资助了多尔卡斯（Dorcus）领导的一个小组来进行语言学能测试研究，然而他们研究设计的学能测量表并不比早期的诊断性测试更具有预测力（Spolsky，1995）。

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能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走过了大起大落的60年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

1.兴盛期

从1953年起，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Carroll）与萨本（Sapon）等人一直致力于对外语学习者的学习成功度进行预测。他们经过5年的广泛研究，并对将近5000人进行了实验，最终于1959年出版了一套测试题库“现代语言学能测试”（Modern Language Aptitude Test，MLAT）（Carroll&Sapon，1959）。

该套测试题库一般都能成功预测大部分情况下学员参加外语强化课程的学习结果，相关系数达到0.4——0.6之间（Carroll，1981），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在筛选外语人才、节省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效率等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使之几乎成为语言学能测试的代名词。

通过实验研究，卡罗尔（Carroll）等人运用统计学的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方法归纳出最能成功预测语言学习的4种能力构成要素（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度、语言归纳能力和联想记忆能力），成为语言学能理论的奠基石。

1958——1966年间，受到卡罗尔（Carroll）的影响，皮姆斯勒（Pimsleur）经过8年的潜心研究，开发了另一套类似的主要针对中学生的语言学能测试题——“皮姆斯勒语言学能题套”（Pimsleur Language Aptitude Battery，PLAB）（Pimsleur，1966）。

该套测试也涵盖了语言学习能力的诸多方面，其中包括：

（1）辨音测试。

（2）声音与代码间的关联测试。

（3）测试者列举出与所给单词押相同韵的单词的能力测试。

（4）语言分析能力测试，测试学习者语言学习的归纳能力。

（5）词汇测试，要求学习者确认不同单词的含义。

与MLAT不同的是，PLAB强调的是听觉能力。因为皮姆斯勒（Pimsleur）的研究表明，那些在学能测试中表现出正常学能水准的学习者却可能在这一方面表现欠佳。

后来，PLAB测试的新版本除了测试语言能力，还将学生语言学习之外各科成绩的平均级点及学生的学习动机也列入其中，因为这两项也被认为是决定外语学习成败的明显因子。

2.低潮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语言学界对语言学能的概念本身的内涵以及语言学能的研究方法等多方面提出质疑，导致语言学能研究备受冷落。具体而言，对语言学能研究的质疑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语言学能与二语教学没有什么联系（Dörnyei&Skehan，2003）。首先，语言学能测试违背了平等原则。对学习者而言，如果学能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那么学能低的学习者就没有希望克服这种先天不足，这也就使得他们处于不利的状况；其次，语言学能测试对二语教学没有帮助。虽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会承认学习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教学大纲和大量的教学材料都假定学习者是相同的。

（2）语言学能在概念上是过时的（Dörnyei&Skehan，2003）。教育界不少人认为，语言学能的概念已经过时，尤其不适合当时以交际活动为主的二语教学。语言学能的概念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那时流行的是结构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语言学习观，反映在语言教学上，则是以强调句型操练的“听说法”为主。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交际法”开始盛行，并逐步取代被认为是明显落伍和过时的“听说法”，这样，与“听说法”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语言学能理论自然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

（3）语言学能与二语习得的过程无关（Skehan，2002）。当时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占居主导地位的克拉申（Krashen）在论述他的“监控器模型”与语言学能的关系时，断然指出：“语言学能仅与有意识的学习相关，而与习得不相关。”（Krashen，1981）而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只是次要的（peripheral），“习得”才是中心。这个论断无疑宣判了语言学能研究的“死刑”。因而，语言学能研究差不多是被“开除”出了二语习得研究。

但是，仍有一些学者继续在理论上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检验。例如，加德纳（Gardner，1980）在加拿大开展了一项针对全国不同班级中的说英语的学龄儿童的实验，发现他们的MLAT得分与他们的法语等级水平之间具有r=0.41的中等相关。他据此认为，这在学能和水平之间构成了强势关系。不过在理论上，语言学能研究并未能取得重要突破。

3.复兴期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不少学者纷纷呼吁要重新思考语言学能研究，一方面是要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则要重新思考今后的学能研究该如何开展，以寻求出路。

到90年代末，随着认知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对语言学能的研究又重新活跃起来，并向纵深发展，尤其是语言学能与其他认知能力的结合研究，如研究语言学能、智力与二语习得的关系（Robinson，2002）。

此后，语言学能研究进入了“后卡罗尔时代”，发生了明显变化。一些学者开始突破“卡罗尔时代”的研究传统，重新审视语言学能的结构问题，对语言学能测试的构成部分进行重新确定，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学能进行探讨，掀起了新的研究热潮，有力地推动了语言学能研究的发展。

2002年，罗宾孙（Robinson，2002）主编出版会议论文集《指导性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展现了此前语言学能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此后几年，二语习得研究界也重新将语言学能理论纳入了研究议程（Robinson，2005）。

3.1.3 语言学能研究的相关理论

3.1.3.1卡罗尔的语言学能构成理论

从1953年起，卡罗尔（Carroll）等人针对中学生（9——12年级）、大学生以及成人的语言学能进行了测试套题的研究，并于1959年提出了“语言学能构成”理论（Carroll&Sapon，1959）。

他们认为，语言学能是整体智力中负责语言学习的一个特殊部分，由几个相互独立的能力构成，其中最明显的是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敏感度、归纳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等4种方面。

（1）语音编码能力（phonemic coding ability）：指辨别语言声音或音串的能力，即能够将那些声音与代表它们的符号联系起来（如辨别出th代表哪个语音），并把这些语音联系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语言学能的一个相当特殊的组成部分，它在强调口语练习的课堂中尤为重要。

（2）语法敏感度（grammatical sensitivity）：指对句子的模式和句子成分的语法功能的敏感程度，即辨别单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如主语、宾语等）的能力。这一能力在强调以形式分析法学习外语的课堂上尤为重要。

（3）归纳性的语言学习能力（inductive language learning ability）：指仔细观察语言材料、辨认对应句型以及辨认语言形式与语义之间的联系（如to表示方向、at表示方位）的能力，即能够从一些语言的实例推断或归纳语言规则、并能举一反三的能力。这一能力较强的学习者不太依赖于教师或书本所讲授的规则。

（4）强记学习能力（rote learning ability）：指建立并记住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的能力，即建立并记住母语中的词语与二语中的词语之间相对应的联系的能力。这一能力对于词汇学习尤为重要。

这4种能力是各自独立的。有的学习者4种能力都很好，有的学习者4种能力都不好，有的则一种或几种较好，其余不好。

此外，在承认语言学能是影响二语习得的一项因素时，还必须对语言学能的概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理解（Ellis，1994）：

（1）语言学能和学业成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大量研究证实了两者在课程开始时没有联系，但在课程结束时却又有联系，因此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

（2）语言学能与学习动机应当看作是两种不同的个体差异因素。

（3）语言学能是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因素，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很少改变的。

（4）语言学能不应看作是二语习得的前提条件，而更应该视为学习者学习二语的速度和难易程度。

（5）语言学能与一般智力应该互相区别。

该套测试包含5个部分：

第一部分 数字学习（Number learning）：该部分旨在测试被试与音义关系有关的听觉和记忆能力。它先让被试跟着磁带中的说话者学习某种新语言（如，库尔德语）数字体系中的个位数、十位数和百位数的表达法，然后说出一组由这些数码所构成的数字，如412、35、69等等，让他们听后用阿拉伯数字写下来。为每一个听到的数字写下答案的时间只有5秒钟。

第二部分 音标（Phonetic script）：该部分测试被试的语音编码能力。它先让被试学习某些英语音素的书面表达方法，然后测试他们的学习效果。在这部分，以4个音节为一组，磁带中的说话者先拼读每一组中的每一个音节，如“A.toc B.dot C.tuc D.duc”。然后要求被试从第一组看起，说话者再把每一组中的某一个音节读一遍，要求被试选择每一组中所听到的音节。

第三部分 拼写线索（Spelling clues）：这是一项快速测试，测试被试的母语词汇及音位编码能力。它要求被试者辨认出根据语音线索而拼写的英语单词。如“kloz”，要求被试明白它表示“clothes”这一词，然后从“A.shirt B.far C.stick D.giant E.relatives”这一组单词中选出它的同义词或类义词“shirt”。

第四部分 句子中的词语（Words in sentences）：该部分测试被试对句法结构的认知、演绎和理解能力。它在每题中给出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叫做关键句，其中的一个单词标有下划线并用大写字母拼写，而第二个句子中有5个词标有下划线，被试必须判断出其中哪个词在句子中的功能与第一个句子中标有下划线的词相同。如关键句“JOHN took a long walk in the woods.”第二句是“Children
 in blue
 jeanswere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park
 .”被试应该选择“Children
 ”，因为“Children
 ”和“JOHN”都是各自句子的主语。

第五部分 配对关联（Paired associates）：该部分主要测试联想记忆。它先让被试用2分钟时间浏览一组英语与某种新语言（如，法语）相对照的词汇表，并试着记住这些词语，可以用练习纸帮助记忆。然后开始运用多项选择题测试被试对这些词语的掌握程度。例如，学习过法语和英语“词对”“moi——me”之后，应该在多项选择题“moi（）A.half B.often C.but D.love E.me”中选择E。

1981年，卡罗尔（Carroll，1981）在总结此前25年间关于语言学能的研究时指出，学能的笼统定义是“学会做一件事的能力”，它取决于“学习者的某些相对稳定持久的特性的总和”。因此，语言学能就是学习语言的一种特殊才能，类似于音乐、绘画等其他特殊才能。

具体而言，从便于实际操作的目的出发，学习者学会某项技能所需的学能，又被定义为学习者学会该项技能所需花费的时间。时间越短，这方面的相关学能就越高。对于学习一门二语这样复杂而困难的技能而言，如果学能很低，那么学习时间也许就会长得没有尽头。也就是说，个体的差异主要并不表现在他们是否能够学会一门技能，而在于他们学会该技能或者到达某种熟练程度所需的时间长度的不同。因此，语言学能可看作是一整套由不同的能力所构成的组合，它能使某些学习者比其他人更快地学会一门新语言。

3.1.3.2语言编码差异假说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斯帕柯斯（Sparks，2005）在语言学能和母语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根据外语阅读中的母语作用研究，提出“语言编码差异假说”（Linguistic Coding Differences Hypothesis，LCDH），用于解释那些具有外语学习障碍的学生的学习问题。

该假说认为，导致学生外语阅读能力差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对语言意义本身的理解，而是这些学习者在音系/识字方面以及句法方面的加工处理能力存在障碍。因而，外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学习者对语音或文字的编码处理能力。由此，可以得出3项结论：①母语的语言技能是外语学习的基础；②如果学习者在语言的某个方面（如音系或识字方面）存在障碍，通常对他们的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均会造成困难；③学习者在语言的运用能力方面存在天生的个体差异。

在后来长达十多年的实证研究中，斯帕柯斯（Sparks）等人不断为该理论框架提供新的支持证据，对理论进行不断补充，开创了从学习障碍的角度探讨外语学能的崭新研究视角。（Sparks，2006）

例如，斯帕柯斯（Sparks）和甘肖（Ganschow）等人经多次调查发现，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具有更强的音系加工能力。他们（Sparks&Ganschow，2001）将这些实证调查的结果总结为：①成功的外语学习者比不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在母语中的音系/文字和句法技巧测试方面明显表现更好；②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在语言学能测试（MLAT）中表现更好；③在母语技巧与学能方面表现更优秀的学生在两年的外语学习后能达到更高的语言水平。

3.1.3.3外语习得中的创新认知能力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格里高兰科等人（Grigorenko et al.，2000）提出了“外语习得中的创新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 for Novelty in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Foreign，CANAL-F）理论。

该理论假设外语习得中的核心能力是如何处理加工创新的语言材料（如理解新输入的语言材料）以及解决语言材料中的歧义（ambiguity）现象的能力，并将外语学习的过程理解为信息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包含语言知识的五种习得过程（选择性编码、附带性编码、选择性比较、选择性迁移和选择性合并）、语言材料的四个不同处理层面（词汇层面、形态层面、语义层面和句法层面），以及输入和输出两种不同的方式（视觉模式和口头模式）。

此外，外语学习的成功与否还需要经过编码、储存和信息检索三个阶段，即在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WM）中理解语言材料并对其进行编码，然后将其转移并储存到长时记忆中，以便于以后检索。编码、储存和信息检索的这些方面能否成功可通过即时回忆任务和延时回忆任务来进行测量评估。

根据该理论，他们设计出一种新的外语学能测试“外语习得中的创新认知能力测试”（CANAL-FT）。该测试包括9个部分，其中5个部分涉及即时回忆，4个部分涉及延时回忆，即时与延时回忆任务相同。具体内容包括：①从语境中学习新词语的意思（即时与延时回忆）；②理解短文的意思（即时与延时回忆）；③连续配对联想学习（即时与延时回忆）；④句子推理（即时与延时回忆）；⑤学习语言规则（即时回忆）。

与现有的其他语言学能测试相比，CANAL-FT有3个完全不同的特征：①它植根于认知理论，是理论驱动下（theory-driven）的产物；②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③它是以模拟实验为基础的（simulation-based）。

他们运用该测试对158名被试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CANAL-FT与他们的MLAT、“成形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和“流动智力”（fluid intelligence）以及以前外语学习的经历有关，这证明了该测试的有效性。

CANAL-FT的设计理念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能测试的静态观，在测试手段和方法上与过去的语言学能测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语言学能不是生来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一种专门能力。”因而，语言学能是可以经过训练而改变的。

3.1.3.4罗宾孙的“语言学能综合体理论”

罗宾孙（Robinson，2001）结合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斯诺（Snow）的“学能综合体假说”（Aptitude Complex Hypothesis）、戴尔利（Deary）等人的“能力差异性假说”（Ability Differentiation Hypothesis）、二语习得研究者伯利——弗罗曼（Bley-Vroman）的“根本差异假说”（Fundamental Differences Hypothesis）以及他本人的“根本相似假说”（Robinson，1997），提出了“学能综合体/能力差异性理论”（Aptitude Complex/ Ability Differentiation Theory）。

该理论探讨了语言学能的构成要素与不同条件下外语学习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观点包括：

（1）根据“根本差异假说”，儿童与成人的语言学习存在根本差异，成人学习外语时更加依赖一般的问题解决能力，并且最终习得的结果与儿童相比差异很大，但仅靠“根本差异假说”无法解释成人二语习得的结果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

（2）根据“学能综合体假说”，对不同学习任务的信息加工需求需要运用不同的认知能力，或学能组合。

（3）根据“根本相似假设”，在任何一种学习条件下的成人语言学习在本质上是相似的，都可以看作是某个认知能力组合与有意识地调整对任务的加工需求两者之间的一种互动的结果。

（4）上述（2）和（3）结合在一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成人二语习得结果之间的差异。一方面，学能组合只有在与学习任务及学习条件相匹配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现实的情况是它们常未被匹配，所以导致学习结果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根据“能力差异假设”，学习者的能力本身之间存在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学能组合，这无疑也会导致习得结果之间的差异。

多尼埃（Dörnyei，2005）在评价罗宾孙（Robinson）理论的意义时指出，他率先尝试在二语习得领域描述了一系列与基本学习任务相联系的具体认知需求，然后找出特定的学能组合体来匹配这些认知加工条件。他提出的学能概念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反映了一系列学习者变量与特定的二语学习任务、教学方法所需要的认知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动态的概念也使得学能研究与二语习得研究更加相容。

3.1.4 语言学能研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能研究已超越了卡罗尔（Carroll）的研究传统，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更多地利用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理论基础越来越深厚，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根本改变了语言学能研究的面貌。

3.1.4.1关于语言学能的理论认识

在语言学能概念内涵的理解方面，学能结构不再局限于卡罗尔（Carroll）的“四组件”。人们发现，卡罗尔（Carroll）对学能结构四要素的划分缺乏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归纳性语言分析能力与语法敏感性重叠，诸如工作记忆等一些应该包括的语言学习能力没有包括进去。

针对前一个缺陷，斯克汉（Skehan，1999）提出将“语法敏感性”与“归纳性语言分析能力”归为一个要素，即“语言分析能力”，并与语言学习的中央处理过程相联系。

针对后一个缺陷，一些新的语言学能理论模型提出了多个以前未加以考虑的因素，如斯帕柯斯（Sparks，1995）的“母语能力”、罗宾孙（Robinson，1997）的“注意能力”、米雅凯和弗里德曼（Miyake&Friedman，1998）的“工作记忆能力”等。

在语言学能的本质特征方面，目前的各个语言学能理论新模式基本都认为，语言学能是动态发展的、是可以通过训练而改变的，这就从理念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例如，格里高兰科等人（Grigorenko et al.，2000）认为，语言学能和智力、前期外语学习经历以及各种实际情景下的外语学习指标均相关。麦克劳夫林（McLaughlin，1995）也认为，语言学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工作记忆的速度、效能与目的语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通过策略训练来提高工作记忆。

总之，语言学能在概念上被看作是一种由多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能力，这就意味着学习者的语言学能差异表现为各有特点、各具优势，而不是简单的高低的问题。从语言学能的本质来看，学能是发展变化的，同一个学习者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习过程、教学任务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学能变化特点。

3.1.4.2关于语言学能的应用价值

在语言学能研究与语言教学的关系方面，库克（Cook，2001）曾概括了运用语言学能测试结果的4种可能性：

（1）选拔适合外语学习的人才。

（2）根据语言学能给学生分班。

（3）为不同语言学能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

（4）不再将语言学能较低的学生的失败归因于教学。

其中第（1）项是促使语言学能研究开创的首要目的，因为MLAT本来就是为了选拔适合外语学习的人才而设计的。政府为了某项特定目的，采用MLAT以及其他类似的测试工具来选拔外语学习人才，显然可以节省不少人力物力。因而，即使是在语言学能研究发展的低潮期，相关研究及应用也没有停止。

后3项则涉及到将语言学能研究应用于一般语言学习者的教学的可能性。其中的第（2）项和第（3）项为语言教师针对不同语言学能类型的学习者进行因材施教提供了两种教学思路，不过在可操作性方面仍然存在争议。第（2）项仅适用于学生人数达到可以分班的程度，或者一对一个别教学等条件。而第（3）项，在库克（Cook，2001）看来，要为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方法，实在是相当“奢侈”的。

不过，我们认为，语言学能的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是语言学习者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教师既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也不能过度强调其存在而为自身的教学失败进行自我开脱。在差异化教学的理念下，面对不同语言学能类型的学生，教师仍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3.1.5 中国国内的语言学能研究

3.1.5.1国内语言学能研究简况

国内对语言学能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予以充分关注。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外语言学能研究进入复兴期，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国内也开始关注起来，但目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介绍、评述国外研究成果的综述性研究阶段。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思考了语言学能研究对我国外语教育的意义，并陆续报告了若干项实证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针对外国学习者的语言学能研究尚未引起重视。

丁安琪（2010）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研究》一书中提到，他们在1999——2004年曾针对为期5年的欧盟青年经理培训项目的汉语分班问题，尝试运用二语学习者学能理论，结合汉语教学的实践，开发了一种零起点班简易学能分班测试题。该测试题以考察学生的听辨能力与模仿能力为主，没有涉及对汉字的认读等要求。不过，作者未提供对该测试题的理论依据以及其信度和效度的任何描述。

在实证研究方面，目前仅见胡忠立（2011）所报告的针对外国来华汉语留学生的语言学能的一项研究。

3.1.5.2针对来华留学生语言学能与汉语习得关系的一项实证研究

2011年，胡忠立（2011）发表硕士论文《语言学能研究及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研究了来华留学生语言学能与汉语习得成就之间的相关性。

该研究针对32名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4个英语国家的母语为英语的湖南大学留学生，年龄在18岁到32岁之间，汉语水平为中等。这些被试在湖南大学学习一年以上；来中国之前，均有半年到一年的汉语学习经历。

该调查进行了两项测试：语言学能测试和汉语水平测试。

语言学能测试采用卡罗尔（Carroll）和萨本（Sapon）设计的“现代语言学能测试”（MLAT）1999年版、测试手册2002年版，分别对被试的语音编码能力、语法感知能力、语言归纳能力和机械记忆能力进行测试，通过测试结果来分析学生在语言学能各构成方面存在的差异。

汉语水平测试采用“网络孔子学院”的HSK（中等）模拟试题，并参考了被试近一年的两次汉语水平模拟考试成绩，以这3次汉语考试的分数来综合体现被试的汉语水平。

通过对数据的描述与分析，该研究发现，无论是MLAT各部分的内部相关性，还是MLAT与汉语测试题之间的相关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值。

该研究据此认为，这从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再次证明了MLAT的高信度和对学习者外语水平的高预测性。在汉语学习方面，则表现为，学习者的语言学能越高，那么他在汉语学习中的学习效率也会越高，能取得的成就也会越大。

在语言分析能力与学习者汉语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中，该研究还发现，语言分析能力越高的学习者，汉语水平也相应地较高。

3.2 认知风格

3.2.1 什么是认知风格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s）是一个心理学术语，又译“认知类型”、“认知模式”或“认知方式”，指个体在知觉、记忆、思维和问题解决等信息加工过程中所经常采用的习惯化的方式，亦即个体理解、储存和利用信息的独特方式。

认知风格不直接体现一个人的能力，而且独立于人的个性。它能较好地预测人们的兴趣、学科偏好及学习成绩，并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众多心理学家的兴趣。智力和个性是心理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的两大传统的独立研究领域，但心理学家看到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的必要性。那么，认知风格就恰恰提供了一种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中间变量，它在智力与个性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或者是一条纽带。

认知风格研究将个性与智力统一起来，同时也对风格与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区分，因此无论在心理学领域还是在教育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不同的学习者个体会有不同的认知风格，而他们特有的认知风格会影响到他们学习的过程和效果。每个人的认知风格往往是固定的，但可以通过培训，帮助学习者发展其风格偏好。因此，认知风格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有利于教育工作者更深入地认识学生的个性特点，以便为更好地因材施教提供客观依据。

3.2.2 认知风格研究的发展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对象，认知风格较早受到关注。1937年，美国个性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在其专著《个性：一种心理学的解释》（Allport，1937）中首先使用了“认知风格”这一术语，认为它是个人典型的或习惯性的解决问题、思考、知觉、记忆等的模式。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认知风格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走过了大起大落的7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

1.兴盛期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Herman Witkin）提出了“场认知风格”（Field cognitive styles）理论，开创了认知风格的现代研究，成为认知风格研究的先驱者，被称为“认知风格之父”。

1948年，阿希和威特金（Asch&Witkin，1948；Witkin&Asch，1948）先后运用“框棒测验”（the Rod and Frame Test，RFT）、“身体调节测验”（the Body Adjustment Test，BAT）、“转屋测验”（the Rotating Room Test，RRT）等工具，研究了个体在空间定向中维持垂直状态的知觉过程，发现了个体在认知风格上存在的差异。此后，威特金（Witkin，1950）又采用纸笔测验工具，即“镶嵌图形测验”（the Embedded Figure Test，EFT，又译“隐蔽图形测试”）验证了这一发现。

威特金（Witkin）等人发现，上述各实验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明显的内部一致性，即被试能够在棒框测验中将棒调到垂直状态，也容易在身体调节测验、转屋测验中对身体进行垂直定位，在镶嵌图形测验中找到简单图形所需要的时间也较短；反之，在棒框测验中不能准确地将棒调到垂直状态的被试，在身体调节测验、转屋测验中对身体进行垂直定位时误差也较大，在镶嵌图形测验中离析出简单图形时所需时间也较长。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人对“视场”（visual field）即外部环境的不同依赖程度上。对“场”（field）的不同依赖程度，就构成了“场独立/依赖”（Fielddependence/ independence，FD/ I）认知风格的连续统。这个连续统以极端的场独立性（Field independence，FI）和它的对立面——极端的场依赖性（Field dependence，FD，又译“场依存”、“场依靠”）为两个端点，每个人的认知风格就在这个连续统中占据某一个位置。由此，可以根据个体的场独立性倾向的强弱，把他们区分为场独立型者和场依赖型者两类。

威特金（Witkin）的“场认知风格”理论提出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认知风格的研究逐渐盛行起来，到70年代初达到顶峰，其间出现了很多关于认知风格的理论和模型，主要有卡根等人（Kagen et al，1964）提出的“概念化速度”（conceptual tempo）理论及其“深思/冲动”（Reflection / Impulsivity，RI）模型、达斯等人（Das et al，1975）提出的“同时的/继时的”（Simultaneous / Successive，SS）模型，等等。

对此，梅西克（Messick，1984）曾区分出19种认知风格维度。而莱丁和齐马（Riding&Cheema，1991）的文献回顾则归纳出30多种，其中除了上述几种以外，还有“跳跃/渐进”（Holist-Serialist，又译“整体/序列”）、“辐合/发散”（ConvergingDiverging）、“言语/形象”（Verbal-Imagery）、“尖锐/齐平”（Sharpening-Levelling，又译“复杂/简约”）、“整体/分析”（Wholist-Analytic），等等，其中绝大部分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态。

2.低潮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认知风格研究趋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这一研究领域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众多研究者们缺乏互相交流，各说各话。他们往往是在自己的语境中工作，观察的是各自认为有代表性的认知风格模型，开发出各自的测评工具，并对被研究的认知风格贴上各自的标签，却较少参照其他研究者的工作。人们责难认知风格模型的大量增殖，而作为认知风格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部分的各种测量工具，却缺乏心理测验的严密性和可信性。

正如莱丁和齐马（Riding&Cheema，1991）所总结的：“很多研究者在学习/认知风格研究方面从事工作，没有注意到其他风格类型的存在”，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标签，往往是相同维度的不同名称而已。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人们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新开拓的领域，也导致认知风格研究领域乏人问津，少量的研究也被湮没而无闻。

3.复兴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认知风格研究再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出现了认知风格理论的综合，也就是将此前的理论模型和相关概念加以合并，形成综合性的模型。这方面主要有卡里（Curry，1983）的“三层洋葱模型”（Three-layer Onion Model）、斯滕伯格（Sternberg，1988）的“心理自我管理理论”（the theory of Mental Self-government）、莱丁和齐马（Riding&Cheema，1991）的“两种风格维度模型”（Model of Two Style Dimensions，又译“二维认知风格模型”）等。

同时，人们也展开了针对不同风格组成关系的实验研究。

3.2.3 认知风格研究的主要理论

3.2.3.1场认知风格理论

认知风格的现代研究始于场认知风格研究。场认知风格是认知风格中的核心，因而得到了更多的研究。

1.场认知风格及其相关研究

“场”（field）是一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指看待某个特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思想和情感。威特金等人（Witkin et al，1977）指出：“当呈现一个具有支配作用的场的时候，比较独立的个体倾向于克服场的组织，或重新构建它；而场依赖的个体倾向于依附于给定的场的组织。”

后来的研究发现，场独立性与场依赖性是两种普遍存在的认知风格。场独立型者对客观事物作判断时，倾向于利用自己内部的参照，不易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干扰，在认知方面独立于周围的背景，倾向于在更抽象和分析的水平上加工，对事物作出独立判断。场依赖型者对物体的知觉倾向于以外部参照作为信息加工的依据，难以摆脱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自我知觉更易受周围的人，特别是权威人士的影响和干扰，善于察言观色，注意并记忆言语信息中的社会内容。

艾利斯（Ellis，1985）从4个方面将场认知风格的两极表现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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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认知风格理论提出以后，威特金（Witkin）和他的同事在该领域和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研究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从狭义的垂直知觉扩展到知觉分析、记忆、问题解决等智力活动，并进行了大量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例如，在针对场认知风格对儿童及其学习的影响方面，威特金等人（Witkin et al，1977）研究发现，在任务分析和知觉对象的区分上，场独立性的儿童比场依赖性的儿童能力更强。他们更喜欢独立的活动，有自我定义的目标，能对内在的强化作出反应，喜欢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规划和重新构造。他们更愿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学习策略。而场依赖的儿童倾向于进行小组学习，即频繁地与同伴和教师进行互动，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外在强化和指导，需要在他们的活动中有明确的目标和结构。

又如，在对认知风格进行跨文化研究中发现，在有严密组织的社会里，重视个体的角色差异，存在宗教和政治权威，要求个体与社会一致性的压力大，因而个体更倾向于场依赖性。在松散的社会里，社会组织性差，角色分化弱，要求个体遵从社会规范的压力小，个体更倾向于场独立性。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对认知风格进行的研究也发现，与定居的农场——放牧的生态环境相比，流动的打猎——采集的生态环境，更易使个体形成场独立性认知风格。因为狩猎者通常过着流动的生活，需要一种从周围环境中寻找猎物的能力，他们要记住自己的定居点以及回家的路线，还需要较好的空间定向能力；并且，在相对孤独的生活环境中人际交往的机会较少，因而有利于其形成场独立性的认知风格。相反，定居的农民生活在相对封闭稳定的环境里，社会组织较严密，社会分工明显，强调顺从社会的政治、宗教权威，重视积蓄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都与场依赖性特征紧密相联。（李寿欣、宋广文，1999）

2.场认知风格的测量

场认知风格的测量，一般采用威特金等人（Witkin et al，1974）于1974年设计的镶嵌图形测验（EFT）。它包含18张复杂的图案，每个图案中又镶嵌有简单的图案。

该测验是让被试先看一个简单图形，再让他从一个复杂图形中找出嵌入其中的这个简单图形。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具有“重构技能”（restructuring skill），即对信息进行加工改组，把一个刺激物从组织好的场中“剔抉”（disembedding）出来。

下图就是EFT中的18道题目中较为简单的题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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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试能否不受复杂图案的干扰而找出简单图案，反映了其场独立性的程度。场依赖性强者，完成这一任务的困难较大；而场独立性强者，却能顺利地克服隐蔽作用。

3.场认知风格研究的不足

威特金（Witkin）提出并经过修订的场认知风格理论模型，对认知风格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随着新的实验事实与研究证据的不断出现，该理论模型存在的不足就逐渐显示出来了。

该理论模型把认知风格划分为场依赖型与场独立型两个极端类型，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另外一些类型的人。如有些人可能既具备场独立性的某些典型特征，也同时具备场依赖性的某些典型特征；另有一部分人可能场独立性与场依赖性特征均不明显，是一些介于两种类型中间的人。因而，该理论过分强调了心理活动在各领域技能的分化，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可统一性。（李寿欣，2008）

这就提醒我们，从认知风格维度上，将不同个体仅仅从场认知的角度来划分两种类型还是不够的，应该从更多的维度来考察个体的认知风格。

3.2.3.2“概念化速度”理论

1.“概念化速度”理论的研究

1964年，卡根（Kagan）等人（Kagen et al，1964）提出了“深思性/冲动性”认知风格模型。他们认为，“深思/冲动”认知风格描述的是个体对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的反应的一种处置方法，而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存在好几种可供选择的答案，而且在哪个是正确的答案上有着很高的不确定性。

根据卡根（Kagan，1966）的解释，具有“冲动性”（impulsivity）倾向的个体，做出决定很快，几乎不关心准确性；而与之具有同等智力的其他人则更关心准确性，结果花更多的时间做出决定，表现出“深思性”（reflection或reflectivity，又译“沉思性”、“反思性”、“熟虑性”、“内省性”、“审慎性”）倾向。

卡根（Kagan）等人（Kagen et al，1966）探讨了“深思性/冲动性”对认知任务的作用。他们以6岁儿童为被试，研究了儿童在归纳推理测验中的概念化速度。结果表明，被试的深思性程度和演绎推理技能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即深思型儿童比冲动型儿童具有更高的演绎推理技能。

总之，“深思型”的学习者把正确率视为反应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他们往往三思而后行，不轻易下结论。而“冲动型”的学习者则把反应速度视为反应能力的一个主要指标，他们往往对问题未予以通盘考虑便匆忙给出问题的答案，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结论过于仓促，是错误的。

从这两类学习者的特点来看，就阅读而言，深思型者反复琢磨正确答案，阅读速度较慢，但往往答案较正确；冲动型者很快就进行选择，阅读速度较快，但往往正确率较低。

不过，在“深思性/冲动性”和“场独立/场依赖”这两个认知风格维度的关系问题上，研究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卡根等人（Kagen et al，1964）曾认为，“总结出来的数据没有显示场独立性和深思冲动之间的强势联系”。然而一些研究也发现，场独立型者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深思性特征。泽林尼克等人（Zeliniker et al，1979；李寿欣、宋广文，1999）的研究发现，深思型的人在需要细节的作业中做得更好；而在要求整体性的作业中，两种类型的人做得一样好。与冲动型的人相比，深思型的人更加倾向于场独立。

对这样的结果，梅瑟（Messer，1976）曾评论道，两者之间某种“一贯的、中等程度的关联性可以归因于测验的相似性；然而，两者都分别有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场独立/场依赖和深思性/冲动性本质上是两种互相区别的认知风格。

而厄尔曼和奥克斯福德（Ehrman&Oxford，1990）仍然认为，这两种认知风格维度可能是同一种构件的不同测量法。针对他的观点，杰米森（Jamieson，1992）通过对照实验，认为尽管在这两种认知风格中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但总的来说，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场独立性与深思性/冲动性是互相独立的认知风格。

2.“深思性/冲动性”认知风格的测量

“深思性/冲动性”认知风格的测量，一般采用严多和卡根（Yando&Kagan，1968）设计的“匹配熟悉图测验”（Matching Familiar Figures Test，MFFT，又译“相同图形选择测验”）的青少年/成人版进行。

该测验包含12张标准图片，每张标准图片下有8个图片选项。这8个选项图片看起来与标准图片十分相似，而其中只有1个选项与标准图片完全一样（即“匹配”）。

下图是MFFT中的12道题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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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测验要求被试指出与标准图片相匹配的那个选项，研究者则对被试的反应类型进行观察，同时记录他们的反应时间。那些能迅速做出选择，但出现错误较多的人被认为是冲动型；而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反应，准确率高但反应慢的人被认为是深思型。

深思性/冲动性的另一种测量方法是泽恩等人（Zern et al，1977）开发的“触觉——视觉测验”（Haptic-Visual Test，HVT）。这一测验是在没有视觉线索的情况下，让被试触摸一个约有3平方英寸的木制图形，当被试报告他记住了图形后，就给被试呈现六个图形，要求被试从中找出与他触摸过的那个完全相同的一个图形。根据被试判断的快慢和准确性，确定被试属于认知冲动型还是认知深思型。那些判断快但准确性低的人就确定为属于冲动型，而那些判断较慢但准确性高的人则属于深思型。

3.2.3.3“两种风格维度模型”

1991年，莱丁和齐马（Riding&Cheema，1991）对前人提出的各种认知风格模型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提出了综合性的“两种风格维度模型”，即所有的认知风格都可以从两个基本维度加以分析，即“整体——分析”维度和“言语——表象”维度。

1.“整体——分析”维度

“整体——分析”（Wholist-Analytic）认知风格就是根据个体的整体性和分析性倾向，把他们区分为“整体型者”和“分析型者”两类。

莱丁和凯纳（Riding&Caine，1993）认为，整体型的人倾向于领会情境的整体，对情境能够有一个整体的看法，重视情境的全部，对各部分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或者不区分各部分，倾向于将信息组织成整体。相反，分析型的人把情境看作是各部分的集合，常常集中注意一两个部分而无视其他方面，可能曲解或夸大部分，倾向于把信息组织成轮廓清晰的概念集。

他们总结道，整体型者积极的一面是，他们考虑当前情境时，看到了整体的“图景”，他们对整体有均衡的看法，能够在整体中理解情境。其消极面是他们将信息划分成有逻辑的部分时有困难，对图形和言语形式的信息的“去隐蔽”（disembedding）能力都较差。而分析型者积极的一面是，他们能将信息分析成部分，并善于找出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使得他们能够快速地进入问题的核心。其消极面是他们不能形成整体的均衡的观念，将信息整合成整体时有困难。他们或许注意了一方面特征而不顾其他，并且以不适当的比例夸大这一特征。

他们还将过去的5种认知风格模型归并入“整体——分析”维度（如下表）：

[image: picture]


2.“言语——表象”维度

“言语——表象”（Verbal-Imagery）认知风格就是根据个体的言语性和表象性倾向，把他们区分为“言语型者”和“表象型者”两类。

1971年，加拿大心理学家阿伦·派维奥（Paivio，1971）研究了长时记忆信息如何被加工存储的问题，提出了“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他认为，人的认知系统包含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言语系统加工离散的言语信息，处理文字信息；言语码的组织是线性的、序列的，这与语言的序列特征有关。表象系统则对具体的客体或事件的信息进行编码、贮存、转换和提取；表象码的组织则是共时的、整体的、动态的，许多信息可以一次性获得。

为了考察个体认知活动的主要风格，莱丁和泰勒（Riding&Taylor，1976；李寿欣、宋广文，1999）最初提出了表象编码测验。在这个测验中，要求7岁儿童听10段短散文，每一段后面跟着一个问题。问题的答案不是散文直接提供的，而是通过阅读散文形成一个形象时才可以获得。根据从开始提问到结束回答所需要时间的长短来判断认知风格类型。反应时间短的为表象型，反应时间长的为言语型。

1981年，莱丁和卡尔维（Riding&Calvey，1981；李寿欣、宋广文，1999）进一步发展了表象编码测验，增加了评估表象编码和言语编码的问题，使测验更加有效。但是，由于这种测验实施和计时都比较困难，莱丁等人（Riding et al，1989；李寿欣、宋广文，1999）于1989年设计了一种计算机呈现的言语——表象认知方式测验。测验是由电脑将单词成对呈现，要求个体判断先呈现的单词和第二个单词是否属于同一范畴。范畴有两类：一是同一义类，一是同一颜色。在每一范畴中有24对单词，其中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对同一颜色的范畴反应快的是表象型；而对同一义类的范畴反应快的则是言语型。

莱丁和凯纳（Riding&Caine，1993）总结认为，大多数人能够利用视觉表象和言语表征两种形式，但是有些人具有只用视觉或只用言语一种方式的倾向。那些倾向于以视觉表象的形式进行思维的人称为表象型者，倾向于以词的形式进行思维的人称为言语型者。

1997年，莱丁（Riding，1997）将之前的一些测量工具加以综合，开发了一种新的测量工具——“认知风格分析”（Cognitive Style Analysis，CSA），可以对他所提出的两个基本维度加以测量。这是一个由计算机呈现的测验，包括3个分测验：

第一个分测验类似于莱丁等人（Riding et al）1989年所提出的计算机呈现的“言语——表象”认知风格测验，主要用来评定“言语——表象”维度。它包括48个是非型题目，其中一半是关于概念分类的，另一半是关于外在特征的。他假定言语型的人对概念分类的题目做得快，表象型的人对外在特征的题目做得快。

后两个分测验用来评定“整体——分析”维度。一个是由计算机呈现出成对的、复杂的几何图形，要求个体判断相同还是不同。在这一任务中完成快的人是整体型的，反之则是分析型的。后一个分测验是比较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和复杂的几何图形，要求被试说出简单图形是否包含在复杂图形里。这一测验所考察的是个体对包含在复杂图形里的简单图形的剔抉能力，这是从威特金（Witkin）的EFT发展而来的。他假定分析型的人在这一任务中会做得更快。

可以看出，“认知风格分析”的确提供了一个简单、快捷、方便有效的评定个体在两个基本的认知风格维度上的位置的新方法。由于它具有计分客观、准确，适应的被试年龄范围广泛（从儿童到成人），以及受文化差异的影响较小等优点，因而被广泛运用。

莱丁（Riding）等人所进行的系列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认知风格研究。首先，关于认知风格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认知类型范围，而是从整体上分析、探讨认知风格问题，视野更加开阔。其次，他们所设计的测验工具——认知风格分析，更加方便有效，而且可以从多个维度上评定个体的认知风格类型。第三，他们对众多的认知风格类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认知风格的本质。（李寿欣、宋广文，1999）

3.2.4 认知风格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心理学领域的认知风格研究进入低潮期。然而在二语习得领域，人们对二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研究则方兴未艾。因此，作为个体差异之一的认知风格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也日益受到重视。

早在1973年，美国二语习得研究专家H.布朗（Brown，1973）在研究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变量时，就涉及到了一些认知风格问题。

自此以后，关于二语习得中的认知风格研究逐步开展起来，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认知风格差异与二语学习成绩的相关性，以及哪一种风格类型对二语习得具有预测性，涉及的风格维度则主要是理论上较为成熟的场认知以及概念化速度两种。

3.2.4.1场认知风格与二语习得

一些研究者发现，场认知风格对二语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引发了对这两种风格倾向孰优孰劣的争论和相关实验。

根据场认知风格理论的描述，倾向于场独立风格的学习者能够从整体区分出局部，专注于某一方面，在不受相邻变量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分析。他们往往要对其进行分析并在思考后由自己确定这一信息是否正确；他们对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感兴趣，知觉比较稳固，不易随着背景的变化而改变，比较自主，能独立对信息进行重组；而另一方面，场独立风格也使得学习者过分地关注细节而忽视其与整体的关系。他们往往有着很强的自我观念，具有典型的“离群”倾向。他们对人冷淡，感觉不到潜在的社会潮流，无视外界事物的社会意义。因此，他们不会热衷于发展二语交际技能。

而倾向于场依赖风格的学习者往往立足于从大局出发感知整个事件、整个问题、整个观念。场依赖者通常以整体或全局的眼光去看问题，将整个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整个场都能看得较为清楚，其行为具有社会倾向性。他们表现出善于交际的能力和对集体学习环境的喜爱。他们比较依赖于学习材料的预先组织，需要明确的指导和讲授。但是，他们对于教师所提供的二语信息往往是照单全收，不会去对之进行分析或思考。

由于这两种类型的风格倾向一直受到关注，并且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所以就出现了三种假说：①场独立优势说；②场依赖优势说；③各有优势说。此外还有一种与之相反，即④基本无相关说。

（1）场独立优势说，即认为场独立型者是好的二语学习者。

这种观点认为，场独立型者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干扰，从而能分辨出重要的信息，注意到语言的相关变化，在课堂上和交际中都能够做得更好，展示出语言学习才能。大部分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

例如，塔克尔等人（Tucker et al，1976）研究了加拿大母语为英语的正在学习法语的中学生，发现场独立性在一项法语成绩测试中预测了成功性。

塞利格（Seliger，1977）的研究发现，在一项句子歧义消除（disambiguation）任务中的成功度和场独立性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而且发现场独立的学习者在课堂上与其他学生交流得更多。

奈曼等人（Naiman et al，1978）报告说，场独立性在一项针对12年级高中生的模仿测验中预测了成功性。

阿伯拉罕（Abraham，1981）的研究发现，场独立性对成人英语二语的学生在一项语法填空测试以及作文中的表现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因素。

夏贝叶和罗伯茨（Chapelle&Roberts，1986）针对成人英语二语学生的研究检测了一组认知和情感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报告说，场独立性在托福、一项多项选择结构测试、一项听写测试以及一项口头交际测试中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因素。

卡特尔（Carter，1988）也在大学外语水平的西班牙语中直接验证了关于场独立型者在语言本身的成绩上表现得更好而场依赖型者在功能性的交际水平上表现得更好的假说，结果表明，场独立型者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比场依赖型者表现得更好。

杰米森（Jamieson，1992）研究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来自16个国家的46名留学生，发现场独立性与所有的语言测量中的高分具有中度的相关性。

（2）场依赖优势说，即认为场依赖型者是好的二语学习者。

这种观点认为，具有场依赖型风格的人，最主要的是他们具有很强的沟通和交际能力，在社会交往中易与他人接触。他们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能超越自我，不怕出错，勇于开口，努力纠正语言错误，在自然的环境中学习目的语的知识和技能，当然也由于自身移情的特点，他们能够很快地吸收目的语的文化，最终成为好的二语学习者。

1977年，布朗（Brown，1977）研究了成人英语二语学习者的认知和情感特征，发现场依赖认知风格与他们的英语水平测试高度相关。同时，他也遗憾地承认，虽然没有人否认这种假设，但也没有多少证据来支持它。他分析认为，缺少这种证据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场依赖的真正标准的测试手段，因为人们常把EFT的低分者认定为场依赖者，但低分并不一定代表高度的场依赖风格，因而也就无法证实这种假设。

（3）各有优势说。即认为两种类型的人都可能成为好的二语学习者。

这种观点认为，前两种假设强调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习方式；然而，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不同学习任务，这两种不同风格类型的人都可能成为好的语言学习者。自然的二语习得更适合场依赖性风格，而课堂语言学习则更适合于场独立性风格。所以，场依赖型者可以通过多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而成为好的语言学习者；场独立型者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分析性思维方式和持久的注意力而成为好的语言学习者。

例如，布朗（Brown，1980）在总结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后认为，场独立性或许对于课堂学习以及书面测试很重要，但对于自然状态下的二语习得，场依赖或许更为有利，因为成功的习得取决于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与目的语者的交际，而且场依赖中的移情作用对此帮助很大。萨拉乔（Saracho，1981）研究了两种不同认知风格学生的相关特征，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布朗（Brown）的这一假说。

这种折中的观点在理论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不过尚未得到更多实验的验证。这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关，因为相关研究所调查的对象都是课堂学习者，所以就无法验证场依赖者在自然状态下的习得所具有的优势。

（4）基本无相关说，即认为在二语习得中，不管是场独立性风格还是场依赖性风格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或者说，两者对二语学习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基本上没有什么显著的相关性。

例如，比亚里斯托克和福吕赫利希（Bialystok&Fröhlich，1978）研究了加拿大学习法语的一部分中学生，发现在场独立性与阅读、写作和语法测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然而，当场独立性与其他实验因子结合起来时，它就不是一个显著的成功性预测因素了。

又如，汉森和斯坦斯菲尔德（Hansen&Stansfield，1981）研究了初级水平的大学西班牙语课程的253名学生，发现场独立性与二语能力的三个因素有关，也就是与更好的表现有关，不过只是弱势相关。他们总结道，认知风格只是在全面的外语水平的发展中才起到一些次要的作用。一旦学习者的一般学术能力的作用在统计过程中被剔除，场独立性与二语习得的关系就失去了显著意义。

艾利斯（Ellis，1985）总结了此前一些互相矛盾的实证研究结果后认为：“总的来说，场依赖性/独立性在二语习得中似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结论性地显示认知风格在受到关注的成功性方面是一个主要因素。”

他进一步指出，在研究方法上，那些研究所用的路子与在考察语言学能的作用时所用的路子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利用一个测试工具（例如EFT）来测量场依赖性/独立性，然后把这些测量结果与各种水平测量（例如，使用模仿性任务、理解性测试或者教师评分）的结果联系起来。用这种方式调查的学习者总是课堂学习者，其结果就不具有结论性。在研究类型上，他建议，如果不采用那种大规模的定量研究，而是采用更为定性的路子，即聚焦于个体学习者所产出的实际话语，可能更具有相关性。根据这个思路，艾利斯（Ellis，1989）曾调查了两个德语二语学习者，一个是场依赖的女性，一个是场独立的男性，结果发现，两人都学得很好。

根据王立非（1998）的总结，从场独立/依赖认知风格与外语教学的关系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4点启示：

（1）虽然从心理学上讲，场独立/依赖认知风格是人类认知系统中所特有的一种较为稳定和一贯的心理结构，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变化。

（2）场独立/依赖始终是处于互补分布状态之中，学习者根据语言学习要求可同时表现出高度场独立和高度场依赖。

（3）区分和区别对待场独立型/依赖型学生是改进外语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4）认知风格并非始终处于认知风格连续统的两极上，不是非此即彼，实际上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3.2.4.2概念化速度与二语习得

概念化速度理论的模型就是“深思性/冲动性”。这一理论差不多同时与场认知风格理论一起引进二语习得研究界，但相关研究却不如场认知风格领域那么丰富。

根据概念化速度理论的描述，深思型者的特点是获取信息时具有系统性，处理问题时较为谨慎，而且在寻求答案时比较关注准确性，因而得出结论往往需更多时间。而冲动型者往往凭直觉来获取信息，易于快速得出结论而较少注意准确性。

根据这样的特点，人们设想深思型者可能是更优秀的二语学习者。但实际的研究一方面证实了这一假设，即深思性认知风格与成功的二语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得出了折中的结论，即结合二者长处的学生才是优秀的语言学习者。

1973年，多龙（Doron，1973）研究了成人英语二语习得中阅读与深思性和冲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深思型者阅读速度虽缓慢，但更准确一些。休威特（Hewett，1983）的研究发现，这一组认知风格与二语阅读有很大的关系，其中深思型者的阅读测试得分明显高于冲动型者。

不过，杰米森（Jamieson，1992）的多变量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即深思性/冲动性与语言熟练度既没有积极的关系，也没有消极的关系。他用MFFT作为测量被试的深思性/冲动性的工具，并采用萨尔康德和赖特（Salkind&Wright，1977）的计分法计算两种连续的变量，把被试的表现分为4种，分别为：+I（impulsive，反应快而准确率低的，即冲动型）、-I（reflective，反应慢而准确率高的，即深思型）、-E（fast accurate，反应快而准确率高的，即高效型）、+E（slow inaccurate，反应慢而准确率低的，即低效型），再把这些变量与语言成绩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反应快而准确率高的被试，即同时具有快速和准确两个特征的被试，才是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因而，他所认定的好的语言学习者仍是那些同时兼有深思性和冲动性两种认知风格长处的人。

由此可见，任何绝对的深思性和冲动性对二语习得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这两种认知风格类型的学习者能够有意识地扬长避短，适当调整自己的认知风格，会对二语学习产生良好的效果。

3.2.5 中国国内的二语习得认知风格研究

3.2.5.1国内二语习得认知风格研究简况

我国关于认知风格与外语学习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约20年。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开始活跃，呈方兴未艾之势。不过，大部分研究主要是介绍、评论国外的研究，并探讨该研究对我国外语教学的意义。而深入、系统的实证性研究还不多见，且集中于场独立性/依赖性、深思性/冲动性等领域。

在对外汉语教学界，直到进入21世纪以来，认知风格与汉语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并出现一些零零星星的研究，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还相当薄弱。

2000年，徐子亮较早注意到学习汉语的欧美留学生和日韩留学生的场认知倾向对汉语学习的影响。在认知风格与汉语学习策略的关系方面，徐子亮（2005）对不同认知风格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策略运用上的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认知风格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注意策略、信息编码、记忆策略等一系列学习策略的使用，也关系到元认知的调控，并因此对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产生作用。

王添淼（2007）就场认知风格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影响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就语言能力方面而言，综合填空和语法结构与场认知风格关系最大，表明场独立型者在此方面有较强的能力和优势，成绩明显比场依赖型者好；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相关系数较低，但场依赖型者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的成绩高于场独立型者。在口语测试方面，场依赖型者口语表达、交际和归纳能力较强，善于口语学习和用汉语进行交际，所以口语测试方面成绩较高。

彭云、李柏令（2008）讨论了场认知风格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意义，并指出：“如何让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学习者的认知风格相匹配，以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爷、‘因材施教爷的教学理念，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在认知风格与汉语课堂学习需求的关系方面，吴思娜、刘芳芳（2009）对不同风格留学生的汉语课堂学习需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场独立型和场依赖型学生在讲练比例、提问方式、纠错方式的要求、喜欢的学习材料、学习方式、偏爱的教学活动上都存在差别。

2011年，丁安琪、吴思娜（2011）、王静（2011）分别报告了各自针对汉语学习者认知风格与汉语习得关系的实证研究。

3.2.5.2针对汉语学习者认知风格与汉语习得关系的2项实证研究

1.针对来华留学生认知风格与汉语学习成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2011年，丁安琪、吴思娜（2011）出版专著《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实证研究》，报告了一项针对来华留学生认知风格与汉语学习成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该研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短期汉语班的225名留学生为对象，被试的汉语水平从初级到高级分为A、B、C、D、E5个等级。调查采用EFT为调查工具，以学生的期中考试成绩为汉语学习成绩依据。

结果显示，认知风格和汉语学习成绩的关系与汉语学习阶段以及汉语学习科目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A、B级），场认知风格的不同类型对学习成绩没有任何影响。在汉语学习的中级阶段（C、D级），认知风格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在C级阶段，在汉语综合和口语两门课中，场独立型者都比场依赖型者成绩好，但在写作课中，差异不显著。到了D级阶段，认知风格的作用依然存在，但已开始减弱，除了汉语综合课中依然是场独立型者明显更好，但在口语和阅读两门课中差异不显著。在E级阶段，认知风格的作用又变得不再显著。

由此可见，认知风格与学习成绩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场独立型者只是在中间阶段优于场依赖型者。同时，认知风格对汉语学习成绩的影响只存在于汉语综合和口语两门课中，其表现是场独立型者比场依赖型者更好。

2.针对母语环境下汉语学习者认知风格对汉语合作学习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2011年，王静（2011）发表硕士论文《认知风格对泰国大学生合作学习的影响》，从认知风格的角度分析了泰国学生在认知过程中所采用的习惯化的态度和方式，探讨了如何有效地组织汉语课堂的合作学习问题。

该课题在场认知风格理论和合作学习理论的指导下，以泰国大城皇家大学汉语选修班的学生为合作学习教学实验对象，通过对学生进行EFT和自陈式认知风格量表的测验，得出相关结果，并分析被试的认知风格偏向，据此组织学生进行前后相续的三个合作学习实验，观察场同质组、场异质组的合作学习能力，记录不同认知风格的被试在合作学习中所承担的角色，分析认知风格对合作学习的影响。

该课题的被试为汉语日常听说班的学生，共36人，其中男生4人，女生32人。他们均来自于大城皇家大学的各个年级的不同专业，年龄在19——22岁之间。

EFT测验显示，偏向场独立型和场依赖型的被试各为15人，介于其间的6人。以性别区分，偏向场独立型的女生13人，男生2人；偏向场依赖型的女生14人，男生1人；介于其间的女生5人，男生1人。

自陈式认知风格量表显示，偏向整体型风格的10人，偏向分析型风格的13人，偏向不明显的13人。以性别区分，偏向整体型风格的女生7人，男生3人；偏向分析型风格的13人，均为女生；偏向不明显的女生12人，男生1人。偏向言语型风格的5人，偏向表象型风格的25人，偏向不明显的6人。以性别区分，偏向言语型的均为女生；偏向表象型的女生22人，男生3人；偏向不明显的女生5人，男生1人。

对以上测量结果，该研究分析认为：

第一，认知风格偏向性不明显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分别是17%、36%、17%。这与被试所处的年龄层有关。虽然认知风格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大学生与中小学生不同，随着年龄的变化以及思维方式的成熟，他们能够有意识地根据需要调节自己的认知风格，以便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事物。因而被试在受测过程中，在思考问题的答案时可能考虑了更多的因素，尤其是在自陈式报告中，出现了大量的偏向不明显的结果。

第二，偏向表象型风格的人数远远超过偏向言语型风格的人数，绝大多数学生属于偏向表象型或偏向性不明显的认知风格。这与被试的民族文化背景有关。作为泰国大学生，他们性格温和，在日常活动中体现出了行动比较随性、缓慢的特点。他们在思维方式上更直接，更具形象性，也较有艺术天赋。

第三，被试的认知风格与其所学专业有一定的相关性。泰国学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一般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常常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专业。因此，他们的专业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他们的认知偏好。同时，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他们也会受到自己专业的影响，开始出现朝适合自己专业的认知风格转变的趋向。如会计学专业的本科生往往偏向于场独立型的认知风格，语言类专业的学生偏向场依赖型的学生居多，为数较少的言语型者较多出现在英语系的被试中，生物学专业的被试则较多表现为分析型的认知风格等等。

在对场独立和场依赖两种类型被试的教学观察中，该研究发现，认知风格偏向场独立型的学生理解教师所教授的内容及指令的速度较快，偏向场依赖型的学生理解教师指令的速度相对较慢，他们更倾向于听周围同伴的解释才进行下一步的学习。因此，场独立型的学生比较适合学习语言形式，他们在课堂上理解知识的效率要比场依赖型的学生高。

在观察认知风格对合作学习的影响方面，该研究将参与教学实验的学生分为场独立型同质组、场依赖型同质组以及场独立型——场依赖型异质组，观察学生在合作学习中的状态及小组合作学习效果。

结果发现，在小组任务进行过程中，认知风格异质组能够很快进行分工并进入合作状态，而两个认知风格同质组的组员常常在角色的分工上争议很长时间，进入合作状态很慢。3个小组进入合作状态的快慢顺序依次是认知风格异质组、场独立型同质组、场依赖型同质组。在任务汇报中，认知风格异质组和场依赖型同质组在记录合作学习的报告内容时较详细，认知风格异质组在小组汇报中质量较高，而两个认知风格同质组完成的效率相对较低。这一结果表明，认知风格异质组比同质组更适合合作学习。

3.3 学习策略

3.3.1 什么是学习策略

“学习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学习的各种“策略”，具体而言，就是学习者在学习中运用的某些特殊方法或手段，是学习者获取、贮存、提取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和步骤。

任何学习行为，都会涉及策略问题。因此，学习策略问题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学工作者都非常关心的研究课题。

在二语学习中使用的策略，就是“语言学习策略”。语言学习策略与一般的学习策略，既有共性，又有特殊的一面。二语习得研究中所说的“学习策略”，特指“语言学习策略”。

在语言学习策略研究领域，对于什么是学习策略以及学习策略的特点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艾利斯（Ellis，1994）在综合了各种关于学习策略的观点和看法之后，曾归纳出语言学习策略的8个特点：

（1）学习策略既可以指一般的学习路子（general approaches），也可以指二语学习中采取的特定动作（specific actions）或技巧（techniques）。

（2）策略是以问题为指向的（problem-orientated），即学习者采用学习策略是为了解决一些学习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3）学习者一般都能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策略，如果别人要求他们描述自己的所做所想（what they are doing/ thinking），他们是能够描述策略的内容的。

（4）策略包括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ur and non-linguistic behaviour）。

（5）语言策略可以使用一语或二语执行。

（6）有些策略是显性的（explicit）、可直接观察的（directly observable）行为，有些则是隐性的（implicit）、不能直接观察的心理活动。

（7）策略主要给学习者提供可处理的二语信息，因此对语言学习“间接地做贡献”（contribute indirectly），但有些策略也对语言学习“直接地做贡献”（contribute directly）。

（8）策略的运用因学习任务而异，因学习者个人的偏好（preferences）而异。

此外，下列特点也已得到广泛认可：

（1）作为二语学习者为了提高二语水平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学习策略体现在二语习得和使用的全过程中。

（2）学习策略是灵活的，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

（3）学习策略是可以教授、培训的。

3.3.2 学习策略研究的发展

学习策略研究的先驱者是卡尔顿（Carton）。1966年，他出版《外语学习中的“推理法”》（The“Method of Inference”in Foreign Language Study）一书，首次提出，不同的学习者会运用不同的推理法学习外语（Carton，1966）。

1971年，卡尔顿（Carton）发表论文《推理——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Inferencing：a process in using and learning language），专门讨论了推理策略的使用，并把推理策略区分为3种：语内线索推理、语际线索推理和语外线索推理（Carton，1971）。

自此以来，对学习策略的研究已有40多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的来看，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

1.初创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一个方面，针对学习效果好的学习者的特征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并很快发展为学习策略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两个重点：一是归纳并描述学习策略，二是对学习策略进行分类。即研究者主要致力于探索某项学习策略对完成外语学习任务的影响、调查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归纳学习策略并对学习策略进行分类。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学好二语，而有的人则不行。

受到卡尔顿（Carton）研究的启发，鲁宾（Rubin，1975）发现，成功的外语学习者在心理特征和学习方法上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她设想，一旦这些有效的学习策略被筛选出来，就可以教授给较差的学习者，使他们也成为优秀的学习者。

于是，鲁宾（Rubin）通过观察课堂、采集课堂影音资料、听取学生讨论、观察自己语言学习情况和收集教师的观察结果等方式，率先系统地研究了英语学习成功者的共同特点，并发表论文《“语言善学者”可以教给我们什么?》（What the“good language learner”can teach us?），堪称学习策略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文中，鲁宾（Rubin）总结了这些成功学习者通常采用的7项学习策略：

（1）乐于并善于猜测。

（2）具有强烈的交际愿望。

（3）不受二语知识的欠缺所约束，不怕犯错误，不怕出丑。

（4）不仅注重交际，也注重语言形式。

（5）不断实践，经常寻找一切交流机会。

（6）监控自己和别人的话语。

（7）关注语言形式在社会环境中的意义。

几乎与此同时，又相继出现了若干重要成果。主要有：

斯特恩（Stern，1975）发表论文《我们可以向语言学习者学习什么?》（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总结了10条学习策略。

黄——菲尔墨（Wong-Fillmore，1976）研究了美国5名5——7岁说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儿童英语学习的8项策略，其中包括3项社交策略和6项认知策略。

奈曼等人（Naiman et al，1978）对外语学习者的个人性格、认知风格和策略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调查，总结了成功的语言学习者的5大策略。

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都给后来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但这些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没有理论做指导，没有理论基础。这样就存在两个缺陷：

（1）通过实际观察、问卷和访谈等手段发现的学习策略尽管数量很多，但不全面，也不系统。很多学习策略从外部是无法观察到的，而学习者也很难准确地描述自己所使用的学习策略。

（2）人们既不能肯定哪些学习策略是基本的，哪些是辅助性的，也不清楚学习策略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这是造成学习策略分类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2.成熟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更多关于学习策略的定义、分类以及相关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策略研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采用理论先行的原则。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是单纯地从经验出发，而是以各种语言习得理论为指导。如克拉申（Krashen）的监控模型、安德森（Anderson）的认知学习理论，以及其他对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成果，都为诸多学习策略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2）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微观。这一时期的研究倾向于某一方面策略的研究，如阅读理解策略、听力理解策略、词汇学习策略等。有的甚至研究词汇学习中某一方面的学习策略。

（3）研究方法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方法关系到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有些研究的失败或先后得出互相矛盾的结论，主要就是由于研究方法不可靠。

（4）研究从理论走向实践。与年龄、智力、动机等方面的研究的不同之处是，学习策略研究有较强的实践性。只要是被证明有效的学习策略，就可以培训学习者使用这些策略，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差不多同时出现的2项著名研究为学习策略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奥克斯福特（Oxford，1986）总结了前人的学习策略分类，把学习策略概括为“主要策略”和“辅助策略”2大类，包括64项个别策略。根据这样的分类框架，她研制了名为“语言学习策略清单”（The Strategy Inventory for Language Learning，SILL）的自陈式调查问卷，为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简便可行的工具。1990年，奥克斯福特（Oxford）对学习策略分类系统和SILL作了较大的修订。在分类方面，学习策略调整为“直接策略”和“间接策略”两大类。

其中，直接策略包括“记忆策略”、“认知策略”、“补偿策略”等3小类；间接策略包括“元认知策略”、“情感策略”、“社交策略”等3小类。小类下再分子策略。如，记忆策略包括“运用形象和声音”、“认真复习”、“运用动作”等；认知策略包括“练习”、“接收和传送信息”、“为输入输出建立规则”等；补偿策略包括“猜测”、“克服说写中语言知识的不足”等；元认知策略包括“建立学习重点”、“安排和计划学习”、“评价学习”等；情感策略包括“降低焦虑程度”、“鼓励自己”、“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等；社交策略包括“问问题”、“和别人合作”、“同情别人”等。

奥马雷（O'Malley）和夏莫（Chamot）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持续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实证研究，根据信息加工的认知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学习策略类型三分法：“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和“社交/情感策略”（social/ affective strategies）（O'Malley&Chamot，1990）。具体而言：

（1）元认知策略：指用来控制、调节和指导语言学习过程的策略，并涉及对学习过程的思考，包括计划、监测和评估。这种策略利用认知过程中获得的知识，通过确定学习目标、监控学习过程和评估学习结果等手段来调节语言学习。包括事先组织、直接注意、选择性注意、自我管理、事先准备、自我监控、延迟产出、自我评估等8项子策略。

（2）认知策略：指巧妙地处理学习材料或在学习中使用特定的技巧。通过对学习材料直接分析、转换或综合来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活动，与完成具体学习任务有直接关系。包括重复、查资料、直接的全身反应、翻译、归并、记笔记、演绎、重组、想象、听觉表征、关键词、语境化、精加工、迁移、推理等15项子策略。

（3）社交/情感策略：指学习者选择与其他学习者和本族语者交流的方法。它关注学习者与同学合作、问老师问题或用特定技巧减轻焦虑感。包括合作、要求澄清等2项子策略。

这样的分类法，具有多层次、系统性、综合性等特点，有利于研究哪些策略或策略组合能有效地促进语言学习，堪称学习策略分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分类法。

3.繁荣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学习策略的研究继续发展，并且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

（1）学习策略的研究与自主学习的研究相结合。把学习策略的研究与自主学习的研究结合起来，使得学习策略研究的目标更明确、更长远、更有意义。对语言学习者来说，提高在校期间的学习效果固然重要，但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更为重要。一旦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学习者就可能把这种能力运用到其他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之中。

（2）学习策略的培训成为学习策略研究的重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大多数学习策略的研究者开始把重点转向学习策略的培训研究，有的甚至开始研究以学习策略为基础的学习模式。为便于一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学习策略培训，研究者还研制了一系列语言学习策略培训手册，具体介绍语言学习策略及培训办法。

（3）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策略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语言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不仅与学习者的年龄、智力、学习风格、学习潜能、态度、动机等个体因素有密切关系，而且与学习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及他们的文化熏陶有密切关系。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研究者开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学习策略使用情况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学习策略研究的主要问题，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吴勇毅，2007）：

（1）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所使用的学习策略调查，包括在习得听、说、读、写各种技能以及掌握语言知识（词汇、语法等）时所使用的策略。

（2）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善学者）与不成功的学习者（不善学者）的学习策略使用的对比分析。有人认为学习策略有好坏之分，因而区分出“正确的学习策略”与“错误的学习策略”，后者如“负迁移”、“过度概括”、“简化”和“训练迁移”等；有人认为策略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使用的时机、阶段是否得当，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是否合适。

（3）学习策略理论研究，包括对学习策略本质的探讨、各种学习策略的确认（确定学习策略的内容）和分类，学习策略与学习者中介语系统发展的关系，以及学习策略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学习策略与认知理论/习得理论、交际理论、教学理论的关系等。

（4）学习策略的使用与学习效果、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即学习策略的作用与有效性的研究；是不是所有的学习策略都能使语言学习者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学习策略使用的种类与频率与学习效果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如果说学习策略有助于二语学习，那么在学习过程中，是某个策略单独起作用还是一组策略同时在起作用等的研究。

（5）影响策略使用的诸因素，尤其是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学习者本身的心理认知因素，以及环境因素（课堂环境、社会环境）的研究。

（6）儿童语言习得策略的研究，以及一语与二语学习策略的对比研究。

（7）策略与语言环境的关系研究，在二语环境中跟在外语环境中使用学习策略有否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对策略使用有否影响。

（8）学习策略培训研究，学习策略能否培训，培训的方式以及策略培训对二语学习的有效性研究等。

3.3.3 中国国内的语言学习策略研究

3.3.3.1国内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简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语教学界对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策略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国内的研究虽然开始得比国外晚得多，但是刚好与国外的研究繁荣期接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论著，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据文秋芳、王立非（2004）统计，在1994——2004年的10年间，我国学者在国内外各类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论文有500多篇，出版专著6部、论文集2种，国家级科研项目6项。另据段然（2012）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统计，2000——2010年10年间关于外语学习策略的学术论文，共计1606篇。

对外汉语教学界针对学习策略的研究更晚于外语教学界。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才陆续出现了一些汉语二语学习策略研究，主要有：

1998年，杨翼（1998）发表《高级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的关系》一文，较早开展了汉语二语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该研究针对18名高级汉语留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定量考察分析，并解释了高级汉语学习者的常用学习策略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功能操练策略、形式操练策略和自我管理策略基本上都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而利用母语策略不利于提高学习效果。

徐子亮（1999）采用访谈、言语行为记录和问卷的形式，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策略进行了分析，总结出留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学习策略。

吴平（1999）以偏误分析为基点，考察了外国学生在写作时经常错误使用的4种学习策略，并进一步分析了与写作整体有关的语篇上的学习策略。

进入本世纪以来，对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研究逐渐成为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据吴勇毅（2007）统计，在1998——2006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58篇。这些研究涉及的课题主要有：学习策略理论评介、综合性调查研究等宏观研究文章19篇，听力、写作、口语、阅读、词汇、汉字等学习策略的微观研究文章39篇。

3.3.3.2针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2项研究

1.针对不同环境下的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研究

2007年，吴勇毅（2007）发表博士论文《不同环境下的外国人汉语学习策略研究》，通过大样本（535人）、小样本和个案的研究，对外国人在母语和非母语环境下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进行了4项定量和/或定性的分析。内容包括：

（1）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总体趋势研究。研究发现，留学生在学习和习得汉语的过程中最常用的策略是补偿策略，其次是社交策略、元认知策略和认知策略，再次是情感策略，最不常用的是记忆策略。策略使用与许多因素相关。

（2）成功的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分析。研究发现，成功的汉语学习者最常用的是认知策略、补偿策略、社交策略，其次是元认知策略，最不常用的是记忆策略和情感策略。这与“一般的汉语学习者”不尽相同。性别与学习策略的使用有关。

（3）意大利学生汉语学习策略使用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学生在口语、听力和阅读学习方面，在二语环境和母语环境下，使用了许多不同的学习策略。学生运用了许多练习书写和记忆汉字的策略，而元认知策略的使用，使得学生不仅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学习，还能够实时监控自己的言语行为，发现错误并且纠正错误。

（4）善听者与不善听者的听力学习策略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善听者和不善听者在听力的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善听者在听力过程中，在关注意义的基础上还非常注意语言的形式，他们运用各种听力策略，主动参与听力的信息加工过程而不是被动接收，在策略运用上比较灵活和多变，这使得他们在听力中遇到的困难有所减弱。

2.针对国别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及其与其他变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2011年，丁安琪、吴思娜出版专著《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实证研究》，报告了一项针对马来西亚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及其与性别、汉语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该研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马来西亚本科1——3年级学生为对象，有效调查人数为80人，其中男生39人，女生41人；一年级32人，二年级25人，三年级23人。调查工具采用奥克斯福特（Oxford）的SILL调查问卷和访谈两种形式。

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被试对汉语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较高。他们最常使用的是元认知策略、其后依次为社交策略、认知策略、情感策略、补偿策略，最不常用的是记忆策略。

该研究分析认为，马来西亚学生最常使用元认知策略的原因，除了具有成人学习者的一般特点之外，也与他们的语言学习背景有关。即，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多语言的学习背景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新的语言，并对新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管理。

不过，该研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证明马来西亚学生的语言学习背景与其元认知策略使用倾向之间，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学生的相关性。

关于被试最不常使用记忆策略的原因，该研究通过访谈发现，被试认为记忆生词是一件非常枯燥无聊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很少主动寻找一些有助于学习的记忆方法。

在被试汉语学习策略与性别的关系方面，该研究没有发现显著差异。但在具体的策略使用情况来看，男性被试在与别人谈话中比女性被试更常使用提前预测策略。

在被试汉语学习策略与年级的关系方面，该研究发现，整体上差异显著。即二年级使用策略最多，一、三年级使用策略较少。分析认为，一年级时由于汉语水平较低，很多策略的使用往往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二年级时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使用学习策略的限制逐渐减少，成功的语言学习也促进了学习策略的使用，因而学习策略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三年级时学习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是语言水平较高，使学习的焦虑感和紧迫感开始下降；另一方面是离毕业还早，对学习需求产生了迷茫感，因此整体上进入了学习的懈怠期。

总之，二语习得的能力和方法是影响二语习得过程和成效的个体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已经展开了几十年的研究，无论在语言学能、还是在认知风格以及学习策略领域，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就中国国内而言，相关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久，各领域研究的发展也极不平衡，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选择性。在3个领域中，与语言学能研究少人问津、认知风格研究不温不火相比，学习策略研究尽管开始得最晚，却是一枝独秀，呈现出向国外先进水平急起直追之势。

人们之所以对学习策略研究情有独钟，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由于其实用性，即可以直接用来指导教学。正如艾利斯（Ellis，1997）所指出的：学习策略研究既对语言教学法又对解释二语学习中的个体差异有着可观的前景。

不过，我们认为，要想在整体上提高二语习得能力和方法的研究水平，尤其是理论水平，语言学能研究和认知风格研究同样是不可偏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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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

“龟兔赛跑”是一则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兔子具有天生的奔跑能力，是乌龟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由于兔子在途中睡了一觉，结果就把“赛跑冠军”拱手让给了乌龟。

在一些竞技性活动中，人们也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有的选手“正常发挥”而如愿以偿，有的选手“超常发挥”而成为一匹“黑马”，而有的选手却“发挥失常”而一败涂地。

在所有这些反常的事例中，人们看到，能力与成就之间要么没有关系，要么是相反的关系。那么，其中起作用的就不是能力因素，而是情感因素了。

上一章我们讨论语言学习的能力和方法问题时，认为“善学者”可能具有较强的语言学习能力和/或较好的学习方法。然而，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方法并不能与学好一门二语划等号。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我们还是以赵元任的语言学习经历
[1]

 为例。他的语言学习能力固然令人惊叹，而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极为强烈的语言学习动机和“玩儿语言”的心态。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是一位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然而他年轻时主修的专业并非中文、外语或语言学，而是数学和哲学。但他对语言就是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的表现，一是喜欢学，一是大胆用。

首先是喜欢学。赵元任不仅“活到老学到老”，而且“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甚至是“逮谁学谁”，不放过任何学习语言的机会。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对赵元任的语言学习来说，有时根本不需要“三人行”，只要有“第二人”在场就够了。

赵元任从小除了喜欢学说各处不同的方言以外，在外语学习方面也同样表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除了从小就认真学英文，对其他一些重要语言也很感兴趣。为了报考公费赴美留学，“考的前头不几个礼拜我还自修了一阵子拉丁文”。到了美国，“在大学头两年当然得选一门外语，是必修科之一。我选了德文，又自动选了二年级的德文”。在此期间，他的法文是从一个国际函授学校学的，后来“转到了哈佛的研究院……我也选了梵文”。

其次是大胆用。赵元任每当学了一种新的语言之后，就大胆找当地人试用，加以验证。要是“蒙”对了，有人过来“攀老乡”，自己也挺有成就感而得意洋洋；万一“失言”而闹了笑话，也不怕出丑，反而觉得挺好玩儿而津津乐道。

例如，有一次，赵元任在欧洲开车旅行，经过瑞士的德语区。为了“送车到车行上上滑油、检查一下机器等等，所以晚上就拿了一本辞典查了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早晨到了车行，谁知道他们一看见我们是外国人，不说他们自己的德国话反而对我说起法国话来了。我说，那不成，我昨儿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呐”。这种“非得用德文”的心情，可见他语言学习的执著态度。

事实上，赵元任的外语学习也并未“百战百胜”、“屡试不爽”。例如，他的西班牙语就曾经“败走麦城”。那是有一次他到墨西哥参加国际会议，“我早晨用我的二五眼的西班牙话叫早餐。过了一会儿，饭厅里用英文打电话来问，先生叫的是什么东西?”
[2]

 看来，他的西班牙语确实够“二五眼”的，别说“蒙”过墨西哥人，人家愣是没听懂。

从以上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赵元任语言学习的成功，除了惊人的语言学习能力，更可能得益于情感因素。也就是说，他能够把情感因素调整到促进语言学习的最佳状态。

二语习得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主要包括学习动机和学习者个性等问题。本章将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4.1 学习动机

4.1.1 动机和学习动机

4.1.1.1动机

动机（motivation）是心理学的分支——动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指人们试图做某事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促使人们做事的主观原因或需求等。一般来说，人们有意识、有计划地去做一件事情，必有其动机。

本来，“动机”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并无褒贬色彩。它的同义词“居心”则是纯粹的贬义词。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是从道德评判的角度去看动机的，而且往往是在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事情之后，才来追究行为者的动机。例如，有时某人做错了一件事，人们会辩护说：“出发点是好的”（一般不说“动机是好的”）；有时某人做了某事，即使看起来是好事，人们也会揭露说：表面看是好心，实则出于“不良动机”，或者“动机不纯”等。著名的“王海式打假”，其最受争议的就是打假的“动机”。而一旦发生了刑事案件，也必然要分析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或“作案动机”；如果讲不出动机来，也是很难定罪量刑的。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里虽然是在表扬白求恩，却还是把“动机”与“利己”连在一起。“动机”的这样一些经常性的用法，就使之“感染”上了一定程度的贬义。

不过，动机心理学所研究的“动机”，则始终是一个中性词，其涵盖范围也广泛得多。在动机分类上，确实也可以从动机的正确性和社会价值角度分为“高尚动机”和“低级动机”两类。例如，有一种“马基雅维利动机”
[3]

 就是如此。而大部分动机类型，则并不涉及道德评判。其中受到较多关注的主要是“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又译“内部动机”）和“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又译“外部动机”）等。

内在动机，即人们对做事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动机，它不需要外界的诱因（即鼓励或惩罚）来使行动指向目标，因为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动力。这是一种“重在参与”而“乐在其中”的动机。

具有内在动机的行为者能在行动中得到满足，他们积极地参与行动过程，而且在他人评估之前就能对自己的表现有所了解。他们具有好奇心，喜欢挑战，在解决问题时具有独立性。

例如，人际交往中的“助人为乐”精神，体育比赛中的“奥林匹克精神”，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动机。赵元任的语言学习经历，也是内在动机的最好注脚。

外在动机，即由外界诱因所引起的动机，是对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感兴趣。这是一种“重在结果”而“目标明确”的动机。

具有外在动机的行为者一旦达到了目的，其动机便会下降。另一方面，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往往采取避免失败的做法，或是选择没有挑战性的任务，或是一旦失败，便一蹶不振。

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德齐和瑞安（Deci&Ryan，1985）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人类先天具有心理成长和发展的潜能，个体在充分认识个人需求与环境信息的基础上，能对行为做出自由的选择。该理论发展了传统的“内在/外在动机”理论，认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二者位于一个连续统的两端，每一个体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自我决定（即内在化）的程度。内在化程度较高者，为内在动机，反之则为外在动机。

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根据动机的内在化程度，由低到高把它分为4个次类型：

（1）外部调节型（External Regulation），指个体的行为完全遵循外部规则，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外部要求，或是为了获得附带的报酬。它是外在动机中最具有控制性的形式，没有内化发生，个体行为完全受到行为结果的影响。

（2）投射调节型（Introjected Regulation），指个体吸收了外在规则，但没有完全接纳为自我的一部分，是相对受到控制的动机类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从事一项活动是为了避免焦虑或责怪，或是为了增强自我。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个体去做某件事，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或避免失败，以维持价值感，但还没有体会到是自我的真正部分。

（3）认同调节型（Identified Regulation），指个体对一个行为目标或规则进行有意识的评价，如果发现这个行为是重要的，就接纳为自我的一部分。个体更多地体验到自己是行为的主人，感觉到更少的冲突。它含有更多的自主或自我决定的成分，是最具有自主性的外部动机形式。

（4）融合调节型（integrated regulation），指个体的某一行为出于与自己的价值观、需求等完全的融合。

其中，前3项为外在动机，第（4）项则为内在动机。

在“自我调节理论”的基础上，加拿大运动心理学家瓦勒兰德（Vallerand，1997）提出了“内在和外在动机的分层模型”（hierarchical model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HMIEM）。他进一步把内在动机分为3个次类型，即：

（1）知识型内在动机（IM-Knowledge），指个体为了获得新的知识，了解周围的事物，探索世界，满足个人好奇心或兴趣。

（2）成就型内在动机（IM-Achievement），指个体试图达到某一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在这种动机的调节下，个体遵循内在需要，迎接挑战，超越自我。与知识型动机比较，它具有更多的自我决定成分。

（3）刺激型内在动机（IM-Stimulation），指个体把行为完全接纳为自我的一部分，从事某种活动是为了行为本身内在的快乐。它是最具有自主性的内部动机形式。

根据这6种次类型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在内在/外在动机的连续统中，将它们从自主性到控制性依次排列为：

[image: picture]


同时，自我决定理论也注意到第三种动机现象，即“无动机”（amotivation，又译“动机缺乏”），指个体认识不到他们的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即“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从事的活动毫无兴趣，没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调节行为以确保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是最缺少自我决定的动机类型。

4.1.1.2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learning motivation）是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是指直接推动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内部动力，是激励和指引学生进行学习的一种需求。它包括学习对象的选择、为达到目的而做的努力、想达到目的的持续的愿望等方面。

针对学习动机的研究旨在探讨动机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它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一般认为，学习动机和学习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关系：

（1）学习动机和学习互相关联：学习能产生动机，而动机又推动学习。动机具有加强学习的作用，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持一定的唤醒水平，指向特定的学习活动。一般而言，动机水平高的学生，其成就也高；反之，较高的成就水平也能导致较高的动机水平。

（2）学习的持续需要动机来维持：人类生活中的大量学习，也可以是在没有任何明确的学习意向的情况下偶然发生的。但是，要有效地进行长期的有意义的学习，动机是绝对必要的。

（3）动机的中等程度的激发或唤起，对学习具有最佳的效果：动机过弱不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动机过强则会造成学习效率的降低。动机过强或过弱，不仅对学习不利，而且对保持也不利。在难度不同的学习任务中，动机的强度影响着解决问题的效率。随着任务性质的不同，动机水平的最佳值也会随之不同。在比较容易的学习任务中，工作效率随动机的提高而上升；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动机水平的最佳值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4.1.2 二语学习动机及其研究

4.1.2.1二语学习动机

二语学习当然也有一个学习动机问题，即二语学习动机。根据加德纳（Gardner，1985）的定义，二语学习动机是“个体出于愿望或满足感在学习语言时的努力程度”。

动机对二语学习的重要性，很早就引起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注意。科德（Corder，1967）曾在《学习者偏误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只要有动机，一个人就必然能学会一种第二语言，假如他接触到这种语言数据的话。”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72）也强调，尽管学习者在语言学能上的差异很大，但与语言学能相比，动机在学习者身上起到更大的作用。鲁宾（Rubin，1975）在《“善学语言者”可以教给我们什么?》一文中则认为：“学能、动机和机会，是解释语言学习不同成功度的三项因素。”

真正对二语学习动机和态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社会心理学家加德纳（Gardner）和兰伯特（Lambert）。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59）就对加拿大蒙特利尔英语背景高中生的法语二语学习动机进行了二语习得动机变量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兰伯特（Lambert，1963，1967）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双语的心理学”理论，首先把二语学习动机分为“融入性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性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两大类。

加德纳（Gardner）和兰伯特（Lambert）经过大量的测试和多变量的因素分析，发现态度、动机、语言学能跟二语的熟练程度之间呈现出相关关系。然而，兰伯特（Lambert，1967）指出：“要求在交际中主动使用语言的技巧，比如发音准确程度、听力，则主要取决于学习法语的融入性动机的强弱，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习能力的大小是不重要的。”

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二语习得的成功是以动机为前提的。缺乏足够的动机，即使是最具有语言学能的学习者也不可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即使有最好的老师，用最好的教学材料，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足够的动机将可以弥补语言学能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1985年，加德纳（Gardner，1985）设计了语言学习动机自陈式量表——“态度/动机测验题套”（Attitude/ Motivation Test Battery，AMTB），成为权威性的外语学习动机和态度调查工具，对此后的二语学习动机和态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而，加德纳（Gardner）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成为二语学习动机和态度研究最初30多年的主导模式和研究典范。直到20世纪80年代，二语学习动机和态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进行的，以至于当时几乎所有类似的研究都成了“对加德纳研究的注解”（Skehan，1989）。直到90年代起，二语学习动机和态度的研究才打破了加德纳（Gardner）的主导理论模式，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4.1.2.2加德纳的动机理论和二语学习动机的融入性

20世纪60年代起，加德纳（Gardner）和兰伯特（Lambert）在二语学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深入考察了语言学习动机问题。

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72）指出，语言学习动机与其他学习动机具有质的不同，因为语言学习远比掌握一项技能或知识要复杂得多。外语课和其他课程不一样，它不是中性课程。学生对特定语言社团的态度和对其文化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甚至地理、政治等因素，都会影响语言学习。换言之，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人群的态度，对他们学习目的语的动机会有显著影响，并直接影响他们的语言学习效果。这种情感状态就是“融入性”（integrativeness，又译“融合性”、“整合性”）。融入性倾向较强的动机，即为融入性动机；反之，则为工具性动机。

融入性动机，指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及其文化感兴趣，希望能融入目的语社会。

工具性动机，指学习者把目的语作为开展研究、通过考试、找到工作、提高社会地位等的工具。

这种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的二分法一经提出，就成为二语习得动机研究最受关注的分类法。

1.融入性动机与二语学习成效的关系

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72）针对加拿大的法语学习者的研究发现，融入性动机越强，学习成绩越好。因而他们认为，融入性动机比工具性动机更能预测二语学习的成功度。

但是，对这一观点的争议一直很大。例如，欧勒尔和皮尔金斯（Oller&Perkins，1978）的研究表明，动机的融入性与外语学习结果并无直接关系。

后来，加德纳（Gardner，1985）也承认在某些研究报告中，工具性动机也有可能导致学习成功，但他仍然相信融入性的重要性，因为在许多不同的研究报告中都证明了融入性动机是导致学习成功的重要因素。

同时，加德纳（Gardner，1985）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总结，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教育学模型”（Socio-educational Model of Second Langauge Learning）理论。这是一个类似克拉申“监控模型”理论的庞大理论体系，它把二语习得过程切分为4个大的方面：

（1）先行因素，包括生物学的因素（如性别、年龄）和体验的因素（如学习经历）。

（2）学习者差异变量，包括智力、语言潜能、策略、语言态度、动机、语言焦虑。

（3）语言习得环境，包括正式的环境和非正式的环境。

（4）学习结果，包括语言的结果和非语言的结果。

这个模型的核心概念就是融入性动机，它包括融入性、动机、对学习环境的态度等3个要素：

融入性，包括融入趋向、对外语学习的兴趣、对外语社团的态度。

动机，包括学习外语的愿望、动力、对外语学习的态度。

对学习环境的态度，包括对外语教师的看法、对外语课堂的看法。

其中的“融入性”和“对学习环境的态度”会对“动机”产生影响。

这个模型提出以后，受到了一些批评。艾利斯（Ellis，1994）认为它有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没有描述特定环境对态度、动机和成效的影响；二是缺乏中介语发展的概念，它只关心最终的结果，却无法解释学习者是如何达到这一结果的。

匈牙利学者多尔涅（Dörnyei，1994）则对这个模型中的动机概念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

（1）术语含义不明。例如“融入”一词出现在三个层次上，从低到高依次为“融入趋向”、“融入性”、“融入性动机”，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这非常容易产生误解。

（2）分类异常。例如“动机”被涵盖在“融入性动机”下面，成为它的下位概念，其结果是，每当加德纳（Gardner）谈到“动机”时，人们不容易搞清楚他指的是哪个层面的“动机”：是涵盖融入性动机的一般“动机”，还是指“融入性动机”本身，还是指融入性动机所涵盖的“动机”?

（3）动机与行为混为一谈。动机是一种心理现象，是“动机——行为——结果”链条中的一个阶段。但加德纳（Gardner）的动机概念也包括“动机强度”，指在外语学习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而其实这只是行为，并非动机。

作为对有关批评的回应，特兰布雷和加德纳（Tremblay&Gardner，1995）拓展了原加德纳（Gardner）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社会教育学模型”，把认知心理学中的“期盼价值理论”和“目标理论”中的一些要素融入进来，建立了新的修正模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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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兰布雷和加德纳扩展的二语学习动机模型

这个修正模型仍然坚持“语言态度——寅动机行为——寅学习结果”线性发展的序列，但在语言态度和动机行为之间增加了3个变量：①目标显著性（goal salience），包括目标明确度和目标使用频率；②价值感（valence），包括二语学习的愿望和对待二语的态度；③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包括行为预期、二语使用焦虑和二语课堂焦虑。

这样，他们把认知理论和社会动机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了加德纳（Gardner）的社会教育学模型。

2.工具性动机与二语学习成效的关系

最早开展类似工具性动机研究的是1948年邓克尔（Dunkel，1948）针对现代波斯语学习者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在语法学习中，提供金钱奖励的手段尽管没有发生显著的作用，但还是存在这样的倾向。他总结道：“人们就可以提出：这些观察到的差异即使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也可能具有教育学上的意义。”对此，加德纳和马克因泰尔（Gardner&MacIntyre，1991）评论道：“不管结果是什么，这一研究报告确实为研究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一种明显的工具性动机形式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法论。”

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72）针对加拿大的法语学习者的研究发现，工具性动机对学习成效的预测作用并不大。

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72）针对菲律宾的他加禄（Tagalog）英语学习者的研究，以及鲁克马尼（Lukmani，1972）针对印度孟买的未西化的（nonwesternized）女性英语学习者的研究均发现，工具性动机的作用依语言环境而定，在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兴趣不浓或毫无兴趣，或者学习者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英语人群的环境中，工具性动机的预测作用才显得更强一些。换言之，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在预测二语习得的成功度方面，可能与学习环境有关。即在二语环境（目的语环境）中，融入性动机预测力较强；在外语环境（母语环境）中，工具性动机预测力较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新妻（Niitsuma，1992）针对日本初中生英语外语学习的研究结果的支持。

加德纳和马克因泰尔（Gardner&MacIntyre，1991）也尝试研究了提供金钱奖励的手段与学习成效的关系。一些结果表明，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都促进了学习。还有一些结果表明，当存在从学习中获益的机会时，含有工具性动机的学生比无工具性动机的学生学习得更长，但是当刺激被移走之后，这种差异就会消失。融入性动机的学生和工具性动机的学生都比没有这样动机的学生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正确的答案，这一现象表明这两个因素都具有激励的作用。

根据加德纳（Gardner）的二分法，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动机类型。而且在他看来，融入性动机更能促进二语学习。然而，如上所述，大量的研究报告并不支持这样的观点，而是认为两者都有可能使学习者达到成功，关键在于动机的强度。

也有的研究发现，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并非水火不容的两种动机，有的学习者可能同时兼有这两种动机。例如，埃里（Ely，1986）针对美国一年级大学生的西班牙语学习者的研究发现，优秀的学习者同时具有较强的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

4.1.2.3赫尔曼的动机理论和二语学习动机的动态性

1.赫尔曼的“成效性假说”

在二语习得中，学习动机与学习成效具有相关性，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当调查数据呈现出两者的相关关系时，有时却很难分清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动机影响了结果，还是结果影响了动机。事实上，一般的学习动机理论也认为，动机水平高的学生，其成就也高；反之，较高的成就水平，也能导致较高的动机水平。

赫尔曼（Hermann，1980）的研究发现，那些英语学习优秀的学生会比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动机更加强烈，而且在英语课堂上更加活跃。这表明，学习上的成功促进了学习动机，而不是动机引起了成功。由此，他提出了“成效性假说”（resultative hypothesis，又译“结果性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学习好的人更容易产生动机。动机与学习结果可能是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强烈的动机能刺激学习；另一方面，成功地达到某种目标也能维持原有的动机，甚至产生新的动机。

一些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成效性假说”。例如，斯特朗（Strong，1984）也证实，融入性动机受到学习成绩的强烈影响。斯波尔斯基（Spolsky，1989）也指出：“强烈的动机与态度能使学习者学得更好，反之亦然。”

2.二语学习动机的变化

“成效性假说”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动机的变化问题。在早期的动机研究中，人们往往认为，动机是静态的，即学习者先有某种动机（要么是融入性，要么是工具性），然后开始学习，最后得到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普遍认识到，动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动机水平的浮动、动机种类的转化、动机种类的增减等3个方面。

动机水平的浮动，即“动机提升”和“动机削弱”（demotivation，又译“动机消减”）。例如，威廉姆斯等人（Williams et al，2002）曾调查了英国228名7到9年级中学生法语和德语学习动机，发现学生的学习动机随着年级的增高而降低。

一般说来，影响动机水平浮动的因素主要有学习环境（如学习内容、学习者所处的学习群体、教师的教学）和学习经历（如学习成功与否）等。

例如，多尼察——施密德等人（Donitsa-schmidt et al，2004）在对以色列学校的阿拉伯语二语教学的改革试验中发现，最能预测学习动机的因素是学生对阿拉伯语学习的满意程度。

加德纳等人（Gardner et al，2004）也对加拿大197名中级水平法语学生在一学年内的动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从秋季到春季，学习者的态度和动机呈现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与动机的融入性等一般因素相比，跟特定环境有关的动机（如对学习环境的看法和态度）下降更加明显。②动机的下降与期末成绩有关。期末成绩为A的学生，一般能够保持自己的动机；成绩为B的学生，动机稍微有所下降；成绩低于B的学生，动机下降最为明显。

动机种类的转化，即从一种动机转化为另一种动机。例如，有的学习者原本是出于工具性动机，但通过与目的语所属文化和社团的接触，其融入性倾向越来越占优势，终于转化为融入性动机。

动机种类的增减，即原本只有单一的一种动机，以后又增加一种或多种，或者相反。例如，有的学习者原本只有工具性动机，但在学习过程中，又产生了融入性动机，而其工具性动机并未削弱。当然，有的学生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仅有的一种动机也削弱了，甚至消失而变成无动机。不少研究发现，造成动机削弱的主要原因，一是环境因素，二是成效因素。

3.动机削弱及其影响因素

“动机削弱”是指学生的学习动机强度下降，直至消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动机削弱”问题首先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注意。

1992年，克里斯托佩尔和格拉汉（Christophel&Gorham，1992，1995）在对学习教育传播学（instructional communication）课程的大学生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几乎三分之二的动机削弱都与教师因素有关。他们按顺序排列出了学生提到的导致动机削弱的因素，其中列为前5项的是：①对评分制度和作业不满；②教师没意思，组织混乱，准备不足；③不喜欢课程内容；④教材组织低劣；⑤教师不容易接触，以自我为中心，有偏见，侮辱学生。

受此启发，香伯斯（Chambers，1993）率先在语言教学领域开展了“动机削弱”研究。他将学生对动机削弱的看法和教师的看法进行了对比研究。首先，学生对自身动机削弱原因的看法主要有：①教师意识不到学生根本没跟上自己的思路，还自顾自地继续讲；②教师上课时给出的指令不清晰，学生不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③教学设备较差；④教师对学生的问题解释不充分；⑤教师批评学生；⑥学生不明白时，教师对他们的态度不好；舆使用的教材已过时。而教师一方所观察到的动机削弱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包括心理的、态度的、社会的、历史的、地理的，等等，但往往不涉及“教师的”。

这就说明，师生双方由于立场不同，对动机削弱原因的看法，呈现出互相对立之势。

鉴于教师因素对学生动机削弱的重要影响，多尔涅（Dörnyei）等一些研究者还进一步将“教师动机”（或“教学动机”）概念引入二语习得动机研究领域，并进而探讨影响教师动机的各项因素，诸如“教育工作紧张度高”、“繁文缛节阻碍教师自主发展”、“不当的培训使教师自我效能不足”、“重复的内容限制了智力发展空间”、“不充分的职业结构”等（丁安琪，2010）。

4.1.2.4“自我决定理论”和二语习得的内在动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齐和瑞安（Deci&Ryan，1985）的“自我决定理论”也被引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布朗（Brown，1994）强调了内在动机在二语习得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传统的中小学外语教学过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外在动机，“使学生过分关注教育过程中物质和金钱的奖励，而不是培养学生对知识和经验的内在渴望”。他认为，“以培养学生内在学习动机为主导的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积极的、肯定的环境……结果使学生互相关爱，关系融洽，尊重知识”。

在布朗（Brown，1994）提出的12条教学原则中，其中有两条与动机直接有关。一条是“奖赏预期原则”（Anticipation of Reward Principle），属于外在动机，指如果预期某一行为可能带来奖赏，人们就更有可能去实施这一行为。另一条是“内部动机原则”（Intrinsic Motivation Principle），即最强有力的奖赏来自学习者的内在动力，因为二语学习行为源自个体内部的需求、希冀和欲望，其行为本身就是自我奖赏。而教材和教学的趣味性，就能够引发学习者的内部动机。

“自我决定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自主性”（autonomy），指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能够自己控制学习，并认识到学习的成败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界的因素。在自主性与动机的关系上，“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性先于动机。如果环境有利于学生作出自我决定，就会激发内在动机，从而产生“自主性——动机——成功”的因果链。

然而，斯普瑞特等人（Spraitt et al，2002）在对香港理工大学508名学生英语学习的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学习者的动机越强烈，课外参与自主活动的程度也越高。这就提示，动机和自主性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机也能引发自主性。

而房德格里夫特（Vandergrift，2005）的研究则表明，内在动机可能从很多环境中产生，未必都与自主性有关。

另外，在“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次类型的分类方面，房德格里夫特（Vandergrift，2005）也发现，13——14岁的中学生对这些次类型的区分并不敏感。他认为，对于年龄较小的学习者来说，只有大的类别（即内在动机、外在动机以及无动机）才有意义。

以上这些研究，从二语习得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

4.1.2.5多尔涅的动机理论

1.外语学习动机“三层模型理论”

在对加德纳（Gardner）的动机理论进行批评的同时，多尔涅（Dörnyei，1994）也提出了自己的外语学习动机“三层模型理论”（Three-level Model Theory）。这个模型包括：

语言层（Language Level），指各种与外语学习有关的动机因素，包括融入性/工具性动机。

学习者层（Learner Level），指学习者的自信和成功的需要。

学习情境层（Learning Situation Level），包含3项因素：①课程特定的动机成分（Course-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②教师特定的动机成分（Teacher-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③群体特定的动机成分（Group-specific Motivational components）。

这一理论与加德纳（Gardner）的模型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学习环境层”因素，考虑到了学习环境对动机的影响。其中与课程有关的动机因素有大纲、教学材料、教学方法和教学任务；与教师有关的因素有教师的行为、性格和教学风格；与学习团组有关的因素指学习团组中的动力等。

这个理论强调了动机的多样性，使人们对特定条件下的动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为教师激发学生的动机提供了理论框架。

2.“第二语言动机的过程模型”

多尔涅（Dörnyei）的“三层模型理论”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为了回应讨论，多尔涅和奥拓（Dörnyei&Ott仵，1998）经过深入研究，又提出了“第二语言动机的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of Second Language Motivation）。这个模型的主导思想是，以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动机观，把不同的研究成果综合成一个非离散的、综合的模型。该模型包括两个观察维度，一是行动序列，二是动机影响。

行动序列维度，即将行动序列分为3个主要阶段：行动前阶段、行动阶段、行动后阶段。

（1）行动前阶段：这一阶段与动机的选择有关。这又可分为3个次阶段：目标设定、意图形成、意图实施（commitment）。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次阶段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通常有一定的时间差。

（2）行动阶段：这一阶段与动机的执行有关。这包含3个基本过程：次任务（subtask）的形成与完成（根据行动计划开始分阶段完成任务），复杂的持续评估过程（不断评估来自环境的刺激），行动控制（action control）机制（包括自我调节机制和积极挽救行动机制）的应用。

（3）行动后阶段：这一阶段与动机的反思有关。这包括评估行动结果和考虑将来的行动计划。

动机影响维度，即根据动机序列的大小5个阶段，将动机影响分为5组。

处于行动前阶段的3组：①对目标设定的动机影响；②对意图形成的动机影响；③对意图实施的动机影响。这3组动机影响可以叫做“鼓动力”（instigating force），它决定了行动实施的强度。

处于行动阶段的一组，即④执行动机。处于行动后阶段的一组，即⑤对行动后评估的动机影响。

3.“二语动机的自我系统”

2005年，多尔涅（Dörnyei，2005）引进美国心理学家希金斯（Higgins）提出的“自我不一致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SDT）中的“自我”（Self）概念，即“现实自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应该自我”（Ought-to Self），提出了“二语动机的自我系统”（L2Motivational Self System）框架。

所谓“现实自我”，是指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所谓“理想自我”，是指个体理想中要成为的人和希望拥有的属性，是希望、意愿和抱负的综合。所谓“应该自我”，是指个体觉得自己应该具有的属性，是责任和义务的综合，但与个人的希望和意愿没有关系。“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都能产生一定的动力，引导人们去缩短二者与“现实自我”之间的距离。不过，二者产生的动力是不同的，“理想自我”产生的是“促进”（promotion），关注的是希望、抱负、进步、发展和成就等；“应该自我”产生的是“预防”（prevention），关注的是安全感、责任、义务等，目的是预防负面结果的出现。

多尔涅（Dörnyei，2005）的“二语动机的自我系统”包括3个部分：

（1）“理想二语自我”（Ideal L2Self），指的是以成为一个熟练的二语使用者为目标。这一目标可能产生强大的动力，促使学习者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缩短“现实二语自我”与“理想二语自我”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动机就相当于传统的内在动机或者融入性动机。

（2）“应该二语自我”（Ought-to L2Self），指的是为了避免某种不利后果而应该达到的目标。这样的动机就相当于传统的外在动机或者工具性动机。

（3）二语学习经验，指的是与学习环境和经历相关的动机。

他认为，这个框架把二语学习动机研究和动机心理学的主流理论结合了起来，不但能够兼容二语学习动机研究长期以来积累的成果，也有助于克服融入性动机概念的局限性。因此，这是一个集大成的理论体系。

4.1.3 二语学习者态度及其研究

4.1.3.1态度

态度（attitude）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个人对事物和他人的一种评价性反应。一般认为，态度由三个要素构成：

（1）认知（cognitive）要素，即个人对事物的信念，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的价值或必要性的认识，反映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2）情感（affective）要素，即个人对事物的褒贬反应，是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较复杂而又稳定的评价和体验，如“喜欢/厌恶”、“爱/恨”等。

（3）意动（conative）要素，即个人对待事物或采取行动处理事物时的倾向性，表现为谋虑、企图等。

一般来说，态度的三个要素是协调一致的，即如果激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会引发另两个要素的相应反应。一旦它们不协调时，情感要素往往占有主导地位，从而决定态度的基本取向和行为倾向。

态度主要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察：①向度，即态度的指向，指个体对对象是肯定指向还是否定指向；②强度，即态度的强烈程度，指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③深度，即个体对对象的卷入程度；④向心度，即某种态度在个体的整个态度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程度；⑤外显度，即某种态度在其行为方式和行动方向上的外显程度。

“态度”也是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概念。由于态度反映一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因此人们往往把它看作是一切行为及其结果的前提，并用“好/差”、“诚恳/恶劣”、“认真/马虎”等带有褒贬色彩的反义词来加以评价。

现实生活中的“态度”概念涉及面比较广泛，它既可以指语言表达上所反映的态度，也可以指实际行为中所表现的态度。

首先，在人们的心目中，言行表达上的“态度问题”常常比行为及其结果本身还要重要。例如，“有话好好说”之类，强调的就是语言表达方面的态度。同样，有人犯了错，只要认错“态度好”，就容易得到原谅或减轻处罚。反之，如果“态度不好”、“耍态度”，甚至“态度恶劣”，就可能“抗拒从严”而要付出额外的代价了。

其次，在实际行为中所表现的态度和能力之间，人们也往往更重视“态度问题”。例如，所谓“做不做是态度问题，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从我做起”之类，强调的就是实际行为方面的态度。孟子就曾讨论过态度的重要性。在与齐宣王讨论“不为者”与“不能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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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孟子认为，如果说，“挟太（泰）山以超北海”是真的“不能”，那么“为长者折枝”也说“不能”，就不是真的“不能”，而是“不为”了。他鼓励齐宣王，为了成为仁君，不妨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

孟子讨论的“能”与“为”的问题，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能力与行为问题，实质是能力与态度问题。“不为”有两种情况，一是受主观因素制约的“不愿为而不为”，一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愿为而不为”。孟子在这里讲的“不为”，显然指的是前者，即情感上缺乏积极的态度。他的本意是，有人由于态度不积极，就连“为长者折枝”这样的举手之劳也不干，还偏要找个借口，推说“我不能”。因此，孟子的本意是，只要具备了积极的态度，就会有实在的表现，最终就会有理想的结果。

由于态度指引着行为的方向和投入程度，因而也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例如，美国著名牧师、演讲家和作家诺尔曼·皮尔（Norman V.Peale，1898——1993）提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Attitude is everything”（“态度就是一切”，或“态度决定一切”），鼓励人们用积极的态度去开创幸福、富有、健康的人生。据称，他所编著的同名励志书全球累计销量超过一亿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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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态度与动机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人们在产生做某事的动机之前，必然先有一个态度。因而一般认为，态度影响和决定动机。

4.1.3.2二语学习者态度及其构成

1.二语学习者态度

二语学习当然也有一个态度问题，这就是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可称为“二语学习者态度”，简称“学习者态度”。

在二语学习中，态度未必能够“决定一切”，但学习者态度可能对二语习得过程以及二语学习成效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

有调查发现，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度高于其他学科态度与成绩的相关度（黄冰，2004）。这说明，相较于其他领域的一般态度，二语学习者态度确有其突出的重要性，值得二语习得研究者关注。

二语学习者态度主要通过动机来对二语学习过程进行制约。因而学习者态度问题一直与学习动机一起受到关注，早期的以加德纳（Gardner）等人的理论为代表的动机研究也把态度与动机归为一组。

加德纳和兰伯特（Gardner&Lambert，1959）指出，“成为二语社团的有价值成员的愿望”会导致较高的二语水平。学习者的态度也会影响到语言磨损（language attrition）。

兰伯特（Lambert，1974）区分了二语学习者的“附加性双语”（additive bilingualism）和“减少性双语”（subtractive bilingualism）。前者指学习者维持其一语，并把二语加入自己的语言总藏，成为平衡的双语者（balanced bilinguals）。这是因为学习者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民族认同和目的语文化。后者指学习者把自己的一语替换为二语，其母语能力发展不充分，或者有时失去其已获得的母语能力。这是因为学习者看低自己的民族认同，并希望被目的语文化所同化。

此外还可能有两种情况。当学习者对两种文化都持消极态度时，会导致“半语”（semilingualism），即母语和二语能力的发展都不充分。当学习者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并对目的语文化持消极态度，其结果就是“单语”（monolingualism），即无法习得二语。

在加德纳（Gardner）的“融入性动机”概念中，“态度”是它的附属概念。首先，在其“融入性动机”的结构中，“对学习环境的态度”是与“融入性”和“动机”并列的3个要素之一。其次，在“融入性”要素中，又包含“对外语社团的态度”；在“动机”要素中，也包含“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在加德纳（Gardner）看来，态度是动机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机产生的基础。在加德纳（Gardner）设计的“态度/动机测验题套”中，“态度”和“动机”也是相提并论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态度与动机以及其他因素的关系并不如加德纳（Gardner）设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开始把态度分出来单独研究，着重探讨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关系以及影响态度的各项因素等。

2.二语学习者态度的构成

“学习者态度”有时也被简单地通称为“学习态度”，便于与“学习动机”并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理念下，“学习态度”一般用于教师对学生的主观评价，采用的评价维度也往往是带有褒贬色彩的“好”与“差”，换个说法就是“认真/马虎”、“端正/不端正”等。而“学习者态度”是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二语学习有关的周围事物的评价性反应，那就不再是“好/差”的问题了。

学习者态度主要包括对二语学习的态度、对目的语的态度、对目的语所属社团和文化的态度、对学习环境的态度等几个方面。

（1）对二语学习的态度，指学习者是否认为二语学习有价值、能带来愉悦感和各种好处等。

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二语学习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很重要。但这个重要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的。尽管目前世界人口的50%以上操不止一种语言，但还有不到50%的人口属于只会说母语的单语者（monolinguals）。这些单语者中，除了没有机会和条件学习二语的以外，还有大量的对二语学习持消极态度的人，他们并不认为二语学习有意义。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主要是语言观念、语言价值以及语言体验等方面。

首先是语言观念，指看待双语现象的传统观念。尽管在人类历史上，二语学习和双语现象是一种常态，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其传统观念都不把它看作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家沃德霍夫（Wardhaugh，2000）曾指出：

单语现象（monolingualism）……在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规范，以至于常被认为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到了双语者和多语者可能显得“不寻常”的程度。确实，当我们发现所遇见的某人会流利地说好几种语言时，我们常常多种滋味涌上心头：可能是既有钦佩又有嫉妒，但偶尔也会自感高人一等，因为很多那样的人对我们所处的文化来说并非“本族的”：他们很可能是移民、访客，或者“混合”婚姻的孩子……

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英语中有一个词叫做“barbarian”，本义为“异族人”，引申为“野蛮人”。其原始印欧语词根是“*
 barbar”，意即“听不懂的语言”。那么，凡是那些说“听不懂的语言”的人，就是“异族人”。

一般来说，在一个对外封闭的社会里，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单语看作正常的事。以中国为例，在封建时代后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对外交流仅限于极小的范围。人们所习见的是外国人学汉语，很少有中国人学外语。

这一点，连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即小学）大师们也未能幸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往往需要通过翻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礼记》），有时甚至“重译乃通”（《三国志》）。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独立语言已有129种（截至2007年），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语系以及混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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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时有人能够调查一下那些不同的语言，加以分析归类，探讨其普遍规律，说不定就能赶在欧洲人之前产生历史比较语言学，并进一步总结出普通语言学理论，而且还不需要“以身试法”而违反闭关锁国政策。遗憾的是，那些小学大师们，宁可把古汉语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得登峰造极，也想不到对那些不同的语言多看一眼。

那么，对持有这样一些观念的人，自然无法指望他们对二语学习会有积极的态度。

其次是语言价值，指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的实用价值。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必然有其使用价值。但在跨语言交往中，不同语言的使用价值就会显得不同，结果是有些语言就比其他语言通用性更强而显得更有实用价值。

这样，那些通用语言的母语者就会觉得没必要去学别人的语言。例如，英语是目前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各国英语学习者对它的态度自然很积极；而在一些英语国家，人们普遍不重视外语学习，主要就是因为觉得没有用处。

就我们国内的英语学习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英语作为一种工具的重要性早已深入人心。不过，当“全民学英语”的浪潮席卷而来时，仍然有人颇多微词，其理由同样是“有什么用”。例如，当有人在职务、职称晋升上遭到外语“门槛”的“一票否决”时，便会强调自己所从事的并非涉外行业或职业，因而学外语无用。有人甚至进一步指责道：“全世界都在学汉语，只有中国人在学英语。”
[7]



那么，以这样的思想面对外语学习，当然也就难以产生积极的态度。

第三是语言体验，指学习一门二语时的体验。毫无疑问，二语学习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困难而枯燥的事情。因此，有人会从二语学习中尝到乐趣，有人则会感到痛苦。

例如，上文介绍的赵元任一生致力于学习各地方言和外语的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那种“乐在其中”的精神。赵元任曾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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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作为一名职业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学研究毕竟也免不了带有一定程度的功利性。然而，他乐于学习各种语言倒真的是为了“好玩”而毫无功利性。在他看来，学外语实在是“太好玩儿了”，所以才会这样“乐此不疲”。

反之，一个学习者如果不能在学习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中体验到种种乐趣，那么也很难指望他对二语学习具有积极的态度。

（2）对目的语的态度，指学习者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选择性。换言之，当一个人打算学习一门二语时，该选择哪一种语言，就会反映他对特定语言的态度。

对目的语的态度是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态度”在语言学习中的体现。“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不同语言的评价性反应，即对某些语言评价较高而对另一些语言评价较低。而这种评价，则取决于语言本身的魅力、声望（prestige）、价值以及难度等。

首先是语言的魅力，指语言的审美性。尽管语言只是一种交际工具，但人们也常常会从审美的角度去看语言，并根据各自的感受，得出哪些语言比较“好听”、哪些语言比较“难听”的评价。当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一些语言的结构之后，又会评价哪些语言比较“合理”、哪些则“不合理”，等等。那么，凡是语音上“好听”的、结构上“合理”的，就是“优美”的语言了。

人们常把自己的母语称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这其实是从小在所接受的母语教育中被反复灌输的一种情感。同时，这也与人们从小使用母语的习惯有很大关系，反映的是一种“家乡菜最好吃”的情结。这样的情感自然无可厚非。不过，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问题，既然各民族都觉得自己的语言最优美，那么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最优美”实际上根本没有客观的、公认的统一标准——这是一个伪命题。

这种“自己的语言最优美”的情感，也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历史上的“南蛮鴂舌”之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春秋战国时代，地处南方的楚国人尚未完全融入中原的汉族，仍然被中原人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族，贬称为“南蛮”，不算“中国”之人。同样，楚人的楚语也被形容为“鴂舌”，因为“鴂”（伯劳鸟）是一种叫声难听的鸟。于是，楚人也相应地被贬称为“南蛮鴂舌之人”。楚国有一位名叫许行的学者，是“农家”的代表人物，主张“君民并耕”。在一次与许行的学生辩论农家理论时，孟子在据理驳斥的同时，也顺便揭了揭他的“南蛮鴂舌”的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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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进一步增强辩驳的气势。在孟子看来，天下只有汉语（雅言）才“好听”，也最“合理”。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孟子所编的二语习得“案例”中，也是拿楚人学齐语来作比喻，而不是相反。换言之，要论学语言，只有“南蛮”需要学“中国”的齐语，哪有“中国”人去学“鸟语”的道理。

不过，那些“南蛮”可未必这么想，他们倒可能觉得中原的汉语才是“鴂舌”呢。

各民族的这种“自恋”情结，在其母语一旦成为目的语而面临学习者的选择时，就有可能被“毫不给面子地”击得粉碎。这是因为，某种语言的审美价值如何，最终是由二语学习者来判定的。换言之，当一个学习者要选择一种二语来学习时，哪种语言更“优美”而更值得学，自有他心里的“一杆秤”，而绝非取决于其母语者的自信。

语言的魅力还表现在文字方面。有时某种语言本身未必让学习者感到多么“优美”，但由于采用了独特的文字，也会由于其神秘性而使语言产生魅力。例如，不少欧美学习者就是因为觉得汉字“很优美”而开始学习汉语的。

那么，当一种语言在学习者的心目中“不好听”时，就很难指望他对该语言产生积极的态度了。

其次是语言的声望，即语言的附加值。在多语并存的社会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的语言会获得比其他语言更高的声望，从而拥有了象征说话人地位的附加值。

例如，英国11世纪中叶被诺曼人征服以后，法语成为英国的贵族语言，历时300年之久。俄国17——18世纪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后，法语又曾经是俄国的宫廷语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法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象征。

现代以来，在许多多语国家里，有的语言被法定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自然就享有较高的声望。有些国家的少数民族为了争取自己的语言成为国语，还会发起抗争、要求独立，甚至不惜发动独立战争，如孟加拉国的独立、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分离主义运动等。

那么，如果某种目的语不具有较高的声望，也不会使学习者产生积极的态度。

第三是语言的价值，即语言的实用性。在学习者眼里，哪种二语更实用，各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观。

语言实用性的判断，一是顺应社会的潮流，即以社会公认的通用性为准。例如，在国际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确定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为工作语言，则是对该6种语言在国际事务中的实用性的一种认定。而其中英语的一枝独秀，也是公认的。中国人学外语，一般也是首选英语。

在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内部，则往往是以主体民族的语言为最有实用性。例如，汉语在中国、英语在美国等英语国家，都具有无可比拟的通用性，因而也最具有实用性。

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就是汉语的实用性大大增强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态度从消极到积极的变化。

二是基于个体的特殊需求，例如从事某些职业的需要、某些生活内容的需要等。那么即使是那些毫无通用性的“小语种”，也会显示其重要价值。

那么，如果某种语言在学习者眼里不具有实用性，也就不会成为二语学习者的首选。

第四是语言的难度，即语言学习的困难程度。我们前几章都谈到，任何语言作为母语而习得时，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困难，这是学习者的年龄效应使然。但当它们作为二语学习者的目的语而学习时，就会变得困难起来。

美国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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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作过一个关于全世界语言难度的调查，并根据欧美学生学习时间和达到水平的比例，列出了一个由易到难的排行榜。其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13种语言被列为最容易的第一等级，希腊语、印地语、马来语等8种语言为较容易的第二等级，俄语、泰语、越南语等18种语言为较难的第三等级，而汉语、日语、韩语等4种语言为最难的第四等级。

必须注意的是，这个难易度是从欧美学生的角度来看的，并不能成为普适性的语言难度排行榜。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例如中国人）来看，其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了。

因而，由于学习者的母语与目的语的语言距离和文字距离不同，不同的学习者感觉到的难度就会各有不同。

从这个排行榜来看，对欧美学生构成语言难度的主要是文字、语法以及声调等3个因素。那么，当欧美学生觉得汉语很难时，首先在于汉字难。美国汉学家德范克（DeFrancis，1984）曾指出：“说英语的人学中文并不比学法语难。（学生）遇到的最难处是传统的书写系统。”我们上文提到，不少欧美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原因是觉得汉字“很美”，以为学汉语是一件“美事”。然而，一旦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学习，就会发现，汉字并不是用来画着好看的，而是用来写着交际的，诚所谓“想说爱你不容易”。结果，能够把这件“美事”进行到底的就不多了。因而，汉字习得也成为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不过，这种以学习时间和达到水平的“性价比”为依据的调查结果，反映的是“实际难度”或“实际距离”，与学习者所感觉到的“心理难度”或“心理距离”相比，仍然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心理距离”往往体现在学习者态度的动态变化中。例如，在中国人的外语学习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学日语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学法语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这是说，中国人在初学日语之时，由于汉语和日语文字和词汇相近，往往以为日语和汉语距离很近，所以容易学；谁知越学越难，才发现“上当”了。而初学法语时，由于汉语和法语语法差异大于英语，往往以为法语和汉语距离很远，所以很难学；不料越学越容易，才感到意外的惊喜。这一“笑”一“哭”之间，反映了学习者由于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差异而引发的态度变化。

那么，当学习者感觉目的语太难时，也会降低他们对该语言的积极态度。

（3）对目的语所属社团和文化的态度，指学习者是否乐于与目的语的母语者交往、是否认同或欣赏对方的文化价值、风俗习惯等。

对目的语所属社团和文化的态度是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文化态度”在语言学习中的体现。“文化态度”是指人们对特定的社团及其文化的评价性反应，即对某些社团及其文化评价较高而对另一些社团及其文化评价较低。而这种评价，则取决于特定的社团及其文化本身的魅力、声望以及不同文化的距离、不同社团的关系等。

首先是文化魅力，即特定文化吸引他人的程度。在“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各种特定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时，尽管特定文化的拥有者会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也有权要求他人尊重自己的文化，然而在二语学习者眼里，你的文化对他是否有魅力，却又是不能强迫的。学习者当然会根据“礼貌原则”，表现出对目的语文化的尊重，但尊重不等于赞同或喜爱。

那么，如果某种目的语文化在学习者心目中不具魅力，就无法使他们对目的语社团及其文化产生积极的态度。

其次是文化声望，指不同文化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附加值。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的文化的观念和习俗会获得比其他文化的观念和习俗更高的声望，因而拥有较高的地位。

例如，中华文化曾经拥有很高的声望，周边一些民族和国家的人们纷纷前来学习，并以引进和模仿中华文化观念和习俗为荣。例如，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成了汉字文化圈各国共同的传统观念。在习俗方面，据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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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最晚在其飞鸟时代通过遣隋使从中国引进了端午节习俗，并长期作为群臣和贵族专享的一项庆典活动，直到江户时代才演变成为民间的男孩节。这样，原本只是中国民间节庆活动之一的端午节，却成了当时日本贵族生活的一种象征。

又如，俄国彼得大帝实行了以“法国化”为主的“西化”改革。在当时俄国人的心目中，法国文化就具有崇高的声望了。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则具有较高的世界性声望，并成为现代化的象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口号，即“与国际接轨”，毋庸讳言，其实质就是与西方接轨。

那么，如果某种目的语文化不具有公认的声望，也就无法使学习者对此产生积极的态度。

第三是文化距离，指目的语文化与评价者自身的文化之间的距离。一般而言，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较为接近时，学习者就较容易产生认同感。反之，就容易产生“文化休克”。

一般来说，由不同的历史传统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圈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而同一文化圈内不同社团的民族文化之间，则距离比较近。例如，欧美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比较近，但与亚洲国家的文化距离就比较远。

第四是社团关系，指目的语社团与评价者自身所属社团的历史和现实关系。这种社团关系，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小到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种族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社团之间，有的长期和平共处，保持着友好关系；也有的则曾经或正在发生各种冲突、压迫甚至大规模战争。这些历史和现实，就会成为有关社团的集体记忆，进而影响到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的态度。

（4）对学习环境的态度，指学习者对学习内容、学习条件、课堂教学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如果学习者能学到自己想要学习的内容，能享受到齐备的教学设施和人性化管理，或者教师的教学方法适合自己，就会给予积极的评价。

就学习内容而言，大到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变体，如风格变体、语域变体、地域变体、社会变体等，小到每一堂课教授的知识点、开展的活动等，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评价。

上文在动机部分谈到的影响学习者动机水平浮动的环境因素，同样也适用于态度。

那么，如果学习者的学习环境不能让他们满意，自然难以使他们产生积极的态度。

以上这些方面，就构成了学习者态度的基本内容。二语习得研究者一般是通过自陈氏问卷来获得学生的真实想法，并进行打分统计，得到“积极/消极”或“正面/负面”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并不包涵道德评判，所反映的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换言之，学生对二语学习的反应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但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

4.1.3.3影响二语学习者态度的环境因素

态度虽然是个体的心理反应，但它又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一个人对事物或他人的态度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这是个人的经历和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因而，从个体的角度看，二语学习者态度属于个人现象，但影响态度的决定性因素，则经常来自社会环境。大体上，影响二语学习者态度的因素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课堂学习中的体验，包括教学环境、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等。这方面的影响与对动机的环境影响因素是一致的。它实际上是先对态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动机。

以多尼察——施密德等人（Donitsa-schmidt et al，2004）的研究为例。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占总人口的20%，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因而阿拉伯语是除了希伯来语以外的第二官方语言。在犹太人学校，阿拉伯语是初中7——9年级的必修课，但也可以选修法语。犹太学生往往对阿拉伯语的态度比较消极，所以实际选修人数只达到60%，与阿拉伯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并不相称。

于是，研究者在特拉维夫市的学校实施了一项教学改革实验，即把开设阿拉伯语课程的时间提早到小学4——6年级，并把教学内容从阿拉伯语标准书面语改为阿拉伯语口语。他们将692名4——6年级学生分为提前学习阿拉伯语的实验组（539名）和不提前学习阿拉伯语的控制组（153名）。调查发现，这一教学环境的改变对于学生的态度和动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对阿拉伯语及其文化的态度更积极，更倾向于将来继续学习阿拉伯语。

（2）周围人们（家庭、教师、同学、朋友等）的态度。态度是价值观的反映，常常具有从众性，所以他人的态度也会影响个体自身的态度，从而产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效应。例如，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对二语学习持有积极的态度，就可能使子女也产生积极的态度。如果父母对某种语言或文化存有偏见，那么也可能使子女产生相应的消极态度。

以金贞和（2009）的研究为例。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在中国上海学习的韩国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对汉语的语言态度和学生家长对汉语的态度，对比考察了家长的汉语态度如何影响孩子的汉语能力。结果发现，家长的语言态度中认知性成分、情感性成分和行为性成分与学生的语言态度中的三个成分都有一定的正相关。其中学生语言态度中的认知性成分与其家长语言态度中的认知性成分之间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说明家长对汉语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评价高低，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评价，即家长的评价越高，孩子的评价也会越高。另外，学生与其家长在语言态度中的情感性成分之间，呈现较低的正相关；学生与其家长在语言态度中的行为性成分上只有较低的正相关，但是也达到显著水平。

（3）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态度，包括国际关系、国家语言政策等。如果政府提倡或不提倡学习外语，必然会提高或打击民众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如果政府对某些外语的学习具有政策性导向，那么也会引导民众对这些语言的态度。

以美国的国家语言战略为例。2001年，在美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即“9·11”事件。美国政府痛定思痛，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包括外语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语言法案”，要求“致力于学习世界各重要地区的语言与文化”，“迅速行动起来，以解决缺乏国家需要的关键语言人才问题”。2004年，美国国防部召开了由美国政府、企业界、学术界和语言协会领导人参加的“全国语言大会”，呼吁美国政府推出“关键语言战略”。2005年初，大会发表了白皮书《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号召美国民众行动起来，制定一个能够让美国民众参与的、改善国家外语能力的国策和计划。2006年初，美国教育部、国防部联合召开全美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George W.Bush）在会上宣布推出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鼓励美国公民学习国家需要的8种“关键语言”（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该计划有4大战略目标：①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安全和繁荣；②通过提高外语能力，使美国在全球化竞争中提高经济竞争力；③利用“语言武器”传达美国的意志；④为关键区域的海外战场上的军事、情报人员、外交人员装备“语言武器”，以满足海外战场的需求。该计划分为4个部分，包括由美国教育部负责实施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外语教育资助项目、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实施的海外外语研修资助项目、由美国国防部负责实施的“国家语言旗舰项目”、由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负责实施的冷僻语言培训项目等。小布什敦促美国国会在2007年拨款1.14亿美元，用于实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这样，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即国家语言战略）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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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政策对美国民众的学习者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对二语学习的态度。由于英语的通用性，美国人向来并不热衷于学习外语。但是，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土安全和经济繁荣，美国民众响应政府的号召，也纷纷开始学习外语。

其次是对目的语的态度。过去美国人即使想到要学外语了，也大都是欧洲语言，对亚洲语言并不太感兴趣。如今，美国政府倡导学习的8种关键语言几乎全部是在亚洲（其中俄语和土耳其语横跨欧亚两洲）。这也对美国民众的外语选择起到了导向作用。对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来说，美国向来是需要重点攻破的“堡垒”之一。而在这个计划中，汉语有幸被列入8种关键语言之第二位，这对汉语在美国的推广当然非常有利。

不过，在对二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方面，该计划的影响尚需观察。在该计划的4大目标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第三项目标，即利用“语言武器”传达“美国的意志”。用小布什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别人听不懂我们说的是什么，又如何相信我们推销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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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推销美国的民主”，自然是以认为该8种语言的母国“不够民主”为前提的。而第四项目标，即为海外战场上的军事、情报人员、外交人员装备“语言武器”，也显然是以有关国家为假想敌或潜在的威胁。这些目标中所反映出来的意图，自然不可能引导美国民众提高对有关国家态度的积极程度。

（4）性别角色。二语学习者有男女之别，这种差异也有可能对其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博尔斯托尔（Burstall，1975）针对英国中小学生法语学习的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对二语学习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因而女性往往比男性学得更好。

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Williams et al，2002）在调查英国中学生德语和法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时发现，男生对德语的学习态度高于法语。在学生看来，法语具有阴柔之美，而德语则有阳刚之气，因为“法语是爱情和素质的语言”（French is the language of love and stuff）。

男女两性在学习者态度中的不同表现，与其社会身份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女性在二语习得方面确实可能存在一定的优势，这与女性在听辨能力、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优势有关，也与女性的态度往往较积极有关。

在二语学习者性别与态度关系的研究方面，目前较缺乏专题研究，现有的研究往往是在比较全面的学习者态度研究中顺便关注一下两者的相关性。例如，倪传斌等（2004）在考察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时，也对性别因子作了分析，发现只有情感因素具有显著性差异，女生的评价明显高于男生，而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则无差异。

4.1.3.4二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关系

在对二语社团和文化的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方面，根据加德纳（Gardner）的融入性理论，态度决定融入性的强度；态度越积极，融入性程度越高，融入性动机越强，学习效果越好。不过，另有一些研究报告却提示，积极态度和二语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有的研究没有发现相关或显著相关，有的研究还发现了负相关。

1.正相关

早在1964年，谢勒尔和维特海默（Scherer&Wertheimer）就研究发现，美国大学生对德国人以及对自己能说德语的积极态度与德语水平具有正相关。

加德纳（Gardner）和其他一些学者在加拿大英法双语环境中的一系列调查也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例如，加德纳（Gardner，1985）的研究也发现，在集中学习了一门法语课的6个月之后，学习者在自我评价的水平方面有差异：那些对法国文化具有喜爱态度的法语学习者几乎没有表现出水平的下降，而那些对法国文化不太喜爱的学习者却表现出显著的语言丢失（language loss）。

2.不相关或负相关

然而，欧勒尔（Oller）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则往往得出与加德纳（Gardner）等人相反的观点。

例如，欧勒尔等人（Oller et al，1977a）在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在美留学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发现，对美国人持有总体积极态度的那些学生在一项英语完形测试中得分较高。

但在同时进行的另一项针对美国西南地区墨西哥裔妇女英语二语学习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欧勒尔等人（Oller et al，1977b）却发现，对英语母语者的个性特质持否定态度的学习者与持肯定态度的学习者相比，前者的英语反而学得更好。也就是说，越是喜欢美国人，英语学得越差。

对两次调查结果的差异，他们解释道，那些中国人都来自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在美国生活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那些墨西哥妇女则是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成员，她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受殖民统治的少数民族”，因而怨恨说英语的主体民族。欧勒尔和皮尔金斯（Oller&Perkins，1978）进一步解释道，她们可能受到了“马基雅维利动机”的影响，即想要学会二语，以便操纵和战胜说目的语的人们。

为了考察外语学习环境中学习者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茅原和欧勒尔（Chihara&Oller，1978）对日本大阪的英语外语学习者态度进行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他们发现，学习者的大部分态度因素与英语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很微弱，其中只有两项呈现显著性负相关。

此外，兰诺维（Lanoue，1991）通过研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的印第安塞卡尼部落的语言现状，也发现，那些对所学二语及其文化持否定甚至敌对态度的学习者也有很强的学习动机。

3.态度与学习成效的互相影响

一些学者也发现，态度与学习成效的相关关系并不像加德纳（Gardner）等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当调查数据显示出相关性时，它们只是显示了有关系，但并没有显示这种关系的方向，也就很难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换言之，当数据显示态度积极的人同时成绩也好，那么究竟是积极的态度引导出了好的成绩，还是好的成绩引导出了积极的态度，就会有不同的解释了。

因而，一些学者认为，学习者态度与二语学习成效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学习成效可以促进学习者态度。例如，博尔斯托尔（Burstall，1975）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成绩影响了后期的态度和后期的成绩，这种影响的程度，大于早前的态度影响后期的成绩或后期的态度。换言之，由学习过程本身所产生的积极态度才是更重要的。

斯波尔斯基（Spolsky，1989）也认为：“强烈的动机与态度能使学习者学得更好，反之亦然。”

不仅是正相关，有时负相关所反映的也可能是学习成效反过来对态度所施加的影响。例如，欧勒尔（Oller，1977）针对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发现，英语水平高的中国学生对美国人的诸如“聪明”、“快乐”的个性的评价，低于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所作的评价。

斯文斯（Svanes，1988）在针对挪威的各国挪威语学习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亚洲国家中那些成绩最差的学生对挪威人表现出最积极的态度。对此，斯文斯（Svanes）的解释是：“对于居住在外国的成人学生群体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东道主有一种平衡的和批评性的态度，而不是不加批评地赞美它。”

这就暗示了，正是二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导致了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评价的降低。有可能的是，外国留学生初到东道国时，往往对东道国的人民及其文化抱有最积极的态度，易于“不加批评地赞美它”，此时他们的目的语水平往往也较低。而一旦他们待的时间够长，目的语水平也已经大大提高了，就开始产生“一种平衡的和批评性的态度”，与最初的态度相比，自然显得降低了。

不过，对上述挪威语学习者的态度问题，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他们对目的语的态度和对目的语社团及其文化的态度出现了背离。换言之，因为挪威语是一种非国际性语言，学习者对其实用性评价较低，所以可能对挪威人及其文化有着积极态度而对其语言则几乎不感兴趣。结果，预期中的“爱屋及乌”效应并没有出现。

由此看来，学习者对二语社团及其文化的态度并不必然引导其对目的语的积极态度，语言本身的价值影响了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态度，进而影响了学习动机和学习成效。

4.1.4 中国国内的二语习得动机研究

4.1.4.1国内二语习得动机研究简况

国内外语教学界对动机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外语教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大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研究文献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是我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者主要是单一地介绍国外的理论和研究，然后遵循着加德纳（Gardner）的经典模式，把学习动机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来考虑，研究它在中国大学生的外语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上动机研究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国内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心理学视角，而是顺应国外研究的发展趋势，从行为主义、生物学、认知科学和社会学等多视角来研究二语学习动机。相关研究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有所突破。

与此同时，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也开始了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早期，与汉语学习动机研究有点关系的“学习目的”研究出现在一些综合性论著、教材或调研报告中。例如：

吕必松（1992；1993）较早提到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的5种“目的”，即“职业”、“职业工具”、“学术”、“受教育”和“其他”等。

高彦德等人（1993）首次对来华外国人学习与使用汉语的情况做了调查，其中的“学习目的”部分，把中高级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目的分为“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从事翻译工作”、“从事外交贸易工作”、“为专业学习做准备”、“了解中国”等5种类型。

不过，这些“学习目的”研究，是从“教学目的”延伸出来的，出发点是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目的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并非为了探讨其与二语习得过程和成效的关系，因而尚不能看作是二语学习动机的一部分。

“动机”问题在当时的汉语教学界并未引起关注，这除了对心理学理论以及国内外学习动机研究知之甚少以外，与汉语“动机”一词的贬义性恐怕也有一定关系。

1998年，王魁京（1998）在关于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综合性研究中首先采用了“动机”一词。他提到欧洲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为“荣誉感”、“神秘感”、“文化”、“求职”、“观光旅游”等5种，此外还有一种是“寻根”。不过，这实际上还是把“动机”理解为“目的”，只是套用了“动机”一词。

徐子亮（2000）在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的综合性研究中，较早根据一般心理学的原理，探讨了外国人的汉语学习动机问题。作者提到，他们曾对在中国高等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做过一番书面的汉语学习情况调查，发现他们之间的学习目的和学习动机相差甚远，其学习动机大致可分为5类，即“掌握工具”、“升学”、“深造”、“研究”、“不明确”等。每类学习动机又包含若干学习目的，如“掌握工具”类动机包含“经商、外贸、文化交流、中国研究、求职、生活需要”等目的。不过，该研究虽然区分了“动机”与“目的”，但就其“动机”的内容来看，其实也是“目的”；其“动机”与“目的”之别实质上是“目的”的大类和小类之别。另外，该研究也涉及了“学习态度”问题，但仍局限于传统的含义，并以“端正”与否作为唯一的评价维度。

以上研究为汉语学习动机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真正意义上的“借鉴国外动机理论及国内外语学习动机研究成果，并采用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对汉语教学中的动机问题进行研究是从2000年开始的”（丁安琪，2010）。下列3篇论文可视为具有开创性的成果。

王爱平（2000）较早运用兰伯特（Lambert）的融入性动机/工具性动机二分法，开展了针对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专题研究。该研究对来华学习汉语的东南亚华裔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发现，融合性动机明显强于工具性动机，即无论哪个年龄组，也无论哪个国家的学生，非工具性学习目的的总分均超过工具性学习目的；在华裔学生身上，学习汉语的“工具性动机”与“整入性动机”不是分离或对立的，而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的。

高海洋（2000）在其二语习得情感因素研究中，调查了学习动机、态度、焦虑、性格等情感因素对韩国学生HSK成绩的影响。该研究较早采用加德纳（Gardner）的经典模式，调查了被试的动机类型及其与学习策略、学习成绩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动机的差异不直接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动机影响学习策略的选择，即工具型动机的学生更多地选择记忆策略，而融入型动机的学生更多使用社交策略。同时，学习者态度和学习策略的选择相关，即认为说目的语者共聚量（亲切、有趣、友善、有礼貌）大的学习者倾向于更多地使用社交策略，认为说目的语者权势量（成熟、自信、主动、受过好的教育）大的学习者更多地使用记忆策略、补救策略。

陈郁（2000）较早对汉语学习动机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做了比较全面的专题研究。该研究以国外相关动机理论为指导，调查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24名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及相关因素，并分为西方组和东方组，对比分析了二者的动机差异及其与焦虑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西方组以“内因性动机”为主，主要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而学习汉语，因而大都在学习上不感到压力；东方组以“外因性动机”为主，在汉语学习中比较注重考试分数和他人的评价，因而有一定的压力感和焦虑感。

此后10余年来，汉语学习动机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多，呈方兴未艾之势，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增强，不仅有关于学习动机现状及其与学习成效关系的研究，也有动机与其他因素（如策略）关系的研究；在研究的对象上，不仅有针对留学生整体的研究，也有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国别学生的研究。例如：

龚莺（2004）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二年级学习的43名日本学生的动机因素和他们对教师接近度的评价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发现，被试的融入型动机是主要的动机取向，它比工具型动机取向对学生的学习更重要。

邢程（2005）研究了广西师范大学初级阶段越南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的特点及二者的关系。研究发现，被试在学习者层面的动机最高，而在学习情景层面的动机最低；性别对动机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但女生在各层面的动机都高于男生；成绩好的学习者语言层面的动机程度较高，成绩差的学习者在学习者层面的动机较强。同时，被试在语言层面上的动机与各类策略具有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学习情景层面的动机与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呈负相关关系。

孟伟（2007）研究了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及其与成绩之间的关系，并将汉语学习动机分为文化融入动机、学习情境动机、工具动机、外在学习动机、成果动机、教育动机等6类。研究发现，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进修形式、不同汉语学习初始年龄、在中国学习汉语的不同时长的外国留学生在学习动机维度上存在差异；高年级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成绩与外在学习动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沈亚丽（2008）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侯创创（2008）对比分析了初级阶段中亚留学生和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差异，发现：①在动机种类方面，二者在三个层面的动机都具有差异性，其中在语言层面的动机相对最显著突出，即中亚留学生融入型动机更强；在学习者层面的差异居中，也反映中亚留学生有更强的融入型动机；而在情景层面的动机差异最小，但韩国留学生受影响较大。②在动机强度方面，中亚留学生在学习者层面的动机最高，学习情景层面的动机最低；与韩国留学生相比，中亚留学生内部动机较强。

郭亚萍（2009）研究了印尼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并根据东南亚学生的特点，将汉语学习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工具性动机、被动性动机等三类。研究发现，女生的内在动机高于男生，女生的工具性动机低于男生；华裔学生的内在动机高于非华裔学生，华裔学生的被动性动机低于非华裔学生的被动性动机；一年级学生的内在动机高于二年级以上学生，一年级学生的被动性动机低于二年级以上学生。

刘宁（2010）针对美国中西部某一公立大学120名学习汉语的学生开展了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相关性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①美国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内在动机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特别是“知识型动机”和“成就型动机”与汉语学习成绩有显著的相关关系。②性别差异对汉语学习的影响表现为：女生的学习成绩比男生高，女生的学习动机比男生强。③外在动机与汉语学习成绩没有显著相关。

雷文文（2011）研究了暨南大学非洲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及其相关性，结果发现：①汉语学习动机的强度依次为融入型动机、成就型动机、工具型动机；性别和职业对融入型动机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工具型动机因学习场所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成就型动机与个体因素不存在显著差异。②在策略的使用上依次为社会策略、元认知策略、补偿策略、认知策略，记忆策略、情感策略；在社会策略方面，性别与之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和学习场所的不同对情感策略有显著差异；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补偿策略都受到学习时间不同的影响而存在显著差异；年龄和职业因素对记忆策略存在显著差异。③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的相关性表现为：成就型动机对学习策略的影响最大；社会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对学习动机的影响最大。

与此同时，针对汉语学习者态度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既有专门的态度研究，也有态度和动机相结合的研究。例如：

倪传斌等（2004）较早进行了对外国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专题调查。通过对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451名外国留学生的调查，该研究分析了学习者语言态度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发现：①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至少包括两个要素：情感因素和地位因素；②留学生对待汉语的语言态度与主观愿望之间出现分离；③影响留学生汉语语言态度的背景因素是华裔背景、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分布、来华前汉语学习时间、学历、年龄和性别，没有影响的是职业背景和汉语水平；④留学生的经历可改变他们的汉语语言态度；⑤语言态度与汉语的学习动机水平无明显相关关系。

原一川等（2008）对在云南某高校学习汉语的44名来自越南、泰国、缅甸和老挝等东南亚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态度和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在14种态度和动机类型的重要程度上，得分最高的7个态度/动机依次是教学因素动机、合作/竞争学习动机、家长支持动机、融合型动机、对外国语言/文化的态度、社会责任动机和学习愿望。同时，该研究也发现，被试的汉语成绩与学习汉语的态度呈显著负相关。

刘明男（2009）调查了北京大学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态度和对态度产生影响的背景因素。

柳千训等（2012）对韩国在校非中文专业大学生在对待汉语学习方面的主观态度做了调查研究，确认了他们汉语学习态度的三种类型，即“热爱——友好型”、“理智——功利型”和“感性——现实型”。

4.1.4.2针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和态度的两项研究

1.针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及其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2008年，沈亚丽发表硕士论文《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及其相关性研究》，对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132名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分别进行了调查，并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该研究将被试分为初级（34名）、中级（58名）、高级（40名）3组。研究方式为问卷调查。

在学习动机调查方面，该研究将学习动机分为5种类型，并做了如下界定：

（1）融入型动机，指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有真正的兴趣或有特殊的兴趣，希望能更好地同目的语社团的人们进行交际，期望参与或融入目的语社团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这个社团的成员。

（2）工具型动机，指学习者为了某一特殊目的，如通过考试获得某一职位，以此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资格，或为了获取目的语国家的新信息，如阅读科技文献等。

（3）外部动机，指人们由外部诱因所引起的动机。外部动机的满足不在活动之内，而在活动之外。一方面，具有外部动机的学生一旦达到了目的，学习动机便会下降；另一方面，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往往采取避免失败的做法，或是选择没有挑战性的任务，或是一旦失败，便一蹶不振。

（4）内部动机，指人们对学习本身的兴趣所引起的动机，动机的满足在活动之内，不在活动之外。它不需要外界的诱因、惩罚来使行动指向目标，因为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动力。具有内部动机的学生能在学习活动中得到满足，他们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而且在教师评估之前能对自己的学业表现有所了解，他们具有好奇心，喜欢挑战，在解决问题时具有独立性。

（5）成就型动机，指为了获得高分和得到表扬而进行学习的动机，相应的学习行为较大地受外界他人观点（特别是老师和家长等所提倡、推崇、表扬的做法和方式）的影响。

经过数据分析，该研究发现：

（1）初、中、高级的学习者都有强烈的汉语学习动机。

（2）融入型动机、内部动机和成就型动机这三类动机在3个级别的学习者中的强度都很强；其中融入型动机是最强烈的动机类型，而且学习者的级别越高，他们的融入型动机越强烈。

（3）外部动机是最不强烈的动机类型。

（4）工具型动机的强度随着学习者的级别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在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的相关性方面，该研究发现：

（1）从总体上来说，对被试的学习策略影响最大的动机类型是成就型动机，其余依次是融入型动机、工具型动机和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对被试的学习策略有负面影响。

（2）对被试的学习动机影响最大的策略类型是元认知策略，其余依次是情感策略、社会策略和认知策略。

（3）不同级别的学习者的动机与策略关系存在着某些不同于整体的变化。对初级学习者来说，成就型动机对策略的影响最大，而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对动机的影响最大；对中级学习者来说，成就型动机对策略的影响最大，而元认知策略对动机的影响最大；对高级学习者来说，融入型动机对策略的影响最大，而元认知策略对动机的影响最大。

2.针对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2009年，刘明男发表论文《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态度调查》，考察了在北京大学学习的90名留学生的汉语学习态度和对态度产生影响的背景因素。

经过数据分析，该调查发现：

（1）语言态度的种类主要有5类：情景态度、外语学习态度、文化态度、目标语群体态度、主观态度。

（2）背景因素方面，年龄、国籍、课程级别（汉语水平）、华裔背景、学习汉语时间为有效影响因素，性别为无效影响因素。具体结果为：

年龄方面，较高年龄（大于20岁）组的汉语态度好于较低年龄组（小于20岁）。

课程级别（汉语水平）方面，初级课程组的态度优于中高级课程组。

华裔背景方面，非华裔组主观上认为中文更简单。

学习时间方面，学习时间的长短会对外语学习态度和主观态度产生影响。

国籍方面，总体来看，欧美组对汉语的学习态度好于日韩组，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学习情景态度、文化态度和目标语群体态度三个因子上面。该研究对此做了原因分析：

在学习情景态度上，欧美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日韩组。原因可能是：日韩留学生大多不是汉语专业出身，在本国时汉语课时较少，而来中国学习期间，因汉语课过多而导致其兴趣下降。此外，日本留学生更喜欢日本的相对较灵活的上课方式。

在文化态度上，欧美组的得分显著高于韩国留学生。原因可能是：近年来韩国流行文化盛行于中国，因而韩国留学生存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对其他国家文化评价相对较低。

在目的语群体态度上，欧美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日韩组。原因可能是：中日、中韩之间的民族感情复杂纠结，留学生的评价亦深受其影响。相反，欧美人的性格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较高。

4.2 学习者个性

4.2.1 个性及其观察

4.2.1.1什么是个性

“个性”（personality，又译“性格”、“人格”）是心理学的分支——个性心理学（又作“人格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指人类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独特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个性，这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凭直觉就能感知到的现象。语言中那些成千上万的描写人的形容词语，往往就是反映个性的词语。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么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个性。不过，世界上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树叶，那么，人的个性也是可以归类的。语言中的那些描写人的个性的形容词，尤其是反义词，就是对个性的初步分类。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比较关注那些个性特征鲜明的人，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他们贴上分类的“标签”，如“急性子/慢性子”、“炮筒子/温吞水”、“话痨子/闷葫芦”、“直肠子/弯弯绕”，以及“老蔫儿”、“大嘴巴”、“马大哈”、“乐天派”、“愣头青”、“老黄牛”、“大作[zu侪]家”、“好好先生”、“性情中人”，等等。我国古代关于“君子/小人”的理论，也是一种个性分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则是孔子对这两类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的描述。

京剧的脸谱，其实就是舞台人物个性类型的象征。例如，红色象征忠义、耿直、有血性；黑色象征严肃、不苟言笑，或者威武有力、粗鲁豪爽；蓝色象征刚直、桀骜不驯；紫色象征肃穆、稳重、富有正义感；绿色象征勇猛、莽撞、冲动，等等。

人们有时还用“有个性/个性强”或者“没个性”等来评论他人个性的鲜明程度。戏剧表演艺术中，有一种“性格演员”，指的就是善于运用表演技巧来塑造各种各样不同性格人物的演员。

个性有时带有群体性，包括地域性和民族性，产生地域性格或民族性格。这种地域性格或民族性格，就成为人们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基础。就地域性格而言，例如人们经常会议论中国北方人和南方人的个性差异问题，一般认为北方人比较“豪爽”，南方人就比较“细腻”。就民族性格而言，一般认为东方人比较内敛，西方人比较外露。而这种地域性格或民族性格，是由不同群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造成的。简单说来，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较推崇外露，东方的文化传统则崇尚内敛。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心理学上倾向于将“个性”、“性格”、“人格”3个词作为同义词来通用，但在汉语中（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这3个词在含义及用法上是有一定差异的。相比之下，“个性”和“性格”比较接近，与“人格”的差异较大。“个性”的涵盖面比较广泛，一个人在生活、实践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而且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个体心理特征，都可以归结为个性。“性格”一般特指“内向/外向”、“温和/急躁”等方面，含义较窄，在口语中相当于“性子”、“脾气”等。在搭配上，可以说某人“个性强”，但不能改为“性格强”。而“人格”常伴随道德评价，接近于“品德”、“信誉”，可以有“高尚/低下”之分，甚至还可以用来赌咒发誓，如“我以人格担保”云云，却不能改为“我以个性/性格担保”。有人比较内向，这是“个性/性格”问题，自然也不存在“高尚/低下”的“人格”问题。有人比较自私，这是“人格”问题，也属于“个性”问题，但又不是“性格”问题。“人格”还与“尊严”有关，即所谓“人格尊严”，因而可以说“侮辱人格”，但不可能“侮辱个性/性格”。

有鉴于此，我们在行文中将尽量回避“人格”一词，并区分使用“个性/性格”，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4.2.1.2个性的观察维度

心理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个性的分类和测量研究。经过很多心理学家的不懈努力，到60年代，个性研究已经成为个性心理学的主流，并产生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

1.艾森克的三维个性理论

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Eysenck）从20世纪40年代就致力于对个性的研究，并出版了《个性的维度》（Eysenck，1947）一书。他从社会生物学角度研究了个性的结构，认为个性是人的生物属性决定的。

20世纪60年代早期，艾森克夫妇（Eysenck&Eysenck，1964）提出了一个从3个维度对基本个性因素加以观察和解释的模型，包括“精神质”（psych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或extroversion，又译“外倾性”）、“神经质”（neuroticism），简称“PEN模型”。他们认为，个体在这3个维度上的不同倾向和表现的不同程度，构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个性特征。他们并据此设计了个性测量工具，即“艾森克个性清单”（the 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EPI）。

（1）精神质

“精神质”也称“心理变态倾向”，是指个体的倔强固执、粗暴蛮横、铁石心肠等特征。在“精神质”连续统的两极上，一端为“心理变态倾向强烈”，而另一端为“心理变态倾向不明显”。“心理变态倾向强烈”的一端，就是精神病症状，另一端则是正常人的表现。

根据艾森克（Eysenck）的解释，心理变态倾向强烈的人，性格孤僻，处事冷漠，常令人讨厌，总与周围人处不好关系，缺乏感情和同情心，有破坏性，对人有恶意，有时对自己的亲人也会表现出攻击性，他们往往有些怪癖，不怕危险，喜欢捉弄别人，使别人难堪。因而，心理变态倾向强烈的个体，就容易导致行为异常。另一方面，心理变态倾向不明显的人，则表现为无私、高社会性、富于同情心、关心他人、具有合作精神、顺从和适应社会等。

（2）外向性

外向性是指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倾向，与内向性（introversion）相对。在“外向性”连续统的两极上，一端为“外向性”，另一端为“内向性”。

根据艾森克（Eysenck）的解释，具典型外向性的人，善于交际，喜欢参加聚会，朋友很多，喜欢热闹，健谈，喜欢刺激，善于捕捉机会，爱出风头，易冲动，喜欢开玩笑，不假思索；典型内向性的人，表现为喜欢安静，善于自我省察，喜欢读书，做事先计划再行动，瞻前顾后，不爱激动，生活有规律，善于控制情绪，很少攻击，可一旦被激怒就很难平复。

（3）神经质

“神经质”也称“情绪稳定性”，是指人们面临危险时的反应特征。在“神经质”连续统的两极上，一端是“神经过敏”，另一端是“情绪稳定”。

根据艾森克（Eysenck）的解释，情感不稳定的人，表现出高焦虑、易激动、喜怒无常，经常忧心忡忡、睡眠不好，常表现出各种身心障碍，情绪冲动后很难平复。因此，他们的行为有时显得不合常理，有时出现刻板的、偏执的行为。相反，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反应缓慢且轻微，很容易恢复平静，他们常常性情温和、稳重，善于自我控制，不易焦虑。

艾森克（Eysenck）的三维个性理论提出以后，成为个性心理学最经典的传统理论模式，并为此后的很多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之后，艾森克夫妇（Eysenck&Eysenck，1975）又推出了自陈式问卷“艾森克个性问卷”（the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aire，EPQ，又译“艾森克人格问卷”）。该问卷经实验证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个性测量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司法、临床等领域。

2.“大五人格特质”理论

个性分类和测量的另一个路子就是利用自然语言中描述个性的形容词语进行因素分析并加以归类。

1961年，美国空军研究者图普斯和克里斯托尔（Tupes&Christal）最早发现了5个相对显著和稳定的个性因素，并命名为“伶俐性”（Surgency，又译“情感澎湃”、“精力充沛”）、“宜人性”（Agreeableness，又译“随和性”、“亲和力”）、“可信赖性”（Dependability）、“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有教养性”（Culture）。但是他们的研究直到80年代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差不多同时，诺尔曼（Norman，1963）也发现5项主要因素足够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个性，并命名为“伶俐性”（Surgency）、“宜人性”（Agreeableness）、“认真性”（Conscientiousness，又译“责任感”、“责任心”）、“情绪稳定性”（Emotional Stability）、“有教养性”（Culture）。

20世纪80年代初，哥德堡（Goldburge，1981）首先将这5项因素称为“大五因素”（Big Five Factors），以强调每一个维度都很广泛，而且包含了不同的个性特点。而基于“大五因素”的理论就叫“五因素模型”（the Five Factor Model，FFM）。不过，不同的学者提出的“五因素模型”在分类和定义上也有所不同。

科斯塔和麦克莱（Costa&McCrae，1985）也提出了自己的“大五因素模型”（Big Five Factor Model），并将5项因素命名为“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认真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神经质”（Neuroticism），因此也可以称为“OCEAN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他们同时还开发了个性测量工具，即自陈式问卷“NEO个性清单”（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并于1992年加以修订。

该5因素的定义大致如下：

（1）经验开放性：指个体兴趣的数量和深度，反映个体对经验本身的积极寻求和欣赏，喜欢接受并探索不熟悉的经验。经验开放性强的人，其特征为心胸开阔，富于想象力、好奇心、创造力，喜欢思考，求新求变。反之，则表现为习俗化、讲实际、兴趣少、无艺术性。

（2）认真性：指个体在目标取向和行为上的组织性、持久性和动力性的程度，反映个体专心追求目标，而且目标集中。认真性强的人，其特征为努力工作，以成就为导向，不屈不挠，有始有终，而且循规蹈矩，谨慎细心，责任心强。反之，则表现为无目标，不可靠，懒惰，粗心，松懈，不检点，意志弱，爱享乐。

（3）外向性：指个体对人际间互动的数量和强度、活动水平、刺激需求程度和快乐的容量，反映个体对于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数量和程度上感到舒适。外向性强的人，其特征为活泼、自信，主动、活跃，喜欢表现，而且喜欢交友，喜欢参与热闹场合。反之，则表现为谨慎、冷静，无精打采、冷淡，退让，乐于做事、话少。

（4）宜人性：指个体在思想、感情和行为在同情至敌对这一连续统上的人际取向的性质，反映个体对他人所制定规范的自觉遵循。宜人性强的人，其特征为有礼貌，令人信赖，待人友善宽容，容易相处。反之，则表现为愤世嫉俗、粗鲁、多疑、不易合作、报复心重、残忍、易怒、好操纵别人。

（5）神经质（情绪稳定性）：指个体在顺应与情绪稳定方面的负面倾向，反映个体容易产生心理烦恼、不现实的想法、过分的奢望。神经质强的人，其特征为容易紧张，缺乏安全感，不能控制情绪，易发脾气。反之，则表现为不易紧张，心情轻松，能够妥善控制情绪。

如果我们将“大五模型”和艾森克（Eysenck）的“PEN模型”作一个对比，前者基本包含了后者的所有特征。大致来说，“大五模型”的“宜人性”、“外向性”、“神经质”等3项分别与“PEN模型”的“精神质”、“外向性”、“神经质”对应，但分出了“开放性”和“认真性”2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五模型”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成为个性心理学的主导理论模式。

4.2.2 学习者个性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二语学习者的个性对二语学习的影响问题，也引起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注意。

拉尔森——弗里曼和朗（Larsen-Freeman&Long，1991）曾介绍了此前关于二语学习者个性中8个因素的研究情况，包括：①“自信心”（self-esteem，又译“自尊心”）；②“外向性”；③“焦虑”（anxiety）；④“冒险精神”（risk-taking）；⑤“对拒绝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rejection，又译“否定敏感性”）；⑥“移情”（empathy）；舆“抑制”（inhibition）；余“歧义容忍度”（tolerance of ambiguity，又译“含混容忍度”）等。

从“大五”的角度来看这8个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集中在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这两大维度。下面我们主要讨论其中的外向性、抑制、焦虑、自尊心等几个问题。

4.2.2.1外向性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1.外向和内向

外向和内向是人们凭直觉就可以感知到的个性差异。例如，常见一群人在聊天，有人滔滔不绝，有人微笑静听。那么基本上可以确认，前者可能比较外向，后者可能比较内向。

外向性也是最具有文化性的个性特质之一。有调查显示，美国人的75%属于外向型，只有25%属于内向型（丁安琪，2010）。而中国人在整体上就是内向的。当然还有更内向的，如日本人的整体性内向性格，就是世界公认的。

对这一点，对外汉语教师深有体会。一般情况是，欧美人居多的课堂会比较活跃，日本人居多的课堂就比较沉闷。在一个“小小联合国”式的课堂里，始终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的，十有八九是日本学生。

“爱说话”（talkative）是外向性的特征之一。但在中华文化传统中，“讷于言而敏于行”才是“君子之道”，而“话痨子”是要受到鄙视的。同样，“少说话，多吃饭”、“言多必失”之类说法，也是民间智慧之一。

上文提到，外向性是一个连续统，它的两极分别为“外向”和“内向”。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这两种倾向性特征，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表现不同。有人更多地表现出某一侧的特征，也有人表现的倾向性不明显。那么，较多地表现出内向一侧特征的人就归为内向型者，反之则为外向型者。同时，内向型者有时也可能表现得外向，外向型者有时也可能表现得内向。

在学习过程中，“外向”和“内向”的学习者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可以从感知、想象、思维等三个方面来观察（见下表）。

外向和内向在感知、想象、思维等三个方面的特征

[image: picture]


那么，这些不同的特征，是否有可能对二语学习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学习成效呢?这就引起了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关注。

2.外向性与二语习得过程和成效的关系

拉尔森——弗里曼和朗（Larsen-Freeman&Long，1991）指出：“（西方）民间智慧认为，外向的学习者比内向型者学得快。然而，正如该领域的许多研究所显示的，实证研究工作的结果却不具有定论性。”

（1）正相关

一部分研究报告确实显示外向性与学习成效之间具有正相关。

早在1964年，瓦莱特（Valette，1964）曾讨论过梅特劳（Metraux）的一项针对法国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幼儿法语学习情况的研究。该研究报告称，那些较为成功的孩子都是叽叽喳喳的（talkative）、开朗活泼的（outgoing）、适应性强的（adaptive）；而那些沉默安静的（quiet）、寡言少语的（reserved）、循规蹈矩的（confromist）孩子，则学得比较慢。

20世纪70年代以来，更多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例如：

切斯坦（Chastain，1975）针对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德语和西班牙语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开朗性格量表的得分与课程成绩等第之间具有正相关，除了学法语的学生以外。

洛西埃尔（Rossier，1976）在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的青少年英语学习的研究发现，外向的学生在提高口语流利性方面快于内向的学生。

同样，斯特朗（Strong，1983）针对美国的学习英语第二语言的幼儿园儿童的研究发现，社交性和开朗性与交际技能之间有关系。在8项以自然交际语言（natur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为测量标准的研究中，外向型者在6项中占优势。

厄尔曼和奥克斯福德（Ehrman&Oxford，1990）的研究发现，外向型学生外语学习绩效好于内向型学生。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外向的个体更加愿意交流，并且其受到的抑制也明显少于内向的个体。

（2）不相关

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外向性与学习成效之间具有相关性或者显著性相关。例如：

苏特尔（Suter，1976）测量了在美国大学里学习的一批外国学生的英语发音技能，并没有发现其与外向性的关联。

斯温和本纳比（Swain&Burnaby，1976）在针对加拿大幼儿园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在其外向性、社交性、多言性（talkativeness）的特质与法语测试的表现之间没有相关性。

同样，奈曼等人（Naiman et al，1978）在对加拿大的一批自认的“善学语言者”的调查中，在外向性的测试得分与听力理解和模拟任务的成绩之间也没有发现显著性相关。

（3）负相关

甚至还有人发现外向性与学习成效之间具有负相关。例如：

布须（Busch，1982）在日本开展的一项关于内向/外向与日本学生英语作为外语的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被试的英语发音和外向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内向型者倾向于在标准英语测试的阅读和语法部分得分较高。只有某些被试，即那些具有“外向倾向”（tendencies towards extroversion）的低年级大学男生在口试任务中得分较高。此外，外向性也与在一所成人学校学习英语的学生所花的时间长度有正相关。

王雪梅（2000）针对国内英语专业二年级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英语综合能力上，性格内向者与外向者不分上下；而在英语专业技能上，除了口语、听力理解与写作基本上不受性格倾向影响之外，其他技能均与性格倾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线性相关，其中，在听写方面外向者占有较大优势，而在完形填空、阅读理解、词汇——语法方面，则是内向者占有较大优势。

刘明鹤、乔丽娇（2010）针对国内二年级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内向性格更有助于外语学习。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斯特朗（Strong，1983）提出了一个解释，认为这些差异可能归结于被测试的语言的本质。就是说，如果测试的是“自然交际语言”（natural communicative language），那么在外向性和表现之间就呈现出某种关系。如果测试的是“语言任务语言”（linguistic task language），那么就常常发现不了关系；只有在“语言任务语言”是用一种较为“非正式的”方式诱导出来的条件下，才会存在关系。这一解释类似于卡敏斯（Cummins，1979）所提出的两项假说，即①外向型者在获得基本的人际交际性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BICS）方面强于内向型者；②内向型者在发展认知的学术性语言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ency，CALP）方面强于外向型者。

斯克汉（Skehan，1989）也认为，外向性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任务，二语学习并不只是“做着学”（learning-by-doing），也不只是“谈着学”（learning-bytalking），因而有些任务可能更有利于内向型者。

对于奈曼等人（Naiman et al，1978）关于外向性与学习成效之间没有相关性的观点，德维勒和芬海姆（Dewaele&Furnham，1999）分析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区分口语和书面语造成的，因为他们所依据的语言水平是根据书面语测试结果来确定的。德维勒和芬海姆（Dewaele&Furnham）发现，外向性与口语表达有相关性；口语任务越复杂，这种相关性就越突出。外向型者对刺激不敏感，喜欢热闹，比较冲动，不会轻易感到焦虑，因而抗击刺激和压力的能力也比较强。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外向型者比较善于进行平行处理。在比较复杂的二语口语任务中，需要对语言信息进行高速处理，那么善于进行平行处理的人就具有极大的优势了。而内向型者则对刺激比较敏感，当外界的压力增大时，他们会感到难以应付，平行处理过程受到抑制，不得不动用线性控制过程。如果遇到比较复杂（即压力较大）的二语口语任务，由于线性控制过程需要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他们的话语就不得不常常停顿而极不流畅，而且往往语句较短，还容易出错。

对此观点，德维勒和芬海姆（Dawaele&Furnham，2000）通过对个性和言语产出关系的试点研究，进一步研究证明，在正式（即压力大）的环境中，内向型者不能保持平时的自动化水平，需要改为使用控制过程，导致工作记忆超负荷运转，口语的流利性也大大降低。

总之，在卡敏斯（Cummins，1979）的两项假设中，前一项基本得到了肯定，即外向型者在二语的人际交际能力的习得方面更胜一筹。这也符合人们一般的直觉和推理，即外向型者语言反应快、爱说话、爱交际等特征，的确有利于以流利性为主要标志的交际性语言的习得。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外向型者的母语表达方面。

而后一项假设，即内向性格更有利于学术性语言能力的习得，则尚未取得的共识。也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解释：

（1）内向型者具有感受精确、思维集中的优点，这的确有利于以准确性为主要标志的学术性语言的习得。而且在书面测试中，内向型者即时语言反应较慢的缺点也不易暴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不少实验中，外向型者在相关测试中取得了更高的得分。而外向型者由于感受较为概括，思维较为发散，则不容易取得高分。

（2）外向型者在特定环境的压力下，也可能变得内向起来。在相关测试中，一旦他们能够克服感受不精确、思维不集中的缺点，同样可能取得高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研究显示，内外向性格在书面测试中并没有展现出显著的区别。而另一方面，内向型者在交际语言能力习得中，则较难克服语言反应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缺点，导致他们在即时言语产出中的流利度较低。这一点也可以用德维勒和芬海姆（Dawaele&Furnham，1999；2000）的系列研究来证实。

由此可见，尽管内外向型者在不同的语言任务中，可以扬长避短，各显优势，但是相比较而言，外向型者更有可能克服其短处，因而在综合的语言水平提高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由此带来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内向型者是否绝无可能在交际语言方面达到外向型者所能达到的程度，即高度的流利性?这就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加以证明。

也许，内向型者的二语口语习得一旦学到较高的程度，也有可能达到类母语的自动化水平，不过这可能需要时间。这可以用我们上文所举的“龟兔赛跑”的例子来说明，即，只要有时间，乌龟仍然是可以跑到终点的。

3.抑制与二语习得过程和成效的关系

“抑制”（inhibition）是指人们为了自我保护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心理屏障，用以抵御和排斥威胁个人价值观和信仰的观念和感受。这种抑制心理随着儿童自我（ego）意识的增强而不断建立，在青春期发展到高峰，并进一步延续到成年。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能够承受的范围时，个体会采取防范手段保护自我，抑制就产生了。简言之，抑制就是个体为了保护自我形象而采取的回避和退缩的行为。

抑制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自我屏障，但这种自我屏障的渗透性（premeability）又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这就好比篱笆，有的扎得紧，有的扎得松；有时收得紧，有时放得松。

纵向来看，既然抑制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产生的，那么它首先与年龄有关。换言之，儿童的抑制程度较低，渗透性较强；成人的抑制程度较高，渗透性较弱。表现在语言方面，“童言无忌”就是由于其抑制程度较低。而“谨言慎行”，则是成人的表现。

横向来看，抑制也是个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与外向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外向型者抑制程度较低，内向型者抑制程度较高。例如，有的人性格开朗，“胸无城府”，渗透性就较强；有的人性格内敛，“城府很深”，渗透性则较弱。表现在语言方面，有的人爱说话，也容易“说漏嘴”；有的人不爱说话，就利于“守口如瓶”。

另一方面，抑制既然是以自我保护意识为基础的，那么它也与这种意识的唤醒程度有关。换言之，意识较为清醒时，抑制程度较高；意识不太清醒时，抑制程度就会降低。例如，酒精具有麻醉意识的作用，就可以降低人的抑制程度。所谓“喝酒壮胆”，就是这个道理。表现在语言方面，则是“酒后吐真言”，因为自我屏障完全放松了。

贵奥拉（Guiora）较早注意到抑制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并将普通心理学中的“自我屏障”（ego boundaries）理论引进外语习得领域。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72）认为，人们学习了一门外语以后，会获得一种新的“语言自我”（language ego）。这种语言自我会导致产生语言抑制，而语言抑制与外语学习具有相关性。据此，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试图通过学习者抑制的降低，语言自我屏障渗透性的提高，来探讨语言学习成绩提高的可能性。

他们在一项针对泰语学习者的研究（Guiora et al，1972）中，采用酒精来降低实验组被试的抑制。研究者把被试分为5组，前4组为实验组，分别饮用不同量的酒，第1组3盎司，第2组2盎司，第3组1.5盎司，第4组1盎司；第5组为控制组，饮用不含酒精的饮料。休息10分钟以后，测试他们的泰语发音能力。结果发现，第3、4组发音最好，并与第5组有明显区别。第5组表现居中。第1、2组发音最差。这说明，被试的自我屏障由于少量酒精（1——1.5盎司）的摄取而变得更为灵活（可渗透）了，从而降低了抑制，增强了语言自我屏障的渗透性，因而导致了更好的发音表现。

后来，舒曼等人（Schumann et al，1978）以及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80）还分别采用催眠术和安定（一种安眠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是，催眠程度的提高和安定剂量的加大并没有对学习者的表现产生任何影响或者直接的效应。

由此看来，在贵奥拉（Guiora）的系列研究中，其测试手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因而他的相关研究结论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

当然，从理论上来看，抑制现象至少可以解释儿童和成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差异。相比于成人，儿童的语言抑制心理不明显，这可能也是儿童学习二语较快、较好的原因之一。

4.2.2.2情绪稳定性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1.焦虑及其分类

焦虑（anxiety）是指个人由于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胁而使其自信心受挫，或者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甚至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

焦虑也是人类的生物学属性之一，与神经质有密切关系。我们在第二章中曾提到威尔逊（Wilson）的生物学模型，他指出：“雄狮通常是狮群中比较懒散的成年动物，当陌生雄狮进入视野时，它们会猛醒过来并开始发出充满野性的阵阵吼叫。”雄狮的吼叫就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这是由疑似入侵者的靠近而引起的本能的应激反应。同样，每个人也都有与生俱来的焦虑感，并在受到一定的外界刺激时表现出来。

斯皮尔伯格等人（Spielberger et al，1970）把焦虑分为两种：“状态焦虑”（state anxiety），指出现于特定情景的焦虑；“特质焦虑”（trait anxiety），指反映一个人个性的永久性特点的焦虑。他们据此开发了焦虑种类的调查工具，即“状态——特质焦虑清单”（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简单说来，状态焦虑是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中都会发生的，只是焦虑的程度各有不同。例如面对一场重要的考试，信心不足的人自然会焦虑，而那些自信满满的人同样会焦虑。

特质焦虑是反映个性的焦虑，可以从它的频度和强度来观察。也就是说，某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常产生焦虑，或者面对焦虑产出性（anxiety-producing）情景（即导致状态焦虑的场合）会有较为严重的反应。这些人就是焦虑型者。

从频度来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有些人不论干什么事都会焦虑，而另一些人则只有大事焦虑，小事则很少焦虑或者不焦虑。这是因为，在可能引起焦虑的刺激强度上，每个人的阈值（threshold）或临界值是不同的。换言之，对于什么样的事才值得焦虑，各人的评估标准也是因人而异的。例如，“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阈值太高，该焦虑而不焦虑；“杞人忧天”，则是阈值太低了，不该焦虑而乱焦虑。

因此，当一个人的焦虑达到过于频繁的程度，就可能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病态表现，即焦虑症。

从强度来看，特质焦虑也会表现在状态焦虑中。例如，同样是面对一场考试，尽管人人都可能焦虑，但有人反应较大，有人反应较小。

较为严重的状态焦虑表现也很容易观察到。例如，临场出现脸色发白、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冒汗、两腿发软、想要小便等，或者一旦第二天有事，前一天就彻夜难眠等。

另外，作为个性之一的焦虑，有时也具有群体性。例如，上文提到的成语“杞人忧天”，源自战国早期思想家列子的一则寓言
[14]

 ，比喻不必要的或缺乏根据的忧虑和担心（即焦虑）。耐人寻味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有那么多诸侯国，为什么不是其他国家（如“五霸”、“七雄”）之人“忧天”，而偏偏是“杞国”之人在“忧天”?假如我们简单考察一下杞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作为一个迷你小国
[15]

 ，它由于被紧夹在周围的强邻之间而饱受欺凌，常被逼得到处迁徙
[16]

 。因此，杞人所担忧的“身亡（无）所寄”（没地方安身），应该不是毫无来由的，而可能来自这个族群的集体记忆。

在现实生活中，过度的焦虑往往会把事情弄砸，因此人们并不看好焦虑，认为焦虑只有负面作用。汉语中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之类说法，就是鼓励人们遇事不要焦虑；“初生牛犊不怕虎”，则是鼓励年轻人勇于面对挑战。

那么，焦虑是不是一无是处呢?实际上并不如此。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珀特和哈伯尔（Alpert&Harber，1960）曾把焦虑对学习的作用分为“促进性焦虑”（facilitating anxiety）和“促退性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两类，并据此开发了一种焦虑测量工具，即“成就焦虑测验”（achievement anxiety test，AAT）。

如此看来，对于学习来说，焦虑具有好坏两方面，既可能促进学习，也可能阻碍学习，关键在于适时和适度。

2.外语焦虑及其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在二语学习中，焦虑现象也有可能发生，以至于阻碍语言学习。这种焦虑就称为“外语焦虑”（foreign language anxiety）或者“语言焦虑”、“外语学习焦虑”、“外语课堂焦虑”。

根据霍尔维兹等人（Horwitz et al，1986）的定义，外语焦虑是语言学习所特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指与课堂语言学习有关的，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的自我认识、信念、情感以及行为。

对于外语焦虑研究的重要性，麦克因泰尔和加德纳（MacIntyre&Gardner，1991）曾指出：“语言焦虑是渗透到语言学习环境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任何寻求理解和解释语言学习过程的理论模式都必须将它的影响纳入考虑之列。”

关于外语焦虑常见的迹象，奥克斯福德（Oxford，1999）总结了4种：①回避，如“忘记”答案、迟到早退、装出粗心的样子等；②身体动作，如抖动身体、玩弄头发、玩弄衣物等；③身体不适症状，如抱怨肌肉疼、头痛、身体部位莫名疼痛等；④其他迹象，如不敢正视他人、回避社交、有完美主义思想等。

关于外语焦虑的起因，霍尔维兹（Horwitz，1986）曾分为3个方面：

（1）交际畏惧（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指学习者由于成熟的思想和不成熟的外语水平之间存在差距，常常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也无法理解对方的话语，导致交际失败，因而产生挫折感，引发焦虑。

（2）考试焦虑（test anxiety），指学习者由于信心不足，或者追求完美，因而担心考试成绩不好，引发焦虑。

（3）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指学习者过分看重他人的评价，因而在课堂提问或其他交际场合中害怕出错而成为笑柄，引发焦虑。

杨（Young，1992）采访了一些二语习得专家对焦虑的看法，然后总结出6种原因：①竞争；②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看法；③教师对语言教学的看法；④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⑤课堂活动形式；⑥语言测试。

这就说明，有些焦虑是由教师引起的，叫做“师源焦虑”。例如，课堂上教师安排的大量技能操练、测试等，也可能诱发学生的焦虑。

那么，外语焦虑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有的研究发现，两者呈正相关或者不相关。也有研究发现，课堂焦虑与语言成效呈现负相关。例如：

切斯坦（Chastain，1975）采用焦虑测量工具研究了美国大学生的焦虑与外语课期末考试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焦虑是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的显著性预测指标，其相关性高于其他语言，然而这种相关性的方向并不总是一贯的。即在一些样本中，相关性是负的，表明了焦虑的有害效应；而在另一些样本中，焦虑似乎增强了学习表现。

克兰曼（Kleinmann，1977）针对英语二语的学生的研究发现，在用来测量促进性焦虑的题目（如“使用英语时的紧张感帮助我学得更好”）上得分高的学生使用了英语中的某些结构，而其他人则倾向于回避这些结构。这就说明，促进性焦虑确实促进了语言学习。

斯科维尔（Scovel，1978）在对此前外语焦虑研究工作进行总结时认为，“促进性焦虑”和“促退性焦虑”的两分法可以解释那些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他解释道：“促进性焦虑促使学习者去跟新的学习任务‘斗争爷，它使学习者在情感上适应接受行为（approval behavior）。相反，退缩性焦虑促使学习者‘逃避爷新的学习任务，它刺激个体在情感上采取回避行为（avoidance behavior）。”

不过，到底什么样的焦虑是“促进性”的，什么样的焦虑是“促退性”的，也还是个疑问。

贝蕾（Bailey，1983）以自身学习法语期间的竞争性（competetiveness）和焦虑表现为对象，对焦虑的本质进行了一项日记研究。她在日记中发现，自己有一种与班里其他同学竞争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时候阻碍了自己的二语习得，而有时候又驱使自己更加努力地进行尝试。这就表明，由竞争性引发的促进性焦虑具有激励性。

对此，拉尔森——弗里曼和朗（Larsen-Freeman&Long，1991）总结认为，贝蕾（Bailey）的经历表明，决定某个焦虑具有促退性还是具有促进性的因素，主要不是个体的永久性焦虑倾向，而是一个人在某个场合所感觉到的焦虑强度。

威廉姆斯（Williams，1991；黄冰，2004）的研究也表明，低焦虑状态会产生促进作用而高焦虑状态会产生促退作用。

由此看来，外语焦虑对学习的影响，主要是在状态焦虑方面，即适度的状态焦虑可以促进学习，而过高或过低的状态焦虑则可能妨碍学习。而这个“适度”，又是因人而异的。

在焦虑测量工具方面，目前采用较多的是霍尔维兹（Horwitz）于1983年开发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FLCAS）（Horwitz，1986）。

近一些年来，关于外语焦虑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二语的各项技能习得的领域，尤其是阅读领域。斋藤等人（Saito et al，1999）专门开展了“外语阅读焦虑”（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xiety）的研究。他们发现，外语阅读焦虑与一般的外语焦虑既有联系，又有不同，二者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阅读焦虑与阅读成绩具有负相关。从阅读焦虑发生的原因来看，它与学生对目的语难度的看法有关，即学生越是觉得难，越是容易焦虑。

同时，在他们所调查的学习日语、俄语和法语这三种外语的美国学生中，日语学生的阅读焦虑值是最高的。他们据此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不熟悉的文字书写系统是非常容易引发阅读焦虑的。

钱旭菁（1999）针对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研究也显示，有36%的美国学生对阅读感到最焦虑，而日本学生感到阅读焦虑的只有3%。

张莉（2002）通过对欧美和日韩留学生的调查，研究了留学生汉语阅读焦虑问题，并发现，欧美学生的汉语阅读焦虑远远高于日韩学生。

显然，这种对目的语难度的看法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语阅读焦虑，与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语言距离和文字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首要因素，则可能是文字距离。

3.自信心及其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自信心（self-esteem），又叫“自我价值感”（the feeling of self-worth），是指个体所拥有的对自己的作用、能力和价值等的总体感觉。

自信心与焦虑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自信心强，则焦虑度低；自信心弱，则焦虑度高。

谢沃尔森等人（Shavelson et al，1976）研究了自信心的结构，并提出了一个三层模型。在这个三层模型中，最高层是“总体自信心”（global self-esteem），即个体的全面的自我评估；中间层是“特定自信心”（specific self-esteem），即个体如何在各种生活环境（教育、工作等）中根据各种特点（智力、吸引力）来感知自身；最低层是“任务自信心”（task self-esteem），即个体针对特定任务（写论文、开车等）给予自身的评价。

国内的相关文献一般把英语的“self-esteem”译为“自尊心”，殊不知汉语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不是一回事。“自尊心”指的是一个人在人际交往中既尊重自己又希望得到他人尊重的心理状态。它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组成成分，与“面子”有关。它也是一种基本人权，即“人格尊严”。另一方面，由于自尊心是一种对他人“索取”的欲望，因而必须控制在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上。如果有人自尊心太强，动不动就觉得“伤自尊了”，那就只能自讨没趣了。

而“自信心”指的是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与“自尊心”既不等同，也无必然的关联。自信心如果体现在个人生活中，就与自尊心毫无关系。只有在社会交往中，自信心才会与自尊心产生一定的关联，但也未必是正相关。换言之，自信心强，未必导致自尊心也强，反之亦然。自信心不足的人，有时反而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尊心。相反，真正充满自信心的人，有时倒不太在乎他人的尊重，能够“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有的学者（如王初明，1990；黄冰，2004）也发现了“自尊心”的误译，并从词义的感情色彩角度加以辨析，认为“汉语中‘自尊心爷一词含有‘自我意识爷之意，说某人自尊心太强，往往带有贬义”。其实，“自尊心太强”的说法之“带有贬义”是肯定的；而“自尊心”是人人应有之物，并无任何贬义。因此，“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差异并不在感情色彩上。

由于以讹传讹，以至于常见一些关于语言教学的论文要求“外语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尊心”云云，听起来总让人觉得很别扭的，好像学生“不自尊”似的。其实课堂上有的学生正是由于自尊心太强，怕丢面子，而自信心又不足，因而表现出不愿尝试、不愿开口、不愿积极参与活动等现象。那么，在“自尊心”和“自信心”之间，哪个“心”更需要教师去培养?

就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过于自信”是会坏事的。因而历来都崇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也有“人贵有自知之明”的古训，都是要求人们不要过于自信。因此，“自视甚高”、“不自量力”、“好高骛远”等成语都带有贬义。

那么，二语学习者的自信心会对二语学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由于自信心不足是导致外语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自信心也可能影响到二语习得的成效。

黑德（Heyde，1979）根据谢沃尔森（Shavelson）等人的三层模型，针对美国大学生的法语口语表现进行了研究。她发现，学生的表现与这3个层面的自信心显著相关，其中“任务自信心”的相关度最高。

不过，也有人做的类似研究却没有发现同样的结果（黄冰，2004）。

由此看来，由于相关研究较少，因而自信心与二语学习的关系也仍然是个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既然自信心是个体的自我评价，那么它就取决于个体对自身的了解。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知己”不确，或曰“不自知”，那就会出现自评过低而“自信不足”，或者自评过高而“过于自信”。“自信不足”可能导致退缩或焦虑，影响二语学习；“过于自信”则可能导致冒进或轻敌，同样无助于二语学习。而且，过于自信者一旦受挫，也有可能一蹶不振，反而跌入自信丧失的深渊。

如此看来，只有适度的自信心才是最佳状态。而所谓“适度”，则也是因人而异的。也许，略高于自身能力的自信心，可谓“适度”。当然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因而，即使在个别研究中初步发现自信心与学习成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也不宜匆忙得出自信心越满越好的结论。

4.2.3 学习者个性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二语学习者个性的研究，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70年代以来逐渐得到发展。从最早的外向性研究，逐步扩展到抑制、焦虑、自信心，以及冒险精神、对拒绝的敏感性、移情、歧义容忍度等方面。不过，由于个性的复杂性，相关研究成果尽管有意义，但仍然相互矛盾而众说纷纭。这与该领域相关理论的不成熟和方法论的不完备有关。

在方法论方面，拉尔森——弗里曼和朗（Larsen-Freeman&Long，1991，2000）曾在评论外向性的研究工作时，总结了个性与二语学习关系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下列4个问题。

（1）个性特质的测量效度，即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测量方法是否真正足以测量出一个人的个性倾向。如果测量工具本身无效，那么研究数据所显示的与二语习得的任何关系就很可能是虚假的。

（2）习得水平标准的效度，即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水平测试方法各不相同，有听力、模拟、语音、口试，以及包含语法、词汇、听写等内容的标准试卷等。这些方法在各自的研究中可能是有效度的，但却无法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语言水平测量标准，而且不同的标准也导致这些研究之间难有可比性。

（3）个性特质产生影响的语境，即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得出的相关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尽管个性差异受到语境因素影响的程度不如受到社会心理变量影响的程度，但人们仍然可以感知到，不同文化对个性特质的价值评价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会作用于个性特质对二语习得产生影响的方式。

我们认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研究常常显示外向性与二语学习存在正相关，而在日本（如Busch，1982）和中国（如刘明鹤、乔丽娇，2010）的同类研究却常常显示负相关。

（4）个性特质产生影响的方式，即个性特质可能是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影响到二语学习。例如，布须（Busch，1982）研究发现，外向性与学习英语的学生所花的时间长度有正相关。这就暗示了，外向性本身并没有导致二语水平的提高，但可能是鼓励了学习者继续学习，从而促进了二语习得。

另外，在解释某些相关关系时，也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例如，上文提到贵奥拉等人（Guiora et al，1972）采用酒精进行的抑制研究。也有人质疑这项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即，酒精当然具有降低学习者抑制的作用，但它同时还可以降低肌肉的紧张程度。因此，学习者在发音上的超常发挥，也许是因为酒精对身体直接作用的结果，并非是先通过对学习者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然后学习者才表现出比较好的语言行为。因而，酒精对身体的作用也许要比对心理的作用更大些（王初明，1990）。

4.2.4 中国国内的二语学习者个性研究

4.2.4.1国内二语学习者个性研究简况

国内外语教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进、介绍国外二语学习者个性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本世纪以来，陆续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探讨国内英语学习者个性与学习成效以及学习策略的关系。在具体的个性变量方面，关注的焦点基本集中于外向性和焦虑这两大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汉语学习者个性的研究数量较少，不过相关实证研究开展得倒不晚。早在1994年，梁霞（1994）就注意到日本人性格的特点对其汉语学习的影响。该研究以北京师范大学的日本留学生为对象，总结了作者在平时教学中观察到的日本人刻苦勤奋、喜欢秩序与计划、性格内向、具有团体主义精神等个性特点在汉语学习中的具体表现。不过，该研究仅限于民族性格，还不是真正的个性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者个性研究，还是世纪之交才开展起来的，近几年也陆续有一些实证研究报告问世。在具体的个性变量方面，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焦虑上，而很少涉及其他因素。例如：

钱旭菁（1999）较早研究了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调查了留学生汉语焦虑感与学习成绩等九项指标的关系。研究发现，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主要与国别和自我评价有关。从总体上看，日韩学生比美国等国学生更容易焦虑，这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决定的。此外，自我评价较高的学生焦虑感较弱，自我评价较低的学生焦虑感较强。焦虑对留学生学习汉语具有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口语方面。具体地说，口语成绩和焦虑感成反比：焦虑感越强，口语成绩越差；焦虑感越弱，口语成绩越好。年龄、性别、学习汉语的时间、是否华裔以及期望值等因素和焦虑没有明显关系。

张莉（2001，2002）先后深入研究了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感与口语流利性的关系以及留学生汉语阅读焦虑感的分布特点。前者发现，被试在汉语学习中的焦虑感对他们口语的流利性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焦虑值高的学生，在课堂上和生活中，不愿意积极参与汉语交际活动，对自己的汉语能力不自信，影响了他们语言能力的习得，造成他们口语输出的不流利；焦虑值低的学生，对交际充满兴趣，开口率高，所以他们的口语比较流利。后者发现，从绝对值来看，欧美学生的阅读焦虑值略低于日韩学生，但就各自的相对焦虑程度而言，欧美学生的汉语阅读焦虑感远远高于日韩学生。

高海洋（2000）在其二语习得情感因素研究中，也涉及了焦虑和性格因素。该研究采用外语课堂焦虑量表和内外向性格量表以及HSK成绩，研究了韩国学生外语焦虑和内外向性格与学习策略和学习成绩的相关性，以及焦虑与性格的相关性。结果发现：①学习者的焦虑与学习策略选择呈负相关，焦虑高的学习者更少使用学习策略（尤其是记忆策略和认知策略）；学习者的焦虑与学习成绩（特别是阅读理解成绩呈负相关）。②学习者的性格与学习策略、学习成绩均不相关，但与焦虑相关，外向的学生在学习中更容易焦虑。

施仁娟（2005，2007）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状况、成因和应付方式。

李轶（2008）较早注意到内向型和外向型留学生在课堂表现中的不同特点，并根据教学经验将他们细分为：自尊敏感型、胆怯紧张型、慢慢吞吞型、滔滔不绝型、幽默搞笑型、老师画家型、急躁偏执型等7种类型，前3种属于内向型，后3种属于外向型。不过，该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根据学生性格特点合理组织口语教学，属于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范畴，因而尚未能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外向性研究。

4.2.4.2关于汉语学习者个性的一项研究

2005年，施仁娟发表硕士论文《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状况、成因和应付方式研究》（2005）。该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华大学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分析了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程度、不同个体因素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程度的影响、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产生的原因、留学生对汉语学习焦虑的应付方式。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留学生或多或少地经受着一定程度的汉语学习焦虑，大约三分之一的留学生因强烈的汉语学习焦虑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第二，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程度受留学生的性别、国别、主观语言水平的影响较大，受年龄、性格、已经学习汉语的时间和期望值的影响不大。

第三，引起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的原因很多，如课堂教学活动、师生之间的交流、学习内容和材料、课堂竞争、文化冲突、语言测试等，其中因汉语本身的特点而产生的学习困难是最容易让留学生感到焦虑的原因。对于不同焦虑程度的留学生来说，容易引起他们焦虑的原因各不相同。

第四，留学生对汉语学习焦虑的应付方式主要是成熟的、积极的应付方式。不同焦虑程度的留学生最常用的应付方式各不相同，但是最不常用的应付方式则几乎完全相同。

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研究，是学习者个体差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动机和个性两大领域中，一直以来，动机研究较多，相关理论也较为成熟；而个性研究则偏少，相关理论也不够成熟。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可能与个性的复杂性有关。

在个性研究中，则是内外向性格和焦虑的研究相对较多，也较成熟。其他如抑制、自信心，以及冒险精神、对拒绝的敏感性、移情、歧义容忍度等因素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也不够成熟。

回顾一下学术界对二语学习者各项情感因素的研究，人们往往都是开始于现实生活中的先入之见，诸如动机越强烈越好、态度越积极越好、性格越外向越好、抑制越降低越好、焦虑越减轻越好、自信心越充满越好，等等。但是经过实证研究才发现，至少就二语习得过程而言，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不过，个性研究的薄弱，也为今后的研究预留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国内关于二语习得中的情感因素研究，不妨在个性研究方面多做填补空白的创造性研究，以实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突破。

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也必须注意保持二语习得研究的学科边界。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指出，二语习得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与许多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特点意味着它的研究工作是在学科之间的边缘地带展开的，而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深入其他学科的核心地带。否则，二语习得研究就会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容易失去其学科上的独立性。

例如，我们在上文提到，有学者对“教师动机”研究感兴趣。我们认为，“教师动机”固然值得研究，但该类研究已经不属于以学生为对象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围了，它是教师心理学的一部分。二语习得研究语境中的“动机”，仅限于“学习动机”，或曰“学生动机”，更确切地讲，是“二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而不是其他人、其他事的什么动机。不能因为“教师动机”也是“动机”，所以就误以为它也是二语学习动机研究的一部分。也不能因为“教师动机”是“学习动机”的一项影响因素，就把这项因素本身作为“二语学习动机”的一部分来展开研究。

另外，从至今针对“教师动机”的研究来看，也只是罗列一些任何专业的教师都可能有的动机特点（与一般动机相比），以及影响“教师动机”的一般因素，如“教育工作紧张度高”之类，尚看不出它与二语习得研究有何特定的关系。谁不知道教师是个辛苦的职业，因而号称“辛勤的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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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

我们知道，二语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达到母语者水平，或者“类母语水平”，也就是能够像目的语的母语者那样使用该语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评价一个人的二语水平，一般首先引起关注的是他说话的流利度和发音的准确性。如果两者都不错，那就可以赞为“说一口流利的某语”了。

二语水平也可以通过测试来认定。如果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都得到高分，或者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都符合规范，那就可以说获得了“全面的语言能力”，也就是达到母语者水平，称得上“精通”了。二语习得研究中对于那些“善学者”、“成功者”的认定，一般也是这样进行的。

不过，这样一些测试，获得的是有关学习者对目的语的符号系统掌握程度的数据，却未必能够有效反映其在实际交际场合的使用能力。也就是说，学习者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熟练掌握，并不暗示着他对该系统的得体使用。这种能够得体使用的能力，就是二语语用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中国人听到别人用英语赞美自己时，他的回应是表示感谢（如“Thanks！”），表示否定（如“No，no，no！”），还是不予口头回应（如仅仅示以微笑）?艾利斯（Ellis，1997）曾指出：“在美国，一次赞美通常需要有一个回应，而没能做出回应，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错误。还有，在美国英语中，对赞美的回应通常是煞费苦心的，包括站在讲话者立场上的通过做出某种相反的评论来降低赞美程度的某种努力。但是，二语学习者却有不同的表现。有时他们根本没能回应一个赞美，有时又说出毫无修饰的回应，例如，‘Thank you爷。”

有一次，笔者在与一位国外朋友聊天时听到这样一个事例。近年来，赴英语国家留学的中学生大量增加，他们在当地的食宿一般都采用“家庭寄宿”（homestay）的方式。这些小留学生往往英语都不错，但就是“不会说话”。例如，他们的寄宿家庭“妈妈”抱怨道，这些孩子居然会直截了当地要求她们“wash the plates.”。这些“粗鲁无礼”的要求经常令对方惊得一愣一愣的。虽然她们也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不至于当场发作，但心里毕竟也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人怎么不讲礼貌的?

赛诺兹（Cenoz，2003）也提到同样的例子：一个英语学习者在与一个讲英语的家庭一起吃晚饭时，可能说“Pass me the water，please.”（请把水递给我），而不是使用诸如“Could you...?”或“Would you mind...?”那样更合适的表达法。

除了以上这些“不礼貌”的例子，相反的“太客气”的现象同样存在。假如我们把上面的英语例子转换成汉语，那么也可以设想这样的情景：一个汉语学习者在与一个讲汉语的家庭一起吃晚饭时，可能说“你能把水递给我吗?”或“你介意把水递给我吗?”，而不是使用诸如“请把水递给我”那样更合适的表达法。

当然，有时“太客气”会比“不礼貌”更安全，有道是“礼多人不怪”。不过，频繁的“太客气”，也会令人厌烦，甚至引起误解。这些对二语的不当使用，就叫“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

赛诺兹（Cenoz，2003）指出：“语用失误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失误，因为这不是对话者可以轻易识别的，他们可能判断说话者不礼貌或不合作，或者把这种语用偏误归因于说话者的个性。而且，语用失误不仅常见于目的语水平低的学生中，也常见于对语法和词汇要素掌握得很好的高级语言学习者中。”

因此，对二语语用能力习得的研究，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5.1 语言能力与交际语言能力

5.1.1 语言能力

我们知道，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Saussure）采用二分法，把人类的语言行为（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抽象的语言符号系统，后者是语言的具体运用。

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语言学理论也采用二分法，把人类的语言行为分为“（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performance，又译“行为”、“运用”）两个方面，前者是在最理想的条件之下说话人/听话人所掌握的语言知识，即在人脑中内化的关于语言的规则系统的知识；后者是语言知识在适当场合下的具体使用，大致相当于索绪尔（Saussure）的“言语”。

心智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语言观不同，两者所提出的“语言”和“（语言）能力”的角度也不同，但都同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言语/（语言）表现”，而是“语言/（语言）能力”，即人脑中的那个抽象的符号结构系统。

那么，当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时，指的就是那个符号系统的能力。因此，当我们认定一个人的二语能力时，关注的就是他对目的语符号系统的掌握程度，而二语教学的内容自然也是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在内的那个符号系统。

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从不同的语言观出发，认为语言是一种“做事的形式”（a form of doing），而不是“知晓的形式”（a form of knowing）。它同样采用二分法，把语言分为“语言行为潜势”（linguistic behavior potential）和“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ur）两个方面，前者是一个人在语言行为方面被允许做的事情的范围，后者是说话人实际说出的话语，相当于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言语/（语言）表现”。那么，与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语言）能力”相比，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行为潜势”已经大大超出了前者的范围，而是把语言使用方面的规则系统，即基于语言使用环境的交际和语用规约包含了进去。这一思想，为20世纪70年代产生“交际能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5.1.2 交际能力理论

“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是由坎姆贝尔和威尔士（Campbell&Wales，1970）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除了“语法”（指语言知识）能力以外，语言能力还应该包括“语境得体性”的能力，即交际能力。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语言能力=语法能力+交际能力。

1972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1972）在其《论交际能力》一文中，扩大了坎姆贝尔和威尔士（Campbell&Wales）的“交际能力”概念，提出了系统的“交际能力”理论。他对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概念进行了抨击，批评他的狭隘的“（语言）能力”概念是一种“伊甸园”观。

他认为，一个人潜在的语言“能力”（capacity）包括语言“知识”（knowledge）和“语言的使用能力”（ability for use of language）。而他的“交际能力”，是指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这种交际能力由4项参数组成：

（1）可能性（possibility），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即产生合乎语言结构规则的句子的能力，相当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

（2）可行性（feasibility），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即产生可以让人类大脑解码的句子的能力。

（3）得体性（appropriateness），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即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使用正确语言形式的能力，相当于语用能力。

（4）实用性（performance），即产生符合本族语者习惯的话语的能力，指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过。

因此，在海姆斯（Hymes）看来，一个人的交际能力不仅应包括语言知识方面的能力（可能），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可行），社会文化（得体）和使用概率（实际出现）等方面在内的一种判断能力。

“交际能力”理论的提出，被称为是继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Chomsky）的心智主义理论之后的又一场革命。它极大地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二语习得研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外语教学方面，这个理论引起了教学法和教学内容的变革。首先，它很快作为反传统语言教学思想的观点，构成了“交际教学法”的主要理论基础，产生了“意念/功能教学大纲”（notion/ functional syllabus）以及“交际教学大纲”（communicative syllabus）等。其次，它也促使外语教学重视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语用知识的学习。

此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对海姆斯（Hymes）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新的模型。

1980年，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1980）发表《第二语言教学与测试中交际模式的理论基础》一文，提出了新的交际能力模型，包括3个部分：

（1）语法能力，指了解语言规则的能力，相当于乔姆斯基（Chomsky）的“（语言）能力”。

（2）社会语言能力，指了解社会文化规则和语篇规则的能力。

（3）策略能力，指保持交际渠道畅通的能力。

10年以后，巴奇曼（Bachman，1990）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包括3个部分：

（1）语言能力，包括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的“语法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2）策略能力，包括评估、计划、实施三个成分。

（3）心理生理机制。

陈昌义（2003）提出了“扩充的交际能力理论框架”，由三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子能力组成：

（1）语言生成能力，包括①语法能力（音系，词法，句法等）；②语篇能力（衔接与连贯，修辞组织）。

（2）社会语用能力，包括①社会语言能力（情景意识，语言变体意识，语体、语域意识等）；②语用能力（功能意识，交际意图，跨文化交际能力）。

（3）语言理解能力（语言和非语言），包括①认知能力（感知，思维，意识，记忆，联想，识别，归类，逻辑推理等）；②心理语言能力（知觉、记忆、概念等心理过程）。

刘颂浩（2008）也提出了“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包括5个部分：①背景能力（知识性）；②语言能力（准确性）；③语用能力（得体性）；④策略能力（灵活性）；⑤流畅能力（流利性）。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交际语言能力研究并不属于以二语习得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为对象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围。前者属于语言本体研究，后者属于语言习得研究，两者虽然有关，却是有重大区别的。

5.2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研究的发展

自从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提出以来，它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不过，就二语习得而言，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学习者的语法（语言知识）能力和语用能力是二语交际能力的两大核心。

二语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一般认为，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标志为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1980）的交际能力模型，它启发了二语习得研究者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语用习得领域。

5.2.1 二语语用能力习得的相关研究

5.2.1.1语法能力与语用能力的关系

最早开展的二语语用习得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卡纳尔和斯韦恩（Canale&Swain）提出的交际能力模型进行验证。例如，沃尔特斯（Walters，1980）研究了“在何种程度上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是彼此独立的”“在什么情况下两者又是相互依赖的”等两个问题。

施密特（Schmidt，1983）针对日本的一名英语学习者卫斯（Wes）进行了一项为期3年的个案研究。卫斯是移居美国夏威夷的33岁的日本画家，15岁就辍学，几乎没有受过正式的英语教学指导。当他还在日本时，他和英语母语者的交往极为稀少。直到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开始一次次来夏威夷时，才有了使用英语的固定机会。为了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他强行记住了一些日常用语，特别是一些请求用语。起初，他是不加分析完全照搬这些语块，而且还夹有日本的社会语用方式。然而，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目的语环境中，加上语言能力有所提高，他的语用知识越来越丰富。相比较而言，他的语法知识则相对落后。

在施密特（Schmidt）长达3年的观察期间，卫斯的语法知识增长得很少，但是他的语用和话语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他成为了一个十分熟练的健谈者，在协商复杂的商业事务方面非常有效，甚至能够用英语介绍他的绘画作品，而且他在修复交际失败方面也非常熟练。该研究不仅表明了语用习得不依赖于语法，而且还表明了语用习得先于语法习得。

巴多维——哈利格和多尔涅（Bardovi-Harlig&Dörnyei，1998）就英语作为二语（ESL）和英语作为外语（EFL）两类学习者的语用和语法认知程度以及两者的相关性进行了一项实验。被试为美国一所大学主修语言专业的ESL大学生和在匈牙利中学以及大学学习的EFL学习者，并按语言水平高低各分成两组。研究的工具为一组制成录像的情景对话，对话人为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大学中最典型的交际内容。在实验过程中，每一个对话中的第二句答话都显示在屏幕上，被试必须首先判断答话是否恰当，如果不恰当，必须继续判断问题的严重程度。

研究发现，错误辨认率以及对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受到学习者的语言学习环境和语言水平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在学习环境方面，美国的二语学习者不但能辨认出更多的语用错误，而且认为这些错误比语法错误更严重，而匈牙利的外语学习者则相反，他们能辨认出更多的语法错误，并且认为这些语法错误比语用错误更严重。

在语言水平方面，低水平组的匈牙利被试辨认语法和语用错误的能力都低于高水平组的被试，高水平组的匈牙利被试都认为语法错误比语用错误更严重，而高水平组的美国被试都认为语用错误更为严重。

接着，巴多维——哈利格（Bardovi-Harlig，1999）又进行了另一项研究，不但对比了语法能力和语用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探究了中介语语用的发展和习得模式。通过对语言水平较高的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检测，最后发现试验的结果始终是一致的，即语法能力强并不能保证语用水平高。

聂兹高达和卢浮（Niezgoda&Rover，2001）在捷克复制了巴多维——哈利格和多尔涅（Bardovi-Harlig&Dörnyei，1998）的实验，并将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在捷克的英语二语学生和英语外语学生。

研究结果发现，英语二语学生认为，语用错误远比语法错误严重，这验证了巴多维——哈利格和多尔涅（Bardovi-Harlig&Dörnyei）的结论。然而，不同的是，捷克的英语外语学生的语法和语用错误辨认率都高于英语二语组，而且他们对两种错误的严重性的判断都高于英语二语组。在两组中，低水平的学生辨认出的语用错误多于语法错误，而且认为语用错误比语法错误更严重，而高水平的学生却显示出相反的倾向。

5.2.1.2语用迁移与语用能力发展的关系

很多研究者在跨文化语用对比的基础上，都证实了语用迁移现象的存在。

高桥和碧伯（Takahashi&Beebe，1987）通过对日本英语学习者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语用迁移与语用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二语水平与语用迁移具有正相关的假设。高桥和碧伯（Takahashi&Beebe，1993）再次对日本的英语学习者进行实验时，同样发现语言水平对语用迁移产生了影响。

艾利斯（Ellis，1994）曾对当时的语用习得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语用习得研究表明在语用能力发展过程中三个因素非常重要。

第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他认为二语水平是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的基础。

第二，语用迁移。他认为虽然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学习者将一语中的许多说话规则迁移到二语中，但是有些研究夸大了一语与文化的作用，因为只有学习者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才有可能将较为复杂的一语策略和规则用于二语。

第三，社会交往。他认为二语学习者在交际时不能与操母语者享有同等的地位，这限制了他们语用习得的范围，认为与同等地位的其他学习者进行交流更有利。

自从艾利斯的语用习得研究总结之后，研究者又进行了大量的二语语用习得研究，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他的结论。

前芝等人（Maeshiba et al，1996）以两组英语为二语的日本学习者作为受试对象，试图验证高桥和碧伯（Takahashi&Beebe，1987）的正相关假设。最后发现，在执行道歉行为时，中级组比高级组更多地运用迁移策略。

而希尔（Hill，1997）的研究却发现，高级组往往发生语用负迁移。他们在表达请求时，通常使用过于复杂的句法结构代替简单的结构。

艾利斯（Ellis，1997）总结认为，学习者的二语发展阶段会影响到语用迁移。这一点在学习者习得诸如请求、道歉以及拒绝那样的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方式上非常明显。学生起初并不试图迁移他们的一语言语行动策略，而只是依赖几个简单的套语。例如，他们主要依赖包含祈使动词的直接请求以及套语“Can I have a...”。但是后来，当学习者的二语能力发展了，他们可能试着找到实施符合一语规范的言语行动的办法。例如，在拒绝邀请时，熟练掌握英语的日本人有时会试着照搬日语中所要求的高等级正式程度。

5.2.1.3艾利斯的一项个案研究

艾利斯（Ellis，1992）曾以观察式研究了课堂语境中两个儿童英语学习者“请求”言语行动的习得过程，即他们在整个研究期间是如何习得在需要服务和物品时表达请求的能力的。这是二语语用习得的一个著名案例。下面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在该研究开展之初，两人都差不多完全是初学者。小J是一个10岁的葡萄牙男孩，具有母语读写能力。在个性方面，他是一个爱冒险的、自信的学习者，愿意竭力用英语进行交际，即使是在只拥有很有限资源的时候也是如此。小R是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11岁男孩，以彭加比语（Pungabi）为母语，但不会写。在个性方面，他一开始缺乏信心，大量地使用其母语，并且依赖他的姐姐帮助他用英语交际。不过，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自信而独立。

这2个孩子都是来到英国的移民，在伦敦的一家语言机构学习英语。这个机构是专门为那些刚到英国的二语学习者开设的，其目标是让他们为转学到当地中学做好准备。小J在这个机构度过了差不多4个学期（大约12个月）。小R在这个机构则度过了整整2个学年，并且当该研究结束时仍然在那儿。

这两个学习者所接受的教学方式是很混杂的，既包括正式的语言教学，也就是教学习者一些特定的语言项目和规则；也包括比较非正式的教学，也就是让学生们在交际中使用英语。另外，至少在最初，两个学习者在课堂之外几乎不接触目的语。由于英语是这些学习者在课堂上的交际媒介，所以有大量机会让他们听到和表达请求。艾利斯（Ellis）通过定期旁听他们的课堂教学并记下他们产出的所有请求，收集了他们的请求样本。

在英语中，请求的表达可以采用很多方法，也就是采用不同的策略。例如：

（1）“Give me your pencil.”（“把你的笔给我。”）——这是“直接策略”。

（2）“Can I have your pencil?”（“我可以拿一下你的笔吗?”）

（3）“Would you mind giving me your pencil?”（“可以把你的笔给我一下吗?”）——以上两种都是“规约性间接策略”。

请求可以是相对简单的，也可以是十分复杂的。例如，当说话人为提出请求而提供某个理由时，可以这样说：

（4）“My pencil's broken.Would you mind giving me yours?”（“我的笔断了。可以把你的笔给我吗?”）——这是在提出请求之前增加了“缓和辅助语”，以说明理由。

艾利斯（Ellis）通过分析小J和小R的请求样本，发现了证明他们的语言发展正在进行的清晰证据。他还发现，两个学习者似乎以非常相同的方法发展着，也就是遵循着一条发展的“自然路线”。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5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不用动词

起初，他们的请求是不用动词的。例如，当小J在一堂数学课上需要剪下一个大圆时，他说：

“Big circle.”（“大圆。”）

而在别的课上，小R想让老师用订书机把一张卡片订一下，就只是指着那张卡片说道：

“Sir.”（“老师。”）

（2）第二阶段：用上祈使动词

稍后，两个学习者都开始在其请求中用上祈使动词，例如：

“Give me.”（“给我。”）

“Give me a paper.”（“给我一张纸。”）

（3）第三阶段：使用套语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学会了使用“Can I have——?”句式，例如：

“Can I have one yellow book，please?”（“请问，我可以拿一本黄颜色的书吗?”）

（4）第四阶段：延伸语言手段

这个阶段的发展标志是他们将自己所使用过的语言手段延伸出去。小R利用了“want陈述句”，例如，他想让老师给他订书机时说：

“Miss，I want.”（“老师，我要。”）

小J则用了“got”：

“You got a rubber?”（“你有橡皮吗?”）

偶尔，他们都采用了“非规约性间接策略”而不是“直接策略”，即用暗示来表达请求。例如，当小J想要老师给他一张别的颜色的纸时，他说：

“This paper is not very good to colour blue.”（“这张纸涂蓝色不太好。”）

（5）第五阶段：分析性使用

终于，他们开始把“can”和一系列不同的动词放在一起使用，亦即不仅仅是和“have”一起使用，例如：

“Can you pass me my pencil?”（“你能把我的铅笔递给我吗?”）

由此，艾利斯（Ellis）发现了下列几点：

（1）即使两个学习者只了解极少的英语，他们也能够成功地表达简单的请求。

（2）他们在整个研究期间显露了表达请求的能力的发展，尤其是习得了表达请求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3）他们的很多请求好像根本就是套语式的。那就是说，他们使用了像“Can I have a——?”或者“Have you got a——?”这样的固定表达式。

（4）尽管两个学习者的母语背景不同，但他们都以非常相似的方法而进步。

可见，在这项研究结束前，两个学习者使用请求的能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然而，同样明显的问题是，这种能力仅限于若干方面。

（1）他们的请求始终都倾向于很直接，不够婉转。也就是基本上采用了直接策略，较少采用间接策略。他们大多采用带有祈使动词的命令式，而英语母语者则会倾向于使用较婉转的请求，例如，通过提问或者给予暗示来提出请求。

（2）他们的请求基本上非常简单，不加修饰。他们几乎没有修饰一个请求，并且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也只是多多少少有点千篇一律地依赖于“please”这一个“词汇降级手段”（lexical downgraders）。

（3）他们面对不同的说话对象使用了同样的请求策略，没有区别。他们不管是在跟老师还是别的学生说话，都使用了同样的请求策略，而英语母语者会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而区别使用表达请求的方法以确保礼貌。

简而言之，尽管有足够的机会掌握请求，但直到研究结束时，两个学习者仍然严重缺乏像母语那样的语言能力。

研究结果提示：虽然两个学习者在这期间出现了可观的发展，但是他们既未能发展完整的请求类型，也未能发展广泛的语言知识的总藏来表现他们习得的那些类型。这些学习者也未能发展出根据不同说话对象选择不同的请求所需要的社会语言能力。

对这些结果的一个解释是：虽然课堂环境培养了这两个学习者的人际的和表达的需求，却没能提供真正的社交需求的条件。

5.2.2 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的相关理论

5.2.2.1“注意假说”与语用习得

我们在第一章中曾介绍了施密特（Schmidt，1990）提出的“注意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注意”是一个将输入转化为“摄入”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并不是所有的输入都能引起学习者的“注意”，也不是所有被“注意”的输入都能被学习者所理解，只有那些被学习者“注意”到并经学习者的大脑吸收、融合后的输入才有可能成为“摄入”。因此，对目的语输入的一般程度的“注意”并不能保证有效的语言习得，学习者需要特别“注意”具体的学习目标。

施密特（Schmidt）指出，“注意”在语用习得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语用习得中，学习者必须同时注意语用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语境特征。

施密特（Schmidt）同时还讨论了影响注意程度以及输入效果的几个因素：频率（frequency）、突显度（salience）、教学等。

在语用习得的过程中，新的输入不断进入工作记忆，只有引起学习者注意的那部分输入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处理，使得输入变成“摄入”。而输入的本身特点，如频率和突显度都能促进认知机制对输入的处理。所输入的语言项目越明显，复现率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学习者的注意；相反，无显著特征、复现率不高的语言输入被注意的机会就较小。

施密特（Schmidt）以他本人学习葡萄牙语的经历为例，说明日常语用知识的习得尤其需要注意。因为与语法知识相比，语用特征有时并不那么明显，而且有些语用规则是潜意识的。因此，他特别强调了语用教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语用教学可以促使学习者注意这些特征，从而有利于他们从输入中获得具体的材料。

施密特（Schmidt，1993）还进一步指出，在识别目的语语用形式时，“显性教学”比“隐性教学”更有效。

此后一些年来，许多语用教学研究结果也显示语用教学有助于语用能力的发展，这些结果为“注意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豪斯（House，1996）通过课堂观察、采访以及后测，比较了显性教学组与隐性教学组在语篇标记方面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无论是显性教学组还是隐性教学组都取得了进步，但显性组在语篇标记和语篇策略的种类方面更有优势。

杜风（Dufon，1999）研究了在目的语环境中印尼语学习者礼貌策略的习得情况，6名被试所注意到的礼貌策略与其语用特征的突显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卡斯珀和柔斯（Kasper&Rose，2002）评论认为，“注意假说”为解释语用能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不过，“注意假说”也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注意”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是无法进行直接观察的，人们只有通过行为的观察才能作出推论。人们一般是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来研究学习者的注意程度，然而被试在处理输入时的注意程度是很难真实反映出来的，它很容易受到信息的清晰程度和复杂程度以及被试的语言水平等一些因素的影响。

5.2.2.2“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

我们在第一章中也介绍了维果茨基（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儿童的语言是在他周围的成人或能力较高的同伴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儿童与成人或“新手”与“专家”之间的交往就是学习。而个人的最佳学习是在“临近发展区”中进行的。“临近发展区”是儿童通过独立解决问题而产生的实际发展水平与经过成人指导或能力较强的同伴帮助以后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

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在二语习得的最初阶段，目的语的母语者或水平较高的同伴会帮助儿童或新手完成他们不能独自完成的任务，但慢慢地，那些学习者就能通过各种活动相互合作，并能逐渐根据语境的特点来调控自己的思维方式。因此，该理论特别强调二语学习者参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认为交往过程既是二语学习的手段，也是二语语用知识增长的途径，而且通过对交往行为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过程。

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针对课堂教学中的交往行为而进行的。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推论，在小组或两人对话中，水平较低的一方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模仿学习对方的话语。

多纳托（Donato，1994）在针对法语外语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在交往中，并不需要能力较强的一方作为“脚手架”帮助对方知识的构建，同伴的合作可以推动双方语言和语用能力的共同发展。

大田（Ohta，1995）针对不同水平的日语外语学习者，研究了处于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如何用日语表达请求。观察发现，强弱双方在活动中都运用了各自的交往技能，在交际过程中不断地在交换“专家——新手”的角色，都受益于相互帮助，并一起达到更高的水平，而不只是弱方获利。

在课堂上教师与学习者的言语交往方面，研究者却常发现，课堂中“启发——反馈——跟踪”（IRF）的师生话语模式不利于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例如，霍尔（Hall，1998）1995年研究发现，课堂中教师的话语范围有限，因而学习者没有机会了解日常会话中所需要的复杂的交往、语言、认知知识。同样，大田（Ohta，1995）也发现教师的话语范围太窄，以致学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完成各种语言行为，相比之下，还是同伴之间的交流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

然而，后来霍尔（Hall，1998）对1995年研究的对象重新加以观察，特别关注课堂教师与4名学生之间的对话，最后对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模式进行定性分析。他发现，在交往中，教师往往赋予不同的学生以不同的地位。在4个观察对象中，两名学生定性为主角，两名定性为配角。对于主角，教师往往给予更多的关注，认为他们的反应是知识性的、与主题相关的，因而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参与交际。对于配角，教师则没有给予他们这些机会。

安东（Anton，1999）通过对一年级法语和意大利语课堂中师生之间的话语进行观察和分析，最后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在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对话让学生积极参与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的协商，以完成各种语言行为。

该研究结果表明，课堂中的师生话语模式本身并不必然限制语言以及语用能力的发展，关键在于交往中教师是否给予学生更多参与的机会。

总之，“社会文化”理论对二语语用能力发展的过程提出了独特的见解，突出了语用习得中认知发展的社会性，教学对语用能力发展的促进性，教师作用的主导性以及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对语用教学有一定的启发。

但是该理论过多强调交往行为在语用习得上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学习者语用习得中认知发展的内部规律。至于外部的社会交往过程是如何在认知上体现和建构的问题，还比较模糊。

针对此前的相关研究，戴炜栋和陈莉萍（2005）总结认为：

（1）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有着复杂的联系。随着语法和语用概念的外延，两者的区分度会越来越模糊，彼此相互作用，但并不是相互依赖或一方为另一方的基础。

（2）语言能力对语用迁移有影响，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语言使用者对两种语言的认识起决定作用。

（3）任何交往行为都有利于语用能力的发展，关键在于是否能充分利用交往行为。

5.2.3 中介语语用学及其发展

5.2.3.1对比语用学

对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的研究，萌芽于“对比语用学”（contrastive pragmatics）的研究。这一发展轨迹，与二语习得研究本身萌芽于对比语言学和对比分析理论是一致的。

对比语用学是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人类的言语行动进行研究，即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语言实现模式，探索人类言语行动实现模式中的“普遍的”（universal）和“语言特定的”（language-specific）成分。

1.语用的普遍成分和语言特定成分

（1）语用的普遍成分

“普遍成分”是指不同语言之间在语用上共有的成分，反映了不同语言语用规约之间的共性。例如，就“请求”（request）言语行动而言，布龙——库尔卡和奥尔施坦（Blum-Kulka&Olshtain，1984）研究认为，不同的语言都采用了相同的基本策略，包括“直接”（Direct）请求、“规约性间接”（Conventional Indirect）请求、“非规约性间接”（Nonconventional Indirect）（或“暗示”，hints）请求等。

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实施的“跨文化言语行动实现项目”（Cross 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CCSARP），研究了澳大利亚英语、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希伯来语、加拿大英语、德语、丹麦语、俄语等西方8种不同语言文化或变体中请求和道歉言语行动表现方式的异同。在请求方面，该项目认为“规约性间接”是英语最常用的请求策略，也是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普遍现象，即不同语言的请求行动所体现的结构具有某些相同的“普遍语用特征”。

该项目还根据请求的直接性（directness）水平，把请求的中心行为语（the head acts）所使用的主要请求策略类型分为2大类3个等级，即“直接”、“规约性间接”、“非规约性间接”，这3个等级策略的直接性水平依次递减。

在此基础上，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9）对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等4种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规约性间接”请求样式进行了比较语用学研究，所得结果见下表。

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中主要请求策略类型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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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Blum-kulka（1989：47）改编。）

根据上表所呈现的大样本数据，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9）认为，这3种水平在这些语言中的分布情况显示，“规约性间接”是最常使用的主要请求类型，从而通过实证调查的证据支持了这一策略类型在不同语言中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2）语用的语言特定成分

同时，在言语行动的选择、分布和实现模式中，存在着不同的互动风格和重要的跨语言差异。这就是在语用上因语言而异的“语言特定成分”。

豪斯和卡斯珀（House&Kasper，1981）研究发现，在提出请求时，德语母语者比英语母语者更直接。例如，操德语者产出更大百分比的直接请求，如“Du solltest das Fenster zumachen”（“你应该把窗户关上”），而操英语者则使用较为间接的语句，如“Can you close the window?”（“你能把窗户关上吗?”）。

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2）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即，德语母语者比英国的英语母语者更直接，而且希伯来语母语者也比美国的英语母语者更直接。

同样，在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9）所显示的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的主要请求策略类型的分布中，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就直接性而言，这4种语言依次为：

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法语<希伯来语<阿根廷西班牙语

2.普遍性和文化特定性问题

不过，语用模式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文化特定性”（culture-specificity）的关系问题还是存在争议的。例如，那些从西方语言和文化中总结出来的普遍性，就未必能照搬到非西方语言和文化中。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针对汉语请求言语行动策略的调查研究和对比分析逐渐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在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的理论框架下，采用类似的研究工具，陆续对汉语请求的直接性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以检验其所提出的“普遍语用特征”是否适用于汉语，但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张绍杰、王晓彤（1997）较早对汉语请求言语行为在汉语中的表现方式进行了调查，发现“规约性间接”是汉语最常用、也是最礼貌的请求策略类型（65%）。这一结果支持了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的“普遍性”假设。

然而，姚舜霞、邱天河（2003）和赵琳琳（2007）各自的调查则发现，汉语中“直接”请求更为常用，分别为59.70%和58.90%，表明“普遍性”假设不适用于汉语。

不过，本世纪10年代以来连续进行的若干项研究（何文婷、刘爱真，2010；邢俊肖，2010；原坤阳、李柏令，2011；范燕妮、李柏令，2011；原坤阳等，2012）均发现，“规约性间接”请求的使用率约为49%左右，显示“规约性间接”的确是汉语最常用的请求策略类型，不过仅略高于“直接”请求（约39%左右）。

由此看来，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的“普遍性”假设仍然适用于汉语，但汉语和汉文化相对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特定性”仍然是明显的。

对比语用学的研究为二语语用教学和二语语用习得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是因为，如果要开展二语语用教学和二语语用习得研究，必须以对目的语语用特征的描写为依据。

5.2.3.2中介语语用学

1.什么是中介语语用学

20世纪80年代，在跨文化语用学和中介语研究的基础上，以卡斯珀（Kaspe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创建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即“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又译“语际语语用学”、“语际语用学”）。90年代以来，中介语语用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中介语语用学通过比较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产出的言语行动，研究“非母语者对一种第二语言中的语言行为样式的使用和习得”（Kasper，1989）。它包括两个层面，即“语用语言”（pragmalinguistic）层面和“社交语用和文化”（sociopragmatic and cultural）层面。所谓“语用语言”层面，指学习者是否考虑到一语和二语规则之间的差异，是否受一语规则影响而使用了某些语言要素，而这些语言要素并不符合目的语的母语者规范，并且可能导致交际中断或者产出在社交上不适当的语句。所谓“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指学习者在表达同一语义时是否考虑到一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有别于二语中的语用规则，是否受一语文化因素影响而产出了一个不合适的语句，而这些规则可以包括一种对社交的心理要素的不同感知，诸如社会距离、相对权势和地位，或者一种特定行为的合法性等。

在研究方法上，它沿袭了中介语研究的传统路子，重点考察二语学习者的言语行动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托马斯（Thomas，1983）最早把这种偏离称为“跨文化语用失误”（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这种“语用失误”，会反映在“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与文化”两个层面。

而对“语用失误”原因的最常见解释，就是“语用负迁移”，指“一语语用能力对不同于二语目的语的中介语语用知识的影响”（Kasper&Blum-Kulka，1993）。

例如，在针对二语学习者请求行为的对比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如Blum-Kulka，1982）发现，非母语者使用一个比母语者有限的、不那么复杂的请求技能总藏（repertoire）。换言之，二语学习者能够使用的请求形式比母语者少而简单。在请求策略方面，一些研究者（如House&Kasper，1987）发现，学习者比母语者更直接，不过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82）的结论却不是这样。还有人（如Blum-Kulka&Olshtain，1986）发现，学习者的请求不同于母语者的请求，主要在于学习者通过添加比母语者更多的缓和辅助语（mitigating supportives）而在外部修饰其请求。但是，塞诺兹和瓦伦西亚（Cenoz&Valencia，1996）则发现，缓和辅助语的使用也与英语熟练度相关。

2.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

卡斯珀和施密德（Kasper&Schmidt，1996）曾针对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一个问题框架，其中包括：①语用有没有普遍性?如果有，这些普遍性是如何影响二语语用知识的习得的?②研究二语语用知识习得的方法和测量习得的量表是什么样的?③母语的作用是怎样的?④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过程与一语相似吗?⑤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有一条自然路线吗?⑥输入对二语语用知识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教学呢?动机呢?态度呢?舆二语语用知识发展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何自然（1996）则将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下列几方面。

（1）二语语用理解

在中介语语用学的早期，着重于研究二语学习者对“言语行为意图”（illocutionary force，又译“以言行事意图”、“言外之意”）的理解和对礼貌手段的识别。

所谓“以言行事意图”是指说话者通过间接的言语行为所要表达的意图，这种意图往往需要听话人结合特定的语境才能理解，也就是“言外之意”。

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到对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例如，布东（Bouton，1988）曾针对文化背景不同而且母语非英语的6组学生进行了一项实验，结果发现，来自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识别能力相似，而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生又是另一个类型。布东（Bouton）认为，除了文化背景会影响语用含义的理解之外，如果间接言语行为是违反关联准则的，学生较易理解：如该言语行为违反的是量的准则，那么无论英语母语或英语非母语的学生都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

在礼貌手段的识别方面，研究发现，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在规约性手段和语言形式的范围内完全具有分辨礼貌程度的能力，尽管他们在礼貌概念上与英语母语的学生有所不同。例如，学英语的日本学生在判断礼貌句型（包括祈使句、陈述句、疑问句）、礼貌标记词（“please”），以及各种礼貌表达法方面，同英语母语者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在运用时态和情态词（modals）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双方存在词语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异，即，美国人会认为用肯定词语来表达的请求（positively worded requests）比用否定词语表达的请求（negatively worded requests）显得更有礼貌，而日本人在这方面的判断就不同。

研究还发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用二语表达礼貌时，人们往往以自己的母语习惯作为依据，只是依据的程度各有不同。如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喜欢用否定词语，因为他们在用母语提出请求时，为了礼貌，往往采用否定结构。西班牙的学生在正式场合用英语表达请求时，则会由于觉得自己的母语在表达请求时过于礼貌，就不把它迁移到英语中去。可是，母语希伯来语的学生在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和道歉时，就会感到英语过于直率而习惯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不过，随着在英语国家生活时间的增加，他们对英语过于直率的容忍度也就相应增加了。

另一方面，二语学习者的礼貌方式是否准确，往往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二语能力，而是取决于其在二语国家生活时间的长短以及与当地人接触的频繁程度。因此，礼貌手段不是“语言语用”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例如，研究发现，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所采用的礼貌方式会更接近美国人，而大大不同于在日本的日本人。而在美国生活时间较短的日本学生会简单地认为美国社会比日本社会更能忍受“遭到拒绝”，因而以为即使用英语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也不会不合适。

（2）中介语中的语言行动策略

跨文化言语行动实现模式的研究已经证实，不同语言的人们为实施自己的言语行动而采取的策略模式是相同的，而说话人选择什么样的语言策略，主要受着语境的限制。

不过，二语学习者的选择却受制于他们掌握的二语知识和二语熟练程度，以及其他限制选择的因素。例如，他们可能对二语目的语在“语用语言”层面的特征观察得不够细致，在运用二语时夹杂有来自一语的“社交语用和文化”层面的负迁移，或者有意无意地按照一语的文化模式来使用二语，从而出现不地道的语言偏离现象。

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所采用的语用策略和语言形式往往都与该目的语的母语者所采用的策略和形式有所不同。例如，委内瑞拉学英语的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因没有参加聚会而向女主人道歉时，往往使用取悦对方的礼貌策略（即积极的礼貌策略），而美国的英语母语者在这种场合却倾向于使用抱歉的言辞（即消极的礼貌策略），直接向对方道歉。又如，在美国的大学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为修补已出现的尴尬场面，英语母语的学生绝大多数会用迎合、取悦的方式表示礼貌，而来自中国台湾的学生却会使用一些贬己尊人的词语。

在礼貌策略选择的依据方面，二语学习者也与母语者有差异。母语者大都以社交和文化语境作为依据，必然会按不同的交谈对象采取不同的礼貌策略。而研究发现，有的学习者（如日本学生），就不大考虑语境因素。他们在用英语跟地位不平等的陌生人交谈时采用的策略，与他们跟地位平等而且熟悉的人交谈时会采用相同的策略，即都用直接的、毫不婉转的方式去表达。又如，日本学生用英语实施“提供”、“请求”等言语行动时，也往往不按社交亲疏关系而使用相同的礼貌策略。在表示感谢时，母语英语的美国人会根据对对方的感激的程度变动其表达方式，但英语学习者在这种场合就不会有这样的变动。

同时，二语学习者的中介语与母语者相比较，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研究表明，学生的二语词汇和句法知识的不足，使他们也容易在“语用语言”层面出问题，即他们似乎知道某些词语和句型，但无法用来传达语用意图或者让对方识别出自己的礼貌手段。

卡斯珀（Kasper，1989）研究发现，对日常语用常规（pragmatic routines）的贫乏是二语学习者使用二语时的一个绊脚石。在学习者的中介语中，日常语用常规方面的失误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①他们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套用一语的日常语用常规。例如，德国学生错误地套用其母语的“entschuldigen Sie bitte”（Excuse me，please；劳驾）来表达英语的“I'm sorry”。②他们将一语的词语直译为二语里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合适的词语。例如，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强烈的请求时，竟然将日语里的“展者辙栈阵”或“御免帐盏栅”直译为英语的“I'm sorry”。③他们不善于根据要求准确运用二语的日常语用手段。例如，不会使用二语来实施诸如“感谢”一类的言语行动。

（3）中介语中的语用迁移

研究表明，因句式选择不当而产生的“语用语言”负迁移来自学习者的一语。法尔曲和卡斯珀（Færch&Kasper，1989）发现，学习者会错误地搬用一语中表示请求所用的词汇和句法材料，将它们变成中介语中的请求句式。例如，由于日语中可以使用疑问句式来表示不同意，于是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不同意时也就搬用了这种句式。

不过，语用负迁移不一定意味着二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差。当学习者用一种与其母语完全不同的二语进行交际时，如果出现生硬照搬母语的句式或者使用一种与该语言完全不同的句式，那可能确实是学生的语用能力问题，但当这种语用差异一旦被该语言的母语者所接受，那只是给该语言留下一些异文化的识别标记，却并不能以此来断言学生的语用能力不佳。例如，尽管外族人说话的口音表明他不是本族人，但作为本族人大体上会容忍对方的某些不地道的发音和表达方式。

总之，语用负迁移不一定会导致语用失误。交际双方成功的配合可以淡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用差异，例如母语者可能“欣赏”对方的外国口音，从而使负迁移产生正面效果。此外，非母语者的中介语尽管与母语者的语言不同，但两者常常是互补，而不是对抗的，其结果可使交际得到意外的成功。这是因为，交际对抗的发生不在于交际双方的语言模式和语言习惯的不同，而在于文化观念的冲撞，即交际双方对权势、信赖、亲疏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冲撞。

（4）跨文化交际中中介语的语用效果

中介语中出现的不符合目的语规范的语法、语音方面的偏离现象，是该语言的母语者很容易辨别出来的。出现这些偏离现象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母语者知道说话人是非母语者，从而也使讲不好该语言的非母语者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

相比之下，托马斯（Thomas，1983）认为，虽然二语能力强的人容易使跨文化交际获得成功，但是也仍然避免不了会出现“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和文化”方面的失误；如果他们在交际中出现语用失误，这些失误往往不容易被母语者察觉出来，而一旦被察觉出来，母语者又不会因说话人是非母语者而轻易给予原谅。换言之，这些人由于二语水平高，其语用失误不易引起母语者的注意而往往能够蒙混过关，而正是由于他们二语水平高，容易导致母语者对他们的过高期待，因而一旦察觉了他们的语用失误，就不会视为仅仅是一种非母语者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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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反向迁移和多元能力

我们在前面几章中陆续讲了“师旷劝学”等故事。这些典故都倡导了一种“活到老，学到老”或者“好学不倦”的精神。我们也讨论了学习者的动机和态度对学习成效的重要性。

不过，学习态度好似乎也并不是一定会带来“好结果”的。例如，我国古代也有“邯郸学步”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个富家少年，听说其邻国赵国首都邯郸的人们走路的姿态特别美，就“吃饱了撑的”，特地去“留学”了一下。结果，他“邯郸步”没有学会，而自己的“寿陵步”却又忘了，就只好爬着回家了。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则是“东施效颦”。据说“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有一个心口疼的病，出门时就老捂着胸口，还皱着眉头。当地有一个名叫东施的丑女，觉得西施这样子挺好看，就也捂着胸口、皱着眉头招摇过市。结果，富人吓得闭门不出，穷人吓得拖家带口逃走。诚如一句调侃语所说的：“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就这两个故事的寓意而言，都是比喻模仿别人不得法，反而把自己原有的本领忘掉了，效果极差。对这个寓意，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从积极的角度讲，向别人学习是可以的，或者是应该的，但一定要“得法”，否则结果会很惨。从消极的角度讲，如果无法确认自己能够坚守原有的本领，那么宁可不学新本领。

不过，“邯郸学步”是一个夸张的故事。现实生活中，寿陵少年即使没有学会“邯郸步”，也不至于爬着回家。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独有的步法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他所掌握的两种步法中，即带有寿陵风格的“邯郸步”，以及带有邯郸风格的“寿陵步”，以及“邯郸步”和“寿陵步”共有的风格?而“东施效颦”的故事则反映了一个审美标准问题。人们之所以觉得“东施颦”太难看，其实是以看惯了的“西施颦”为参照的，是出于一种带有偏见的审美观。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去看“东施颦”，或许反而会觉得“别有风味”呢。

二语习得其实也有一个“学步”和“效颦”的问题。所谓二语学习，就是在习得母语的基础上，再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然而，在实践中，就绝大多数人最终得到的结果而言，往往都是“邯郸步”或“西施颦”都没学到家，也就是没有达到类母语水平而始终处于中介语状态，即使是那些职业的外语工作者也往往难逃此“宿命”。再从理论上来看，关于是否有可能达到类母语水平，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或认为不可能（如“关键期假说”），或认为有可能，对此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那么，接下来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又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否还能保持“寿陵步”的原汁原味，或者虽“丑”而至少还能“看看”?也就是说，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他们的母语是否受到了来自二语的“影响”或“迁移”?

如果这种影响或迁移确实存在，那么必然会在二语学习者（也是双语使用者）的两种语言之间，出现一种既不同于一语又不同于二语的第三种语言使用状态?这种状态具体表现为，其二语带有一语的某些特征（正向迁移），而一语则带有二语的某些特征（反向迁移），而且两者之间出现一种趋同特征。如果我们以该两种语言的母语单语者为衡量标准，那就是说母语不像母语，说二语又不像二语，堪称“非驴非马”。那么，我们将如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评价这样一种状态?

在传统观念中，“非驴非马”往往带有贬义，类似的还有“不三不四”、“不伦不类”、“四不像”等说法，反映了人们凡事追求“纯正”的传统价值观。

那么，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在理论上是否有可能保持“纯正”，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与单语者究竟有何不同?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6.1 跨语言影响的双向性和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6.1.1 对二语习得研究传统的批评

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中，人们对语言迁移研究的兴趣点基本上是在一语向二语的迁移方面。尽管后来提出了“跨语言影响”的新概念，一般也是指一语对二语的单向影响。针对这种影响，人们通过分析学习者的中介语，从心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单向的二语习得研究传统提出了批评。

6.1.1.1双语现象的单语者标准问题

格罗斯简（Grosjean，1989）等学者认为，把学习者语言中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看作偏误，是出于一种“单语偏见”（monolingual prejudice）或“双语现象的单语观”（the monolingual view of bilingualism）。也就是说，从单语母语者的立场出发，把学习者的语言与单语母语者的差异一律看作是需要校正的“偏误”，这是不公正的。

对于什么是母语者（native speaker），近10多年来争议越来越大。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库克（Cook，1999）将“母语者”定义为“一个仍然说童年时期学会的语言的单语的人”。这个定义将语言在个人发展中的优先性和使用的连续性与语言学中通常的简化假设“母语者是单语者”结合了起来。这也不排除一个人是不止一种语言的母语者的可能性，如果他/她在童年时同时习得了这些语言的话。但是，根据这个定义，对一个二语使用者来说，成为一个二语的“母语者”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二语使用者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和那么多的二语习得研究者用同样方式对待他们的一个原因：“按照定义，学习者的语言是匮乏的。”（Kasper&Kellerman，1997）换句话说，既然母语者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那么二语学习者将永远达不到“母语者水平”；尽管他们早已成为二语的使用者，但同时也是毫无成功希望的“失败者”。

针对这样的观念，格罗斯简（Grosjean，1989）认为，人类的某一个群体不应当因其他的人们不属于自己的群体就评判他们为“失败者”，不管是依据种族、阶级、性别还是语言。人们应该通过其作为二语使用者的成功而不是通过其未能像母语者那样说话而被衡量。习得一种二语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二语使用者，而不是被算作一个母语者。二语习得研究必须公平对待其研究对象——懂两种语言的人，而不能将其从属于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二语使用者是拥有其自身权利的一个人，而不是别的某个人的仿制品。

库克（Cook，2003）则指出，要得出世界上单语母语者的精确数字是很难的。相反，要为学习或使用二语的人们找到一些数据倒是稍微容易些。以英语为例，1999年，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曾宣称世界上有10亿人正在学习英语，包括日本所有12岁以上的孩子。每个地方都出于某种用途而使用英语（诸如学术杂志和网络）；许多从未遇见过母语者的人互相通过英语进行交流（例如做全球业务的商务人士）。一些几乎根本不把英语作为母语来说的国家（例如新加坡）特意用它作为“第一语言”；其他国家（诸如尼日利亚、喀麦隆、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它作为官方语言。撇开英语不谈，比如开普敦、伊斯兰堡或布鲁塞尔的大部分人都在其日常生活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单语母语者远非人类的典型特征，并且在世界上越来越难以找到，即使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这可能难以证实人类实际上大部分是由二语使用者组成的，但是至少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群体。如果单语现象被当作是人性的正常情况，那么二语使用者就可能被看作单语现象的语言学的脚注。然而，由于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或使用者，单语者不论在统计数字上还是在人类潜能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例外。

一般来说，二语习得和双语现象研究的常用手段是依据“平衡双语者”（the balanced bilingual）或是“精通双语者”（ambilingual）来看二语所要达到的标准。例如，托利彼奥（Toribio，2001）将平衡双语者定义为：“拥有两种语言的类母语能力的说话者”，并且将衡量二语使用者的标准看作是“一个理想化的双语者的母语者语言能力”。库克（Cook，2003）对此评论指出，这种母语者语言能力的构建可能在一语习得中是合适的，因为所有人类都能得到它，但是理想化的双语者语言能力的概念可能是极其误导人的，因为几乎没有二语使用者得到这种能力。有多少人能在其语言使用语境的一个合理范围内获得两种语言的类母语技能?如果根据他们像两种语言的母语者那样运作的能力，而不是根据他们使用两种语言的整体语言能力来下定义，那么他们只是例外，而非二语使用者的典范。使用一个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母语者尺度，会在将来（如同过去所为）使我们对那些在两种语言之间远非类母语的而数量占压倒优势的二语使用者视而不见。母语习得研究是研究大多数人取得了什么，而不是单语的“莎士比亚们”的能力。二语习得研究同样也应该研究典型的二语使用者取得了什么，而不是双语的“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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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Nabokovs）。

因此，这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更具整体性的观点。格罗斯简（Grosjean，1989）提醒人们注意：“The bilingual is not two monolinguals in one person”（双语者并非集于一身的两个单语者）。换言之，双语者的语言能力不应该被看作两种单语能力的简单相加，而应该结合使用者的整个语言总藏来进行判断（Grosjean，1992）。

库克（Cook，2003）还认为，如果二语使用者是一类不同的人，那么二语习得研究的兴趣应该是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不是他们和母语者比较出来的缺陷。库克（Cook，2002）将二语使用者的特点描述为以下四个命题：

（1）与单语者不同，二语使用者还使用其他语言。

（2）二语使用者的二语知识通常不同于母语者的知识。

（3）二语使用者的一语知识在某些方面与单语者也有所不同。

（4）二语使用者拥有不同于单语者的心灵。

库克（Cook，2003）解释了为什么他更喜欢使用“二语使用者”这个术语而非“二语学习者”来承认一个人使用语言的能力而非永远都是一个“学习者”，总是承认同一个人在其语言身份的各个不同方面可能既是“学习者”也是“使用者”，这是因为多元语言能力导致将二语使用者看作具有自身权利的人，而不是单语母语者的近似值。

库克（Cook，2002）还指出，对母语者标准的信念是二语对一语的效应很少被研究的一个原因。倘若被发现的任何差异不被看做是一个关于缺陷的事情，那么二语使用者与母语者之间的比较可能是合法的。而这种比较法的一贯使用，妨碍了二语使用者语言的任何独特的特征得到观察，因为只有在母语者语言中出现的那些特征才会被搜寻。例如，多少年来，这导致了一种观点：成人或儿童的语码转换应当受到谴责而不是赞赏；比如简纳西（Genesee，2002）曾讨论过幼儿的语码转换如何被解释为是一种混乱的标志，而不是熟练的二语使用的标志。

6.1.1.2二语对一语的影响问题

在跨语言影响的方向方面，凯科斯克斯和帕普（Kecskes&Papp，2000）指出，有证据表明，二语也可以对一语的不同领域施加一种重要的影响。例如：

巴尔孔（Balcom，1995）在针对懂英语和不懂英语的两组法语母语者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他们在法语被动句可接受度（acceptibility）判断中表现出的差异，也就是，对同样一个法语被动句的例句，不懂英语的法国人倾向于不可接受，而懂英语的法国人则倾向于可以接受，这反映了英语对法语的影响。

凯科斯科斯（Kecskes，1998）在针对学习现代语言的匈牙利中学生的对比研究中发现，英语对被试在结构完好性方面的母语技能的发展和使用产生了一种有益的效应。换言之，英语学习促进了匈牙利学生在母语使用中更重视结构的完好性。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提高了学习者的元语言意识。

帕弗兰科（Pavlenko，2003）针对在美国的俄罗斯移民“I feel clumsy speaking Russian”（“我说俄语时感到笨嘴拙舌”）的现象，将他们的话语跟莫斯科居民的话语做了对比研究，发现他们在词汇和语义、形态句法以及语言框架等方面均存在英语对俄语的影响。这说明，在美国的俄罗斯移民身上，英语对俄语的效应确实存在。

2001年，库克（Cook）组织了一次特邀的“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效应”国际研讨会，并于2003年出版了论文集《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效应》（Effects of the Second Language on the First）（Cook，2003）。这些论文通过使用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对象语言显示，懂得其他语言的人们的一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不同于与其同类的单语者的那种语言，这些差异对二语习得研究、语言学以及语言教学具有重大意义。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显示了这个问题在两方面的影响程度，即不仅影响到从词汇到语用的所有语言范围，而且冲击了通常由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发的种种当代研究思路。

据库克（Cook，2003）分析，长期以来人们忽视研究二语对一语的效应（effect），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研究者总是对非高级的二语学习者感兴趣。在二语学习的开始阶段，跨语言影响大多是单向的，即从一语到二语。其次，二语习得研究以针对英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为主。为研究工作提供数据的高级英语学习者往往是到英语国家的外来移民，英语知识对他们的事业成功和融入新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种知识的发展激发了研究者的兴趣。而另一方面，这些人的母语状态，则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没有把研究者的兴趣提高到与前一种兴趣相同的程度。

在像中国这样的外语教学大国，人们同样忽视二语对一语的效应。这是因为，外语教学界的二语习得研究，其宗旨在于如何提高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教学效果，很少有人会担心中国学生的母语汉语会受到什么影响。在对外汉语教学界，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宗旨也在于如何提高汉语教学成效，自然不必关心外国学生的母语会受到什么“损害”。

不过，中国大学生的母语水平受到英语学习影响甚至“伤害”的问题，早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忧心忡忡的“社会问题”，并不断出现针对英语教学的指责。

6.1.2 语言损耗研究

最早注意到二语对一语影响的是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损耗”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用语言学界兴起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语言损耗”（language attrition）或“语言丢失”（language loss）研究。所谓“语言损耗”，泛指双语者或多语者个体或团体由于某种语言使用的减少或停止，其运用该语言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退或丧失的现象。

1980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召开了“语言技能损耗研讨会”（Conference on the Attrition of Language Skills）。随后，国际学术界便广泛开展了相关研究，并确立了语言损耗研究在语言习得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范埃尔斯（Van Els，1986）曾将语言损耗较为详细地分为几个主要情形或范畴：

（1）一语环境中的一语损耗（L1attrition in an L1environment）：这些情形的例子可能是老年人中的非病理性语言丢失，或者一种方言在其使用环境中的丢失。

（2）二语环境中的一语损耗（L1attrition in an L2environment）：例如，当一个移民的母语在国外长时间居住期间消失时发生的情况，或者一种方言在其使用环境之外的丢失。

（3）一语环境中的二语损耗（L2attrition in an L1environment）：这种情形的普遍表现可能是在学校或高等教育环境中学会的外语的丢失。

（4）二语环境中的二语损耗（L2attrition in an L2environment）：通常是指一个高龄移民的外语在国外居住期间逐渐丢失。

在这几个范畴中，（2）和（3）受到的关注较多，不过，社会语言学研究者主要关注由（2）引起的双语者团体（如某些人口较少、发展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母语损耗或丢失，而二语习得研究者主要关注（3）学习者的二语损耗或丢失。

也有人在语言损耗的理论框架内开始针对双语者个体的一语中发生的变化展开研究，并认为，二语越来越占优势的现象是导致一语逐渐消失的因素之一。不过，这样的研究是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认为这种影响是有害的，其研究宗旨当然也是要寻求防止或减少这种损害的方法。

6.2 多元能力研究

6.2.1 多元能力假说

近20年来，以库克（Cook）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始关注二语学习者（他们更倾向于称之为“二语使用者”或“双语者”）的一语和二语的双向影响，并着重研究其二语对一语的效应。他们首先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为双语者主张二语使用者的权利，并对长期以来人们将单语母语者的语言使用规范视为二语学习者的目标提出质疑。

他们通过对若干对象语言和各类被试的对比实验，发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确实存在二语对一语的效应。他们通过探讨双语者心灵中的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若干心理语言学模型或假说加以解释。

1991年，库克（Cook，1991）发表《刺激贫乏论与多元能力》（The poverty-of-thestimulus argument and multi-competence），讨论了二语习得中的“最终成效”问题，并提出了“多元（语言）能力”（multi-competence）假说。所谓“多元（语言）能力”，是指“拥有两套语法的一个心灵的复合状态”。这种语言能力，是一种未必可与单语者的语言能力进行比较的独有的语言能力形式。

此后，库克（Cook，1992，1993，1995，1996）又连续发表题为《多元能力的证明》（Evidence for multi-competence）、《整体论的多元能力：“俏皮话”还是“思维转换”》（Wholistic multi-competence：Jeu d'esprit or paradigm shift?）、《多元能力与多种语言的学习》（Multi-competence and the learning of many languages）、《能力和多元能力》（Competence and Multi-competence）等4篇论文，进一步解释和完善该假说。

对于“多元（语言）能力”概念的提出，库克（Cook，2003）解释道：“起初使用这一术语几乎是出于方便。当‘中介语爷成为说话者的第二语言知识的标准术语时，却没有一个术语既能包含他们的第二语言知识，又能包含他们的第一语言知识：一方面是一语，另一方面是中介语，却没有涵盖两者的。”因此，他引入“多元能力”这一术语，指“在一个心灵中的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知识”。

这就意味着，“多元（语言）能力”与“中介语”具有本质的不同。“中介语”概念虽然暗示了它是一种处于学习者的母语和二语之间的语言系统，但实质上仍然指的是学习者的二语，只是与二语的母语者规范不同。而“多元（语言）能力”则是包括学习者的母语在内的所有语言的一种综合能力。

与中介语的发展一样，多元语言能力的发展也具有动态性。但与中介语的动态发展不同的是，多元语言能力中的所有语言会不断进行互动，或者此消彼长，或者相互融合，并在每一种语言的使用中表现出这种多元特征。

对于双语者使用其母语时偏离与其同族的单语者母语使用规范的现象，这些研究者更倾向于以更为积极的态度看作是反映了这些人所具有的整合两种语言能力的“多元（语言）能力”或者“共同底层概念基础”，而不是简单的带有贬义色彩的“母语损耗”。

6.2.2 中介语的独立性

根据多元语言能力假说，库克（Cook，1999）对中介语的独立性进行了分析。

库克（Cook）认为，虽然中介语的概念似乎将二语承认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但二语习得研究仍然将一个二语使用者大脑中的二语系统看作是别人（即一个单语的一语使用者）大脑中的一语系统的近似值。因此，二语习得研究的路子基本上是将二语句法知识跟母语者的知识作对比。这样就导致了下列认识：

首先，二语学习者是否接近了普遍语法（UG），被认为跟他们是否学会了和单语母语者相同的语法是一回事。例如，布莱——沃罗曼等人（Bley-Vroman et al，1988）说：“略高于一半以上的非母语者在任何给定的UG效应方面通常展现出正确的基于UG的判断。”

也就是说，在关于普遍语法的可及性研究中，如果发现学习者在其二语的某些方面达到了母语者标准，就被看作是普遍语法具有可及性的证据。

其次，年龄是否影响二语学习，被认为与人们跟单语母语者有多接近有关。例如，朗（Long，1990）曾经探讨了“最好的语言学习者是否确实有类母语能力”问题。

也就是说，在关于年龄效应的研究中，那些被认为突破了年龄限制的二语学习成功者，就是与母语者规范最为接近的那些人。

再者，他们是否有口音，被认为就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类母语的问题。例如，贡萨雷兹——牛诺（González-Nueno，1997）说：“最终目标——也许对一些人高不可攀——仍然是在语言的所有方面‘听起来像个母语者爷。”

也就是说，学习者说话的语音听起来与母语者有差异，那就是有口音。

在库克（Cook）看来，中介语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因为和二语使用者比较的标准几乎普遍地都是母语者，不管是公开地还是暗地里。因而，只有他提出的多元语言能力，才是真正具有独立性的语言能力。

6.2.3 解释二语对一语效应的其他理论

除了“多元语言能力”假说以外，还有一些理论模型也试图解释二语对一语的效应。这些模型大多都共有一个假设：在某个层面上，二语使用者的心灵是一个整体，它平衡着其中的一语和二语的诸要素。

6.2.3.1多语现象的动态模型

贺尔蒂纳和捷斯纳（Herdina&Jessner，2000）提出了“多语现象的动态模型”（the dynamic model of multilingualism，DMM）。

该模型将范基尔特（Van Geert，1994）的“动态系统”（a dynamic system）理论应用于多语系统，来研究多语现象中的复杂关系。它着重于描述心理语言系统中的时间依赖性（time-dependent）变化，诸如在一个双语系统中伴随着一种语言系统退化的优势变化，就像“过渡性双语现象”（transitional bilingualism）（或者说“二语环境中的一语丢失”）中所发生的那样。这个模型采纳了格罗斯简（Grosjean，1982）的“双语现象的双语观”和库克（Cook，1991）的“多元语言能力”概念，但加上了一个动态成分，不仅观察多语现象的总体及其各个部分，而且强调自始至终的变化。

6.2.3.2共同底层概念库

凯科斯科斯和帕普（Kecskes&Papp，2000）提出了“共同底层概念库”（Common Underlying Conceptual Base，CUCB）假说。

所谓“共同底层概念库”，是指一个由知识和概念组成的心智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的容器，这些知识和概念要么是语言和文化上中性的，要么是语言和文化上独特的，它包含除了语言系统本身（规则加上词库）以外的一切东西。这个容器负责两种以上语言的操作。

该假说认为，在外语环境中的二语对一语的效应是概念上的而非语言上的。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为了发展出一个双重语言系统，其概念结构需要从“一语概念库”（L1-Conceptual Base）改变为“共同底层概念库”。

这种作为语言习得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共同底层概念库”，可以解释多元语言能力的独特的特点和不同语言之间在不同层面上的互动。

6.2.3.3表征的重述模型

卡米洛夫——史密斯（Karmiloff-Smith，1992）提出了“表征的重述模型”（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 Model，the RR model）。

这个模型从认知发展的视角扩展了20世纪70年代由认知心理学家判别的成人思维中的隐性和显性两种知识表征模式。

这个模型认为，隐性知识是认知发展的起始点（隐性水平I），它在发展过程中经过3个重述阶段（显性水平E1、E2、E3）而逐步显性化，然而，较早期的隐性水平表征并没有被更显性的格式所覆盖和取代，而是继续表现出来并用于不同的任务（例如快速的输入/输出计算）而存在着，因此这个认知系统是多元表征的。

研究发现，双语儿童在这个认知发展的连续统中走在同龄的单语儿童之前，他们比后者拥有更显性地表现出来的语言知识。

6.2.3.4分析/控制模型

比亚里斯托克（Bialystok，2001）提出了“分析/控制模型”（Analysis/ Control Model，the A/ C model）。

该模型描述心理表征中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儿童越来越显性地使用语言。

该模型包括两个加工成分，第一个是“分析”，指的是表现出越来越显性和抽象的结构的能力；第二个成分是“控制”，指的是有选择地注意一种表征的特定方面的能力。这个“分析”与“表征的重述模型”有关，二者都关注越来越显性的知识表征。而这个“控制”也与越来越显性的表征的发展程度有关，即表征的复杂性水平越高，就越是需要“控制”对注意力的配置。

研究发现，双语儿童在语言知识方面拥有比单语儿童更领先的注意性控制力。

6.2.4 多元语言能力假说的理论意义

由于一语和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存在于同一心灵中，因而它们必定会在某个层面形成一个语言超级体系而非完全分离的体系。

那么，多元语言能力便提出了使用中的不同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人们是如何流利地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进行语码转换的?他们是如何“禁闭”（gate out）一种语言而使用另一种语言的（Lambert，1990）?他们是如何管理不止一种语用和语音系统的?

多元语言能力也提出了关于认知的问题。一个二语使用者在心灵中有单一的一套观念（ideas），还是不止一套观念，还是来自不同语言的一套混合的观念，还是不同于各部分之和的一套新的观念?

而且，多元语言能力还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关于习得的问题。一语和另一种或几种语言在第二或此后的语言知识的创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二语使用者心灵中的两种或几种语言是如何相处的。打个简单的比方，人的大脑好比一套住房，语言则好比房客。如果这套房中原先是一人独居，后来又新来一个人，那么他们是同居一室，还是分为两个小房间分别独居?如果是同居一室，他们是互不遮挡，还是用屏风隔开，或者加一道矮壁，使之成为内套间?如果分别独居，是否还有一个共用的客厅以供交流?从这两人关系的发展来看，他们是否会先分后合，或者先合后分，或者处于分分合合的状态中?

库克（Cook，2003）分析了这些语言之间事实上可能存在的几种逻辑关系，并以相应的模型来加以说明。

6.2.4.1极端的两个模型

1.分离模型

一种可能性是这些语言处于“防水隔舱”（watertight apartments）中，见图6.1的“分离模型”（the separation model），即二语使用者说其中的一种或另一种语言时，心灵中的不同语言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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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分离模型

早期的二语习得次序研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分离模型，即二语中介语是在没有较大程度地利用一语的情况下而发展的。根据这种模型，讨论二语对一语的效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效应不存在。同时，分离模型也并不暗示关于语言普遍性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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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整合模型

2.整合模型

相反的可能性是：那些语言形成一个单一的系统，如图6.2中的“整合模型”（the integration model）所示。

在语音方面，有人（如Williams，1977）发现二语使用者有一个单一的混合系统用于产出言语，这个系统既不是一语，也不是二语。整合模型并不是说二语使用者不能控制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在一个给定的环境中仍然可以选择使用哪一种语言，就如同单语者在一个具体情境中可以选择采用哪一种风格或语域一样。

在词汇方面，有人（如Caramazza&Brones，1980）声称，二语使用者并不拥有两个分离的心智词典（mental lexicons），而是拥有一个单一的词典，来自一种语言的词语与来自另一种语言的词语并排储存在里面。

在这个模型中，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关于二语对一语的影响，而是关于在一个单一的语言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平衡。事实上，计算一个单一心灵中的语言数——一语、二语、三语、n语——几乎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系统。

库克（Cook，2003）指出，显然，这两种模型都不可能绝对正确。首先，完全的分离是不可能的，因为两种语言在同一心灵中；其次，完全的整合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语使用者能够把这些语言分开。

6.2.4.2整合连续统的模型

库克（Cook，2002）和弗朗西斯（Francis，1999）则提出了“整合连续统”（the integration continuum）的概念，认为上述两种可能性代表了这个连续的两个端点。在这两极之间，并且在也许站不住脚的完全分离和完全整合的位置之间，有着许多不同程度和类型的互连，其中的两种“互连模型”（interconnection model）如图6.3所示。

[image: picture]


图6.3两种互连模型

1.连接的诸语言模型

图6.3中的A“连接的诸语言模型”（the linked languages model）反映了关于在同一心灵中两个本质上分离的语言系统之间存在影响的观念，亦即它是分离模型的一种变式，在这个模型中，两个分离的语言成分互相作用。这也许是许多二语习得研究中得出的典型模型，即二语的发展和使用受到既存的一语的影响。

通过观察中介语（多元语言能力中的二语要素）的发展如何利用一语（多元语言能力中的一语要素），语言“迁移”或“影响”研究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互连模型。

但是，在连接的诸语言模型中，确实允许双向的连接。例如科洛尔和托克维奇（Kroll&Tokowicz，2001）提出的关于学习者心智词典的“修正的分层模型”（t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根据习得方向和阶段对一语和二语之间的连接分配了不均等的力量。

2.部分的整合模型

称为“部分的整合模型”（the partial integration model）的变式，即图6.3中的B，反映了在同一心灵中两个语言系统之间存在部分重合的观念，亦即它是一个整合模型的限制版。

如同整合模型一样，它在重叠区域中并不区分两种语言，但是却显示出那个单一的、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如何不同于单语者的任意一种语言的版本。

在这个模型中，词汇、句法或者语言知识的其他诸方面可能是共享的或者重合的。例如，范海尔和济科斯特拉（Van Hell&Djikstra，2002）的研究显示，“多语者的处理系统在语言方面完全是非选择性的”，并且那个不公开使用的语言的心智词典仍然处于激活状态。

3.整合连续统的整体

多元语言能力假说则综合了上述模型，提出了“整合连续统”模型（见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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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多元语言能力中可能关系的整合连续统

这个连续统不一定暗示运动的方向，即一些人可能开始于分离状态，并向整合状态运动；有些人可能正好相反；或者有些人的诸语言可能永久处于分离状态。例如，帕拉迪斯和简纳西（Paradis&Genesee，1996）把双语儿童看作是从一开始就拥有“独立存在的”诸语言而不是“相互依赖的”诸语言，呈现的是第一种发展方向。

库克（Cook，2002）指出，这个整合连续统不一定适用于整个语言系统，换言之，一个人的词典可能是整合的，但是语音却是分离的。它也不一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到所有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具有整合性，而有些人则不是。

在这个连续统上的点也可能依据个人对语言模式（language mode）的感知、疲劳程度以及其他个人因素而不时地出现有个性的变化。

这个连续统也可能与二语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事实上是确定一语的哪些区域“不”受二语影响。

整合连续统模型对二语/多语使用者心灵中的几种语言的“相处之道”做了较为完整的解释。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事实，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加以证实。

6.2.5 二语对一语效应的研究方法

6.2.5.1二语对一语效应的评估

库克（Cook，2003）认为，二语对一语的效应可以通过至少三种方法来评估：对一语的正面效应，对一语的负面效应，基本上中性的效应。

1.一语可以通过二语的使用而得到增强

一般认为，一个人懂得另一种语言，会给这个人使用其一语带来好处，也就是所谓“头脑训练”（brain-training）。例如西方国家的拉丁语教育，就被认为有这样的好处。

高一虹（1994）曾针对52名被认定为“最佳外语学习者”的中国外语教师和外语研究人员，通过访谈法考察了他们的“多产性双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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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ive bilingualism，又译“生产性双语现象”）。调查结果显示，在语言能力方面，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不断比较不同的语言，增强了对语言规律的概括能力和悟性（即元语言能力），语言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同样，外语水平和母语水平也有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

凯科斯科斯和帕普（Kesckes&Papp，2000）的研究也发现，懂英语的匈牙利儿童在其一语中比不懂英语的儿童使用复杂得多的句子。

此外，大量针对双语发展的研究在总体上也显示了二语学习的好处。例如，耶兰德等人（Yelland et al，1993）研究发现，每周接受一小时意大利语教学的英国儿童比不学的儿童的英语阅读能力更好。比亚里斯托克（Bialystok，2001）则发现，使用二语的儿童比他们的单语同龄人拥有更早熟的元语言技能。

墨菲和派恩（Murphy&Pine，2003）在针对英国的一组6——7岁的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的实验中也发现：双语儿童与比他们年长的单语儿童的表现相似，具体表现在过去时态的概括任务方面，以及词汇确定任务和阅读单词的准确性方面。这些发现表明，那些双语儿童比同龄的单语儿童拥有更显性地表现出来的语言知识，他们在语言发展的连续统中走得更远。

2.一语可以通过二语的使用而遭到损害

讨论二语对一语可能存在的损害效应，通常是在语言损耗或丢失的语境中进行的。换言之，当一个人得到了使用一种二语的能力，那么他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使用一语的能力。

在一种语言用得越来越少的环境中，人们不管是作为一个团体还是作为个人，确实会丧失对它的掌控。这些人无论是作为移民还是归化入籍者，都生活在一语不用于他们的日常社交或专业目的的情境中。

例如，珀特（Porte，1999）对52名长期居住在西班牙的母语为英语的英语教师的母语损耗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他们的西班牙语二语对母语英语的干扰是母语损耗的主要因素，其中词序和拼写问题尤为突出。他认为，语言的某些方面对干扰更为敏感，更严重的拼写技能丧失或许与句法损耗并存。

劳弗尔（Laufer，2003）在针对移居以色列的母语为俄语的56名前苏联移民的两项实验中发现，被试的俄语词语搭配判断测试受到了其二语希伯来语的影响，而且被试处在二语环境中越久，越乐于接受受到希伯来语影响的俄语词语搭配，而他们在其俄语自由作文中的词汇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因长期居留于以色列而衰退，其文章的总体长度也缩短了。

3.一语不同于二语，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库克（Cook）认为，对所发现的差异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依赖于一个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价值判断。从得到正面评价的情况来看，例如由于二语学习而增强的元语言能力，只有以某种可限定的方法发挥作用时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也无所谓好坏了。从得到负面评价的情况来看，例如发现二语使用者丢失了一语的某个方面，也只有在妨碍其成功地开展某个活动时才是一个缺陷，否则也谈不上缺陷。

其实，二语对一语的许多效应仅仅相当于差异。二语使用者的心灵在一语要素方面必定会有差异，这是由于它具有更复杂的语言组织法，要么通过连接，要么通过整合。例如，德丸（Tokumaru；Cook，2003）在针对24名学习英语的日本大学生的实验中发现，他们在一语句子处理方面与单语者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来自其二语英语，所以难以被认为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又如，贾维斯（Jarvis，2003）在针对一名居住美国11年的芬兰移民的实验中发现，被试的一语芬兰语语言能力中增加了更多表达相同概念的方法，但这种变化也看起来无所谓好坏。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二语使用者对一语的掌握与他们的单语母语同胞有些不同，而这既不能赞赏，也不能反对，因为它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6.2.5.2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的方法论范式

库克（Cook，2003）指出，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的基本方法论范式，是将单语母语者与懂得一种第二语言的操同一语言者作比较。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至少有两个因素可能比在其他类型的研究中更为关键。对此，他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1）建立两组操同一语言者的对等组，一组有一种二语，另一组没有。

所谓对等组，就是要找到两个相似的组，两组的差别在于他们是否懂一种二语。然而，要找到带有一种二语和不带一种二语的两个比较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当今的社会中，二语广泛使用的结果就是单语母语者难以找到。库克（Cook）指出：“人们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能找到还没在中小学里学过至少一种第二语言的人?”

当然，从来没学过一种二语的人还是有的，尤其是在一些教育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例如，那些文盲就可能符合单语者条件，不过由于未受过教育，他们的母语也未必可以作为母语者标准。而在那些受过教育的老年群体中，大部分人也会由于年轻时代未受过外语教育而始终是单语者；不过，能否将他们的母语作为一种“楷模”，作为对比研究的基础，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比较安全的做法可能是，假定二语对一语的效应只发生在二语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我们不妨把那些只是略懂一种二语的人（例如只是在中小学作为一门科目而学过之后没有继续学习的人）算作单语者。因为这些人的外语水平比较低，更接近单语者。然而，这样做也会有一个危险，即由于预先设想在二语发展的早期可能不存在任何效应而对这个问题产生先入之见。而这种设想却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上文提到的耶兰德等人（Yelland et al，1993）的结果显示，每周一小时的小学二语学习就能够影响到一语，至少是在阅读方面。这就说明，即使是在二语习得的早期，其对一语的影响也有可能已经产生。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将那些学过一种二语却又是一种“不同”的二语的人也包括进来，大概也是可以的。例如，假定某项研究的关注点只是在中国人的英语学习方面，那么学过德语的人也可以纳入汉语单语组。不过，这样做也有一个危险，即二语学习会对二语使用者产生一些总体上的效应，例如增强元语言能力、语言宽容度等，那么这样的被试在一语语法判断测试中的表现也可能会走样。这样，单语组和二语组的表现就可能出现某种一致性，却难以辨别这种一致性是否由于不存在二语对一语的效应。

因此，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就是干脆放弃用“纯粹的”单语者与二语使用者进行比较的努力。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尝试将最小限度的双语者与最大限度的双语者做对比，例如，将有过接触另一种语言的最低可能性的人与已经在大学水平上学过另一种语言的人做对比。塞诺兹（Cenoz，2003）就采取了一种类似的方法，即比较了两组西班牙大学生，一组是英语“不流利的”，因为他们是心理学专业的，只在中小学学过英语，另一组是“流利的”，因为他们是英语专业的，在大学里接受全英语讲授。

另外，我们可能还会面对另一个潜在的困难，就是当我们将具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两组人等同看待时，如何排除那些因素的干扰。与单语控制组相比，那些学过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有社会经济阶层方面的差异，他们要么属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比如那些属于社会精英的双语者；要么属于较低的社会经济阶层，比如西方国家中那些寻求政治避难者或者移民工人。在中国这样的各地经济文化发展较不均衡的国家，人们的地域背景差异也可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因素。此外，在攻读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中，也可能在个人背景和职业理想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都需要在实验中加以考虑。

有时候还会有一个难题，就是在一些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两组被试的一语之间的差异，很难确定确实是存在二语对一语效应，还是只是在由一些具体人群所说的一语中存在渐进式变化。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一些海外侨民群体中。由于久居海外，这些分离出来的一语社团可能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变体，而与其祖居地的母语有所不同。例如，在词汇方面，盖尔（Gal，1989）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奥地利的匈牙利语母语者发明了新的匈牙利语词，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匈牙利使用的实际形式。又如，在语音方面，库克（Cook）也提到一件逸事，说的是在西伦敦（West London）居住的波兰侨民社团成员在观看了一位从波兰来到英国作短暂演出的女演员的演出后，抱怨她说的波兰语“带有浓重的口音”，而实际上她说的是在学校里学到的当时在华沙通行的标准音。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是在变化的，在较大的一语社团中说的一语可能发生变化，以至于与那个社团隔绝开来的二语使用者在其一语使用中不可避免地过时。在这个案例中，波兰语在本国的标准音已经发展了，而海外侨民却仍然固守着老的语音标准。还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居住在阿根廷和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威尔士语母语者和居住在印度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法语母语者。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群体所使用的一语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其环境，如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德语（Pennsylvania Deitsch）。就汉语而言，海外华人所使用的“华语”的语音规范在某些方面就可能是“过时”的，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已有了满足自身需求的发展变化。而在中国国内，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所采用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母语者标准进行仔细的鉴别。

（2）不管调查语言的哪个方面，都给予两个组相同的测试。

被试确定以后，接下来要慎重考虑的，是选择可以适用于两个组的测试工具。在库克（Cook，2003）收录的那些研究中，使用过的工具主要有：向被试展示影片的“叙述诱导”（elicitation of narratives）、标准化的“话语补全测试”（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DCT，又译“话语完成测试”）、“自然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语法正确性判断”（grammaticality judgements）、“反应时间实验”（reaction-time experiments）以及“词汇多样性和能产性统计性测量”（statistical measures of lexical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等等。

这方面的一个难题是：测试任务的本质在不同语言之间是如何呈现出多样性的。例如，为句子的主语（例如数的一致性）提供具体线索的一个句子，当用一种不带一致性的语言来翻译和测试时，那是没用的。如英语的动词现在时要求与主语的数一致，凡主语为单数第三人称，要求动词加“-s”，其余则不加。但是，加与不加“-s”的动词翻译成汉语后，这种区别就消失了，因而就无法提供所需要的线索。

又如，一个在英语中不带关于性范畴的线索的提示句，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就可能不得不指明性范畴，这就提供了令人讨厌的附加线索。

还有诸如“语法正确性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依赖于很多针对正确性和社会身份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可能在懂得另一种语言的人们中被彻底改变。这就是说，学过二语的人会在母语的语法正确性判断测试任务中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但这未必是实验研究所考虑的那种二语本身的效应所致。另一方面，这样的测试有可能唤醒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对语言模式的意识。这一点与“观察者效应”（observer effect）有关，即被观察者由于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察而引起的行为上的改变。例如，被试觉得这个观察者是一个与之同类的二语使用者，还是一个下定论的单语母语者?因而，他们在测试中如何表现自己，是受到其使用一语还是二语的测试环境影响的。

总之，在二语对一语效应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的仔细选择，对于获得令人信服的实验数据是极其重要的。

6.2.6 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6.2.6.1中介文化风格

在上一章所介绍的中介语语用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研究表现出常见于其他领域（如语音、语法等）的二语习得研究的两个特征（Cenoz，2003），即：

（1）受到赞美的理想的单语母语者被树立为二语使用者语用能力的模范，对母语者规范的偏离被当作语用失误的情况。

（2）影响的方向是从一语到二语，大多数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报告都不考虑两种语言之间的双向关系。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单向的研究也受到了挑战。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90）、布龙——库尔卡和谢弗尔（Blum-Kulka&Sheffer，1993）研究了一语和二语之间在语用层面上的互动。他们发现，英语（一语）和希伯来语（二语）掌握得很充分的移居以色列的美国移民用这两种语言提出的请求，显著地不同于以色列人和美国人的样式。这些请求显示了一种介于美国人的请求和以色列人的请求之间的直接性（directness）水平。

据此，布龙——库尔卡（Blum-Kulka，1991）提出了“中介文化风格假说”（Intercultural Style Hypothesis），来解释这种反映了语言之间双向互动的一种中介文化样式的发展。该假说改变了中介语语用学传统的单向研究路子，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将中介语语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中介文化风格假说”关注二语学习者（同时也是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之间在语用层面的双向互动，与库克（Cook）的“多元能力”假说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可以看作是多元语言能力理论的语用版。

“中介文化风格假说”提出之后，得到了针对其他国家移民人群的大量研究的验证。同时，凯科斯科斯和帕普（Kecskes&Papp，2000）在强化的外语接触的外语习得语境中所作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假说。换言之，“中介文化风格”不仅可能产生于二语环境，也可能产生于外语环境。

6.2.6.2塞诺兹的一项研究

塞诺兹（Cenoz，2003）以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sque Country）不同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调查了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所表现出来的请求行为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验证“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该研究的参加者是69名大学生，其中男性占14.7%，女性占85.3%，平均年龄为20.68岁。他们都是母语为西班牙语者，学过第二语言巴斯克语和第三语言英语。被试根据其英语的流利程度分为两组。“英语流利组”由“英语研究”（English Studies）专业的49名被试组成，其余的20名被试为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英语掌握程度很低，归入“英语不流利”组。所有被试都在中小学学过英语必修课，但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在大学均接受全英语授课，并且被要求通过一个相当于“剑桥水平”（the Cambridge Proficiency）考试的英语测试作为其英语课程通过的一个必要条件。“英语不流利组”在该研究实施之前只在中小学学习过至多3年英语，并且再也没有进一步接触过英语。

该研究的调查工具是一份一般背景问卷和一个基于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的“话语补全测试”。“英语流利组”在不同的日子既用英语也用西班牙语完成话语补全测试，“英语不流利组”只用西班牙语完成测试。

该研究中使用的话语补全测试包含下列请求情景，代表4种不同的人际关系：

（1）一位老师要一个学生去图书馆取一本书。（教师/学生）

（2）一个学生向一位同学要前一堂课发的讲义。（学生/学生）

（3）你要一个同事从他/她的公寓打一个长途电话。（同事/同事）

（4）一个停车处管理员要一个司机开走他/她的车。（管理员/司机）

该研究涉及到请求言语行动的5个因素，包括：招呼语（alerters）、请求策略（request strategies）、句法降级手段（syntactic downgraders）、词汇降级手段（lexical downgraders）以及缓和辅助语（mitigating supportives）。

该研究将两组被试的3组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针对“英语流利”组的英语和西班牙语数据的对比结果表明，对应于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招呼语、预陈式策略（preparatory strategy）、句法降级手段、词汇降级手段和缓和辅助语的总数的平均数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他们用两种语言说出的请求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这就说明，二语达到高度流利水平的人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用其一语和二语提出请求。

其次，针对“英语流利”组和“英语不流利”组用西班牙语产出的请求的对比结果表明，就要素的总数来说，由两组产出的请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对应于请求（1）和请求（4）的某些措施（预陈式策略、句法降级手段以及词汇降级手段）方面，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别。同时，两组在招呼语方面有最低限度差异。

两组之间在招呼语方面的主要差异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倾向于比“英语不流利”组的学生更频繁地使用其对话者的名字。

在请求策略方面，“英语不流利”组比“英语流利”组倾向于使用更直接的策略。

在句法降级手段方面，两组之间的主要差异是，“英语流利”组的学生使用范围广泛的句法降级手段（体、时态、条件从句、疑问句），而“英语不流利”组倾向于使用单一类型的句法降级手段——疑问句。

在词汇降级手段方面，“英语流利”组使用范围更广的词汇降级手段（降低程度语、礼貌标记），“英语不流利”组倾向于使用单一类型的词汇降级手段，即礼貌标记。

在缓和辅助语方面，“英语流利”组使用范围更广的缓和辅助语（预设话语、奖励、迂回表达），“英语不流利”组倾向于使用单一类型的缓和辅助语——迂回表达。

以上结果表明，英语水平高的学习者似乎发展出了一种中介文化样式，这种样式既反映了用西班牙语和英语说出的请求之间的相似性，也反映了这些请求和由其他西班牙语母语者所表述的请求的差异性。

6.3 中国国内的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

6.3.1 国内二语对一语效应研究简况

在国内，有关二语对一语效应的研究目前还相当薄弱，相关文献也极少。零星的研究集中在母语损耗和语用反向迁移方面，而且实证研究更少。

在语言损耗研究方面，蔡寒松、周榕（2004）对国内外的语言损耗研究作了述评，并指出，国内对语言耗损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仅限于记忆或遗忘和僵化（石化）等方面，全方位的考察尚未起步。杨连瑞、潘克菊（2007）也指出，在我国，语言损耗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我国在这个方面仅仅有少数的学者进行了一些综述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大多十分宽泛，并没有对语言损耗做深入、精确的论述。而且，仅有的这些初步研究关注的焦点仍然局限于国内学生的外语损耗问题。

在语用反向迁移研究方面，康灿辉（2008）较早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汉语恭维语回应中的语用反向迁移开展了实证对比研究。该研究采用了话语完成测试（DCT）和非参与观察方式。测试问卷中的问题涵盖外貌、能力以及所有物等方面。被试是湖南工业大学的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各40名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英语专业被试和非英语专业被试的汉语恭维语回应策略使用显著不同。英语专业生采用“赞同准则”的占77.5%，采用“谦虚准则”的只占22.5%。相比之下，非英语专业生采用“赞同准则”的仅占20%，采用“谦虚准则”的达到了80%。此外，通过非参与观察方式也发现，在8例学习英语10年以上者的对话中，有7例回答“谢谢”，只有1例回答“一般”，即英语学习时间更长的人群对赞美作接受型回应的比例为87.5%，大大高于英语学习时间较短人群。此结果与问卷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也就是说，长期的英语学习和使用对英语专业生的语用策略起了显著的作用，证明他们在语用上存在程度不同的语用反向迁移。

6.3.2 针对语用反向迁移和中介文化风格的两项研究

6.3.2.1来华汉语学习者英语恭维语回应中的语用反向迁移

小剑、李柏令（2011）首次针对外国来华汉语学习者的英语恭维语回应中的“语用反向迁移”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

该研究的被试是23名英语为母语的高级汉语学习者。其年龄在22——29岁之间，学习汉语的时间在2——6年之间。其中13名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语言进修生，另10名是其他学校的高级汉语学习者。

该研究采用随机访谈法，在调查时对每一位被试说了同一句话：“Wow，your Chinese is good！”（“哇！你的汉语很好！”）接着记下被试的下意识反应和回答，并趁机收集了被试的相关背景信息。

被试的恭维语回应样本被归入11个回应策略类别，即先分为“接受”和“不接受”两大类，“接受”类下细分为“感谢式”、“接受”、“升级”等3个小类，“不接受”类下细分为“评论来历”、“再指定”、“回敬”、“贬低”、“不同意”、“修饰”、“反问”、“无视”、“请求解释”等8个小类。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一些较显著的倾向。首先，“接受”的比例（13.04%）远远低于“不接受”的比例（86.96%）。其次，被试采用了多种手段来表达“不接受”的意思，包括自我评论、再指定、回敬、贬低、不同意、反问以及无视。被试的具体回应样本如下：

1.感谢（3例）

（1）“Erm...you think so?Thanks！”（呣……你这样想吗?谢谢！）

（2）“Oh，thanks！”（哦，谢谢！）

（3）“Cheers！”（谢了！）

2.同意（0例）

3.升级（0例）

4.自我评论（2例）

（4）“Well，Chinese was my major at College.”（噢，汉语曾经是我大学时的专业。）

（5）“Well，it's my fourth term here.”（噢，我在这儿学到第四个学期了。）

值得一提的是，两者都使用了“well”这个感叹词，在句子中起了缓和的作用，潜在的意思是“我学汉语的时间很长，说得好是应该的”。

5.再指定（2例）

（6）“I have a Chinese girlfriend，so I guess that's cheating！”（“我有中国女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不算真本事吧！）

（7）“My host family have helped me a lot.”（“我的寄宿家庭给我了很多帮助。”）

6.回敬（2例）

（8）“Well，you're doing a Masters，so yours must be really good.”（“噢，你是硕士生，你的汉语一定非常好。”）

（9）“Yours sounds pretty good too.”（“你的汉语听起来也相当不错呀。”）

7.贬低（5例）

（10）“It's not too bad，I suppose.”（“马马虎虎吧，我猜想。”）

（11）“I wish it was better.”（“我要是再好点儿就好了。”）

（12）“I'm still going to fail my exams，though.”（“不过呢，我还总是考试不及格。”）

（13）“Yeah，but my reading and writing sucks.”（“是啊，不过我的阅读和写作很烂。”）

（14）“Sometimes I still feel like a beginner.”（“我有时候还觉得自己像个初学者。”）

8.不同意（6例）

（15）“Nǎli，Nǎli！”（“哪里！哪里！”）

（16）“No，no，no！”（“不，不，不！”）

（17）“Actually it sucks.”（“其实很烂。”）

（18）“It really isn't.”（“真的不是。”）

（19）“I've studied it since high school and I'm still terrible.”（“我从中学就开始学了，但还是很糟糕。”）

（20）“In my dreams！”（“我在做梦吧！”）

9.修饰（0例）

10.反问（2例）

（21）“Do you really think so?”（“你真的这样想吗?”）

（22）“You're joking，right?”（“你在开玩笑吧，对吗?”）

11.无视（1例）

（23）“……”

根据上面的结果，该研究作出了下列几点分析：

（1）在所有23例样本中，英语恭维语回应的“接受”类的比例只有13.04%，而“不接受”类的比例则高达86.96%，后者是前者的6倍半。这一结果显示，在被试的英语恭维语回应中，确实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

（2）在“接受”类回应中，3名被试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感谢”策略，而未采用“同意”和“升级”策略。本来，这两类回应策略在英语母语人群中往往是反应最敏捷的，可是在该研究所调查的被试中，却显得反应最迟钝甚至没有反应。这一结果显示，尽管被试显示了“接受”，但仍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更没有“升级”。其中例（1）的回应是“Erm...you think so?Thanks！”（“呣……你这样想吗?谢谢！”）接近于例（21）“Do you really think so?”（“你真的这样想吗?”）实际上是徘徊于“接受”与“不接受”之间。这提示，即使是“接受”者，也表现出“接受”的程度较低，而倾向于“不接受”。

（3）在20例属于“不接受”的回应中，明确显示“不接受”的比例高达60.88%，包括“贬低”的5例（21.74%）、“不同意”的6例（26.09%）、“反问”的2例（8.70%）以及“无视”的1例（4.35%）。这显示了与汉语语用规范的高度一致性。

（4）在“不接受”类回应中，明确表示“不同意”的回应数量最多（6例），占42.85%，它显示了这些被试对“谦逊准则”的重视而对“赞同准则”的相对轻视。在这6个回应中，例（15）、（16）、（17）、（18）和（19）都直接否认对方的恭维。稍有不同的是，例（20）采用了幽默的方式来弱化这种“不同意”，以维护恭维者的“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这种更重视“谦逊准则”的表现，符合汉语语用规范所体现的汉文化价值观。

（5）在表示“不同意”的6例英语恭维语回应中，例（15）和例（16）直接使用了简单的否认表达。例（16）的“No，no，no！”（“不，不，不！”）是典型的“中式英语”，也是中国的英语初学者中最常见的英语语用偏误。而例（15）更有意思，干脆通过“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而直接采用了最典型的汉语回应“N伲li，N伲li！”。这种简单否认的回应策略可能反映了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成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A：你的汉语很好！——B：哪里！哪里！”这样一个话轮几乎是所有汉语学习者都会接触到的，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汉语教师都会不遗余力地组织反复操练，因此使得被试在听到他人的恭维时，就下意识地采用了中式表达法。当然，例（15）直接采用汉语回应，也可以有别的解释，即这样的语码转换是故意的。因为被试知道调查者也会说汉语，所以可能想表明他对汉语语用规范的了解，显示自己的汉语已经学得很地道，或者显示自身与调查者双方具有一种共同熟悉的二语，以便进一步拉近彼此的关系。

（6）在使用“反问”的2例中，例（21）的回应可以归因于自信不足。而例（22）的回应显示被恭维者怀疑恭维者的诚意。值得一提的是，该被试是本研究中汉语水平最高者之一，已获得汉语水平考试（HSK）8级证书，与汉文化中“越是水平高越要谦虚”的价值观一致。

（7）例（23）未作任何回应。在汉语恭维语回应中，“无视”（即不作回应）是较为常见的策略之一。相比之下，这种策略在英语中是难以被社会所承认并接受的。尽管如此，该被试还是违背了英语的这种语用规范，而向汉语规范靠拢。

该研究认为，在一部分以英语为母语的来华汉语学习者中，确实存在明显的语用反向迁移，并可能正在形成一种中介文化风格。

6.3.2.2中国大学生汉语请求行动中的中介文化风格

范燕妮、李柏令（2011）针对中国大学生实施请求言语行动的策略倾向，复制了塞诺兹（Cenoz，2003）的研究，以检验“中介文化风格”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人的英语学习。

该调查的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的139名在校大学生，其中英语专业学生63人，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76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二语，可排除其文化背景、教育背景、地区差异、职业状况、年龄差异等影响因素干扰调查结果。被试根据其是否英语专业分为“流利”和“不流利”两组，英语专业的归为“流利组”，非英语专业的归为“不流利组”。“流利组”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课程以专业英语为主，大部分课程都以英语授课，对英语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不流利组”的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专业，“大学英语”只是必修课程之一，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相对较少。在被试所在年级的选择上，“流利组”均为大三，“不流利组”均为大一，便于拉开两组被试在整体英语水平方面的差距。与塞诺兹（Cenoz，2003）的研究对象相比，该研究的“不流利组”的英语学习经历有所不同，即中国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大学低年级期间仍然需要修读大学英语必修课。

该研究采用“话语补全测试”（DCT）作为调查工具，实施的步骤与塞诺兹（Cenoz，2003）相同。

该测试包括被试信息和测试题两部分。测试题先以描述场景的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要求被试根据场景做出回答。测试任务共设计了12个场景，包括师生之间、店员顾客之间、同学之间、同龄陌生人之间等各种人际关系。具体场景包括：

（1）你没有按时完成专业课的学期论文，去办公室找教授要求延期。

（2）你去澡堂，发现没带校园卡，回宿舍拿又太麻烦，这时你想借你旁边同学的校园卡（你们不认识）。

（3）在市中心，你向一位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打听最近的电影院怎么走。

（4）在电脑城买电脑，你请服务员给你介绍你感兴趣的电脑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

（5）你从图书馆出来回宿舍，外面正下雨却没带伞。这时，你看到一个学生（你不认识）走过来，你提出和他/她共用一把伞。

（6）在球场打球，球飞到球场外，请路过的同学帮忙捡一下。

（7）你因为生病缺了一节专业课，需要借同学的笔记。

（8）期末考试结束了，你邀请朋友一起去KTV庆祝。

（9）出去旅行住在宾馆，准备洗澡时，发现热水器坏了，请工作人员上门维修。

（10）你的室友弄坏了你的电脑，可是迟迟没有拿去帮你维修，你要求他/她尽快修好。

（11）你有两张电影票，邀请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看。

（12）你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可是公司给出的工资太低，你向领导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结果发现，在“流利组”的英语请求行动中，采用直接策略的比重只占到17.46%。这个结果，与布龙——库尔卡等人（Blum-Kulka et al，1989）提出的英语采用直接策略只占9.80%的结论比较接近，说明“流利组”英语请求策略的使用已经接近英语母语者的规范。不过，在“流利组”的汉语请求行动中，采用直接策略的比重占31.90%，与其英语直接请求策略的使用仍有较大差异。这一差异表明，“流利组”尚未形成典型的中介文化风格，即塞诺兹（Cenoz，2003）关于二语达到高度流利水平的人基本上以相同的方式用其一语和二语提出请求的结论。

在两组的汉语请求策略对比中，“不流利组”比“流利组”倾向于使用更直接的策略，即42.49% vs 31.90%。这一结果与塞诺兹（Cenoz，2003）的结果一致。

在招呼语方面，“流利组”汉语和英语请求中的使用率仍存在明显差异，但均高于“不流利组”的汉语请求，明显地展现了“流利组”在汉英两种语言使用中的一致性，以及其与“不流利组”的汉语之间的差异性。

在外部修饰语的使用上，“流利组”的汉语请求同样有着向英语趋同而与“不流利组”的汉语卷趋异的倾向。

在句法降级手段的使用方面，“流利组”的汉语请求也出现了偏离汉语习惯并向英语习惯靠拢的趋势。

总体来看，英语“流利组”汉语请求和英语请求之间的差异，说明在中国大学生汉英双语者的请求言语行动中尚未最后形成中介文化风格。而“流利组”和“不流利组”的汉语请求之间的差异，则反映了“流利组”的汉语语用模式已经明显地偏离了汉语语用规范，并正在向英语语用规范靠拢。也就是说，“流利组”的“中介文化风格”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介文化风格假说”。

该研究结果显示，被试的母语确实存在语用反向迁移，但在其母语和二语之间，尚未最后形成“中介文化风格”，这与国外某些同类研究结果有所不同。

对此结果的原因，该研究做了初步探讨，并指出，国外的研究，如上文所提及的针对移居以色列的美国移民的研究、针对西班牙的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研究，其所涉及的对象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等）在语言类型、文化背景等方面本身就较为接近。例如，这些语言都属于屈折语，可以提供比孤立语更多的句法降级手段；这些语言都属于西方文化圈，语用规范中体现的社会价值观大体一致，等等。而汉语和英语之间在这些方面则差异较大。这提示我们，“中介文化风格”的形成，可能受到语言距离和文化距离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语言距离越远，形成“中介文化风格”的过程越漫长。

反向迁移和多元语言能力研究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国外已经发展了20多年。它超越了二语习得研究的传统路子，从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来观察学习者二语的发展并解释人类语言习得和运用的本质，而且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目前国内二语习得研究界对此还比较陌生，一些零星的研究也不成气候。这可能还是由于追求实用的传统思路占据着上风。文秋芳（2010）在针对语言迁移研究提出未来展望与建议时，也提出应“增加逆向迁移（如L2对L1，L3对L2等）研究、双向迁移研究和三语及多语环境中的语言迁移研究”。所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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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美籍俄裔文学家，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以《洛丽塔》等英语作品而闻名世界。他出生、成长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因受家庭影响，从小就会说俄语、英语和法语。


[2]
 所谓“多产性双语现象”，是指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二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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